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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争的理论实质

刘福森

【摘要】在研究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时，必须区分成熟与未成熟的马克思，坚持以马克思成熟的文本为理论依据；

必须超越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思维逻辑，坚持从 “现实性”出发的思维逻辑；必须坚持实践的历史性，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去解释实践唯物主义；必须从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中去理解马克思哲学。只

有如此，才能正确理解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合理地解释马克思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理论特质。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从 “现实性”出发的思维逻辑；历史的实践唯物主义； “历史性思维”或

“历史的逻辑方法”；历史性的解释原则；价值评价的历史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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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的研究，是马克思
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具有战略性的方面，它直接影

响着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细节的研究和应用性研

究。如果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出现理论分歧，那

么，对理论细节的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也必然出现

分歧。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在这

个问题的研究中不仅从未达成共识，而且一直存

在着尖锐的对立，其中在马克思哲学是 “实践的

唯物主义”还是 “历史的唯物主义”问题上的

争论尤为突出。因此，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问

题，并不是一个过时的老问题，它仍然是目前马

克思哲学研究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

主要从方法论的视角，对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

物主义之争的理论实质问题做一点理论分析。

一、区分成熟与未成熟的马克思，

坚持以马克思成熟的文本为理论依据

　　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对马克思的成熟
文献与不成熟文献不加区别的现象是普遍存在

的。具体表现为：在研究马克思的一般哲学世界

观时，很多人所关注的是马克思的不成熟的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 《手稿》）

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以下简称 《提

纲》），而只有在讲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德

意志意识形态》 （以下简称 《形态》）才得到人

们的关注。《手稿》、《提纲》和 《形态》是马克

思哲学形成时期的三篇经典文献，它们标志着马

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历程。其中，《手稿》是一

篇 “完全没有成熟”的文献，《提纲》则是一篇

“没有完全成熟”的文献，而 《形态》则是一篇

“完全成熟”的文献。但是，在我国学术界对马

克思哲学理论性质的研究中，却存在着重视 《提

纲》和 《手稿》而轻视 《形态》的现象。人们

人为地把这三篇文献区分为专门阐述马克思的哲

学世界观的文献 （《手稿》、《提纲》）和专门阐

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文献 （《形态》），这样就

抹消了这三篇文献的成熟与不成熟的界限。有人

仅仅从 《手稿》获得 “理论资源”，得出 “马克

思哲学是实践的人道主义 （或人本主义）”的结

论，把 《手稿》中关于 “人的本质的异化与复

归”的抽象的人本主义 （人道主义）观点看作

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精髓①；也有人认为 《提

纲》揭示的是 “马克思新世界观纲领”，而 《形

态》只不过是 《提纲》的展开：“在元哲学的意

义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对 《提纲》思想的

详论、深化和具体化。”②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

义就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实践范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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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 “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础。”① 这种

观点从 “实践”概念推导出历史唯物主义，把历

史唯物主义贬低为不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单纯的历

史观的概念。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与人们对 《手

稿》、《提纲》、《形态》的错解直接相关的。

因篇幅关系，本文对于 《手稿》的不成熟性

就不再多言，仅仅对 《提纲》做一点简单的分

析。在我国学界，把马克思的 《提纲》看作是完

全成熟的哲学文献是一种普遍现象。人们对 《提

纲》的评价，都是依据恩格斯在 《路德维希·费

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注释中所

做的评价。恩格斯的全面评价是这样的：“这是

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

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

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② 人们在引证这

段话时，仅仅引用了文中 “但是”后面的部分，

而 “但是”前面的部分被轻易地砍掉了。在引证

“但是”后面的部分时，人们又进一步砍掉了

“萌芽”这个关键词。 “萌芽”这个词是恩格斯

在评价 《提纲》时对 “新世界观”的一个限制

词，即这种 “新世界观”还仅仅是个 “萌芽”。

当人们对恩格斯的这段话进行了这样的 “剪裁”

之后，《提纲》就成了完全成熟的 “马克思的新

世界观纲领”。实践唯物主义主要是依据 《提

纲》建立起来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 “新世界观的天才

萌芽”？说 《提纲》仅仅是新世界观的 “萌芽”，

是因为 《提纲》已经包含着构成新世界观的某些

因素，但仍然存在着理论缺陷，并没有完全达到

最高的理论形态。不是因 《提纲》过于简单才把

它叫做 “萌芽”，而是因为它还未完全成熟。在

《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还是持完全肯定

的态度，认为费尔巴哈 “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

义”③。《提纲》引入了实践概念，把费尔巴哈作

为批判的主要对象，以 “感性活动”取代了费尔

巴哈的 “感性存在”的直观的唯物主义。这应该

是新世界观的萌芽了。但是，仅仅靠一个抽象的

“实践”概念， 《提纲》还没有、也不能对费尔

巴哈进行彻底地批判。费尔巴哈哲学存在着两个

方面的缺陷：第一，他的唯物主义的 “直观性”。

《提纲》所做的正是对这种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

第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仅仅是一种自然观上

的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还是停留在唯心主义。

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第二个缺陷的批判， 《提纲》

没有做到，对这一缺陷的批判是在 《形态》中完

成的。《形态》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就

使得马克思不仅在自然观上而且在历史观上都达

到了唯物主义，这时，才有可能完全形成一种不

仅包含着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且包含着唯物主

义的历史观的彻底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试问，

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之前，能够首先形

成一种彻底的、包含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新唯物

主义世界观吗？

《提纲》在总的十一条中，第一、二、三、

四、五、八、九、十一条 （共八条）都是讲实践

问题或涉及到实践问题内容的，都是直接针对费

尔巴哈由于不理解实践的意义而形成的直观唯物

主义的缺陷的。尽管 《提纲》中也提到 “社会”

概念，但是对社会概念的理解还是初步的，其中

包含着对社会概念的抽象理解，还没有达到历史

唯物主义的高度。例如， 《提纲》的第十条说：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 ‘市民’社会；新唯物

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④

这段话常常被人们当做马克思哲学的经典语录来

引用，而实际上，这段话还存在着抽象的人本主

义的痕迹：马克思在这里本来是要说明新唯物主

义的立脚点是 “共产主义社会”，以和费尔巴哈

的 “市民社会”相区别。但是，在这里马克思还

是用 “人类社会”和 “社会化的人类”来解释

“共产主义社会”。这个解释还保留有人本主义的

残余：“人类社会”概念，还是指共产主义社会

的 “理想化的社会”；“社会化的人类”，还是指

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化的 “人”。在这种意义上

说， 《提纲》所理解的人还不是 “现实的人”，

所理解的社会还不是 “现实的社会”。这里对共

产主义社会的解释与 《形态》对共产主义的解释

还是有原则性区别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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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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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的第六条中包含对 “现实的人”的

天才猜测：“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

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

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① 现在，很多人都仍然把这段话看作是马

克思对 “人的本质”的经典定义，其实马克思在

这里不是在给 “人的本质”下定义，而是想要从

社会关系上去解释 “现实的人”。联系这段话后

面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是

在批判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追求的还是人的抽象

本质，而马克思在这里却是在用 “社会关系的总

和”去解释 “人的现实性”。“人的本质是什么”

的提问方式，是形而上学的人本主义的提问方

式，马克思在这里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这种提问

方式，并开始 “从社会关系上”追问人的现实

性，而不是在给 “人的本质”下定义。 “本质”

就不是 “现实的”；而 “现实的”就不是 “本质

的”。如果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用人的现实性

（社会关系总和）去定义人的抽象的本质，是不

合逻辑的。马克思的这段话的本意应该是：费尔

巴哈的抽象的人本主义始终在追问 “人的本质”。

但是，马克思这时已经模糊地意识到，应该用

“人的现实性”取代 “人的本质”的追问。马克

思回答道：“人的现实性”就是 “社会关系的总

和”。在这时马克思关于人的看法正处于从费尔

巴哈的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的过程中。因

此，马克思在这里用 “社会关系的总和”去解释

“人的现实性”还显得有些模糊，以致后来人们

在解释什么是 “社会关系的总和”时总是争论不

休。对现实的人的理解，只能从 《形态》去理

解。在 《形态》中，马克思已经不再谈论 “人

的本质”问题，而是始终在讲 “现实的人”。

《形态》才真正确立起 “从现实的人出发”的逻

辑出发点。

因此，虽然我们也承认马克思的那些未成熟

的或未完全成熟的著作在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形

成史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理解马克思哲

学思想的总体性质时，却不应该把不成熟的著作

为主要的文本根据。坚持这一原则是消除在研究

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时产生不必要分歧的关键。

如果一部分人依据成熟的文本，而另一些人则依

据不成熟的文本，就必然造成本来不应该发生的

无谓争论，其研究结果必然会出现一个 “精神分

裂”的马克思。

二、超越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思维逻辑，

坚持从 “现实性”出发的思维逻辑

　　因 “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的西方传统哲学观

的影响，本体论哲学的思维方式在我国学术界仍

然十分盛行；“没有本体论的哲学是一种无根的

哲学”始终是隐藏在人们心中的一个抹不掉的牵

挂。虽然大多数人在口头上已经不再承认马克思

哲学是形而上学本体论，但是一旦进入具体的研

究程序，人们就会背弃自己的口头承诺，仍然坚

持 “从抽象概念出发去解释现实”的形而上学本

体论思维路线。在形而上学本体论看来，现实的

东西只不过是抽象本质在时间和空间的展开，抽

象的本质才是真正的 “存在”，是现实性的基础。

因此，人们虽然放弃了实践本体论的提法，但实

质上坚持的仍然是实践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的思想

路线。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对旧哲学的

最根本的超越，表现为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思想

路线的 “颠倒”。海德格尔曾把马克思哲学概括

为 “对形而上学的颠倒”②。这种对形而上学的

“颠倒”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提倡的 “从现实性出

发”的思想路线上。这不仅是一场哲学的革命，

而且是一场哲学观的革命。以往的全部哲学都是

形而上学，而马克思却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

立，颠覆了形而上学，同时颠覆了西方传统的本

质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观，使得 “哲学就是

形而上学”的命题被马克思拒斥在他的哲学之

外③。这种新哲学世界观的基本逻辑是 “历史的

思维逻辑”，它同那种超时间、超历史的形而上

学的思维逻辑是正好相反的。这种新的思维逻辑

的基本特征就是把 “现实性”作为它的逻辑出发

点。 “从地上升到天上，而不是从天上降到地

上”，就是马克思对 “颠倒形而上学”的形象说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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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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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从现实性出发”，从根本上说就是 “从现

实的人出发”；而从现实的人出发，就是从人的

“现实的生活、实践”出发。那么，什么样的生

活、实践才是现实的生活、实践呢？“现实的生

活、实践”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现实存在的

那些特殊的、个别的、相互区别的生活和实践，

如农业文明时代的实践、工业文明时代的实践、

手工生产的实践、大机器生产的实践等等。在这

个意义上说，《提纲》第一条讲的实践还是一种

抹去了时间性和空间性的、超时间超历史的 “抽

象的实践”，或者说，它只是实践的 “一般本

质”，即仅仅包含着抽象的 “主体能动性”的

“实践”概念。从抽象的实践出发去解释人，人

仍然被理解为抽象的人，即具有 “抽象的实践主

体性”本质的 “一般人”，这样的人仍然是没有

时间和历史的抽象的 “类本质”。 《提纲》用

“实践” （能动的活动）概念取代了费尔巴哈的

“感性存在”，也就把人的存在理解为 “实践的

存在”。这无疑是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第一步，但

是，从这种抽象的实践出发，还无法完全超越抽

象的 “人本主义”，还不能得出历史唯物主义。

要彻底超越抽象的人本主义，不仅要用 “实践存

在”取代费尔巴哈的 “感性存在”，而且要用

“现实的实践”取代 “抽象的实践”。只有从

“现实的实践” （即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

行的特殊的生产、实践）出发去理解人，才能真

正把人理解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 “现实的

人”。这样的 “现实的实践”和 “现实的人”是

在 《形态》中才出场的。《提纲》还没有设计出

把抽象的实践和抽象的人变为现实的实践和现实

的人的 “转换程序”。这种转换程序就是 “历史

的思维逻辑”，它与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思维逻辑

是正好相反的。

那种认为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他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 “实践范畴”是其 （指历史

唯物主义）“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础”的观点，坚

持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从马克思的 “一般哲

学世界观” （实践唯物主义）推导出来的观点

（即 “《形态》是对 《提纲》思想的详论、深化

和具体化”），就像传统教科书一样，又重新回到

了西方传统哲学处理 “一般哲学”和 “历史哲

学”关系的套路：“历史哲学”仅仅是一般哲学

原理在研究社会历史时的 “具体应用”，是 “一

般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因此，这种

观点实际上就把 “唯物史观”同西方传统的

“历史哲学”等同起来了。这就从根本上曲解了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性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并不是从一般哲学世界观推导出来的，而是建立

在 “历史科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形态》中指出：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

学，即历史科学。”① 马克思从现实的社会历史

出发，首先发现了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第一次

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达到了科学。马克思正是在

对历史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才创立了唯物史观，

并在唯物史观中蕴藏着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

界观。

从抽象的原则、抽象的概念出发，还是从现

实性出发的问题，不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一个无关

紧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它体现

着两种不同的思维逻辑的对立。从现实性出发，

才能彻底颠覆形而上学，超越本体论和抽象的人

本主义的思维逻辑，从而建立起 “历史的”唯物

主义。恩格斯在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

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第三章的末尾对此问题做了

精辟的分析。恩格斯认为，在对人、自然界以及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理解上，“费尔巴哈不能找

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

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

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

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

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②。恩格斯认为，要实

现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就必须把这

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③。“对抽象

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

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

替。”④ 这里既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也是对现

在仍然流行的变相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思维路线的

批判。

４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６６页下的注释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２４０页。
同上，第２４１页。
同上，第２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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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实践的历史性，从历史唯物

主义出发去解释实践唯物主义

　　在一些人看来，只要强调实践，就天然地成
为 “唯物主义”了。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在未

得到证明之前，“实践唯物主义”中的 “唯物主

义”性质仍然是一个仅仅具有 “可能性”的

“预设”，要把实践唯物主义说成是 “唯物主

义”，是需要哲学证明的。实践概念并不天然地

就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概念：第一，如果片面地发

展了实践的能动性方面，对 “实践”概念的理解

就会走向 “唯心主义”；第二，如果片面地发展

了实践的 “受动性”方面，对实践等概念的理解

就会走向 “物质决定意识”的旧唯物主义。要想

在对实践概念的理解上超越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

义，从而走向马克思的 “新唯物主义”，就必须

把实践概念放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去理解。只有

得到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实践概念，才会成为马

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由于人们把 “实

践”看作是超越历史之上、 “先在于”、 “外在

于”唯物史观的，因而这种 “实践的唯物主义”

就不可能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得到证明，它只能在

“物质决定意识”的旧唯物主义中寻找实践唯物

主义的理论根据。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观承

认了自然的先在性，就必然是唯物主义的：“它

是承认自然本体论所说的自然先在性的”，“怎么

就不是唯物主义呢？”① 这种观点是典型的旧唯

物主义观点的复活。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的实

践唯物主义所理解的 “自然”，是进入社会的、

“人化了的自然”，是与人的生存相关的人的环

境，而不是费尔巴哈讲的 “先在的自然”。因此，

尽管马克思也承认 “自然的先在性”，但是，马

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讲的 “自然”却与费尔巴哈讲

的那种 “先在的自然”无关；马克思的新唯物主

义也不是以 “自然的先在性”为根据确立起来的

“唯物主义”。把费尔巴哈讲的那种自在的、“先

在的”抽象自然看成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依

据，这就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退回到旧唯物主

义。

在马克思哲学中，已经不能再用旧唯物主义

的 “物质 （自然）决定性”去解释实践了。实

践是在目的、意识和意志支配下的能动的、自由

自觉的活动，如果我们简单地用自然物质性去解

释实践 （如用 “自然的先在性”去解释实践），

就会完全否定实践的 “自由自觉”的意义。要坚

持实践的客观性，又不否定实践的主体能动性，

就只有把实践概念放到历史唯物主义中，用 “历

史决定性”去解释。只有如此，才能既坚持实践

的主体能动性 （自由性），又坚持实践活动的客

观必然性。

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马克思是用 “既得的条

件”去解释实践的客观必然性的。这个 “既得的

条件”不是自在的自然物质，而是 “前辈们”

的实践活动结果。也就是说，“前辈们”的自由

自觉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对于 “后代”的实践活动

来说，就是一种 “客观的”、不能自由选择的客

观条件。马克思把这样的条件叫作 “既得的条

件”。 “既得的条件”对于前代的实践来说，是

一种 “结果”，即 “后在”；但对于后代的实践

来说，则是一种 “先在”的 “原因”，它直接决

定了后代人进行 “初始的”实践活动的 “出发

点”，因而具有不可选择的客观性质。人的实践

活动是一种自由选择的主体性活动，但有一点始

终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即对于自己的前辈的活动

及其活动成果是不能自由选择的。通常人们所说

的 “谁也不能选择自己的爹妈”，就包含有 “历

史决定性”的深刻含义。这种前代人的实践活动

对后代人的实践活动的 “决定性”，是一种 “历

史的决定性”，而不是旧唯物主义的 “物质决定

性”。要知道，在社会历史中，已经不能再做物

质与意识的明确划分了：任何 “社会物”都是前

人活动的结果，其中都凝结了前人的目的、意识

和意志，都是物质与意识的 “混合物”。因此，

凡属于人的一切———实践、生产力、社会关系、

意识等等，都不能再简单地用旧唯物主义的解释

原则 （物质决定性）去解释了：尽管构成生产力

的各种要素都具有自然物质性，但是，任何现实

的生产力都是在人的目的、意识、意志的直接作

用下进行的。生产力之所以能够成为整个社会历

史的基础，不是因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自然物

５

① 陆剑杰：《论实践唯物主义解读的所谓 “困境”———对

中国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反思》，《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４年第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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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而是因为每一代人所面对的现实的生产力

都是前代人活动的结果，后代对前代人的活动是

不能自由选择的，因而生产力具有不可选择性。

对于生产、实践的客观性也不能再用 “物质决定

性”去解释，而只能用前后代之间的历史性联系

去解释。由此也就证明了：虽然每一代人的主体

活动都是在主观目的、意志、意识支配下的自由

的活动，但由于他们的实践都必须面对他们的前

辈们的实践活动，并首先被前辈们的实践活动所

决定，因而每一代人的实践活动又都具有 “不可

选择”的客观性质。经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样

证明之后，我们才能说人的实践活动是客观的。

马克思在讲到这个问题时指出：“人对自然以及

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

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

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

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

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

环境也创造人。”① 马克思在这里就是用 “历史

决定性”的解释原则，而不是用 “自然物质性”

来证明实践的客观性的。但是，在 《提纲》中，

由于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

度，因而还是用抽象的实践去解释 “环境与人”

的关系：“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

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② 人与

环境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下面两个对立的命题：

第一、“人创造环境”；第二、“环境也创造人”。

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能解决二者的冲突和

对立。即使用抽象的 “一般实践”原则也不能使

两个命题统一起来。这是因为，这两个命题实际

上反映的是历史中前后代之间的历史性联系的命

题，因而只能通过 “历史决定性”的解释原则才

能得到合理的解决。按照马克思在 《形态》中的

解释，所谓 “人创造环境”，实际上是指 “前代

人”通过他们的实践创造了 “后辈们”进行初

始活动的环境；而 “环境创造人”实际上是指前

代人的实践活动 （通过他们所创造的环境）创造

了 “后代人”。这两个对立的命题讲的是同一个

过程的两个方面，即前代人创造了后代人 （它表

现了前代人的主体能动性），而后代人必须被动

地接受前代人的创造性成果。这两个命题反映了

两代人的 “现实的实践”之间的历史性关系，因

而用抽象的 “一般实践”原则是无法解决二者的

冲突的。在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中，或者单纯地

坚持 “人创造环境的”的命题，这就必然导致唯

心主义的实践观；或者单纯地坚持 “环境创造

人”的命题，这就必然导致旧唯物主义。离开了

时间和历史，用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思维逻辑去解

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仍然是一个 “鸡生蛋，

还是蛋生鸡”的无解难题，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人

创造了环境还是环境创造了人；只有从前后代之

间的历史联系中，从现实的历史的实践出发，才

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

四、“本是同根生”：从实践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

中去理解马克思哲学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非仅仅是一种 “历

史观”，而且是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马克思的

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

论，成为一种具有独特的解释原则、思维方式和

价值评价体系的新世界观。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提供给人们一

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或逻辑方法，即 “历史性思

维”或 “历史的逻辑方法”。恩格斯在谈到黑格

尔的哲学时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

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

的历史感作基础。” “在 《现象学》、 《美学》、

《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

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 （虽然是抽象

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这个划

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

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

供了一个出发点。”③ 因此，历史的观念或历史

的原则，首先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或逻辑方法，

即 “历史性的思维方式”或 “历史性的逻辑方

法”。从现实性出发，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和逻

辑方法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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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９２页。
同上，第５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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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提供给人们一

种全新的哲学解释原则———历史性的解释原则。

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把人、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

关系都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因此，

历史的解释原则是从 “现实的人”、 “现实的自

然界”和 “现实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出发

的，而不是从 “抽象的人”、“抽象的自然”（自

在的、先在的自然）和抽象的 “人与自然的关

系”出发的。因此，无论是人、自然界以及人与

自然界的关系，都被解释为一种历史的关系、一

种发展的历史过程，它否定了那种超时间、超历

史的关于抽象的人、抽象的自然以及抽象的人与

自然关系的形而上学空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

界观取代了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一种全新

的价值评价尺度——— “历史的尺度”。西方传统

哲学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的人

道主义的尺度。这种哲学首先设定了一个抽象

的、理想性的、超时间的、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

人性或人的本质，并把它作为评价现实的人、现

实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历史的尺度。从抽象的、理

想性的人的本质出发，否定人的现实生活和现实

的社会形式 （特别是私有制下的社会形式）的合

理性，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基

本特征。① 历史的评价尺度，则是从现实的人、

现实的实践出发，即从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

和实践出发，把特定历史阶段下的现实的人的生

存需要作为评价人、社会和实践的合理性的尺

度。恩格斯对奴隶制就是用 “历史的尺度”进行

评价的：“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

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

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

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

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

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

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

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

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

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

义。”② 恩格斯在这里对古代社会的奴隶制给予

了极高的评价，在价值评价体系上实现了从抽象

的人本主义 （人道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跨

越。如果从抽象的人性 （本质）出发去评价奴隶

制，那么，就会完全否定奴隶制的存在的合理

性，就无法理解和解释奴隶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和必要性，只有坚持历史的评价尺度，才能对奴

隶制作出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解释。

可见，正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

哲学理解世界提供了一种历史的思维逻辑和思维

方式，提供了一种历史性的解释原则和历史的评

价尺度，因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仅是一种唯物

主义的 “历史观”，而且是一种新唯物主义 “世

界观”。这种新世界观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它以

历史的思维逻辑、历史性的解释原则和历史的评

价尺度，彻底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引发

了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观与世界观是不可分离

的，我们不能总是企图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之外

（之前、之上）去寻找马克思的世界观。在一定

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历史观天然地就具有世界观

的性质和功能。这是因为，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

发去 “观世界”，那么，这个 “世界”就不是西

方传统形而上学存在论的讲的那种抽象的 “自在

世界”，而是同现实的人的生存价值相关的 “意

义世界”；不是一个 “现成”的世界，而是一个

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 “生成”的世界，因而是

被纳入了社会历史的人的 “生活世界”。马克思

认为，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 “决不是某种开天辟

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

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甚至连

最简单的 ‘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

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③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们所面对的 “现实的”

世界，已经不是那种 “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

始终如一的”世界，而是已经进入人的生活领

域、被社会化了的 “人化了的”世界，即与社会

历史具有同一性的世界。当马克思颠覆了西方传

统哲学对 “世界”概念所做的形而上学的、本体

论的解释，把 “世界”理解为进入人类历史的人

７

①

②

③

参见拙作： 《哲学的理论特质：马克思哲学不是什

么？》，《江海学刊》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２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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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生活世界”之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具有

了世界观的性质：它不仅是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和

解释，而且也是对 “世界”（人的生活世界）的

理解和解释；它不仅是一种历史观，而且是一种

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

这种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的唯物主义

世界观并不排斥 “实践”概念，而是以实践概念

为前提的。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

观并不排斥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实践的目的

不是对 “现成存在”的肯定性的反映，而是对现

成存在的否定性的反映，是对未来的可能性存在

的 “超前反映”，是对 “意义世界”的追求。因

此，实践概念本来就不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而

是一个生存论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实践唯

物主义与历史的唯物主义是属于同一种哲学形态

的世界观，二者并不存在理论原则的根本对立，

因而我们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其实，实践和历

史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所谓历史，就是指现实

的人以及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的历史。如果从历

史中排除了现实的人及其实践，那么这个历史也

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 “历史概念”，那样的 “历

史”不是真正的人的历史。同样，如果从实践概

念中排除了历史性的思维逻辑和解释原则，那么

也就把现实的人的实践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形而上

学本体论的实践概念。因此，任何企图以排除一

方为前提去单独强调另一方的做法，都会曲解马

克思关于人的实践与历史内在统一的思想。这就

意味着，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必然是 “历史

的”实践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

是 “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二者本来就是同一

种新唯物主义。把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概括为 “实

践唯物主义”的特殊意义在于强调马克思哲学世

界观的革命性质，即否定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

革命性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不仅强调了对旧

哲学理论的无情的批判，而且也强调了对于现存

的旧世界给予无情的批判。实践唯物主义体现了

马克思哲学独有的革命精神和理论气质，它与历

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的思维逻辑和历史的解释原则

是一致的。这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解释原则都是

马克思的新唯物基本解释原则。

因此，我坚持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就是历史唯

物主义。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颠覆了西

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统治，不仅实现了一次

真正的哲学革命，而且也实现了一场真正的哲学

观革命。恩格斯发表于１８８３年的 《在马克思墓

前的讲话》和写于１８８０年的 《社会主义从空想

到科学的发展》，都明确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其中经济学

的发现是剩余价值学说，哲学的发现则是唯物主

义历史观，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正是存在于马克

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之中。因此，企图在唯物史观

之外去寻找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做法，必然曲解

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实质。

但我也承认，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把马

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称为实践唯物主义。但是，我

坚决反对那种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理解

为历史观，而把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为在历史唯物

主义之前已经存在、并由此产生出历史唯物主义

的那种抽象的实践唯物主义。“我们不应当用实

践原则把社会历史抽象化，而应当用历史唯物主

义的理论原则把实践具体化。”①为了与上述那种

贬低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相区

别，我更多地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性

质，但我始终不反对在特定意义上可以把马克思

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责任编辑　林　中）

８

① 参见拙作：《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探讨》２００１年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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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孵化器的主体性：实践唯物主义的反思与推进

刘森林

【摘要】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核心是主体性。人们一开始更多是在 “个人”、“心灵”、“尊严”意义上理解 “主体”，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才在其中注入社会性、制度性内容。随着主体性研究的深入，主体性内含的问题逐渐得以展开：１．主
体性对自然性的贬低，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对自然唯物主义的贬低；２．主体性的凸显必然强化异化、物化问题的地位
和价值，但对马克思成熟时期主体性与社会性复杂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物化既具有负面性又具有正面性的复杂特

性；３．对个体主体的强调、对形而上学的解构、以及实践中经济与道德的分离，势必导致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实践
唯物主义研究的深化，意味着对实践主体性内含的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究，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和拓

展。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懋功卓著，其进一步分化和发展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推进和延展。

【关键词】实践唯物主义；主体性；自然性；物化；虚无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０９－０９

一、主体性的伸张与推进

沿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创的

道路，与改革开放的精神相适应，实践唯物主义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成为体现那个时代精神的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我的理解，实践唯物主义

的核心思想是主体性。它要穿透那堵以强横的气

势、与 “两个凡是”精神相适应的、固化的墙，

为改革开放的新实践拓展广阔的空间。在哲理

上，它的表现就是对于新的现实的主体性规定，

对于未来的主体性创制。实践唯物主义坚持了唯

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并在此之下强调主体性的积

极作用。我们知道，现在看来，彻底的近代主体

性理论其实就是所谓的 “唯心主义”，贝克莱所

谓的 “存在就是被感知”，意思就是一切存在都

是对主体而言的，主体就是真正的基质，因而，

“贝克莱的哲学是主体主义，但不是唯我论”①。

近代唯心主义哲学的特征就是把对世界的认知、

把握建立在作为 “主体”的 “自我” （纯粹自

我，或确切地说是 “自身”，而不是经验自我）

的基础上，从这个 “自我”出发建构认识论和实

践哲学。但实践唯物主义的主体性不是这样，它

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只是以主体性精神来

改造和重构那些一度被僵化的哲学原理。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实践唯物主义弘扬的

主体性在很多人那里具有明显的个体主体的色

彩。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伴随着对 “文化大革

命”的反思，出现了一种呼唤 “个人”尊严、

人格的倾向，独立的个人，具有独立人格与尊

严，不被僵化的制度所埋没、所遮蔽、所击垮的

个人，具有不被群体压抑和磨平的个性、品格、

能力的人，被赋予很高的地位。黄克剑在 《中国

社会科学》１９８８年第５期上发表的 《“个人自主

活动”与马克思历史观》一文中指出，着眼于类

的发展来考察人的发展，至多只能得到一种抽象

的进步或进化的观念，只有从个人角度考察人的

发展，人的发展的曲折、坎坷、丰富性和复杂

性，才能真正地进入考察者的视野。②王友洛的

文章 《不能用人替代个人》也是个很典型的例

证。在这篇发表于 《哲学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８期
上的文章中，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 “人”与

“个人”是决然不同的， “不能用人的全面发展

代替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能用 “人”来

取代 “个人”。他援引马克思的话，说明人的历

史是 “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人们的社

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

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

９

 作者简介：刘森林，（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①　倪梁康：《自识与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１３６页。
②　黄克剑：《“个人自主活动”与马克思历史观》，《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８年第５期，特别是第１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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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

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

了。”① 该文明确指出，“发展”也不能只考虑社

会关系的发展，更应该考虑个人能力的发展。而

个人的发展是自由的，必须有一定的自由时间和

自由空间。②

在人、个人与制度的关系中，那时很多持解

放思想立场的人，肯定更拥戴人、个人，而不是

制度、群体，这被视为解放和开化的象征。以个

人主体为基础解释 “实践”的模式受到更多的拥

戴。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许多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论
述中，“主体”甚至被理解为一种 “心灵”、“思

想”层面上的尊严性存在，并不受社会关系的约

束，个人主体一度被空灵化。此时的主体性话语

更多是在精神、心理层面展开的。它强调人的主

观世界、思想的绝对自由，而不像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来那样强调自由所需的社会条件尤其是制度

条件，以及这种条件的创制。有人甚至认为强调

精神主体性比实践主体性更根本与深邃，或者把

这两者加以等同。主体性话语的强调重心由此向

内转，甚至把主体性等同于 “内”在属性，而客

体性、社会性等同于 “外”在属性。③

显然，在个人与类、个体与社会、个人能力

与制度规则、自由与既定历史的关系中，个人先

于类，能力先于社会关系，自由空间先于历史空

间，甚至精神、思想上的发展先于物质、社会上

的发展。个人被赋予空灵意义上的优先度和高

度，赋予先在的独立性和意义，决不能被人们结

成的社会关系抽象化和凝固化，不能被制度所闷

死。从一种固化、僵化的社会关系中挣脱出来，

释放出内在的能力，争取更高的品格，获得自由

发展的许可证，是那时主体性理论尤为关注的。

“个人本位”论因为很容易跟那时还很负面的

“个人主义”勾连起来还不受欢迎，但 “能力本

位”论却没有这样的担忧而广受推崇，明显比

“制度本位”论更受关注。 “社会”在那时很容

易被视为僵化、凝固、阻碍人能力发挥的象征。

主体性精神的弘扬需要造就一种新的社会关系，

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关系，一种凝固的、结晶了

的、有利于人的发挥和价值实现的新型社会关

系。现在这种社会关系正在成长和创建之中，主

体性遭遇到了新的情况：空灵的、精神的、个体

的主体性需要转化为制度化的、物质的、实在的

社会成果。在主体性与合理化社会关系之间，产

生了一定的张力和矛盾。这种张力那时还很少受

到重视，或者根本就没有被意识到。

随着 ９０年代后这种 “主体”被进一步注入

了制度性内容，实践的伦理政治内涵也就很容易

被容纳进来，而超越了那种更多在精神、文化意

义上注释 “主体”、 “实践”的传统。于是，具

有解放象征的理性启蒙论、认识论逐渐转向了历

史唯物主义。包含着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

论诸领域内容的实践唯物主义，最后几乎转变为

历史唯物主义，转变为社会政治哲学。对生产关

系、社会体制、效率、公平、正义、合理化的思

考，使得实践唯物主义初创时还地位颇高的认识

论、辩证法研究越来越边缘化，尤其是认识论研

究已日益式微。跟认识论研究的式微密切相关，

辩证法研究也一度陷入少有人问津的地步。后

来，随着一些研究者把辩证法从与认识论、逻辑

学的三者统一的传统模式中拯救出来，从历史唯

物主义的根基上，以及从后来兴起的生存论的根

基上重构辩证法的基础，也就是把辩证法纳入历

史唯物主义的思考范围，或者纳入存在论、生存

论的视域之中，才开辟了辩证法研究的新的视

域，拓展了辩证法思考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完全可以说，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

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精神的延续和发展，成为明显

的主流。这是与当前中国现代化制度建设的重大

历史任务相适应的。

随着主体性研究的深入，也经历了一度广受

推崇的所谓 “主体性已被主体间性取代”这种现

在看来非常成问题的观点的冲击之后，主体性势

必经历了和经历着当初没有预料得到的诸多问

题。这些问题肯定是与中国现代化过程特定阶段

上的情形内在相关的。面对这些情况，迫切需要

对实践唯物主义所弘扬的主体性作出新的思考和

研究。主客体二分框架是否促成或至少强化了主

体对客体世界的宰制，带来了比如说愈来愈严重

的生态问题？主体性与个体性的进一步融合，是

否带来了相对主义、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近代

主体性精神中是否本已蕴含着某种主体的虚无性

０１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３２页。

王友洛：《不能用人替代个人》， 《哲学研究》１９９３年
第８期。

参见陶东风：《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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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孵化器的主体性：实践唯物主义的反思与推进

在内？主体性建设的目标是否包含着建构一种严

格、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在内，而这种愈来愈

严密的制度会反过来限制、抑制甚至反对个人主

体的自由？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迫使我们重思

主体性、重建主体性。主体性没有过时，更没有

被消解。所谓主体间性取代了主体性、语言哲学

已经取代了意识哲学的看法，早已被证明是没有

道理的。无论是出于延续和深化实践唯物主义的

主体性原则，还是采取一个合理的视角对当代中

国所遭遇的现代性问题作出哲学思考，都需要进

一步推进对主体性问题的哲学研究。按照时间顺

序，郭湛老师２００２年新出版了一本 《主体性哲

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我自己在２００８年也
出版了一本 《追寻主体》的书，贺来教授 ２０１３
年出版了一本 《“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

这些都对实践唯物主义主张的那种唯物主义的主

体性原则做了进一步的思考。这些思考虽然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相比已经有明显的不同，使得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２１世纪第一个十年所展现出来的主
体性更深层次的问题得以被提出来，进入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思考的核心领域，但它们无疑都是

实践唯物主义的进一步深化，是在实践唯物主义

弘扬的唯物主义主体性精神的基础上生发出来

的。那些新的问题，也是在实践唯物主义主体性

精神的温室中孵化出来的。

主体性的进一步推进孵化出了一系列需要仔

细琢磨和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二、主体性的孵化Ｉ：
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关系

　　主体性理论的反思表明，实践唯物主义有强
烈的人道主义前提，也就是具有明显的主客二分

的主体性基本构架。这种前提和构架使得这一理

论所包含的生态思维具有明显的限制。对生产力

的更大吁求可能意味着对自然界的不公，这是当

时的实践唯物主义不曾意识到的。实践唯物主义

是针对辩证唯物主义而来，是由对辩证唯物主义

解释模式的某种不满而生发而来的。针对辩证唯

物主义关于先有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后有社会

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方面的唯物主

义是自然观方面的唯物主义的逻辑推广这样的看

法，实践唯物主义坚持社会历史观方面唯物主义

对于自然观方面的唯物主义的优先性。这在思想

史和理论逻辑上说都是符合事实的。但这种观点

也意味着，实践唯物主义似乎认可了社会先于自

然、社会高于自然、自然落后于社会历史。在自

然观方面坚持唯物主义是初级的唯物主义，而在

社会历史观方面达到唯物主义，才是更彻底、更

高级的唯物主义。再进一步的推论是，从自然观

方面推进唯物主义是初级的，而从社会历史观方

面推进唯物主义才是关键和正道。甚至于从自

然、本能、意志等方面推进唯物主义是没有作为

的、没有前途的，而从经济、政治、社会方面推

进唯物主义则大有作为。论者进一步在思想史上

找到证据：费尔巴哈属于前者，而马克思属于后

者。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看法是值得进一

步推敲的。至少我们可以说，后来尼采沿着费尔

巴哈的路继续向前走，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尼采

的作为意味着，从自然、本能、意志等方面推进

唯物主义，揭示意识形态背后隐藏的孱弱意志、

怨恨与报复欲望，以呈现意识形态的自然基础，

跟从经济、政治、社会方面推进唯物主义，揭示

意识形态背后隐藏的经济基础、政治利益和社会

根源，以呈现意识形态的社会经济基础，并不相

互排斥，并不相互矛盾，倒是完全可以相互促

进。自然落后于社会历史、自然方面的唯物主义

低于社会历史方面的唯物主义，这样的传统观点

恰好为轻视自然、缺乏生态维度提供了唯物主义

的哲理依据。认为生产力就是改造自然的能力，

认为自然界本身没有生产物质财富的能力，认为

自然本身是被动的、非主体性的，只是为人类社

会奠定基础的初级存在，是这种唯物主义理论进

一步发展才会呈现出来的隐含逻辑。

从这样的角度看待传统的实践－历史唯物主
义所隐含的对统治、开发自然所寄予的无限希

望，以及对此的反思和自觉，就会进一步呈现实

践唯物主义当初对生态维度的轻视和无意识。霍

克海默批评马克思把社会理想建立在把全世界变

成大工厂的基础之上①，阿多诺则接着这一批评

继续说，马克思把发展生产力、确立理想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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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马丁·杰的分析。他指出：“马克思过分强调劳动

作为人类自我实现的中心，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理由，对此霍克

海默早在 《黄昏》中就提出过质疑。他认为把自然异化为人类

博学的领域，实际上已暗含着在把人还原为劳动的动物之中了。

如果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全部世界将被转换成 ‘大工作车间’。”

参见 ［美］马丁·杰： 《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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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基础建构在进一步控制整个自然界之上，这

时，“他认可了像对自然的绝对控制这样的大资

产阶级的纲领”①。把控制自然说成是 “资产阶

级纲领”也许有些过分，不过阿多诺的意思是，

连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都没有看清控制大自然

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后来继承马克思的卢卡奇

也继续把社会主义的实现跟 “自然界限制的退

却”内在关联起来，认为社会的不断发展会迫使

自然界对人的限制不断退却，这种退却是人的主

体性实现的前提条件，即必定 “导致了人的人道

（社会）本质日益明确地表现出来了”②。自然的

退却就是 “人”、 “人道”的上升；人与自然还

是你进我退、你上我下、互为敌人的关系。如此

一来，主体性与自然的关系就仍会是矛盾关系。

作为主体的人即使不是从内在性中生发出来，也

是从社会性中生发出来。不管从何处生发而来，

反正人与自然是对立的，社会与自然也是如此。

这个思路的必然结果就是，要是从自然角度理解

人，就是一条错误的、没有任何前途的路。自然

似乎是被动的、等待人们去揭穿奥秘、把握、开

发、改造的客体对象，自然是没有主体性的。于

是，一切美好的社会成就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界更

大的开发与统治基础上的。这个人道主义前提使

得实践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根基缺乏深入的挖掘。

今天，通过这种挖掘，我们更能认清实践唯物主

义所包含的主体性精神，明了主客体对立是实践

唯物主义的基本假定。实践唯物主义没有超越反

而热烈地拥抱了主客对立的形而上学。一些优秀

学者对马克思哲学存在论根基的深入挖掘，对内

在论主体的反思与批判，伴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以来很受重视的生存论哲学的扩展，也就是从存

在论扩展到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层

面，使得实践唯物主义开启的这种主体性哲学变

革被推进到更为深入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更

为广泛的论域、更为复杂和麻烦的一系列问题得

以呈现出来。由此，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推进和反

思，需要进一步思考主体性哲学的这种主客对立

框架。海德格尔具有强烈的超越主客对立的要

求，虽然对于把这个要求原封不动地嫁接到马克

思身上是否合身会有不同的看法，但确定无疑的

是，反思和推进实践唯物主义理论逻辑，需要全

面反思传统的主体性理论，需要思考这样的主客

体理论是否符合马克思的自然－社会一体论。
马克思的哲学是在一种统一体中看待自然和

社会的关系的。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草稿

中，马克思、恩格斯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历史

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

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

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③ 怎样

理解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呢？如果把这种统一

解释为自然低级、社会高级，低级的为高级的奠

定基础，于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的改

造和统治之基础上，这种解释是否合理？主体性

的原则和精神使得自然成为被动的 “客体”和

“对象”，丧失了主动性。使万物成为主体性的隶

属品，使万物按照主体性的要求得到改造和调

整，从而成为主体性力量的表现和象征，是这种

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吗？实践唯物主义的进

一步拓展，是否必须告别这种解释？连带着的另

一个观点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认为，在自然

方面达到唯物主义是初级的，而在社会历史领域

达到唯物主义才是高级的。沿着自然领域推进哲

学思考，在自然维度上深入挖掘，是无法推进唯

物主义的哲学思考的；只有从社会历史领域进

入，在社会历史维度上挖掘，才能推进对唯物主

义的哲学思考。作为成功和失败的对比，费尔巴

哈和马克思被拿来反复地诉说。显然，费尔巴哈

是失败的典型，而马克思是成功的典型。但问题

没有这么简单。费尔巴哈被施蒂纳的批判大棍打

蒙了，再也没有缓过劲来，未能沿着深入挖掘自

然的进路推进唯物主义哲学。费尔巴哈没有马克

思的能力和志向，但不能因此否定他从事的这一

路向的价值和希望。不难看到，尼采把费尔巴哈

似乎走不通的 “死路”走活了。通过对本能、欲

望、自然的深入挖掘，尼采把很多社会性上很光

鲜漂亮的言辞、思想看作是心理脆弱、意志薄

弱、无能为力的表现，并不像自己标榜的那般肯

定。尼采的工作说明了，揭示言辞的社会基础是

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分析，揭示言辞的本能和自

然基础也可以构成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分析。从

自然和本能入手，跟从经济、社会基础入手，都

可以展现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批判力量，都可以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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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

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４０页。
［匈牙利］卢卡奇：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

白西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８４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６页脚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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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条畅通的路，把对社会历史的分析向前推进。

马克思不同时期对于自然－社会关系的看法
也许并不完全一样，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和视

角。对马克思来说，我们所解释的 “自然”都成

了社会性的了，人们都是从现代社会的角度去看

待自然、解释自然。或者说，实际的 “自然”成

了社会实践的一种产物；而人们对自然的看法势

必也具有深厚的社会缘由。人们是从社会实践的

角度去对待、看待先是作为实践对象后亦作为实

践结果的自然的。作为实践结果的自然，现代社

会所自生的自然，马克思非常重视，也构成了马

克思自然观的重大贡献。但马克思的成功应该并

不排斥从本能、欲望、自然角度拓展的意识形态

批判，不排斥费尔巴哈没有做到而尼采取得成功

的路径。实践唯物主义是一种开放的唯物主义理

论，应该对揭示思想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揭示思想

的本能欲望基础持同样的欢迎态度，对自由与解

放所需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基础建构与一种合理的

自然基础建构一样对待。这才是自然与社会统一

的本有内涵。

三、主体性的孵化ＩＩ：物化论的推进，
从人道主义到合理化

　　异化问题内在于主体性理论之中。 “异化”
往往被学者们理解为 “主客颠倒”，主体不成其

为自己，失去自己的本质所是，就是异化。当实

践唯物主义兴起时，这个概念一度在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初受到哲学界和文学界的热烈讨论，虽然后

来未及深入讨论就戛然而止，但学者们的热情并

没有因此消失。的确，在马克思早先使用过的概

念中，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和使用率不但没有降

低、反而有所提升的概念极少，而 “异化”就是

这样一个概念。按卢卡奇的说法，异化是我们时

代的关键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复兴的重要生长

点。① 阿格尔在 ７０年代写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

概论》序言中说：“因为异化存在，所以马克思

主义存在，而且必然存在。”② 同样的意思也被

苏东剧变后的沃勒斯坦说了出来：如果马克思描

述的其他所有东西都失效了，只要异化还存在，

马克思主义就能存在下去。他至今仍然认为，

“异化构成了我们时代怨愤的基础”。③ 吉登斯曾

说，若说所有写过现代社会中 “自我”这一题目

的作者共有一个相同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

便是个体在联系到一个差异性和宽泛的社会世界

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无力的感受。假定在传统的世

界中，个体实质上控制着形塑他的生活的许多影

响，那么在与此相对立的现代社会中，这种控制

已让位于外在的代理机构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了。正如
马克思所认定的，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异化 （ａｌ
ｉｅｎａｔｉｏｎ）的概念起了核心的作用”④。显然，对
于这个有着如此重要当代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概

念，中国学界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施展空间。世纪

之交以来，对它的研究重新以颇为学理化的形式

开启。有的论者指出，“异化”这一术语存在不

清晰、神秘、模糊之处。辜正坤在 《读书》１９９９
年第８期谈论术语翻译的文章中，特意讨论了这
个术语。他认为这个术语的德文 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译
自英文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而且在英文中它具有 “财产权

让渡给他人”、 “权利转让”之意；他主张这个

词的含义是主客移位或颠倒，这样翻译就可以防

止这个词让人感到别扭、神秘和深不可测了。⑤

王若水在 《读书》２０００年第 ７期著文 《异化

———这个译名》与辜正坤商榷。他认为辜正坤把

英文与德文的关系恰好搞反了：这个词的英文译

自德文，而且它也不能翻译为主客移位。因为除

了主体变成了客体含义之外，它还有人受到社会

关系的扭曲而使人失去自己的本质之义，即与自

己分离、使自己异样化了、使自己不成其为自己

的含义。⑥ 侯才教授也在 《哲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
１０期著文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他进一步讨论了
异化德文词的拉丁文词源、马克思早期对这个词

的使用，以及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等。还有的研

究者认为，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应该翻译为 “疏远化”，

表示与某种原来认为合理的东西疏远了、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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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匈牙利］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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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４页。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２２５页。
辜正坤： 《外来术语翻译与中国学术问题》， 《读书》

１９９９年第８期。
王若水：《异化———这个译名》， 《读书》２０００年第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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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分裂了，或者 “陌生化”。① 还值得关注的

是，在西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越来越明显

地来自社会上层，而不是社会下层。马克思主义

的话语、兴奋点越来越与精英们的感受和性情相

关。对于上层人物来说，“异化”的感受有增无

减。社会上层感受到的 “异化”与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讨论的工人阶级的
“异化劳动”具有很不一样的特点和内容。所以，

我在２００４年发表的 《异化：一种概念批判》一

文中谈到：“在 ‘异化’这个名目之下，一并寄

存着不同社会层面的人所分别具有的众多不同

的、难以名状的感受和希望。以前我们对此没有

给予足够清晰的分析鉴别，没有剖析其中的那些

具有合理性，而那些是虚妄的。所以，它们在未

经审查、一概具有了合法性生存之许可证的前提

下混杂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发起

对现代社会的反击和批判。”但实际上，从不同

阶层感受的异化是不同的，从不同层面上的异化

出发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是不相同的，不能一概而

论。②

新世纪以来，对异化问题的重新研究逐渐改

变了原来流传的一些不符合事实的看法。第一，

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其实一直在使用 “异化”

（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概念，并不像先前国内学界一直
流传的那样已经放弃了异化理论，并视 “异化”

为 “过时的概念”。Ｍ．考林教授和俞吾金教授
早就分别在 《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异化观》③、

《从 “道德评价优先”到 “历史评价优先”》④

等文中指出了这一点。第二，“异化”在成熟时

期马克思的理论中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贬义词，而

是含有一种历史性的肯定，具有复杂的意蕴。特

别是，学者们对作为一种具体的 “异化”的

“物化”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研究表明，马克思使用的 “物化”范畴至少

有２个：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物化）、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
（事化、物象化）。这两个概念在 《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第１版、第２版中都被不加区别地
翻译为 “物化”，第 １版甚至还把 Ｖｅｒｇｅｇｅｎ
ｓｔａｅｎｄｌｉｃｈｕｎｇ（对象化）也翻译为 “物化”。Ｖｅｒ
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仍然是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使用的 “物

化”概念，具有明显的批判性意蕴。而 Ｖｅｒｓａｃｈ
ｌｉｃｈｕｎｇ经马克斯·韦伯和其他社会理论家的中转
之后，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基本丧失了批判性

意味，成了一个标示现代社会法理化统治类型、

与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的提升内在相关的中性词。

回到马克思 《资本论》的文本，可以发现，韦伯

赋予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的这个含义，其实早就在马
克思那里存在着。马克思把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视为
三大社会形态之第二形态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在

这一形态中， “人”由有形有状的物质财富之

“物”和无形无状的社会关系之 “物”所表征，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由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来表

征。除去 “物”， “人”难以标识自己。而且，

一种意味着客观化、标准化、程序化、法制化、

形式化、抽象化、精确化、自动化等多重含义的

“物象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通过提高效率与公
平而有利于 “人”的进步，有利于自由和解放的

进一步推进。所以，针对 “人的依赖关系”、生

产力低下的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

独立性”这第二大形式的社会显然是进步的。因

为只有 “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

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

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

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

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

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⑤。也就是说，物化、

物象化的生产关系所造就的生产力是自由和解放

的物质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自由与解放才成

为可能。

这样一来，如果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人们提倡
的主体性精神的目标就是建构一个象征着高效

率、高公平的社会主义新制度的话，那么，至少

会产生两个新的麻烦问题：第一，既然建构这样

一种制度才是有效、长期防止践踏人的尊严和人

格的根本所在，那３０年前被人们认为是负面现
象的 “物化”、 “物象化”现在就有了积极的正

面含义。说得更直白一些，“文革”中对人的迫

害和不尊重，不是由于 “物化”、 “异化”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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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侯才：《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哲学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１０期。

刘森林：《异化：一种概念批判》，赵敦华主编：《哲学

门》第５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９—７４页，
特别是第５９页。

［英］Ｍ．考林：《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异化观》，《当
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俞吾金：《从 “道德评价优先”到 “历史评价优先”》，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中共中央编译局

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０７—１０８页。



作为孵化器的主体性：实践唯物主义的反思与推进

的，反而是制度建构还不够合理化、不够 “物象

化”（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造成的！这可能是当初吁
求人道主义、主体性的人们没有想到的结论。第

二，疏而不漏的制度跟注重个体的主体性精神之

间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和张力。韦伯针对合理化制

度带来的 “自由的铁笼”有所保留，卡夫卡更极

致地判定这种制度扼杀个性、人格、尊严，这些

论述会令上世纪８０年代主体性精神的提倡者和
９０年代制度论的提倡者们心境复杂，因为他们
当初不管是在吁求颇具个体性色彩的主体性精神

时，还是在吁求严密、合理的制度保障时，根本

就没有想到这一结果。这是主体性理论的某种尴

尬，是理论内在张力的表现。主体性理论的进一

步深化，会释放出它内在蕴含着的诸多问题、张

力、冲突和多面性，使当初我们对主体性的理想

显得单纯、简单、不够厚重和深入。

四、主体性的孵化ＩＩＩ：崇高价值的陨落，
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凸显了实践

的地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自称真理的那些理论

的地位的降低，特别是面对被视为僵化的理论之

时，“实践”就更耀武扬威了。接续着这一精神，

为现代化建设实践拓展道路的实践唯物主义，不

免也成为致使 “实践”染上浓烈的感觉论、试错

论色彩的推动因素———它对当下、现实、经济、

世俗的东西推崇备至，而对崇高、神圣、理想、

形而上存在抱有天生的怀疑和不信任。沿着这样

的逻辑，实践唯物主义所蕴含的道德、价值、文

化维度难免不受到冲击，甚至日渐式微。随着主

体性主要介入经济改革和建设之中，日益被追求

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绑架，形成了主要在

经济生产意义上注释 “主体性”和 “实践”的

新倾向。经济学家樊纲适时地指出，新的时代需

要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分离，经济应该摆脱伦理的

藩篱而径自发展；这种摆脱肯定是一种解放和进

步，不值得担忧反而值得大力提倡。按照这种理

解，原来与伦理学不可分割的经济学如今应该与

伦理学分离了；人文色彩很强的政治经济学应该

成为日益与自然科学靠拢的经济学；原来与道德

须臾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应变成不讲道德的经济

学。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具备 “帝国主义”风范的

经济学，其主流已经日益偏向一种经济与道德的

分离论。樊纲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就主张经
济学不应该谈道德。他在１９８９年第２期的 《读

书》杂志上就发表了 《经济学不是道德说教》

的文章，大约１０年后在该刊１９９８年第６期上又
发表了 《“不道德”的经济学》的论文，力主经

济不必讲道德。他认为经济学本身不谈道德是因

为：第一，它不对一种 （任何一种）价值观的好

坏作出评价；第二，它不研究各种道德观形成的

历史，虽然不排除经济学把道德规范作为一个经

济过程的 “副产品”来看待；第三，经济学本身

不研究如何改变道德规范。他的意思是：道德是

道德学家的事，不是经济学家的事。借此，他轻

描淡写地就把经济行为的社会道德效果问题推给

道德学家，似乎经济学根本不必考虑道德问题，

经济发展也不必顾忌道德约束和道德代价，道德

问题仅仅是 “道德学家”的事。由于道德问题显

然无法跟占据中心地位的经济建设问题相提并

论，它即使不是个无关宏旨的 “小事”，也至多

是一个次要的、推后才值得考虑的事情而已。

“只是由于社会分工不同、职业分工不同，经济

学不去做其它学科所作的事情罢了。”虽然他也

明白，经济学这样做也是摆脱不了一种起码的道

德前提，即接受了性本恶的假定：“经济学把自

己的任务定在如何在假定 ‘性本恶’的前提下设

计出经济体制、经济政策，以使经济运行取得较

好的成果。”① 这就是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

识》里讽刺的所谓 “专门化大师”的典型逻辑：

通过分门别类、专门化，把问题外推出去，推出

自己所在的专门领域，视而不见了事。“专门化

大师”们把自己封闭起来，眼睛只盯着自己所在

的狭小范围，不看外面，然后自己获得好处，进

而获得正当性，而把问题和麻烦踢给其他学科、

其他人。这种逻辑再借助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氛

围和气势，效果得以迅速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主体性不能不起到一种自欺

和遮蔽的作用。自己就是主体，主体视域就是合

理的视域。这是把主体个体化带来的不利后果。

随着共同体价值的式微，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发

达，个人主义也日趋强化，个体主体性给很多个

体和部门利益的辩护者送去了他们急需的逻辑，

甚至准备了急需的辩护词。这方面最大的问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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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读书》１９９８年第
６期，第５２、５３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是图海纳所说的 “逆现代化”：社会越来越呈现

为一种被经济－技术层面左右，而文化层面被蚕
食的局面。文化要么以大众化形式融在经济－技
术体系之中，要么以坚持独立性的形式苦苦寻觅

存在空间并与经济－技术体系脱离和冲突。经济
势力、经济自主权的扩大及其对其他领域的扩张

使得社会越来越被经济逻辑支配，“经济政策取

代了宪法，成为公共生活的中心原则”①。公共

生活领域越来越成为经济人逻辑的天下。经济－
技术文化对人文文化的冲击与取代势必造成虚无

主义。虚无主义就是基于对人文价值遭受击破和

消解的忧虑而提出的哲学难题，其突出表现是：

现代化在经济－技术层面的成功伴随着甚至促成
着文化、道德、价值层面的衰落。列维·施特劳

斯所说的德国虚无主义问题就是这么来的，就是

指在经济 －技术层面接受西方现代化、而在精
神、价值、道德层面不接受西方现代化的这种后

果。２０世纪末中国学术界关于道德滑坡的讨论，
２１世纪初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就是这种忧虑
的思想表达。

从哲学上说，虚无主义与近代主体性精神密

不可分。笛卡尔的我思主体是一个与一切它性存

在都切断联系的独孤个体，一个只能从自己的内

在性中用力把自己做大做强的主体。只有在他进

行理性之思时，他才能获得无可怀疑的确定性。

这个我思主体恰恰来自古代虚无主义代表的诺斯

替主义精神：曾是作为古代诺斯替教的摩尼教教

徒的奥古斯丁，把人的奥秘所在定格在内在的灵

性上。有灵性的人与低俗的外在世界格格不入，

所以人之为人只能向内用功，把自己内在的灵明

呈现发挥出来才是。这种内在性形而上学是支撑

现代虚无主义的第一种形而上学。

中世纪晚期兴起的司格脱主义和奥康主义则

锻造了另一种支撑现代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所

有存在物都是个体性的。个体自足完满，个体都

分有或包含着整体的本质，因而无需考察整体只

需考察个体就足以把握事物的本质。虽然这种个

体形而上学诞生时还有浓重的共同体存在，即使

是在很早就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的英国也是如此，

但这种个体形而上学随着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日

益强化的个体自足自立性和日益消解的共同体精

神而不断强化，使得当代个人主义跟共同体主义

不再结合而是发生断裂。内在性形而上学与个体

性形而上学的结合，使得内在、孤独的个体世界

日益成为每个人唯一有确切性、有意义、值得信

赖和依靠的世界。一方面，内在性是人之为人的

奥秘所在。这种内在性赋予人以无限的、自由的

创造性。作为具有这种本质的主体，人具有非固

定性的、向着不同文化开创的自由发展可能性敞

开的巨大空间。施密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

一信念中，人的 ‘动态的’创造力是以虚无为代

价的。”② 另一方面，个体只相信自我，个人主

体至上必然导致的结局就是一种相对主义。外在

的神坍塌与消解了，内在的自我又各不相同。自

己认可的价值只有对自己才是富有意义的，不必

被他人认同。再加上在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个人

主义、内在性与启蒙理性的结合，势必造就一个

个的理性主体，这样的理性主体除了相信自己，

除了相信经过自己理性思考的东西，别的什么也

不相信。个体即使有内在的崇高价值信奉，也很

可能各不相同；何况启蒙运动使得这种崇高价值

很难经得起理性的质疑和推敲。所以，市场经济

的发展，现代社会的驱动，使得实践唯物主义推

动的中国现代社会建构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经过

较长时期的发展才遭遇到信仰危机、崇高价值陨

落的虚无主义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并不甚发达的

背景下，现代性就发达起来了。道德滑坡、人文

精神失落的讨论，早早就印证了这一点。

在尼采看来，仅仅是这样的逻辑还不足以孕

育出大面积的虚无主义来。虚无主义的现代发

生，还与柏拉图主义和原始基督教所共同塑造的

另一种形而上学直接相关。这就是把现实所示的

一切都视为虚幻的、不可靠的、非本质的、非真

实的，而把一种简单归纳或向往、想象出来的一

种世界视为永恒的、本质的、超验的真实世界。

真实世界存在于现象世界的背后，决定、利用着

现象世界。本质世界全由真、善、美等一切美好

的东西组成，现象世界的一切最终都流向它、归

于它。只要时刻想着，时刻放在自己心中，时刻

为之努力和倾心，我们就能最后进入这个世界，

就会被这个美好的世界所接纳、所同化。尽管这

个形而上学世界的构建异常简单，尽管这是某种

阿Ｑ精神的变种，尽管这就像恋爱中的单相思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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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法］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狄玉明、李平

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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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９８—９９页。



作为孵化器的主体性：实践唯物主义的反思与推进

样不可靠，但尼采认为，苏格拉底之死驱使柏拉

图发明的这种应对庸众和当局的哲学柏拉图主

义，以及原始基督徒由于生活的失败、基于心灵

自救发明的对上帝以及它代表的形而上学上帝之

国的信奉，堂而皇之地成为西方社会流传两千年

的文化传统。在哲学上如此简单，如此经不起推

敲的简单形而上学，塑造了西方历史上根深蒂固

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就是基于这种简单形而上

学所构建起来的，因而是虚幻的超验世界的坍塌

与陨落。寄宿于那个简单形而上学王国中的真实

与崇高，本来就是虚幻的、不真实的、虚假的崇

高。所以，它的坍塌也是一种历史结束的寿终正

寝，是自然事件。麻烦的是，本来是发生在西方

社会的这种东西，却正在随着西方现代化而传遍

全世界，也早已扎根于中国，成为我们不得不认

真面对的麻烦问题。内在性形而上学、个体论形

而上学、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三种来自西方

的形而上学伴随着现代化侵入中国。这恐怕是反

形而上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始料未及的。遗憾的

是，实践唯物主义恐怕没有明确反对第一、第二

种形而上学；而对第三种形而上学，即使要去反

对，也由于市民文化、大众文化的日益流行，由

于崇尚感觉、敌视崇高和玄思的风尚，而不会把

它视为问题，反而当做是给生活带来轻松的东西

了。何况，中国还有自己的形而上学传统。或者

说，任何文化都会有自己的形而上学———这就是

柯林伍德所说的那种作为每种文化预设前提，也

就是不加怀疑的基本前提的形而上学。这是任何

文化都避免不了的、正面意义上的 “形而上学”。

实践唯物主义具有强烈的反形而上学意味。

由于上述 “形而上学”一词的多种意味，这样对

多种 “形而上学”的区分就显示出，实践唯物主

义并不反对一切形而上学，而是采纳、拥护了某

些类型的形而上学，或者不加思考、未予批判地

接纳了某些类型的 “形而上学”，对某些 “形而

上学”不予理睬，却对另一些需要认真思考和对

待的 “形而上学”一概否定，这一点现在迫切需

要重思，多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需要 “实践唯物

主义”及其后继者认真对待！导致虚无主义的形

而上学和遏制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需要区别开

来：前者是马克思与尼采批评的传统形而上学，

后者是作为文化基本前提假定的形而上学，也是

标识超越性倾向的形而上学。有的 “形而上学”

需要革除和超越，有的 “形而上学”则需要重

建。最近俞宣孟发表了一篇 《将形而上学进行到

底》的好文章。文章把 “形而上学”理解为人

对自己不断超越的倾向，认为自觉地转换自身生

存状态就是形而上学的原本含义。西方传统形而

上学超越经验的特点日益暴露出其缺陷，需要重

思、重建。文章特别强调，中国传统形而上学

“在全域与局部的关系中对全域的倚重，在长远

与眼前的关系中对长远的照应，在义与利的关系

中对义的强调，这个上上下下地转换自己状态的

过程，就是形而上学的活动”。西方传统形而上

学的终结，呼唤新的形而上学的启动。“西方传

统的形而上学终止了，新的形而上学必将繁荣起

来。”① 这应该是非常适时的、推进实践唯物主

义思考的好见地。

不管当时是否意识到，实践唯物主义蕴含着

上述进一步拓展所分化出的一系列问题。它们是

实践唯物主义的推进，还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转

化？无论如何，它们与实践唯物主义是密不可分

的，是实践唯物主义中内在蕴含着的，是实践唯

物主义进一步推进所必然昭示出来的，是现代性

本质中的东西。实践唯物主义希求现代化，必然

遭遇到现代性。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使得实践

唯物主义在历史上既懋功卓著，又进一步分化。

随着这种分化，一系列新的问题得以逐渐凸显。

继承实践唯物主义精神的哲学探索，必须紧盯着

这些问题，继续追究这些问题。可以说，实践唯

物主义孕育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三十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

对实践唯物主义内含着的诸问题的进一步求解。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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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讽的形而上学意蕴及其独特价值


陆杰荣　姜　峰

【摘要】反讽的理论风格初始于古希腊时期，与希腊哲学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相交集并多有印证。在形而上学的

奠基和其论证的延异过程里，反讽的样式与柏拉图形而上学构想的探究思路既相互区别，又互为印证。希腊哲学的反

讽风格与格调受自身的风格和价值展现所限，其字面意义往往导致其形而上学的意蕴被人们忽略，但究其实质而言，

反讽理论自其原初形态伊始就蕴含着深刻的形而上学旨趣。经历了理论界对苏格拉底反讽理论形而上学旨趣的集体遗

忘以后，在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现实语境下，德国浪漫派代表人物施莱格尔又再次把反讽理论拉回形而上学语境，

这成就了反讽由修辞方法到哲学思辨、由语言艺术到具有深刻形而上学旨趣的理论的转变。

【关键词】反讽；形而上学；浪漫派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１８－０６

　　对某种哲学理论进行系统化的诠释，或者就
其形而上学意蕴进行历史性的梳理，我们往往首

先尝试为这个理论的研究对象下一个比较清晰的

定义，从而也为自己的研究之思勾勒出比较明确

的外延。但提到 “反讽”理论，人们的答案往往

会陷入多角度、难于把握的怪圈。米克在其 《论

反讽》一书中的一段经典论述最适合表述这种现

象：“如果有谁觉得自己产生了一份雅兴，要让

人思路混乱、语无伦次，那么，最好的办法莫过

于请他当场为 ‘反讽’做个界定。”①这种困境产

生的原因，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

反讽理论本身，这个境遇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是：

对于概念本身形而上学旨趣的哲学述说，与古希

腊之后人们对其的集体遗忘之间的矛盾。也许是

巧合，这个概念的修辞学诠释中也包含着某种关

于矛盾的描述，即词义与表达相反的矛盾及其差

异。但如果以这种理解为导向，又会陷入概念语

义学和修辞学诠释的怪圈而无法抽离，进而距离

理论本身的形而上学之意蕴渐行渐远。所以，本

文从 “反讽”概念的形而上学原点出发，关注

“反讽”理论继承者的相关阐述，从希腊时期的

苏格拉底和近代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尔相关理论的相互比较中，感受反讽本身

的内在蕴涵及其在不同精神背景下的共同取向和

历史价值。

一、苏格拉底的 “反诘”：

语言艺术与形而上旨趣

　　把苏格拉底看作是反讽理论形而上学意蕴的
原点并不是一种哲学思辨过程中的 “任性”，而

是从对反讽理论认知误解的分析中得出的。对于

反讽的哲学误解，即把反讽仅仅局限于修辞学的

藩篱的种种诠释，从而使它与某种语言表达方式

等量齐观。透视这种认知方式我们发现，这种认

识的存在与弥漫其实有其合理性的因素，因为在

对反讽理论的源头进行追溯性阐释时，人们往往

关注到古希腊城邦时期戏剧作品中出现的一种言

义对立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与当时社会生

活中盛行的辩论术相互关照，使 “反讽”在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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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讽的形而上学意蕴及其独特价值

成伊始就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 “语言艺术”的烙

印，无论是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借角色之口所

阐释的 “苏格拉底反诘法” （ｅｉｒｏｎｅｉａ）②，还是
亚里士多德将 “反讽”定义为 “行动的发展从

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的 “突转” （ｐｅｒｉｐｅ
ｔｅｉａ）①。 “反讽”这一由哲学家们首先 “发明”

的概念，却从一开始就以一种修辞学视域中的语

言样态为人们所理解和使用，进而以一种与哲学

相抽离的形式关照着修辞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并一直绵延到现代文学艺术领域。这种继承性的

发展使人类语言艺术的上升性发展得以实现，但

在反讽理论在文学艺术领域绵延发展的背后，体

现的是却是对其自身形而上学旨趣的集体遗忘。

为了深入挖掘这种根植于反讽理论自身的形而上

旨趣，我们首先应该回归到反讽理论的形成伊始

加以考察。

对于反讽理论的形而上学之源头的理解，很

多学者在论证德国浪漫派反讽来源时进行过多角

度的阐述。瓦尔采尔在其１９０８年发表的 《德国

浪漫派》一书中提到，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

反讽概念是奠立在苏格拉底的 “反诘”基础之上

的。海姆也曾经把苏格拉底式的 “反诘”称作施

莱格尔浪漫反讽的 “出发点”②，据此对苏格拉

底式 “反诘”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探索其实质中

所蕴含的形而上学旨趣。

结合柏拉图以及色诺芬的作品对于苏格拉底

的 “反诘”进行研究，我们发现 “反讽”或者

“反诘”等类似的概念并不是苏格拉底对于自身

理论形式的认定，相反却是他的反对者、交谈者

和学生对于他语言和辩论方式的一种评价，即当

苏格拉底回避对于特定问题的正面回答，不断强

调自己不是智者而且生不出智慧，抑或强调自己

不具备某种特殊的知识而不得不向对方提问时，

他们认为苏格拉底是在使用 “反诘”的表达方式

或者问答方法来引导对方赞同自己的观点。所

以，作为反讽理论起源的苏格拉底式的 “反诘”，

一开始就是一种关于辩论方式或言语行为的评

语，从而凸显出其自身的语言艺术价值。这也许

也是自此之后的近２０个世纪中，“反讽”理论始
终作为修辞学术语被使用，而表现出一种对于其

原始概念中哲学旨趣的疏离的原因。当然，这其

中也不乏我们曾经提到的亚里士多德的 “反讽”

定义对后世所造成的影响。

而在 “反诘”的语言艺术价值不断彰显着多

学科的影响的同时，苏格拉底作为古希腊伟大的

哲学家，他的 “反诘”不可避免地带有其自身哲

学构想中所蕴含的形而上学旨趣，而这种形而上

学的旨趣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 “内敛”与

“外显”的交织融合。从哲学自身的发展历史来

看，哲学理论的形成既体现为对其研究对象内在

规定性的述说，也时常表现为对于其自身矛盾性

的关注，从而使自身既体现为一种客观发展的逻

辑过程，又不断把异质性的诸多因素融入其中，

即表现为 “本质的稳定”与 “样态的可变”的

交织。所以，我们在关注相关理论的形而上学旨

趣时，都应该既关注它的稳定性，也关注它的变

化性。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哲学的本质是形而上

学，那么哲学必然在本质上体现为与形而上学的

旨趣相一致。这种本质的体现首先是通过对于事

物杂多表象的形而上 “提升”完成的，而这种

“提升”往往表现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从具体到

一般的概念性的抽象概括，在指向 “本体”的同

时，完成理论自身形而上学体系的构建。从另一

个方面看，这种 “提升”也是一种对于事物本身

内在规定性的述说，即指向事物内部，并对于

“本质的稳定性”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形而上学是 “内敛”的，这种 “内敛”通过某

种概念性的 “提升”和指向 “本体”的方式得

以实现。在古希腊哲学中，形而上学的 “内敛”

与 “本体论”意义的日益凸显相互交织在一起，

从毕达哥拉斯提出超于经验意义上的 “数”，到

柏拉图对于纯粹概念普遍性的言说，再到亚里士

多德完成强有力的 “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构建，

形而上学的 “内敛”也得到了全面的诠释。

伴随着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外部世界转移到

“本体论”的追求，形而上学的 “内敛”在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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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８９页。
［俄］加比托娃：《德国浪漫哲学》，王念宁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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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强化的同时，也不断吸收着同时代的诸多异

质性因素，从而使其 “外显”在特定的理论构建

中具有了某种异质性的样态。这种异质性的样态

在苏格拉底式的 “反诘”中首先表现为一种关照

社会现实的具体外显，即在辩论术盛行的时代，

作为对话体文本中出现的 “反诘”这一提问方

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了辩论术内核中的目的论色

彩。同时，对于异质性因素的吸收，使反诘在形

式上表现为一种与事实相反的 “不真诚，不正

直”，而这种形而上学的 “外显”方式也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同时代人对于苏格拉底的评价。但

透视苏格拉底行为，他在使用 “反诘”的方法

“不真诚”地强调自己不具备什么特殊知识，从

而最终引导对方认识 “真理”的同时，却也在

“真诚”地诠释他甘为他人知识 “助产士”的人

生态度和引导年轻人获得知识的思考方式。从这

个角度来说，形而上学的 “内敛”和 “外显”

又有了另一层意义，即哲学家不仅要创造自己的

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应该不断实践着自己

的哲学观念。所以，苏格拉底对于 “反诘”的实

践恰恰可以作为 “反诘”形而上学意蕴的 “外

显”，这种外显借由苏格拉底妄自菲薄式的假象

与他所具有的渊博的知识这一本质的矛盾，也体

现了哲学家对于 “现象”与 “本质”之间矛盾

的连接与打通的尝试。这种尝试也为未来形而上

学演进中的辩证法留下了一条出路，因为苏格拉

底式的 “反诘”还体现了与哲学史发展同质的

“主观－客观”辩证法内涵。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辩证法的内涵，使反讽

的形而上学从一开始便具有了区别于同时期理性

形而上学的特质。“从早期希腊哲学到柏拉图对

话中的苏格拉底，辩证法由对世界本原的追求逐

渐成为通达至善的对话”①，即从宇宙生成为研

究对象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开始，向探寻人的理

性、心灵的主观主义转换。苏格拉底的 “反诘”

从本质上看首先是一种 “主观形式的辩证法”，

智者学派之后对于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区分，使苏

格拉底的反诘中的主客观辩证法内涵成为可能。

但从内涵上，“反诘”的主观辩证法又不同于智

者学派所主张的那种与客观相对立的主观主义，

“反诘”的主观辩证法在 “建立和产生思维的同

时，也产生和建立了一种并非建立的、自在自为

的东西，即客观的东西”②。这说明 “反诘”的

主观辩证法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某种原生的客观要

素，这种要素既源自古希腊 “本体论”哲学的初

次奠基带来的世界二重化的可能性，同时也根植

于形而上学 “内敛”方式中所蕴含的对于具体事

物普遍性 “提升”的追求，即克服其出现伊始的

偶然性，脱离智者学派破碎的主观主义的藩篱。

二、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

哲学的思考总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关照着现

实，当亚里士多德的 “反诘”凭借自身的语言魅

力在语言文学领域缓步前行的时候，哲学家们仍

旧在以其独特的方式诠释了形而上学的 “内敛”

效应。分析施莱格尔的浪漫主义反讽的内容与实

质，首先要研究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面临的历

史困境，并据此梳理出浪漫主义反讽产生和演化

的逻辑。首先，十七世纪的科学技术的逐渐兴

起，使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关

照着哲学领域理论的形成，无论是唯理论对于普

遍有效知识的追求，还是经验论强调认识主体感

性经验的绝对有效性，都印证了始于古希腊哲学

的 “本体论”的提升正逐渐被 “认识论”哲学

的优先地位所取代。其次，启蒙运动的兴起，更

是使工具理性的优先地位逐渐支配了人们对于

“理性”世界的建构。根据历史的文献和对不同

的时代精神的表达样式观察，德国浪漫哲学所面

临的时代背景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受

近代启蒙运动影响所导致的人的思维方式的有限

化类型的出现；二是在人和世界的二者关系中所

必然呈现出来的人与世界的二元化的内在分裂。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以下简称施莱格尔）的

浪漫反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人的思维方式的有限化类型的出现以及人与

世界的二元内在分裂，成为了施莱格尔从形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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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聪著：《通往 “蓝花”深处———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

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５２页。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２卷，贺麟、王太

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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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角度诠释浪漫反讽的内在动力。他在 １７９７
年至１７９８年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阐发了对
于浪漫反讽形而上学理论构建的设想，这些文章

包括评论文 《论莱辛》和 《歌德论迈斯特》，以

及他发表在 《吕西翁》和 《雅典娜神殿》杂志

上的多篇断片等等。施莱格尔把反讽定义为逻辑

事物范围里的 “美”，这个将反讽置于逻辑范围

的视域下的定义，一方面表现出施莱格尔把浪漫

反讽看作是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内涵的继承，同

时也说明了反讽对于逻辑范围的超越性的提升，

即反讽并非纯粹逻辑的事物，而是逻辑事物范围

中的美。这种继承与提升使 “反讽的形而上学”

与传统的 “理性的形而上学”对立起来，使之成

为一种更为浓烈的理性情感。这种理性情感摆脱

了传统理性中的稀薄与空泛，使优秀的文本具有

了柔韧性的耀人光彩。而热爱并诠释浪漫反讽的

人体现出的是对 “美”的热爱，这与古希腊先哲

将哲学定义为 “爱智慧”以及 “爱美的本身”

有着相同的形而上学旨趣。

施莱格尔的这种定义方式把文学的 “反讽”

再次拉回到哲学的视域下，在向伟大的哲学家苏

格拉底致敬的同时，完成了语文学和哲学的再次

趋近，而伴随着文学与哲学的重新打通与连接，

“哲学成为了语文学，语文学成为了哲学，科学

成为了艺术，而艺术成为科学”①。在工具理性

大行其道的年代，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以一种独

特的方式滋润着人们被理性束缚的心灵，也为形

而上学开辟了另一条出路，即不同于传统理性形

而上学的 “反讽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这种对

于反讽的形而上追求并非只是施莱格尔个人的观

点，而是与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用艺术审美来

表现认识功能的观点具有内部的一致性，从而也

使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在哲学、美学和艺术等视

域内穿行。早期浪漫主义哲学认为，既然希腊人

通过写诗和立法活动诠释了他们的智慧，那么与

之相对应的哲学也应该是 “诗和实践这两个力量

论争的产物”，“诗和实践在哪里互相彻底渗透，

融为一体，哲学就在哪里产生”，而 “哲学之路

只有经过艺术才能达到科学”。② 所以，“一切艺

术都应成为科学，一切科学都应成为艺术；诗和

哲学应该结合起来”③。所以，施莱格尔的浪漫

反讽在与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构想的相互关照

中实现着自我的现实构建。而施莱格尔也在不断

实践着自己按照形而上学和科学的美学的双重旨

趣建构他的浪漫反讽理论，使其成为 “生活的艺

术感与科学的精神的结合，完善的自然哲学与完

善的艺术哲学的汇合”。④

这种对于传统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构成了施

莱格尔反讽理论的基础，而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

全面的否定，其理论形成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康德

和费希特哲学的继承与扬弃。康德在论证自然科

学的概念何以可能的时候认为，作为认识主体的

人首先要区分经验知识中的感性材料和知性形

式，即经验性的材料和把握经验性材料的直观的

知性能力。知性的能力使认识过程中经验材料的

加工和处理成为可能。但康德的观点仍然局限于

主观领域，这样的知识并不是独立于主观意识之

外的 “物自体”， “物自体”与经验的现象世界

没有做到真正的连接与打通，所以也就无法通达

“无限性”。康德之后的费希特哲学首先否定了康

德哲学关于 “物自体”的设定，而把认识的主体

定义为 “自我”， “自我”作为一种行动，在建

立 “自我”和 “非我”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于经

验材料的创建，进而完成二者的统一。这种方式

克服了康德哲学主观领域对于知识的局限性，提

高了认识主体的地位。但 “自我”对于 “非我”

的设定以及 “自我”向着自身的回归被描述为一

种内部循环的过程，而没有完成主观领域纯粹的

“我”与现象世界经验的 “我”的连接与打通。

施莱格尔将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解释为 “思维在

自身单调的循环中与特定的观念发生着对接，这

种对接被人类思维本质中蕴含的不完整性所限

制，从而使人的全面性思维被某种僵化的思维所

限制”⑤。所以这样的思维注定无法走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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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俄］加比托娃： 《德国浪漫哲学》，王念宁译，第５６
页。

［德］施勒格尔： 《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

集》，李伯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８８页。
同上，第５８页。
同上，第５７页。
ＥｒｎｓｔＢｅｈｌ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ｒＲｏｍａｎｔｉｋｕｎｄｚｕｒＩｄｅ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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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诉诸 “拓展知识的思维形

式”，即逐渐打破思维本质的不完整性，使知识

走出 “僵化思维”的限制。而实现的路径必须经

过 “知识的其它特性”，即思维要跳出 “自身的

单调循环”而寻找 “知识的其它特性”的可能

性和合理性。施莱格尔对于知识论的批判与德国

浪漫主义渴望打破启蒙思想造成的哲学思维方式

的有限化再次表现出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同时主

张打破 “思维不完整性”的限制也为进一步论证

有限性与无限性理论打下了基础。

人类思维本质上的有限性和不完整性，决定

了知识无法直接完成对于 “绝对”的认识，人的

思维如果要突破自身本质中存在的有限性限制，

无限趋近于无限的 “绝对”，那就必须借助某种

中介。在施莱格尔看来，浪漫 “诗”满足了充当

这种中介的内在本质以及呈现样态的规定。《雅

典娜神殿短篇集》中曾经记录了他对于这种思想

的阐述：“浪漫诗有可能达到最高和最全面的文

化教养，并且不只是由内向外，而且也是由外向

内…… （它）永远只在变化生成，永远不会完

结，这正是浪漫诗的真正本质。浪漫诗不会为任

何一种理论所穷尽，只有预言式的批评才敢于刻

画浪漫诗的理想。只有浪漫诗才是无限的，一如

只有浪漫诗才是自由的，才承认诗人的随心所欲

容不得任何限制自己的法则一样。浪漫诗体裁是

惟一大于体裁的文学样式，可以说就是诗本身：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一切诗都是或都应是浪漫

的。”① 也正是由于浪漫诗这种能够达到最高和

最全面的可能性，保证了有限性在追求无限性过

程中方向的多样性，即 “向内”和 “向外”，由

于浪漫诗具有的 “变化生成，永不完结”的样

态，决定了人们能够通过浪漫诗达到不断突破有

限而趋近于无限的过程。而施莱格尔的反讽理论

的目的之一也是为浪漫诗的现实实现提供理论阐

释的依据，从而彰显浪漫反讽理论内在的形而上

学旨趣。“自由”对于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理论

而言并不体现为一种随心所欲的随意性，而是诠

释 “自我限制的价值和尊严”的手段，这种

“自由”作为主体的至上原则，主体 “自我限

制”的逻辑背景保证了主体拥有 “无限的力量，

即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②。浪漫的反讽恰恰就

是通过 “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交替运动践行

着突破 “有限”，无限接近 “无限”的运动。

三、浪漫反讽与诗化的世界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施莱格尔在对苏格拉底

哲学主观主义的承继中使 “反讽”发生了变化，

即由一种表现 “反讽的人”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

式，提高成为一种为实现某种哲学旨趣的 “一般

内在形式”。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施莱格尔的

浪漫反讽理论之形成是 “从真正苏格拉底反讽的

鲜明特点出发，并在自己的反讽中部分地保留了

这些特点”，并在 “形式上作了重大改造”，④ 同

时也完成了对苏格拉底哲学理论形而上学旨趣的

提升性继承。施莱格尔的浪漫反讽表现为一种无

限提高自己、超越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有限性的

心境，并且能够激励无限和有限无休止的冲突的

感情，即不断突破自身的有限性而无限趋近于无

限性的上升过程。这一上升过程以 “自我”对于

“非我”的设定为前提， “自我”通过设定 “非

我”表现出一种二元式的对立，其后通过自身的

连接和打通，从而完成 “自我”的重建过程，即

“自我生成”与 “自我消灭”的无限往复的辩证

过程，浪漫的反讽在不断诠释 “自我”对 “绝

对”肯定的无限趋近的同时，也显现出无限否定

“自我”的本质，同时也决定了 “自我”的每一

次提升并不是向着原点的复归，而是从新的起点

诠释更大可能性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将向终极目

标无限趋近。这种无限的趋近是对 “无限性”追

求具体路径的诠释。

这条对于 “无限性”的追求探索之路还需要

一个方向性的指向，在同时代以及其后的浪漫主

义哲学家眼中，这一指向即是诗化世界的建构。

在他们眼中，诗化的世界应该是与散文化了的现

２２

①

②

③

④

［德］施勒格尔： 《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

集》，李伯杰译，第７１页。
同上，第４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３９页。
［俄］加比托娃：《德国浪漫哲学》，王念宁译，第１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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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世界相对立的存在。“散文”一词在德语中含

有庸俗的意义，所以，诗化世界的建构折射出的

仍旧是浪漫主义哲学家对于打破工具理性占主导

地位的 “庸俗”的现实的渴望。但值得注意的

是，浪漫主义哲学家眼中的诗并不仅仅指称一种

艺术作品的形式，而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活世界。

构建这个世界的出发点是人们对于 “庸俗”的现

实世界不满，当人发现自己面对一个与自身对立

的客观世界的时候，如何使这个异己的客观世界

成为属人的客观世界便成为了人们面临的首要问

题，而关照当时的时代，即是如何使日益散文

（庸俗）化了的世界诗化的问题。这也是早期德

国浪漫主义者提出的 “人生向诗转化”学说的根

本动因，在这里，诗化的世界成为了一种理想的

天国，因为诗 “具有超验性的自由，能使充满重

重矛盾和对立的现实生活化为一种梦幻式的永远

使自由得到保证的生活”①。在德国浪漫主义哲

学的视域下，“诗被提升为一种实在，一种真正

应该设定的实在”②，从这个意义来说，诗取代

了 “理性”，具有了 “本体论”意义。在苏格拉

底将人放逐出 “理想国”的 ２０多个世纪之后，
诗以一种全新的样态实现了对于理想国度的回

归，即使这种复归的理解可能只存在于中文表述

的巧合，但其中对于诗化世界的 “本体论”提升

使我们得以对浪漫反讽与浪漫诗蕴含的形而上学

内在旨趣进行重新的审视。通过对于哲学视角下

反讽理论的概念化的提升，以及诗化世界 “本体

论”指向的确证，浪漫主义 “反讽的形而上学”

以一种全新的样态诠释着形而上学的 “内敛”效

应，这种效应与古希腊哲学中所蕴含的形而上学

“内敛”效应表现出了内在的一致性，即从具体

到一般性和抽象的概念化提升与 “本体论”的终

极指向。

纵观苏格拉底式的 “反诘”和浪漫反讽的理

论构成，二者虽然都体现了 “概念论”意义上的

提升与 “本体论”意义上的追求，但二者毕竟分

属 “理性主义”与 “浪漫主义”两大对立阵营，

所以在形而上学的 “外显”还是体现为两种虽不

泾渭分明，但却相互区别的异质性样态。苏格拉

底的反讽以一种关照现实的方式诠释了自身作为

一种提问技巧的目的性 “外显”，当然，这种外

显方式也导致了之后人们对于其形而上学旨趣的

集体遗忘。而浪漫反讽则伴随着形而上学 “内

敛”效应的实现，将反讽拉回到哲学视域中，从

而使人们具有了不断突破自身 “有限性”而不断

靠近无限性的可能。然而，这种追求却没有能够

与建立 “诗化世界”这一终极目标进行连接和打

通，反而是趋向于强调情感层面的追求，使其长

久地停留在渴望 （Ｓｅｈｎｓｕｃｈｔ）层面仰望终极目
标，从而难以通达 “本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诗化世界构想的发展，最终使德国的浪漫

主义走向了某种神秘主义倾向。浪漫主义尝试运

用浪漫反讽和诗化世界的构想来打破工具理性的

独断，其理论动机本有其合理性的因素，但如同

启蒙运动在鼓励人们破除迷信、运用理性的同时

使理性逐渐走向了独断论的噩梦，浪漫主义为了

解放被束缚了的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不关涉绝

对空间，最终在后期沉溺于主观精神领域不能自

拔。

浪漫反讽继承并发扬了苏格拉底式 “反诘”

的形而上学样态，主张认识主体要打破思维的有

限性。虽然因为局限于主观精神领域而未能如苏

格拉底 “反诘”那样关照现实，但这种困境却以

漫延的方式松散地滞留在德国浪漫主义的细节之

中，据此构成了德国哲学在特定时代的细腻的精

神图景以及特有的精神遗产。

（责任编辑　林　中）

３２

①

②

刘小枫： 《诗化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第３９页。
同上，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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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论 “理论 －实践”关系

杨　栋

【摘要】在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那里，“理论－实践”问题与二者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超越密切相关。早期马克思对 “理

论－实践”关系的变革，将二者的统一引向实际的社会性人类活动，由此开启出对这种活动所做的政治经济学、社会
学研究。海德格尔分别基于基础本体论和存在历史的视域，克服了理论与实践的区分及二者的转化。然而，基于对形

而上学局限性的不同自觉及对人类本质的不同看法，二者解决问题的策略和得到的成果则显出不小程度的差异。

【关键词】理论；实践；马克思；海德格尔

中图分类号：Ｂ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２４－０６

一、“理论－实践”问题的独特地位

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彼得洛维奇指出：

“在不低估上两个世纪其他重要思想家的前提下，

当代哲学的选择要么是海德格尔要么是马克思。

也就是说，当今哲学欲立于其时代之高点，就必

须决定，自身是从海德格尔出发还是从马克思出

发 （抑或是从二者共同出发）。”①实际上，也正

是从 《存在与时间》出版之时起，对海德格尔与

马克思的比较研究就成了西方学界的重要议题之

一。

马尔库塞的工作颇具代表性，他企图通过二

者的互诠互补，建立一种历史唯物论现象学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首先，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主要关切不是近

代意义上认识活动的真理 （ｄｉｅ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ｄｅｓ
Ｅｒｋｅｎｎｅｎｓ），而是人类此在的历史性 （ｄｉｅＧｅ
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ｄｅｓＤａｓｅｉｎｓ），亦即此在发生的真
理 （ｄｉｅ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ｄｅｓ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ｓｄｅｓＤａｓｅｉｎｓ）。
历史唯物论将这种真理描述为人类 －历史之关联
（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

亦即与人类发生事件之存在、结构和运动相关的

总体范围。据此，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

种具有双重含义的历史理论：“其一，因其对象

是历史的，且作为历史的对象被对待，其二，它

将自身嵌入历史运动中的具体历史情境。”②因

此，历史唯物论的辩证方法就有了一个前提，即

对对象合乎其存在的历史性 （ｄｉｅｓｅｉｎｓｍβｉｇｅＧｅ
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ｉｈｒｅｒ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ｅ）的认识。现象
学的引入则在于保证历史唯物论之对象的这种本

源历史性。在马尔库塞看来，现象学乃是 “让从

对象自身而来引起问题和交道，将对象自身全然

带入视野”③，而对象自身是在历史性中获得的，

所以现象学是使历史唯物论更为有效的必要补

充。其次，在马尔库塞看来，通过 《存在与时

间》，“哲学又将自身带入源始必然性中”④；而

存在于 《存在与时间》中的断裂 （Ｄｕｒｃｈｂｒｕｃｈ）
却又使得海德格尔的思考很成问题。马尔库塞称

此断裂带来的缺失为 “历史性的物质构造”（ｄｉ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ｅ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ｄ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因此
基础本体论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需要来自辩
证法的补充。总的来说，马尔库塞的努力是有益

的，他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带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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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Ｐｅｔｒｏｖｉ，Ｇ．，“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ｕｎｄＭａｒｘ．“Ｉｎ：Ｇｕｚｚｏｎｉ，Ｕ．（Ｈｒｓｇ．），Ｎａｃｈｄｅｎｋｅｎüｂｅｒ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ｅｉｎｅＢｅｓｔａｎｄｓａｕｆｎａｈｍｅ，Ｈｉｌｄｅｓｈｅｉｍ：
Ｇｅ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８０，Ｓ．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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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Ｉｂｉｄ．，Ｓ．３６２．



早期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论 “理论－实践”关系

入对话，以及这种对话的主题为何。

在诸多引起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对话的主题

中，代表之一为技术 （Ｔｅｃｈｎｉｋ）。技术主题的出
场有其时代背景：技术在现代方成为哲学的关键

问题。尽管技术自然地作为科学的对象存在，但

其根本上应当成为哲学的事业。许思乐 （Ｖｉｔｔｏｒｉｏ
Ｈｓｌｅｒ）指出，两个根据促成技术与哲学在当代
的联姻：“其一，所有的不同观点各如其愿地在

技术现象中纠缠在一起。但特定的打交道方式不

能充分把握技术现象之处，就在那种程度上需要

着哲学……第二个根据在于这一事实：哲学关怀

人类命运，而这种命运系于技术之手。”① 因此，

作为时代主题的技术主题引领着马克思与海德格

尔的对话也就不稀奇了。波什雅克 （ＢｒａｎｋｏＢｏ
ｎｊａｋ）在给海德格尔百年诞辰的一篇献文中，以
技术为主题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带入对话。他指

出，在马克思那里，“被理解为机器和作为机器

形式的技艺 （Ｔｅｃｈｎｅ）奴役着人类”②；而海德
格尔对技术的态度则可称之为 “人类普遍主义”

（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ｕｓ），即是指 “唯人

创造万物”③。波什雅克建议从亚里士多德、马

克思和海德格尔出发，按照 “人类做主” （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ｋｒａｔｉｅ）——— “人当作为人去做主”来重新

体会Ｔｅｃｈｎｅ，因为 “当我们如此将人类领会为课

题，那么技艺的合法性也只能在此关系中存

在”④。

事实上，对技术主题的探究引向对 “理论－
实践”关系的探索。许思乐指出：“技术时代的

本质在于，刻画早期历史的理论 （Ｔｈｅｏｒｉａ）、制
作 （Ｐｏｅｓｉｓ）和实践 （Ｐｒａｘｉｓ）之间的平衡被彻
底打破了。”⑤ 不仅如此，作为与科学相对的技

术，在西方近代以来的语境中，直接立足于理论

和实践的二分和转化。就早期马克思和海德格尔

而言，“理论 －实践”问题与二者的首要关切紧
密相连。这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阐明。首先，马

克思和海德格尔都意欲超越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

西方形而上学传统。⑥ 如马克思所言，形而上学

地从事哲学活动的特征是解释世界，进一步说，

就是理论优先于实践的预设。其次，两位思想家

都意欲建立一种有别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新思想，

或曰新的哲学活动方式。这种新的哲学活动方式

在马克思处是通过革命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实现的；

而在海德格尔那里，是通过回归到存在自身之近

旁 （ｄｉｅＮｈｅｄｅｓＳｅｉｎｓｓｅｌｂｓｔ）实现的。对理论
与实践关系的阐释汇聚着两位思想家这两方面的

关切。

二、理论－实践关系在早期
马克思处的变革与统一

　　通过海德格尔的学生兰茨胡特 （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Ｌａｎｄｓｈｕｔ，１８９７—１９６８）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编
纂，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西方学者们有机会
系统地一睹马克思的 “真容”。由此人们发现，

马克思早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就开始摆脱黑格尔和
费尔巴哈的影响，并扬弃了对理论－实践关系的
形而上学规定。

在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划时代
思考密切相关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

克思直接而有力地打破了理论对实践的优先地

位：“［二］ 人 的 思 维 是 否 具 有 客 观 的

［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ｅ］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
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

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

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

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

的问题…… ［八］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

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

决。”⑦ 在此马克思明确反对通过形而上学的哲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Ｈｓｌｅｒ，Ｖ．，“ＷａｒｕｍｉｓｔｄｉｅＴｅｃｈｎｉｋ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ｓ
Ｓｃｈｌüｓｓｅ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ｇｅｗｏｒｄｅｎ？“．Ｉｎ：Ｈｓｌｅｒ，Ｖ．，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ｉｅｉｎｄ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Ｗｅｌｔ，Ｍüｎｃｈｅｎ：Ｃ．Ｈ．Ｂｅｃｋ，１９９２，Ｓ．８８ｆ．．

Ｂｏｎｊａｋ，Ｂ．，“Ｔｅｃｈｎｅａｌｓ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Ｅｘ
ｉｓｔｅｎｚ：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Ｍａｒｘ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Ｉｎ：Ｂｉｅｍｅｌ，Ｗ．，ｖ．Ｈｅｒ
ｒｍａｎｎ，Ｆ．－Ｗ．Ｋｕｎｓｔｕ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ｋ：Ｇｅｄｃｈｔｎｉｓｓｃｈｒｉｆｔｚｕｍ１００．Ｇｅ
ｂｕｒｔｓｔａｇｖｏｎ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
ｍａｎｎ，１９８９，Ｓ．１００．

Ｉｂｉｄ．，Ｓ．１０７．
Ｉｂｉｄ．，Ｓ．１０８．
Ｈｓｌｅｒ，“Ｗａｒｕｍ ｉｓｔｄｉｅＴｅｃｈｎｉｋ ｅ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ｓ

Ｓｃｈｌüｓｓｅ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ｇｅｗｏｒｄｅｎ？“，Ｓ．９８．
Ｖｇｌ．Ｇｅｌａｒｃｈ，Ｈ．Ｍ．，“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ｂｅｉＭａｒｘ

ｕｎｄ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Ｉｎ：Ｒａｆｆｅｌｔ，Ａ．（Ｈｒｓｇ．），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ｗｅｉｔｅｒ
ｄｅｎｋｅｎ，Ｍüｎｃｈｅｎ；Ｚüｒｉｃｈ：Ｓｃｈｎｅｌｌｕ．Ｓｔ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０，Ｓ．３６－６４．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８、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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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活 动 方 式 得 到 的 符 合 真 理 （ｄｉｅ
üｂｅｒｅｉｎｓｔｉｍｍｅｎｄｅＷａｈｒｈｅｉｔ）。在形而上学看来，
真理唯有通过将范畴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ｅ）作为对象的理
论活动方能把握。这种真理存在于人与对象的理

论关系 （Ｔｈｅｏｒｉｅ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中。人与对象的实
践关系 （Ｐｒａｘｉ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相较于理论关系则是
次位的。一方面，实践关系必须由理论关系支

配，另一方面，实践关系之合理性的来源系于理

论。然而马克思将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翻转过

来了。他主张，把握真理的方式和真理的效用，

亦即真理的合法性，都全然来自于实践。布洛赫

如此解说这种变革 （Ｕｍｗｌｚｕｎｇ）：“真理非只是
理论关系，而是一种彻彻底底的理论－实践关系
［ＴｈｅｏｒｉｅＰｒａｘｉ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就理论—实践关
系而言，第二提纲是全然创造性和新颖的。”①

马克思对理论－实践关系的变革成为引领现
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主题之一。这种对理论先于实

践之关系的翻转，在哈贝马斯看来毋宁是一种对

“逻各斯中心主义” （Ｌｏｇｏｚｅｎｔｒｉｓｍｕｓ）的克服。②

因而这种变革有其深意。其一，“实践” （Ｐｒａｘ
ｉｓ）、“实践的／地”（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被马克思赋予了
新的含义。实践不再是近代认识论意义上主体与

客体的关联，而是 “人类活动”（ｄｉｅ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
Ｔｔｉｇｋｅｉｔ），其较之一切认识活动、一切以绝对普
遍性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ｔ）为导向的人类存在方式更为
源始。由此我们过渡到第二点，即马克思业已有

了这样的洞见：形而上学的理论与实践有其源始

统一性。

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形成之前，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形成了统
一理论与实践的观点：“思维 ［Ｄｅｎｋｅｎ］和存在
［Ｓｅｉｎ］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③

这种统一并非抽象的，而是现实的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
而且这种统一并非出现在作为个体的人那里，因

为人类的本质体现在社会关系中。这就是说，理

论和实践不只是源始统一于人类活动，而是统一

于社会性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的人类活动。从此点
出发，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作为政治经济学

和社会学思考的马克思思想，其哲学意蕴就应当

这般理解：这种思想关注人的社会性活动 ［ｄｉｅ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Ｔｔｉｇｋｅｉｔ］，通过对人的社会性活
动的种种表现的阐发，克服形而上学之无能，以

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

说：“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

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

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

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

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

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

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

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

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④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

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⑤ 这

种对世界的改变，是通过融合了理论与实践的

“革命”实现的。这种革命根本上乃是一种人类

自身存在方式的改变。⑥ 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性

的，所以这种革命也是人的社会性活动方式的转

变。政治变革、社会秩序和结构的变化乃是这种

革命的后果和表现。对于马克思对 “理论 －实
践”问题的这种解答，海德格尔发问到：“解释

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

……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

（Ｖｏｒｂｌｉｃｋ）预设为工具吗？”⑦ 在海德格尔看来，
马克思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变革是不够彻底的，

因为其基础系于黑格尔哲学中。他强调说：“如

果没有黑格尔，马克思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⑧

这种对形而上学的翻转，在海德格尔看来依旧是

形而上学的。那么，海德格尔本人又是如何回应

深深植根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的 “理论 －实
践”问题的呢？

６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Ｂｌｏｃｈ，Ｅ．，ＤａｓＰｒｉｎｚｉｐＨｏｆｆｎｕｎ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Ｓｕ
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７３，Ｓ．３１１

参见 ［德］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

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２３页。
同上，第１２７页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６１页。
Ｖｇｌ．Ｐｅｔｒｏｖｉ，“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ｕｎｄＭａｒｘ“，Ｓ．２１６．
［法］Ｆ．费迪耶等辑录：《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

纪要》，丁耘摘译，《哲学译丛》２００１年０３期，第５３页。
同上。



早期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论 “理论－实践”关系

三、海德格尔对理论－实践之区分
和转化的克服

　　海德格尔晚年接受 《明镜》周刊访问时说：

“在我看来，从形而上学产生出来的理论与实践

的区别和二者之间的转化的想法阻塞着洞察我所

理解的思想的道路。”① 由此来看， “理论 －实
践”问题被海德格尔置于其思想道路的关键位置

上。那么他是如何克服这种区分和转化的呢？纵

观其思想历程，主要有两种处理 “理论 －实践”
问题的方式：其一是基础本体论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
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ｓｃｈ），其二是存在历史的 （ｓｅｉｎ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
ｔｌｉｃｈ）。前者最主要地体现在 《存在与时间》中，

后者正式发轫于 《哲学文集 （从事发而来）》、

公开于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这两种方式都

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回答存在问题 （Ｓｅｉｎｓｆｒａｇｅ）。
基础本体论的方式是指，引入人类此在之发

生 （ｄａｓ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ｄ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Ｄａｓｅｉｎｓ）的
视域，以开显传统本体论的根源。此在作为 “存

在于世界之中” （ＩｎｄｅｒＷｅｌｔｓｅｉｎ）发生，作为
“依世界内所遇之存在者存在” （Ｓｅｉｎｂｅｉｉｎｎｅｒ
ｗｅｌｔｌｉｃｈｂｅｇｅｇｎｅｎｄｅｍＳｅｉｅｎｄｅｎ）、由 “自我先行存

在”（Ｓｉｃｈｖｏｒｗｅｇｓｅｉｎ）和 “业已存在于世界中”

（ＳｃｈｏｎｓｅｉｎｉｎｄｅｒＷｅｌｔ）组成。这三者的统一被
海德格尔命名为操心 （Ｓｏｒｇｅ）。据此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中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置于一源

始的平面上：“操心作为源始的结构整体性在生

存论上先天地处于此在的任何实际 ‘行为’与

‘状况’‘之前’，也就是说，总已经处于它们之
獉

中
獉
了。因此这一现象绝非表达 ‘实践’行为先于

理论行为的优先地位。通过纯粹直观来规定现成

事物，这种活动比起一项 ‘政治行动’或休息消

遣，其所具有的操心的性质并不更少。 ‘理论’

与 ‘实践’都是其存在必须被规定为操心的那种

存在者的存在可能性。”②

作为此在去存在 （ｚｕｓｅｉｎ）的可能方式，理
论和实践源始统一于操心中，而操心则描画此在

存在的整体。依所打交道者，操心可作为操劳

（Ｂｅｓｏｒｇｅｎ）和操持 （Ｆüｒｓｏｇｅｎ）。前者与非此在
的存在者打交道，后者与其他此在打交道。理论

和实践可以依此阐释为：理论对应于与现成存在

者 （ｄａｓＶｏｒｈａｎｄｅｎｅ）打交道的行动 （Ｖｅｒｈａｌｔ
ｅｎ），且 先 行 存 在 于 一 个 对 象 化 了 的
（ｖｅｒ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ｔ）世界、依现成的存在者存
在；在实践中，人们以用

獉
某种存在者的方式与这

种存在者打交道，也就是说，在实践行动中，存

在者以上手的 （ｚｕｈａｎｄｅｎ）方式遭遇与其打交道
者。因此，理论就失去了对实践的优先地位：

“‘实践的’活动并非在盲然无视的意义上是

‘非理论的’，它同理论活动的区别也不仅仅在于

这里是考察那里是行动
獉獉

，或者行动为了不至于耽

于盲目而要运用理论知识。其实行动源始地有它
獉

自己的
獉獉獉

视，考察也同样源始地是一种操劳。理论

活动乃是非寻视式地单单观看。”③ 基于这样的

观点，海德格尔将 理解为 “操劳着的交

道”（ｄｅｒｂｅｓｏｒｇｅｎｄｅＵｍｇａｎｇ），将 ，即

在操劳中被交道者，理解为 “工具”（Ｚｅｕｇ）。
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人们首先是运用工具从事某

事，所以在基础本体论意义上作为操劳的 “实

践”优先于 “理论”。由此，海德格尔为理论与

实践确立了基于操劳的根据：“操心作为有所操

劳操持却至为源始、至为整全地包罗着此在的存

在，乃至若要区分理论行为与实践行为，总先就

得把操心设为前提，而并非由这两种职能才始得

合建起操心来。”④ 确立根据 （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从
存 在 历 史 的 观 点 出 发， 也 就 是 克 服

（üｂｅｒｗｉｎｄｕｎｇ）。⑤ 也就是说，通过追溯到作为人
类生存现象源始统一的操心，海德格尔克服了形

而上学流传下来的理论与实践的区分。

存在历史之思 （ｓｅｉｎ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ｓＤｅｎｋｅｎ）
开启了存在自身之发生 （ｄａｓ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ｄｅｓＳｅｉｎｓ
ｓｅｌｂｓｔ）的视域。其要点如下：首先，“存在
［Ｓｅｙｎ］之真理……乃是事发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⑥，因
而存在历史之思与事发打交道；其次，“事发乃

７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

１９９６年，第１３１１页。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２２３页。
同上，第８２页。
同上，第３４３页。
Ｖｇｌ．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Ｍ．；ｖ．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Ｆ． －Ｗ．（Ｈｒｓｇ．），

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Ｖｏｍ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Ｂｄ．６５，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８９，Ｓ．２２８．

Ｉｂｉｄ．Ｓ．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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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本质 （Ｗｅｓｅｎ）”①。从 《哲学文集》开

始，海德格尔开始基于动词 ｗｅｓｅｎ（存在并发挥
作用、本现）来理解名词 Ｗｅｓｅｎ和 Ｗｅｓｕｎｇ（本
现过程）。前者是大写ｗｅｓｅｎ首字母得到的名词，
描述 “本现”这个动作，后者则是 ｗｅｓｅｎ的动名
词形式，侧重于描述 “本现”的过程。根据语法

功能的不同，ｗｅｓｅｎ以自身动词形式，或以名词
Ｗｅｓｅｎ、Ｗｅｓｕｎｇ的形式出现，实际上刻画的都是
存在现身，亦即发生的方式。这就是说，存在历

史之思与存在之发生 （ｄａｓＥｒｅｉｇｎｅｎｄｅｓＳｅｉｎｓ）
打交道。再次，“此处历史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并不被
把握为某个与其他领域并列着的存在者领域，而

唯鉴于存在自身的本现过程被把握……事发乃源

始的历史本身，以此可表明，此处存在的本质全

然 ‘历史地’被把握”②。由此可知，只要思想

鉴于存在之发生来把握存在，那么思想本身就历

史地存在 （ｉｓｔ）。总体而言，存在历史之思的思
考中心乃是事发，亦即存在之发生。于是存在历

史之思被描述为 “从事发而来”（ｖｏｍＥｒｅｉｇｎｉｓ），
这就是说，“一种思想—道说着地对存在、对存

在 ‘之’［ｄｅｓ］词语的归属 ［Ｚｕｇｅｈｒｅｎ］，从事
发而来发生”③。

基于存在历史之思，理论和实践的源始统一

可作如下诠释：

首先，作为描画存在历史之思形态的 “接

合”［Ｆｕｇｅ］，乃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理论刻画
着任何一个形而上学 “体系”（Ｓｙｓｔｅｍ），这种体
系可以表现为第一原理、认识理论等。而实践则

刻画着理论之应用，按照不同的应用领域，体现

为伦理学、政治学等。与之相对，刻画存在历史

之思基本特征的接合，与体系根本不同。接合有

三重含义：结构 （Ｇｅｆüｇｅ）、占用 （Ｖｅｒｆüｇｕｎｇ）
和顺应 （Ｆüｇｕｎｇ）。结构乃存在历史之思的构造，
是存在历史之思的严格性的体现。以此结构，方

能 “在存在被确立了的本质的全然展开了的丰富

中把握存在的真理”④。这种对存在真理的把握

本身并非终极目的，而是为着一条道路的占用。

占用亦即对真理的运用。结构与占用的统一则是

对存在的一种顺应，也就是对 “存在真理之开显

［Ｗｉｎｋ］和隐匿 ［Ｅｎｔｚｕｇ］”的顺应。这就是说，
通过对存在真理的把握和运用，获得一种对存在

的顺服 （Ｇｅｈｏｒｃｈｅｎ）。因此，作为把握真理的理

论，作为运用真理的实践，统一于作为服从真理

的顺应。而接合作为结构、占用、顺应三者的统

一，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的源始统一。

其次，作为源始的行动 （Ｈａｎｄｅｌｎ），存在历
史之思本身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海德格尔指

出，以存在之发生为视域的思想，在以柏拉图和

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开端处便被 “技

术性解释” （ｄｉｅ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规定

了：“在那里，思想本身被视为一种 ［技

艺］，就是为行为和制作服务的思考办法。但在

这里，思考 （üｂｅｒｌｅｇｅｎ）已经是从 ［实

践］和 ［创造］的角度来看的。因此，

若就思想本身看，思想就不是 ‘实践的’。把思

想称为 ［理论］与把认识规定为 ‘理

论’行为，这都已经是在对思想的 ‘技术性的’

解释的范围内发生的事情了。这种解释乃是一个

反动的企图，还想把思想也挽救到一种相对于行

动和行为的独立性之中……作为思想之要素的存

在，在对思想的技术性解释中被牺牲掉了。”⑤

关于思想之要素，海德格尔注释到 “作为事发的

存在”。所以，若要重获其要素，思想就得是存

在历史之思，也就是存在 “之”（ｄｅｓ）思想。这
个带引号的 “之”或曰 “的”，被海德格尔称为

“存在历史的第二格” （ｄｅｒｓｅｉｎ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Ｇｅｎｉｔｉｖ）。⑥ 它既是主词的第二格又是宾词的第二
格。它的含义是： “只要思想自存在而来发生、

归属于存在，那么思想就是存在的 ［ＤａｓＤｅｎｋｅｎ
ｉｓｔｄｅｓＳｅｉｎｓ］［思想］。只要思想归属存在地倾听
存在，那么思想同时也就是 ［思］存在的思想

［ＤａｓＤｅｎｋｅｎｉｓｔｚｕｇｌｅｉｃｈＤｅｎｋｅｎｄｅｓＳｅｉｎｓ］。作为
此种倾听地归属于存在的思想，思想就是按其本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Ｉｂｉｄ．Ｓ．４，８．
Ｉｂｉｄ．Ｓ．３２．
Ｉｂｉｄ．Ｓ．３。此引文中打引号的 “之”（ｄｅｓ），被海德格

尔称为 “存在历史的第二格”，释义见下文。

Ｉｂｉｄ．Ｓ．８１．
［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１年，第３６８页
Ｖｇｌ．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Ｍ．；ｖ．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Ｆ． －Ｗ． （Ｈｒｓｇ．），

Ｂｅｓｉｎｎｕｎｇ．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Ｂｄ．６６，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
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９７，Ｓ．４１



早期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论 “理论－实践”关系

源而是者。”① 这就是说，思想既是对存在的把

握应用，又是对存在的顺服。基于此，海德格尔

指出：“思想之变成动作，并非只是由于有一种

作用从思想中发出或者思想被应用了。由于思想

运思着，思想才行动。也许这种行动是最质朴的

同时又是最高的行动，因为它关乎存在与人的关

联。”②

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出，作为源始意义上发生

着的、行动着的思想，存在历史之思自身蕴含了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四、结　　语

不论是在马克思还是海德格尔那里，“理论

－实践”问题都存在于他们与形而上学的对峙
中。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马克思连同尼采的努

力都属于对形而上学的翻转 （Ｕｍｋｅｈｒｕｎｇ）。③ 就
马克思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变革来看，海德格尔

的观点也并非毫无根据。只要 “确立根据”存在

历史地同时被理解为 “克服”，那么基础本体论

亦可被视为对形而上学及建基于其中的理论与实

践之区分的克服。不论是基础本体论还是存在历

史思想，在海德格尔看来，都处于从柏拉图到黑

格尔的西方思想 “第一开端”（ｄｅｒｅｒｓｔｅＡｎｆａｎｇ）
的 “终结”（Ｅｎｄｅ）处。由此，基于 “理论－实
践”问题，对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对话的思考可总

结如下。

首先，马克思与海德格尔都具有对形而上学

在其各自所处时代表现出的局限性的自觉，相应

地二者都试图给出对这种局限性的诊断。这种诊

断体现为对 “哲学终结” （ｄａｓＥｎｄ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ｉｅ）的看法。正如波加斯 （ＴａｓｓｏｓＢｏｕｇａｓ）所
指出的：“马克思的哲学终结作为阶级意识的扬

弃 ［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指的是通过革命实践产生的对
哲学的否定和实现，其将人类历史引入一个更高

的阶段……海德格尔的哲学终结作为西方形而上

学的完成 ［Ｖｏｌｌｅｎｄｕｎｇ］产生于忘存在状态
［Ｓｅｉｎｓｖｅｒｇｅｓｓｅｎｈｅｉｔ］，其于科学与技术中达乎其
最终成果。”④

其次，在哲学之终结处，马克思与海德格尔

以各自的方式解决了深深植根于形而上学之中的

“理论－实践”问题。他们解决方案的相似处在

于，二者首先都将 “理论－实践”关系的根源引
向实际的人类生命之发生；而区别在于，尽管海

德格尔思考了共在 （Ｍｉｔｓｅｉｎ），然而这只是一种
个体间的关联，而非社会性的关系。⑤ 此种区别

的产生源自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对人之本质的不同

看法。前者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

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

总和”⑥；而后者认为， “这种存在者的 ‘本质’

在于它去存在 ［Ｚｕｓｅｉｎ］……此在的 ‘本质’

在于它的生存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⑦。
最后，基于上述原因，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二

人用以产生新的哲学活动方式的策略有所不同：

在马克思那里是批判性的革命 （ｄｉｅ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Ｒｅｖ
ｏｌｕｔｉｏｎ），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是克服着的待命
（ｄｉｅüｂｅｒｗｉｎｄｅｎｄｅＢｅｒｅｉｔｓｃｈａｆｔ）。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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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与马克思的思想交汇

———立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考察


郁　欣

【摘要】现象学以探究意识本质为特征，马克思主义则以社会历史批判为己任；一方以先验唯心主义为哲学旨归，另

一方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因此，情况似乎是：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却表明，

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试图在二者之间进行综合的努力，既存在于马克思那里，也存在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中，

而且为一种富有成效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胡塞尔；马克思；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Ｂ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３０－０７

　　现象学是２０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潮，对现
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海

德格尔曾称道说，现象学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主

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决定着这个时代的精神。①

马克思主义则是２０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实践纲领，
它不仅塑造了现代世界的政治格局，而且持续保

持着对当代政治的巨大效应。然而，现象学以探

究意识本质为特征，马克思主义则以社会历史批

判为己任；一方以先验唯心主义为哲学旨归，另

一方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双方看起

来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对胡塞尔来说，现象学

似乎唯有理论的关切，而对现实世界的实存和可

能的实践性改造实行先验的悬搁，“它的唯一任

务和功能在于阐明这个世界的意义”。②与其相

反，马克思则注重社会历史批判和对世界的实践

性改造。对此，他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以下简称 《提纲》）中作了明确强调：“哲学家

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

世界。”③因此，令人瞩目的是，在胡塞尔的先验

唯心主义的纯理论态度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的实践哲学态度之间的尖锐对立。然而，这只是

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在胡塞尔那里，严格

的理论思考一直就包含有现象学明察的最大程度

的实践 “应用”，而在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

论的现象学》时期则展示出 “一种新的认识论姿

态”、“一种整体实践的深广转型”。对于胡塞尔

来说，认识批判本质上与理论和实践的综合密切

关联，而理论与实践的综合本身是一种 “新式实

践”、一种 “普遍的批判”。④对于马克思来说，

从其博士论文直至 《资本论》，他的主要目标是

通过 “革命的实践”扬弃哲学理论，而扬弃本身

恰恰是哲学理论在社会 －政治的生活中的实
现。⑤因此，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而言，试

图在二者之间进行综合的努力，既存在于马克思

那里，也存在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而且为一种

富有成效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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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与马克思的思想交汇

一、胡塞尔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理想支配着胡塞

尔一生的哲学思考。在他看来，作为严格的科

学，哲学是这样一门学问：“它可以满足最高的

理论要求，并且在伦理－宗教方面可以使一种受
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成为可能。”① 显然，

当胡塞尔开始将其哲学建立为一门严格的科学

时，他坚持哲学只能在一种理论性的认识批判的

意义上促进人类的生活。这种态度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都是其现象学的主导观念。对他而言，现象

学 “标志着一门科学”，但它 “同时并且首先标

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② 借助这种方法，

普遍的科学性的理念得以严格的方式实现。按照

他的观点，这种普遍的科学性的理念是希腊哲学

诞生时就天生于欧洲人性中的目的，它是 “摆脱

了一切其他目的的理论兴趣的，即纯粹为了真理

而对真理感兴趣的系统结果”。③ 为了能够成为

真正严格的科学，亦即实现了最终奠基或最终有

效性证明的科学，胡塞尔主张必须克服掺杂有任

何实践目在内的素朴的理论态度，而 “必须在科

学理论的自身沉思中研究能最终证明自身正当的

科学之规范”，并且最终达到 “由科学理论的指

引和从科学理论上证明为正当而来的科学形

态”。④ 因此，对于胡塞尔来说，作为一种意向

活动，生活指向真理，即使不是明确地指向真

理，因为生活对要求的正当性感兴趣。真正的理

论意味着通过先验的自身反思所实现的理论上的

最终奠基或最终的正当性证明。

然而，严格的理论要求实际上并不排斥先验

现象学的某种实践蕴涵，尽管胡塞尔一开始曾有

意识与现象学的实践应用保持距离。这种实践蕴

涵从２０年代起得到了愈益明确的展示，它与胡
塞尔对哲学职责的理解密切相关。按照他的理

解，哲学生活旨在达到一种 “真正的人性”，即

“在任何时候都致力于清醒地对自身负责，在任

何时候都想遵循 ‘理性’”。⑤ 而遵循理性意味

着，将那些获得最终正当性证明的科学规范的理

念 “以其牢固和绝对的有效性从原则上规定人在

每一个领域中的行为”，旨在 “从最终有效性这

个最后源泉出发为它的行为之绝对合规范性进行

辩护”，以便 “帮助盲目求索的人类达到最深刻

之自身意识，达到对它的真实的和真正的生活意

义之自身意识”。⑥ 胡塞尔认为，哲学的最重要

的职责是 “首先赋予这种生活意义以最终合理的

形态，即全面地被澄清并被理解了的，在每一个

方面都最终证明为正当的理论之形态”。⑦ 他坚

信，“这种系统地在诸原理科学中展开的理论，

一定会通过论证而突出那种完整的规范体系，即

人类为了能够成为真实的和真正的人类，由纯粹

实践理性而来的人类，必须满足的那种体系”。⑧

在他看来，这是 “自希腊哲学诞生起欧洲人就固

有的目标，即想成为由哲学理性而造就的人，而

且只能作为这样的人而存在———从潜在理性向明

显理性的无穷运动，并且通过以它的这种人类的

真理和纯真性而自我规范的无穷努力而造就成这

样的人———的这种目标”。⑨ 尽管这是其后期对

哲学目的的表述，但胡塞尔很早就已将对理论真

理的探求与 “责任”或 “批判的责任”联系起

来。对他来说，正义的行为，亦即负责任的行

为，意味着认识到伦理价值和理论真理之意义的

行为。因此，责任只不过是对理论上的有效性要

求的主观的相关表达。对于后期胡塞尔来说，这

种理念是主导性的。在他那里，主体的责任本质

上是关于理论真理本身的现象学问题。

在其生命最后的多灾多难的十年，胡塞尔开

始强烈地担忧那种通过纳粹主义及其哲学家的政

治神话的产生和第三帝国的极权主义的实践所明

显表现出来的反理性主义的狂潮，他将欧洲文明

的这种不断增长的非理性主义看作现代科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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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危机”的必然结果。鉴于这种令人痛苦的危

险境遇，他充分强调现象学对人类的功效，即它

既能在理论领域又能在实践领域重建理性的统治

地位。

作为一种真正的理论，先验现象学如何与实

践活动相联系呢？

在胡塞尔那里，这首先在于对一切缺乏对其

先验锚地的认识的实践批判，也同样对一般的科

学理论进行批判，因为一般的科学理论的目的恰

恰是实践性的，它们没注意到其理论行为和态度

的先验根基。胡塞尔对现代科学态度的批判是其

后期著作中最令人瞩目的特征。在他看来，科学

和传统上以建构为特征的哲学理论为实践的兴趣

所引导，并且执持于实存的现实以便改造它，因

而从根本上说实践性的。相反，现象学则以一种

无涉于实存的现实的理论为目标，是关切一切认

识的真正基础。它的兴趣领域超越于现实存在之

上。现象学还原悬搁一切实存，而只保留现象，

亦即当一切实存被意识构造和呈现于意识时的意

义。科学和建构性的哲学由实践的需要和问题产

生，而现象学的构造理论则摆脱了一切自然生活

的兴趣，因为它寻求的是处于完全的自身明见性

之中的认识的确然性。因此，构造是由意向的方

法———通过这种方法，现实的存在者作为有效的

意义呈现给意识———对世界的塑形和重塑形。

胡塞尔指出，这正是任何科学理论与其现象

学之间的区别。一切科学理论都源于人的实践需

要，而现象学理论———尽管没有丧失对自然的世

界生活的任何兴趣———旨在澄清功能性的实践的

构造和科学理论的构造。在此基础上，它探究现

代科学对人的实存的意义，探究实证科学规定现

代生活的智性趋向和社会政治趋向。在胡塞尔看

来，“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

的人”，而从原则上排除了关于整个人类生存的

意义问题。① 这导致人们屈服于非理性主义的潮

流。按照这种非理性主义观点，“人们所依赖的

一切生活条件，理想，规范，就如同流逝的波浪

一样形成又消失，理性总是变成胡说，善行总是

变成灾祸”。② 对此，胡塞尔在 《欧洲科学的危

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发出如此的诘问：如果

是这样，这个是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生存还能

有意义吗？历史的事件不就变成了由虚幻的繁荣

和痛苦的失望构成的无尽的链条吗？他认为，现

代科学和技术已经遗忘和抑制了对人的生活世界

的意识。生活世界的物质性历史事件被那些作为

客观的自在存在的事件的抽象结构所抑制。胡塞

尔将异化问题看作现代西方文化的一种不断增强

的核心问题，因为科学开始是无意识、后来则是

有意识地遗忘和抑制了人的实存的伦理维度。凌

驾于自然态度和先验态度之上的科学 －技术的态
度的历史将哲学和科学带入混乱。

因此，胡塞尔基于 “危机”意识的历史目的

论批判，就在于揭示和重新发现西方文化中人的

目的的统一性，以便将人和社会从由科学的世界

图像所导致的破裂状态中拯救出来，这种科学的

世界图像与人对自身和世界的直接理解不协调。

西方文化的目的，亦即自我与世界、私人领域与

公共领域、科学与哲学的统一必须被恢复。在胡

塞尔看来，现象学理论不仅是一种更严格的科

学，而且是唯一能将人类从业已遭受的危机中拯

救出来的哲学。这危机本质上是迷失于关于人和

世界的科学图像，在这种科学的世界图像中，每

一个科学家都只是一个匿名的过程的可替代的代

理人，而每一个人都作为一个对象被分析和操

纵。现象学旨在为人的自身理解提供地基，将人

从科学的他律和技术的操纵中拯救出来。

正是在此 “危机”意识的背景下，胡塞尔在

１９３５年的 《维也纳讲演》中明确而具体地谈论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谈论 “一种新型实践”。在

他看来，与一般的科学理论的实践性本质相对，

真正的理论态度虽然也是一种职业态度，却完全

是非实践性的，它是 “建立在对于它自己的职业

生活领域中的一切自然的实践，也包括较高层次

的服务于这种自然领域的实践的蓄意的悬搁之上

的”。③ 胡塞尔指出，这种悬搁的实行并不意味

着 “理论生活从实践生活的最后 ‘分离’”，也

不是 “理论家的具体生活划分为两个互不关联地

实现的生活连续体”，因为 “普遍态度的第三种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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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仍然是可能的”，即 “在从理论的态度向实

践态度的过渡中完成的两方面兴趣的综合”。①

他认为，这样地综合，即使得在封闭的统一体

中，并且在将一切实践都悬搁起来的情况下，所

产生的理论 （普遍的科学）也能够 “以一种新

的方式服务于人类，服务于在具体的存在中暂时

是并且永远是自然生活的人类”。② 胡塞尔强调，

这是以 “一种新型实践”的形式实现的，即

“以对一切生活和生活目的，一切由人类生活已

经产生的文化构成物和文化系统进行普遍批判的

形式实现的，因此也是在对人类本身以及对明确

地或不明确地指导人类的诸价值的批判的形式中

实现的”。③ 他认为，这种 “新型实践”的目的

在于 “通过普遍的科学的理性，按照各种形式的

真理规范，提高人类，将人类转变成全新的人

类”，亦即 “能够依据绝对的理论的洞察而绝对

自我负责的人类”。④ 显然，胡塞尔所谓的 “新

型实践”本质上指的是普遍的理论与普遍的实践

的最高形态的综合。

在 《现象学：不列颠大百科全书条目》中，

我们可以读到胡塞尔关于这种最高形态的综合的

实践蕴涵的论述。他认为，作为理论与实践的最

高形态的综合，现象学反思认识到实践所应遵循

的规范，这些规范揭示了一种真正的人类生活

（也被称为 “先验的人类生活”）———它是一种

理性不断进行自身反省的生活———的理念。胡塞

尔指出，通过其先验的明察，现象学认识到它自

身在可能的先验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认识到 “自

己是一种 （先验）人类在普遍的理性实践的工作

中普遍自身反省的作用”。⑤ 这种 “普遍的理性

实践”“通过揭示而得以自由地向处于无限之中

的、绝对完善的普遍理念所进行的追求，或者，

换言之，向一个———处于无限之中的———完全存

在于和生活于真理和本真之中的人类的理念所进

行的那种追求”。⑥ 因此，它本质上执行的是一

种理性自身反省的功能，亦即对本真的人类生活

的实践理念或规范的相对实现进行理性的反省。

这种实践理念是普遍的和无限的，因为它始终是

调节性的理念，而绝不会完全实现。在胡塞尔那

里，现象学就是无限追求这种实践理念的历史运

动，通过这种历史运动，那种 “天生于”人性中

的普遍理性得以揭示。作为西方文化的原初目

的，这种实践理念既是理智的真理，同时也是人

类的道德责任。

二、马克思的 “革命的实践”观

在马克思那里，理论为实践决定，因而依赖

于实践。然而，实践对理论的这种优先性并不意

味着，实践活动可以没有理论的指导。相反，马

克思本人及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始终强调，

没有 “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 “革命的实践”。

这种 “革命的实践”当然不是指在功利主义和庸

俗的实用主义的意义上的实践。在其早期著作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教导说，

“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可能消灭哲学”，而

哲学的实现 “只有否定现存的哲学、否定作为哲

学的哲学，才能得到”。⑦ 因为在他看来，哲学

旨在批判地改造世界，而 “现存的哲学”本身就

属于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的观念的补充。它对

世界采取批判的态度，却对自己本身采取非批判

的态度。因此，他强调，如果不消灭哲学，就不

可能有哲学的实现。这表明了马克思对待理论与

实践关系的鲜明态度，正如他在 《提纲》中所宣

称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

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⑧ 恩斯特·布洛赫

（ＥｒｎｓｔＢｌｏｃｈ）称许马克思这一命题是哲学上最
伟大的胜利。⑨

布洛赫所谓的 “哲学上最伟大的胜利”究竟

意味着什么？澄清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马

克思在解决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所具有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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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至关重要。为了澄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考

察的是 “理论”和 “实践”这两个术语在马克

思那里的确切含义。

对于马克思来说，意识尽管能对存在的过程

进行反思，但最终却为人的劳动或人的生产所决

定，而劳动或者人的生产则又称为 “实践”。在

他看来，当理论因劳动分工过程中人的活动的分

裂而不知道其起源于实践时，它就变得自高自大

起来，而沦为一种思辨的抽象，一个幽灵，伪称

自己是实践的制片人。因此，在理论与实践的关

系问题上，马克思追随康德，采取了否定理论理

性的鲜明立场，但却不同意康德反过来提升实践

理性的地位的做法。

在 《提纲》中，马克思将黑格尔后期哲学的

两种主要意图对立起来。第一种意图是检审人类

活动的恢宏场景的不同景观，并且以一种系统的

方式做出解释；第二种意图是使彼此冲突的力量

和解，而且一般说来，是在作为绝对精神的各种

表现的对抗之间进行调解。在对黑格尔哲学的解

释中，马克思显然使用了与黑格尔一样的概念手

段，即作为黑格尔的核心方法的辩证法，但却采

取一种鲜明的批判立场。在 《资本论》的序言

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所谓的 “观念的东西”

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

质的东西而已。因此，他批评说 “辩证法在黑格

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

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

理内核”。① 这种主张和要求清楚地表明，黑格

尔的自身意识的辩证法的全部成就在马克思看来

只是一种异化的形式。而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

学的祛魅，成就了一种关于 “革命的实践”的新

哲学，它聚焦于 “异化”概念，将其作为主要的

批判对象。

借用黑格尔的异化概念，马克思描述了人的

理智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活动的客体化和

物化。当这一系列活动与人分离而成为独立的

法、制度或商品时，它们就不仅获得了独立的实

存，而且对作为它们的真正制造者的人构成一种

有害的控制。于是，人的思想投射和人的劳动产

品就被剥夺了其社会关系的特征，从而脱出人的

掌控，而且它们使人服从于非人属的客观规律。

产品的异化同时也是人自身的异化，因为人的活

动被外化为物了，他自身也只变成了他人和自己

的一个物、一件商品。追随费尔巴哈对基督教和

黑格尔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宗教和形而上

学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并且与资本主义体系的

经济生产执行相同的功能。它们使人异化，经济

的、宗教的、哲学的和政治的活动却掩盖了这种

存在于劳动本性中的异化，它们都遮蔽和歪曲了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藉此，国家被看作摆脱

现实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种虚幻的公共生

活。意识也以同样的方式 “被生产出来”，用马

克思的话来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像法、

艺术、宗教、形而上学等观念，这类意识形式只

有通过对物质生产的考察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去解释所有不同理论产品

和意识形式，追踪它们在物质生产这个基础中的

起源。通过执行其批判的任务，哲学揭穿了宗教

和形而上学的虚假的超越要求，使人们返回那种

产生 “唯心主义的诡计”的直接的自然实存。而

对于马克思来说，对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批判最终

演变为对任何形式的唯心主义的总批判。最终，

人的异化只能通过生产力的现实运动才能克服。

马克思的异化批判表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代

表的经济基础决定着法、国家、哲学、宗教和制

度这类上层建筑，经济的、社会的过程生产和塑

造一切形式的社会生活和理智生活。可以说，正

是通过对异化现象的批判，马克思才确立了其历

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

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

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

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②

因此，马克思在 《提纲》中的那个著名命

题，就不止于哲学家从思辨的沉思转向革命的实

践的一种情绪性表达，而是想通过哲学的自身理

解来发动一场革命。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哲学既

要求去改变世界，同时也是一种在改变世界的过

程中的理论活动。它必须致力于主要社会弊端的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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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必须有助于消除人的异化。在马克思看

来，没有任何其他的哲学方式能够胜任这一使

命。改变世界的过程恰恰是哲学自身的关键点。

因此，哲学的任务正在于将自身与革命的实践相

同一。在这里，革命不应被理解为改变某些生活

条件的活动，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改造整个人类实

存的彻底行动，这只有通过改变构成整个人类实

存的基础的条件才能得以实现。这种改变被称为

“革命的实践”。对于马克思来说，认识活动、哲

学的理论理性———由于脱离了社会的和伦理的实

践———只是这种 “革命的实践”本身的一种功

能。哲学的范畴最终只有在其与社会的和政治的

活动的关系中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一切真正的

认识本质上都是实践 －政治的认识。在他看来，
实践理论是最高的哲学范畴，在其实现中既有哲

学的使命，也有 “革命的实践”的使命。而只有

对现存事物及其现存形式进行彻底的革命化，才

能建立哲学与现实的绝对同一性。对此，马克思

在 《提纲》中曾有明确的表述：“辩证法在对现

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

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

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

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

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

的。”①

三、胡塞尔与马克思之间对话的可能维度

上述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对胡塞尔和马

克思这两位思想家的立场和观点所作的描述表

明，双方都试图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作一种综合的

努力。在这种综合的理论进展中，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具有类似的 “危机”意识，以及 “危机”

意识所引发出来的强烈的现实关切，尽管这种

“危机”意识在二者那里是以不同的面貌表现出

来；还可以看到他们由 “危机”意识所促发的

“异化”理论批判，当然，异化在双方同样是具

有不同的理论维度和思想内涵。因此，可以预期

在二者之间进行一种理论上有意义的对话的可能

性。

然而，现象学以探索意识本质为特征，马克

思主义则以社会历史批判为己任；一方以先验唯

心主义为哲学旨归，另一方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的理论立场，双方毕竟在哲学立场存在着根本的

对立。细致深入的文献对比研究也许会轻易表

明，两种哲学分殊不同的思想世界。胡塞尔以对

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的批判著称，其中就蕴含有

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元

素。客观主义或自然主义探究的是一个不言而喻

地被给予意识的世界，它相信关于现实的结构的

真理是自在的真理。而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则从

科学所揭示的 “真实的”世界回返主体性。尽管

现象学在哲学史上刻下了 “回到事实本身”的座

右铭，并且在胡塞尔思想后期更是具有回返前科

学的生活世界的理论诉求，但它距离任何形式的

唯物主义都很远。也许我们可能会说，在胡塞尔

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素朴的和盲目

的；而对马克思来说，胡塞尔的现象学则是唯心

主义的和内容空乏的。

但是，这种哲学立场上的对立并不妨碍这一

事实，即两位哲学家所具有的共通性可能比我们

看到的更多。首先，在与社会－政治的现实的冲
突方面，双方无疑具有共同特征。尽管他们建议

不同的实践方式，胡塞尔专注于理智上对主体性

的重新发现，而没有明确指明实践的议题，马克

思则聚焦于阶级斗争的政治行动，但他们对异化

世界中本真的人性则具有共同的关切。其次，现

象学与马克思主义无疑都能从彼此对理论和实践

领域的明察中受益。虽然每一方各自都具有其固

有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也许能借助他方的思

想元素而得以克服。

就本文的问题关切而言，我们试图检审胡塞

尔的现象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与实

践的关系问题上的主要相似点和区别。

已然确认的是，胡塞尔后期以一种特殊的方

式深度关切着人类社的真正目的的确立，这种确

立了真正目的的人类社会处于一种主体间以理性

方式相互依存状态的人格的自治共同体，这些人

格拥有其自身理解和自身责任。胡塞尔晚年关于

主体间性的主张实际上是对自由和自律的确认，

５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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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对自我决定和处于利益相关性中的人格的确

认。他把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态度中存在的内在危

险归于自然主义的颠覆性，因为这种自然主义倾

向于将人的主体还原到客体化的自然。像实证科

学和和技术一样，非先验的哲学———譬如，客观

主义、自然主义等———旨在用精确的算计来控制

和改变世界，而不是以纯粹的理论行为去解释

它。从先验现象学的立场看，现代科学根本意义

是一种人类心灵源于实践目的的精神成就，而不

是一个由独立自足的必然性所构成的精神体系。

就胡塞尔晚年所关切的论题而言，很难将西

方文化中的科学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特

殊情况，如果那样的话，现象学就可被作为其中

的一个元素而被归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体系

了。但两位思想家的确独立地在不同的层面上描

述了相同的异化方式，由于这种方式的异化，主

体通过科学和技术使自身客体化了。这种客体化

了的主体作为一个异己的存在物与他相对，并将

他规定为一件单纯的商品。以此方式，劳动控制

了劳动者，不仅是工人，也包括科学家。可以

说，这种异化思想是胡塞尔与马克思之间的核心

交汇点。

然而，问题是，胡塞尔思想经验中对科学和

技术的价值重估，究竟是否能与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的实践”观点相协调呢？胡塞尔在批判科

学的他律和人的异化方面的论证是基于一种理论

性的语境的构想，它离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和
道德的维度还太遥远。但这不意味着，他的那些

论证不可能为不同流派的思想家提供有益的启

示。由于在当今科学和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

下，人的异化问题对大众来说已变得愈益尖锐，

因此，胡塞尔对科学危机的批判性反思就凸显出

更加丰厚的理论内涵和普遍的哲学意义。在今

天，这种危机可以被看作最普遍的异化形式之

一，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在分析人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的异化时所忽略的。

然而，现象学能与马克思主义相调解吗？作

为一种关于认识与存在的综合性理论，现象学也

许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社会 －政治的意识形态的
理论元素。鉴于在建立一个由负责任的单子所构

成的共同体的问题上，胡塞尔坚持人在塑造其历

史命运中的自我规定的可能性，因此，也许我们

可以说，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唯物主义之间其实并不太遥远。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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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考察

———以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


许　冲

【摘要】中国共产党建构革命话语注重借鉴俄国革命话语资源。１９３８年出版的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被誉为马

列主义基础知识的 “百科全书”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 “百年总结”，为各国共产党建构革命话语提供了历史资

源和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通过译介话语、领袖话语、政策话语和大众话语四种形态的话语建构路径，借助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诠释中国革命道路、探求斗争方略、揭示革命前景和总结革命经验，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

命话语内容及体系，并对当代中国话语建构具有启迪和镜鉴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革命话语；话语建构；中国话语

中图分类号：Ａ８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３７－０９

　　中国共产党在建构革命话语的过程中，特别
重视借助俄国革命话语资源，既援引了列宁和斯

大林的革命理论，借鉴了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

也充分运用了苏联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１９３８
年出版的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 （下称

“《党史》”），内含了俄国革命的经验总结、实践

示范和方法启示，为各国共产党建构革命话语提

供了资源和蓝本。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也

以该文本作为革命学习的 “中心材料”和 “必

读文献”，通过多种路径建构革命话语，为中国

革命赢得民众的认可、理解和支持，并为最后获

取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当前，仍有必要再从历

史维度梳理 《党史》与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

之关系，就其建构缘起、路径形态和价值内涵做

一梳理，以期启示当代中国话语建构。

一、中国共产党借助 《党史》建构

革命话语的历史缘起

　　众所周知，２０世纪的中国革命语境充满了
“俄国味道”，既源于孙中山 “以俄为师”的原

初呼唤，也饱含着毛泽东 “走俄国人的道路”的

深切期待。中国共产党在建构革命话语的过程

中，之所以倚重俄国革命话语资源，并特别倾情

于 《党史》，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首先，《党史》凝聚了俄国革命话语的精髓，

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威性。 《党史》开篇即指出，

联共 （布）的历史是三次革命的历史，编撰和研

究 《党史》就是为了帮助全党丰富革命斗争经验

和掌握革命斗争知识与规律。具体说来，《党史》

一方面注重解释俄国革命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以此为认识俄国革命问题提供基本根据；同时，

《党史》还特别强调对俄国 “革命事实”进行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以利于民众在观念上的

“理解”和在实践中的 “斗争”①；另一方面，

《党史》 “结束语”着力对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

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 “基本教训”进行总结，并

对俄国革命的主体与对象、手段与方法、道路与

前景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②，实际构成对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从理想到现

实、从理论到实践历史性转化经验的集中诠释。

正如雅罗斯拉夫斯基所言，《党史》 “以极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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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联共 （布）关于宣传鼓动的决议和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第３８８—３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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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苏］亚罗斯拉夫斯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认识底一部百科全书———为 〈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周年纪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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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在一本书内提出党史内的一切最重要的事

实，在深刻掘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照耀下阐明

他们，把布尔塞维克的巨大经验普遍化”③。可

以说，这既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俄国革命经

验的科学性和普适性，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借助

《党史》建构革命话语的可能性。究其缘由，

《党史》 “不仅对于俄国工人运动底范围内，而

且在国际舞台上，它有全世界的意义”①，特别

是对 “消灭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理论上落后的事

业，帮助他们根据列宁、斯大林党的经验来思索

本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思索这运动的特点，这运

动的前途”②，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因此，借助

《党史》建构中国革命话语，可以帮助中国共产

党获得资以直接借鉴的俄国革命历史样本，亦能

获得极具说服力和鼓动性的十月革命成功经验。

其次，《党史》满足了中共革命话语建构需

要，体现了话语的契合性。共产国际曾高度评价

《党史》是 “解决掌握布尔塞维主义，以及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即关于社会及政治斗争发

展规律的知识）来武装党员这种任务上是最重要

的工具，是增强党的和非党的布尔塞维克底政治

警觉性的工具，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宣传提高

到适当的理论高度的工具”③。正是基于 《党史》

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功能，中国共产党在六届六中

全会之后便开始系统地推介和学习。也正是在此

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命题，并提出了建构具有 “民族形式”、

“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④ 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任务。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特别是

中国革命话语的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何以建

构？诚如李维汉所言，“要做到马列主义的中国

化，就首先要深刻地研究马列主义”⑤，而 “学

习马列主义，必须研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生

与发展不可分离的世界革命史，特别是联共党

史。研究联共党史，是解决精通马列主义任务的

最重要的道路”⑥。所以，从１９３９年起，《党史》
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话

语建构的重要话语资源和参考，也成为中共据此

建构并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话

语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

的关键因素。因为 “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

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⑦。

事实上，借助 《党史》建构中国共产党革命话

语，既有助于中国共产党获取俄国十月革命的历

史参照，寻求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习得

联共 （布）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更有助于习

得联共 （布）建构政治权威的政治技术⑧。

再次， 《党史》获得了中共革命领袖垂青，

凸显了话语选择的自主性。毛泽东曾经指出：

“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

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

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

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

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⑨

基于共同的时代背景和革命语境，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以来，毛泽东就对十月革命开创的 “俄国

道路”倾注了极大热情，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当

凝聚十月革命成功经验的 “革命真理”一经问

世，借助 《党史》建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

就成为毛泽东的当务之急和现实之选。１９３９年２
月，《党史》首个中译本在重庆出版，５月延安
版面市，毛泽东主导的研习活动便由此开始。他

对身边的同志一再强调： “《党史》是本好书，

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瑏瑠 所以，

在整风运动之初，毛泽东即将 《党史》列为学习

马列主义的 “中心的材料”瑏瑡，并且强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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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苏］加克：《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统一的、整
个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旗帜下》１９３９年１月号。

［苏］曼努伊尔斯基：《联共 （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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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均为辅助材料”①；而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

利在望，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 《党史》，因为它

是叙述和归纳 “世界革命的经验”的 “理论

书”②，也是 “准备占领全国后所需要的各方面

工作干部”③ 的关键；即便是在中共八大前后反

思斯大林模式之时，毛泽东仍坚信 《党史》“是

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

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是国际共

运历史上的第一部这样的书”④。不仅如此，毛

泽东在各种场合特别是各类会议、报告和演讲

中，先后 １６篇次直接论述、援引和评价 《党

史》，间接评析还有 ７次；就其评判取向而言，
直接肯定性论述超过 ２０次，否定性论述仅有 ３
次。众 “扬”寡 “抑”，足见毛泽东对 《党史》

的重视，此举也为中共借助 《党史》建构革命话

语创造了重要的历史主体条件。

最后， 《党史》提供了革命话语交流媒介，

创设了党际和谐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

际的支部，接受其路线、方针和政策上的指导，

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是题中之义，在关涉到革命话

语建构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亦是如此。 《党史》

出版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立即发出建

议，不仅要求各支部 “联系帝国主义战争，充分

利用 《党史》，改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的

学习”⑤，同时还要保证 “每一个党员有一本

《党史》，并且研究它，使它成为每个党员的指

南”，运用一切方法将 《党史》传播到社会民主

主义的各个成员和团体中去⑥。在此之前，联共

（布）中央也发布相关决议，认定 《党史》的出

版使各国共产党 “得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新的

强有力的武器，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

的百科全书”⑦。《真理报》更在社论中热切地呼

吁， “认真地、仔细地、坚持不懈地研究 《党

史》是每个布尔什维克、党员和非党人士的职

责”⑧。可见，基于当时的国际背景与组织规范，

学习 《党史》俨然就是共产国际各支部应尽的义

务，也是对联共 （布）政治理论学习运动的积极

响应。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１９３８年后中国共
产党要在一系列的学习教育运动中借助 《党史》

建构革命话语了。简单说来，一是为了因应共产

国际和联共 （布）的要求与号召，二是为了赢得

二者的信任、支持、援助，特别是希望借此协调

中国共产党与联共 （布）之间的关系。为此，中

国共产党不下１０次将 《党史》纳入党的重要文

件，毛泽东即使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仍高度评价

《党史》，将其视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

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

概均是出于维系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之 “最伟大的友谊”⑨ 之考量。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借助 《党史》建构革命话

语，既源于该文本与２０世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语境的高度契合，也因其满足了中国革命话语多

方面的建构需要，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

建构历史客观性与主体选择性的内在统一。

二、中国共产党借助 《党史》建构

革命话语的路径形态

　　中国共产党革命建构话语，就是以马克思主
义革命话语理论为指导，在立足中国革命实际和

时代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建构中国特色的革命话语

体系，借以掌握中国革命话语权力的过程。中国共

产党借助 《党史》建构革命话语，实质上也因循了

上述逻辑理路。主要呈现为如下几种路径形态：

一是基于报刊译介的革命话语建构。中国共

产党借助域外资源建构革命话语，首要的步骤就

是通过译介话语实现外部文本话语的 “中国化”。

《党史》问世前夕，中共中央特别发文强调要重

视和改进党报党刊的内容，学会灵活的把马列主

义及国际革命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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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５６页。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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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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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①。此举为日后 《党史》的系统译介奠定了组

织和媒介基础。１９３９年，《党史》在中国翻译出
版以后，为配合学习研究工作的开展， 《群众》

周刊率先完整地刊发了３９篇 《党史》 “研究资

料” （戈宝权翻译）。该资料由拜尔兴、雅罗斯

拉夫斯基等苏联知名的政治学者和历史学家编

写，是将 《党史》关涉的重要事件、人物和理论

问题逐个凸现，通过编撰详实的研究材料来阐释

俄国革命背景、追溯联共 （布）理论发展和总结

十月革命经验，借以配合 《党史》的系统学习。

这３９篇资料是研究俄国革命问题难得的阐释型
资料，经由系统译介之后，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

把握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趋势和认知中国革命特点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群众》周刊还会同

《解放》周刊、 《新华日报》等报刊，将共产国

际、联共 （布）关于学习 《党史》的重要文件，

斯大林、米丁等人阐释 《党史》历史和国际意义

的政论文章，《党史》学习的参考书目、名词解

释、学习提纲，以及英、美、意、荷等国推介

《党史》的国际经验，经由杨松、凯丰、丁达、

心清、高粱等人的翻译刊发。此举为中国共产党

学习 《党史》提供了权威性的政治规范和典型经

验，也为俄国革命话语中国化提供了历史和理论

依据。此外，上述报刊还频繁刊文阐明中国共产

党针对 《党史》的 “话语态度”。如 １９３９年 ５
月，《解放》周刊就曾高度评价 《党史》是 “最

忠实、最完善、最成功的、充满着马克思列宁主

义精神的、对全人类有伟大贡献的一部光辉灿烂

的党史，同时是一部俄国革命胜利及苏联社会主

义建设成功的历史”②；许立群、戈宝权、师哲

等人也借 《党史》出版周年纪念，撰文肯定其现

实的革命意义，并对中国共产党借助 《党史》推

动革命发展寄予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值得注意地

是，上述党报党刊以译介话语形态呈现的俄国革

命，均与抗战以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任务 （主要是干部教育、理论教育、历史教育）

密切关联，译介活动在丰富 《党史》历史内容、

理论内涵和学习规范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共产

党译介形态的革命话语建构。

二是基于领袖诠释的革命话语建构。革命领

袖是革命话语建构的核心主体，既富有将革命理

论付诸于实践的革命热情，更肩负通过政治实践

性研究诠释革命话语理论、建构革命意识形态的

责任。延安时期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

产党革命领袖群体，致力于通过推动全党研习

《党史》，“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

论”，并使之 “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

是为着解决中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

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③。１９４１年 ５月 １９
日，毛泽东就曾将 《党史》界定为 “一百年来

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

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

全的典型”④。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８日，毛泽东进一步
认定 《党史》“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

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

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⑤。纵

观毛泽东研读 《党史》的历程，这两次诠释最为

典型和权威。究其缘由，上述界定先是肇 “始”

于党的干部教育，毛泽东认为学习 《党史》就是

掌握应当 “长期”学习的马克思主义 “学问”⑥，

是能够帮助纠正党在路线斗争工作上的错误的；

后是总 “结”于修订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历史决

议，借助 《党史》言明党的历史是 “比较适合

于”和 “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

利益的路线的斗争，以及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

阶级思想的斗争⑦。新中国成立后，为制定过渡

时期总路线和推进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多次提

出现在的总路线就是 《党史》第九至十二章的路

线的说法。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

既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者和领导者，也是外部革命

话语的借鉴者和诠释者。中国革命问题的实际解

决，是毛泽东读解 《党史》的直接政治性目的；

而推进 《党史》革命话语在中国革命中的移植、

运用、创新，并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特定的

共生成果，即建构中国特色的领袖革命话语，乃

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构的另一重要形态。

三是基于政策设计的革命话语建构。政策设

计是革命话语建构的实践性和经验性阶段，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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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册，第７５６—７５８页。
《新书：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解放》第７０期

（１９３９年５月１日），第５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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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３卷，第３５０页。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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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革命话语具体实施革命互动，更为上升实践

经验建构革命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在建构革命

话语的过程中， 《党史》始终是以特定的政策

“符号”出现于党的文件和政治操作领域的。早

在１９４０年１月３日，中共中央就将 《党史》作

为中级课程纳入干部学习规划，用以 “学习和研

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①；３
月２０日， 《党史》被列入在职干部教育 “甲类

干部”（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的必读

书目。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要求 “党地

委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应以联共党史为

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特别应注意于具体应

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的学习，借

以克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这种极恶劣的毛

病”②。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１日，《党史》被列入军队
干部政治教育中理论教育的必读书目；４月３日，
《党史》“结束语”作为延安整风必读的 “十八

个文件”之一，被纳入干部 （包括学生）考试

范围；６月８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布全党整
风学习运动指示，要求在整顿学风问题、党风问

题和综合研究阶段，分别学习 “结束语”第二至

四条、第三至六条和全部六条。１９４４年 ２月，
《党史》第一、二章关于反对民粹主义、经济主

义、孟塞维克主义各节，被纳入延安一般机关学

校政治教育内容之中，用以 “说明革命必须依靠

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及无产阶级政党的纪

律”③。经由上述政策规范和实践，中共六届七

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

志着中国共产党与 《党史》革命话语互动成果的

初步形成。同时，反映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大

上， 《党史》作为被引最频繁的革命话语 “符

号”，既用以揭示中国共产党 “从小组到全国”

的建党规律，又成为 “学习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经

验”必读的 “五本马列主义的书”之一④。中国

共产党运用自上而下政策话语模式，借助 《党

史》建构中国革命话语，在推动全党深入认知、

理解和普及俄国革命话语的同时，也准确地表达

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意志。

四是基于大众普及的革命话语建构。马克思

指出，只有 “彻底”的理论才能说服人，才能掌

握群众和指导实践。如何借助 《党史》建构

“彻底”的革命理论，借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革命”成果，并 “继续用革命精神”完成

“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⑤，就成为 １９４９年
之后中国革命话语建构的核心任务。而其中的关

键点，就是要建构平民话语形态的革命话语，以

适应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学习 《党史》运动由

“政党行为”向 “国家行为”、“全民行为”的转

化。鉴于上述历史背景和建构要求，中国共产党

首先立足于解决两个突出的话语建构问题。一是

“学什么”的问题。１９５３年 ４月 ２３日，中共中
央发布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４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特
别开列出由列宁、斯大林等人撰写的２６部论著，
作为配合学习 《党史》第九至十二章的必读书

目，借此保障系统化和具体化地学习苏联经验。

二是 “如何学得好”的问题。同年１０月２７日，
中共中央再次发布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做好

培养和训练理论教员、辅导员，编写教学提纲、

参考资料及成立学习室三项工作，以此实现有重

点地通过 “历史”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在具

体学习中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与此同时，中国

共产党借助 《人民日报》等重要媒介进行深入地

舆论鼓动，着力普及 “苏联走过的道路在基本上

正是我们所要走的，苏联当时所遇到并加以解决

的基本问题也正是我们所要遇到并加以解决

的”⑥ 革命观念，借以形成一种普遍的 “社会主

义革命意识”，即 《党史》就是指导中国社会主

义革命的 “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此外，大量

《党史》学习资料也在同一时期被系统译介出来，

如 《联共 （布）党史———马列主义的实践》、

《苏联共产党五十年》、 《学习 〈联共 （布）党

史〉与 〈斯大林传略〉的文艺参考资料》等，

此举意在通过补充联共 （布）党史和 《党史》

的学习规范，全方位、大众化地普及苏联经验。

可见，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全面借鉴 《党史》具

体化、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话语资源及其教育普及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２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２７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３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５８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４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７６页。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第２９１、２９４、２９６、３５１页。
龚育之：《关于 “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教学与研

究》１９８１年第６期。
《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经验是全党干部的重

要任务》，《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４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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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既推动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也帮助中国共产党建构了

平民话语形态的革命话语。

中国共产党借助 《党史》建构革命话语，主

要包括了译介话语、领袖话语、政策话语和平民

话语四种形态及其路径，体现了２０世纪无产阶
级革命话语建构的一般规律，也因应了中国革命

话语建构的客观历史需要，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

语的认知认同与权力掌控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借助 《党史》建构

革命话语的价值内涵

　　 《党史》之所以被称作 “马克思主义的宣

言歌之歌”，就是因为它对２０世纪世界社会主义
革命运动的重要指导作用。对于中国革命而言，

《党史》实际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话建构的

重要历史和理论支撑，其基本价值内涵主要包括

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借助 《党史》诠释了中国革命历史主

体的发展道路与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

点，能否建构积极的革命历史主体和领导核心，

是正确选择革命道路并确保革命胜利的根本。在

中国革命话语建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借鉴 《党

史》的话语资源，着重阐明党的 “布尔什维克

化”的历程、经验和规律等革命基本问题。此举

意在揭示中国革命历史主体的建构规律，明确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由 “简”到 “巨”、由

“小”到 “大”，以及掌握革命话语权以推动中

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早在 １９４２
年１１月２３日，毛泽东就依据斯大林及 《党史》

“结束语”之经验，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

上作 《关于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

告。毛泽东认为，经过２１年的革命斗争，中国
共产党 “是向着布尔什维克化”的布尔什维克

党，“但还讲不到 ‘化’”。究其缘由，中国共产

党还未能将自己 “看着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之

最高形式，负责创造无产阶级底其它一切形式的

组织———从职工会到全国党团———的使命”①。

那么，如何才能建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革

命历史主体，以确保中国革命道路沿着正确的方

向前进呢？毛泽东认为必须借鉴 《党史》“结束

语”的第一条经验，建立一个 “有纪律的、思想

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和 “有革命作

风的”共产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党②。此外，如

果从具体借鉴联共 （布）历史经验和方法论考

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特别肯定了 《党史》开卷

第一页第一行的说法，即 “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

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

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

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

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③。毛泽东将其简

单地概括为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并

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和联共 （布）都应该且必须

经历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莫

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再次根据变化

了的世界局势和革命要求，明确上述 《党史》提

供的科学革命政党的建构 “辩证法”，即 “从小

组到全国”的历程和规律。毛泽东呼吁联共

（布）在修改 《党史》时，不要将此段经典论述

修改掉，并表态中国共产党也不会如此④。事实

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之所以多次借助 《党

史》比照中苏两党建党历程，并着重诠释联共

（布）曲折发展和螺旋上升的革命道路，既在于

它能启迪和昭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及其肩负

的历史使命，又在于它可以帮助民众理解中国革

命道路选择的历史依据和国际背景。

第二，借助 《党史》探求了中国革命斗争的

原则、方针和基本策略。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关键在于建构符合中国实际、利于掌握中国革命

话语权力的斗争方略。中国共产党借助 《党史》

的革命话语内容，既输入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

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般内容，更在具体的实

践领域丰富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手段，特别

是开展党内斗争的方针与方法。从理论借鉴层面

看，首先是强调要 “根据对革命运动的关系条

件、国内外具体条件周密分析的结果，同时顾及

各国革命的经验”⑤ 来制定党的各种口号和指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毛泽东：《关于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１９４２
年１１月２３日），《毛泽东思想万岁 （１９１３—１９４３）》，出版社不
详，第２９４页。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第２６１—２６２页。
同上，第２９１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第３２７页。
毛泽东：《关于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１９４２

年１１月２３日），《毛泽东思想万岁 （１９１３—１９４３）》，第２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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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毛泽东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租减

息、精兵简政等政策口号，都是依据国共合作和

各阶级合作的条件来设计，并且是要在 “群众革

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指示的正确

性”①。其次是强调要把革命的原则性和配合联

系群众结合起来，既反对关门主义，也反对尾巴

主义，要做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指出，中国

共产党制定的 “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集体农

庄、打大城市等最高原则，是我们党建立最高的

目的，忘记了就不算是共产党员，可是还有一

条，一定要按照群众的要求”②。再次是强调要

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与最大的限度的灵活性相

配合，掌握各种斗争与组织形式，把无产阶级的

日常利益与革命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并把合法

斗争和非法斗争配合起来。毛泽东认为，此举正

如 “我们曾经打到地主，现在要联合地主，过去

曾没收地主的土地，现在变减租减息，交租交

息，这就叫灵活性，机动性，绝不是丧失革命

性”③。从微观实践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

东侧重于借助 《党史》具体阐释党内斗争的手段

与方法，以获取直接的革命斗争经验与指导。如

１９４１年５月，毛泽东就曾批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
线斗争方法是 “乱斗法”，缺乏 《党史》 “结束

语”第四、五条概括的斗争经验，也就是既要同

党内机会主义集团作斗争并粉碎他们，又要发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党与党员在工作中所犯的

错误④。次年２月，在谈及如何对付混进党内的
敌人和敌对思想时，毛泽东强调 “毫无疑义地是

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而对

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则适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

法，这同样是对 《党史》“结束语”第四、五条

经验的借鉴⑤。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可见，无

论是诠释一般性的革命斗争原则，还是直接借鉴

具体的斗争方式，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借助 《党

史》建构革命话语的根本旨归，这既获取直接借

鉴的俄国革命经验，缩短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

命斗争规律的时间，更在多维层面丰富中国革命

话语体系。

第三，借助 《党史》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未来

前景和具体的发展道路。中国革命未来将走向何

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将遵循何种逻辑

进行哪些政策设计和制度建构？这是建构中国共

产党革命话语必须直面的问题。１９４１年５月，毛

泽东就曾在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强调，学

习 《党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

中心”，“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

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

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

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⑥。１９４２年３月３０日，毛
泽东又在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进一步

明确： “我们读过 《党史》，它告诉我们，布尔

什维克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

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

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政策搞了二

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

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

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

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

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如

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

用得了。”⑦ 从上述话语不难发现，在革命的逻

辑思路上，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应当吸收俄国革

命道路的经验和精髓，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

实际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不断发展和创新理

论；在革命的未来前景判定上，中国共产党应当

引领中国革命的未来，要通过开展无产阶级革

命、实施社会主义计划来创造社会主义新中国；

而在实践路径上，建国以后毛泽东更是强调要

“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

的途径”⑧，强调制定和贯彻社会主义革命的路

线、方针和政策时，特别注重借助 《党史》以便

“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

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

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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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毛泽东：《关于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１９４２
年１１月２３日），《毛泽东思想万岁 （１９１３—１９４３）》，第２９７页。

同上，第２９８页。
同上，第２９８页。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第３４６—３４７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３５页。
同上，第８０３页。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第４０７—４０８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４册，第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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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经验”①。在毛泽东看来，归根结底是苏联

最终用极大的努力胜利地完成了整个社会主义改

造，而 “苏联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

样”②。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对 “走俄

国人的道路”充满了政治热情，不仅乐于借助

《党史》诠释中国革命的未来前景，更有志于利

用俄国经验推进中国 “继续革命”。

第四，借助 《党史》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

教训及其相关应对策略。中国共产党利用 《党

史》建构革命话语，尤为注重发挥其求真致用的

历史功能，既表现为如前文借助 《党史》诠释中

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还表现为利用 《党史》明辨

中国革命的得失。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视 《党

史》为镜鉴俄国革命历史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

范本。１９４２年１１月，毛泽东虽名义上借 “布尔

什维克化十二条”论述党的建设问题，实际上则

是对 《党史》“结束语”中俄国革命经验的系统

化和 “中国化”阐释。具体说来，毛泽东强调一

是 “要有革命的党，要有领导一切的党”，为此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 “九一决定”和 “增强党性

的决定”，以统一党的领导；二是 “要精通马克

思主义，精通实践联系”，这已在中共六届六中

全会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央关于干部

学校的决定”和 “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得

以明确规范；三是要掌握正确的革命斗争方针与

方法，中共中央关于 “调查研究的决定”、 “四

三决定”、“关于群众的决定”、“三三制”、“论

党内斗争”、“中央巩固党的决定”、“怎样做一

个共产党员”等文件，即是有针对性的革命举

措③。不仅如此，在１９４５年４月召开的中共七大
上，《党史》更成为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的

重要参照。一方面，是借助 《党史》评价中国共

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是 “中国的孟什维克”，称其

“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

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④，

归根结底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另一方面，

是以十月革命胜利２０年后才编撰 《党史》的史

实，重点揭示中国革命２４年经验总结即 《关于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修订之不易，并提出中国

共产党的 “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⑤。

此外，若具体到对 《党史》经验的借鉴，１９４３
年１１月，在阐释遵义会议前后党的路线问题时，
毛泽东提醒全党 “《党史》上很少提 ‘路线’二

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

好”⑥；１９５４年９月，毛泽东借助 《党史》结束

语第二条经验，要求全党要勇于批评并分析批

评，“不要造成偶像”⑦；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告
诫全党，由斯大林撰写的 《党史》辩证法章节具

有形而上学的色彩，全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

法以应对各种新问题⑧。纵观中国革命话语建构

的历程，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学习 《党史》经验

总结之 “经验”，既为获得镜鉴，更为总结自身，

进而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

可以说，通过一系列的理论运动和革命实

践，中国共产党成功借助 《党史》诠释中国革命

道路、探求革命斗争策略、展示中国革命前景和

总结中共革命经验，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共

产党革命话语内容及其体系。

四、中国共产党借助 《党史》建构革命

话语的当代启示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中国共产党
借助 《党史》之类的域外文本资源建构中国革命

话语，既丰富了中共革命话语内容，也积累了话

语建构的宝贵经验，兼具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无疑对推进当代中国话语的时代建构具有重要启

迪意义。

一是建构当代中国话语需要继承中国革命话

语内容。时代话语建构需要关照历史、融合古

今，任何隔断历史、背弃传统和忽视经验的做

法，最终只能得出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当前，

建构中国话语仍需要借鉴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内

容，特别是充分运用其中适应时代需要的革命经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４１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第４３４页。

毛泽东：《关于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１９４２
年１１月２３日）， 《毛泽东思想万岁 （１９１３—１９４３）》，第３０２—
３０３页。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第２９４页。
同上，第２９６页。
《毛泽东年谱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中卷，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８１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第３４７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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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因子、革命经验元素、革命经验记忆①，建构

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话语和改革话语。所以，我

们要通过彰显中国革命话语的时代价值，增进人

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历史

认同与话语自信。特别是要借鉴中国共产党民主革

命时期以来借助 《党史》建构革命话语的成功经

验，注重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阐释，确保当

代中国话语建构的科学性与先进性，警惕历史虚无

主义者和 “告别革命”者别有用心的话语构陷。

二是建构当代中国话语应当吸纳国际话语建

构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获得成功的

关键，离不开毛泽东参照俄国革命经验建构的革

命话语，亦离不开邓小平参照国际经验建构的改

革话语。究其缘由，“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

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

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

题”②。及至当前，我们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内外

环境和发展重任，如何 “观察”和 “考虑”中

国问题，仍离不开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积极参

照国际经验建构中国话语，任何罔顾域外经验、

无视国际文化的话语建构方法都是不可取的。因

此，立足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建构当代中国话

语、发出中国声音，需要兼顾本土特色与国际风

格，融合东方与西方价值观念，这是中国话语获

得国际社会理解、认同和支持的关键。

三是建构当代中国话语需要借鉴中共话语建

构经验。当前，关注中国问题、讲好中国话语，

不仅要借助域外资源 “为我所用”，更要注重对

中国共产党话语建构历史经验的借用，而毛泽东

借助 《党史》建构中国革命话语就是其中的典

范。具体说来，一是要坚持 “以我为主”的话语

建构思路。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强调在学习 《党史》

的过程中，“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

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③。二是要坚持

联系实际的话语建构原则。毛泽东认为，一定要

学习 “列宁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

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来建构中国

革命方略，而不是机械地照搬照抄④。三是要坚

持批评创新的建构视角。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

既要批判斯大林及 《教程》中的错误，更要

“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

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⑤。唯

有如此，方能建构一套既承接传统又变革创新的

时代话语。

四是建构当代中国话语重在体系建构和掌握

话语权。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之所以借助 《党

史》建构话语，其基本思路就是希望借用斯大林

的政治哲学和革命逻辑，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延安话语体系，即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籍此廓清教条主义、

经验主义的话语痼疾，应对蒋介石 “中国之命

运”的话语挑战。新时期，在建构中国话语的过

程中，如何打破西方话语的长期垄断，消解东方

话语失衡的窘况，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扩大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影响力，就成为创新中

国话语建构的重中之重。为此，我们需要借鉴中

共政治话语建构历史经验，特别是要善于建构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

新于一体的话语体系，以此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

影响力，逐步掌握中国在国际事物中的话语权力。

综上可见，民主革命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运

用多种资源建构革命话语，《党史》是其中关键

性的历史文本。中国共产党借助 《党史》建构革

命话语，不仅有助于拓宽中国革命的国际视野，

帮助认清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有助于增进民

众对中国革命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为推动中国

革命话语的大众普及、情感调动、实践激发和经

验升华奠定了基础⑥，也为建构当代中国话语提

供了话语资源、本土经验和历史启示。但是，我

们同时还必须看到，《党史》自身存在的革命话

语绝对化、阶级斗争尖锐化等话语痼疾，联共

（布）和斯大林在建构 《党史》话语时秉承的

“为政治而党史”的话语逻辑，以及革命与战争

时代主题下中国革命话语资源选择和话语建构的

功利性等问题，都是掣肘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建

构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也是当代中国话语建构必

须加以规避的。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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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金龙： 《中国革命经验与毛泽东建设话语的建构》，

《现代哲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４７０—１４７１页。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第４０６页。
同上，第４０６—４０７页。
同上，第４０７页。
参见拙文：《话语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 〈联

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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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党政系统与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


周　兵

【摘要】考察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求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

毛泽东非常重视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内部问题。从一些时间节点对比来看，一些省份学习传达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内部问题的态度并不是很积极。由于理论认识和现实选择两方面的考虑，相当一部分地方干部对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问题存在抵触心理。认真分析地方党政系统学习传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有助于我们对 《正

处》及其导引的政治事件作出更加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关键词】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地方干部

中图分类号：Ａ４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４６－０７

　　考察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求
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以

下简称 《正处》）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

一般认为，《正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①但与马克思、恩

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不同， 《正处》

最初的传播对象并不是知识分子或普通读者。作

为中共党内的文件，它首要的传达渠道是党政系

统的各级干部，由各级干部贯彻执行。在毛泽东

看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

素。”②干部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政策文件

的命运。仔细研究地方党政系统对 《正处》的反

响和贯彻情况，有助于我们对 《正处》及其导引

的政治事件作出更加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一、毛泽东对学习传达 《正处》的态度

《正处》出台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对于这一

文件精神的宣传。在他的建议下，中共中央于

１９５７年３月６日至１３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

工作会议。会议的首要议程就是听取 《正处》报

告的录音。此外，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还就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主题报告。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毛泽东积极筹划如

何向下传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３
月１６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
作会议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党委等要深入传达和讨论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

强调 “各省 （市）应该尽量吸收地县 （市）委

书记听取关于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传达报告”。③毛

泽东在这个指示的批语中写道：“尚昆用电报发

去”。④

文件发出后的３月１７日到４月７日，毛泽
东在这段时间的主要工作是向地方干部宣讲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３月１７日抵达天津的当
晚，毛泽东就到该市人民剧场对党员干部发表讲

话。⑤毛泽东在讲话的开头就指出，党内对 “双

百”方针存在各种意见，有赞成的，有怀疑的，

也有不赞成的。３月１８日，毛泽东到山东省政府
大礼堂，在山东省级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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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① 他在讲话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还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些方针在我们党里

头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不甚了解，有一些同志不大

赞成这样的方针。”② ３月２０日上午，毛泽东到
南京市人民大礼堂，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

区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③ 毛泽东讲话的开

场白就是：“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

处讲一点话。”④ ３月２０日下午，毛泽东到上海
中苏友好大厦，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

话。⑤

从这四天的行程以及讲话可以看出，毛泽东

当时一个基本的判断是，相当一部分党政干部对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认同存在障碍。由

此，我们也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下到地

方，并选择人民剧院、政府大礼堂这样的大场地

进行演讲。毛泽东此行到达杭州后，在会见外宾

时说：“在人民内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是很重要

的。我现在正在反复说明这个道理，到处进行游

说，成了一个游说家。”⑥ 后来他在同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市领导谈话时又说：

“《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

响。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所以

我这个报告毫无 ‘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

想法抵触嘛。”⑦

正因为毛泽东认为他的报告没有 “物质基

础”，所以他对地方党政干部学习宣传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非常担忧。４月１９日，毛泽东
为中共中央起草了 《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指

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将各地情况１５日
内用电报进行汇报。在指示中，毛泽东还进行了

一连串的发问——— “地县两级态度如何”， “你

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

了这个问题”，“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

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⑧ 从这些措

辞中，我们能够读到毛泽东当时心中深深的忧

虑，甚至是焦虑。

二、省级地方党委学习传达 《正处》的情况

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参加了最高国

务会议，中共中央也对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作

出了明确的指示。因此，各个省、市、自治区的

主要领导对于学习传达毛泽东报告的内容和要

求，应该是非常清楚的。那么省级地方党委究竟

是如何学习传达 《正处》的呢？

比较全国各地省级地方党委学习传达 《正

处》的过程，中共湖南省委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典

型性。中共湖南地方党史资料，也较为完整地呈

现了这一历史过程。４月１２日，中共湖南省委召
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的 《正处》讲

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参加会议的有省级机关

负责人，各地、市委书记和宣传部长以及省政协

委员等党内外人士共 ２３００多人。⑨ ４月 ２１日，
中共湖南省委发出 《关于迅速传达并认真讨论毛

主席的两个报告的通知》。通知要求：凡是尚未

向所属人员进行传达的部委、厅局、学院，应该

迅速由部长、厅局党组书记、学院的党委书记或

党员院长负责进行传达；已作传达而尚未组织讨

论的单位，应该组织大学进行认真讨论。瑏瑠 ４月
下旬，中共湖南省委召开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

研究部署毛泽东讲话的传达与学习问题。根据会

议要求，各地市委在４月底至５月初召开了以县
委书记、县委组织和宣传部长为主，吸收工矿党

委书记、学校校长、社会民主人士等社会各方代

表人物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在县委书记会议和

宣传工作会议后，各县又于５月中旬召开了乡干
部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其中乡干部会议一般是

本乡３至５个主要干部以及县委机关下乡干部参
加，会议大部分时间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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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用来传达讲话精神。宣传工作会议一般是中

学教员、完小校长、民主人士、工矿负责人、机

关干部等参加，会议主要是传达、讨论毛泽东的

讲话，听取与会人员意见，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和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① 从湖

南省的情况来看，各级党委按照行政级别逐级传

达学习毛泽东讲话。

综合地方党史资料来看，各省、市、自治区

党委中传达毛泽东报告最为积极的应该是黑龙

江。１９５７年３月７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会议
就传达贯彻了毛泽东的 《正处》讲话。会议决定

在全省党员干部中普遍传达，并用三个月的时

间，联系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情况，研究和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② ３月１６日，中共中央作
出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此后，黑

龙江省委在３月下旬又成立宣传工作会议筹备委
员会，并分头召开会议，座谈全省宣传工作问

题。③ 在中央作出关于检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问题执行情况的指示后，黑龙江省委于４月２２
日发出 《关于组织全省干部学习毛主席 〈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的通知》。

通知要求用两个月的时间组织全省干部学习毛泽

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

告，并结合学习 《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的 《怎

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等四篇社论。④ ４月２８
日，黑龙江省委一届五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的

主题就是讨论毛泽东的 《正处》报告。会议决定

此后两个月内，全体干部要集中精力学习领会这

个报告，要由第一书记领导，总结过去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方面的经验教训，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⑤ ５月１日，黑龙江省委常委会议讨论
中共中央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省委机

关立即开始整风，并在全省范围内分期分批展

开。⑥

虽然以黑龙江省委为代表的部分地方省委对

毛泽东 《正处》讲话的反应还是比较积极的，但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这一现象并不是很普遍。中

央在３月１６日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
示中要求 “各省 （市）应该同样召开宣传工作

会议”。⑦ 事实上，一部分省份的党史资料中并

没有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的记载。而有记载相关信

息的省份中，绝大部分省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的

时间都在４月份甚至以后。比如，中共贵州省委
召开的全省宣传工作会议时间是４月１０日至２０
日⑧，云南召开的时间是４月１０日至２２日⑨，湖
南召开的时间是４月１２日瑏瑠，河北召开的时间是
４月１５日至２２日瑏瑡，河南召开的时间是４月１６
日至１９日瑏瑢，浙江召开的时间是４月１８日至２７
日瑏瑣，四川召开的时间是４月１８日至３０日瑏瑤，安
徽召开的时间是５月３日至２０日瑏瑥，内蒙古召开
的时间是５月６日至１９日瑏瑦，广西召开的时间是
５月１４日至２４日瑏瑧，江西召开的时间是５月２８
日至６月８日瑏瑨。

一些省份尤其是省委主要领导对宣传工作会

议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他们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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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讲话的态度。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４日起，广西召
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时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

漫远致开幕词。与会代表对陈漫远意见很大。各

县的宣传部长们认为中央和其他省市的宣传会

议，都是由第一书记亲自主持，而陈漫远只做了

一个开幕词，草草了事。有的与会代表说陈漫远

给中央的政策打了折扣。有的与会宣传部长说，

陈漫远给整风的劲头打掉了４０％。甚至有会议代
表提出：“未开会时兴高采烈，听了开幕词心里

凉了半截，想不到陈书记会这样不热情；有的

说，很多省、市都动起来了，广西仍是 ‘春风不

渡昆仑关’（在省内中部）冷冷清清。”①

结合当时的历史材料可以看出，党内有一批

干部起初对毛泽东的 《正处》讲话确实没有引起

足够的关注。省级地方党委和政府没有及时宣传

《正处》讲话，虽然不能说明他们抵触讲话，但

这对于讲话向基层学习传达无疑是不利的。

三、基层干部对贯彻执行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态度

　　现在主要的中共党史 （包括地方党史）著

作，一般都认为 《正处》讲话以后，各级党委积

极传达讲话，基层干部对讲话的态度热情。在

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９日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修改后

的 《正处》时，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在它公开发

表以前，如果进一步梳理当时的一些历史材料，

情况可能没有这么简单。《正处》讲话在向基层

传达的过程中，抱有抵触情绪的基层干部大有人

在。上海市机关科、处长级党员干部在讨论毛泽

东讲话时，流露出相当大的抵触情绪。② 基层干

部对讲话的抵触情绪主要来自理论和现实两个层

面。

就理论认识层面而言，基层干部对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最大的异议在于否认人民群众

和领导者之间存在矛盾。有干部指出：“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忠心耿耿地为人民办事，领导是为群

众服务的，怎么能说领导和群众之间有矛盾

呢？”③ 还有干部提出： “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

的，人民的利益一致，内部不应有什么矛盾。”④

也有人提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人民

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二者界限模糊，不好把

握。⑤

而就现实选择而言，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

种情形：

首先就是一些干部以往工作没作好，担心在

这个运动中受到批评和处理。这方面，陈漫远的

经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根据 《漫漫修远———陈

漫远史料专辑》记载，１９５６年春，广西许多地
方发生饥荒。就当时的情况来讲，广西的粮食储

备完全可以实施救济，安全渡过难关。但一些地

区的领导漠视人民疾苦，在灾荒发生后，没有采

取有利措施防止灾情的恶化。在平乐、荔浦、横

县地区发生了大批农民逃荒和近３０００人饿死的
重大事件。陈漫远主持的省委、省政府不仅负有

重大失察责任，而且对应负责任的失职干部有姑

息思想，迟迟不作严肃查处。基于以上工作错

误，陈漫远在整风运动中被撤消广西省委第一书

记职务。⑥

其次，当时的干部队伍知识水平相对来说较

为低下，因此作说服教育工作和领导整风的能力

不足。１９５６年下半年，河南省临汝县先后有三
十一个社发生 “闹社”事件，占全县农业社总数

的８８６％。这些 “闹社”事件事实上跟干部的

经营管理能力不足有很大关系。当时中共临汝县

委共有２５个委员、６个候补委员。这 ３１人中，
只有３人读过初中，其余都是只上过小学或没有
上过学。一般的乡、社干部工作热情很高，但工

作方法简单，命令主义作风比较普遍；他们的文

化水平一般也很低，有许多社长和社支部书记都

是文盲。这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干部队伍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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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于作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而且对合作化以

后的新工作———管理集体经济和集体生产也感到

很吃力。① 据浙江的情况来看，区乡干部当时普

遍采用 “整”、“压”的方式对待人民内部矛盾，

对教育说服方法抵触很大。温岭县开乡干部会讲

如何处理内部矛盾时有两个乡的干部不参加，四

个乡的干部中途退出。他们说：“上级讲人民内

部矛盾就是要我们挨打，有的区书 （“区委书

记”的简称———作者注）批评县委太右倾。”②

最后，也有一些干部担心影响后续工作。南

京国营工厂的干部在听了省委领导关于 “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以后，普遍反映今

后工作不好做了，困难更大，怕自己水平低、本

钱少、能力差，不能以理服人，甚至有理说不

清。因此，不少干部、工段长要求下放。③ 重庆

地方国营、私营合营厂一级的领导干部普遍感到

苦恼，他们说 “官”不好当了，事不好办了，钱

不好拿了，还是让他们去当工人吧。④ 浙江临海

县一个支部书记说： “毛主席这个报告一公布，

北京没有事情，乡干部可被打软了。”⑤

这三种情形导致上海市基层干部对 “鸣放”

产生了三怕：“一怕放了会出乱子；二怕放了以

后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吃不开，事情不好办，又怕

反官僚主义反到自己头上，下不了台；三怕自己

水平低，跟不上去。”⑥

正因为基层干部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不支

持、不理解，因此他们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做出

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首先，比较普遍的是，基层干部不愿承认人

民闹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领导人员的官僚主义。

在这些基层干部看来：“阶级敌人还没有完全消

灭，若主要原因归于人民内部矛盾，就会放松了

对敌人的警惕；或者说，别的部门可以这样看，

公安部门不可以这样看，否则就会放松自己的工

作；或者说，强调克服官僚主义，作好工作是对

的，但绝不能说是没有反革命捣鬼。”⑦ 这些干

部认为把人民闹事原因完全归之于领导上官僚主

义是不公平的。

其次，基层干部认为有些人民内部矛盾是由

国家政策的失误造成的。比如，一些干部指出：

１９５６年提倡穿花衣服、宣传大建设，大量吸收

和提拔干部，大量招考工人；１９５７年又宣传增
产节约，艰苦朴素，稳定提高干部。１９５６年总
工会一个宣传提纲宣布第二个五年计划增资计

划，还叫向职工普遍宣传，１９５７年一律停止进
行。１９５６年周总理说干部薪级每年评定一次，
１９５７年就提出基本不动。过去组织不来货源上
级批评，１９５７年物资多了，积压资金，上级还
是批评。因此，这些基层认为：“上级 （包括中

央在内）决定问题 ‘太草率’， ‘上边不刮风，

下边不下雨’、‘上级说得多，变的多，怎说怎有

理，下级怎说怎也要检查’，因此 ‘不能光怨下

边’。人民内部矛盾是自己招来的。”⑧

最后，基层干部认为闹事是由于群众落后。

河南新乡市委在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时，一些干部

认为职工中的闹情绪、闹老婆等现象，是因为个

人目的满足不了因而闹事。这些干部认为工人阶

级是领导阶级，最不应该闹事。而农民在土地改

革中分到了土地，在救济和贷款等方面，政府花

了很大力量。由此，一些干部骂闹事的工人、农

民、学生是在 “忘本”，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

“严重的个人主义要求和集体主义之间的矛

盾”。⑨

四、从地方党政系统看毛泽东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１９５７年是现代中国政治的重要分水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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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党政系统与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１９５７年中国政治的重要
主题。由这一主题所导引出的中共整风运动衍生

出反右派斗争等政治运动。这些政治事件对中国

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合当时的历史

背景和地方党政系统的动向，对毛泽东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相关的政治事件可以得

到一些新的认识。

（一）一般认为， 《正处》讲话当时为党外

人士所欢迎，却在中共党内遭到了冷遇。这种

“冷遇”以 《人民日报》最为典型。 《正处》讲

话后，《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官方媒体并

没有进行跟进报道。它在受到毛泽东激烈批评

后，才于４月 １０日组织了第一篇有关 《正处》

的社论。毛泽东看到社论后，再次批评 《人民日

报》是 “死人办报”。① 对此，胡乔木后来曾解

释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

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

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

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

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

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②

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当时或许让邓拓等人倍感

冤枉，也让后人感到很难理解。但如果结合当时

地方党政系统对 《正处》的态度，就会对事情有

更深一步的认识。当时相当一部分省级地方党委

都按兵不动，没有及时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这确

实为毛泽东所言———他的报告在党内没有 “物质

基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解。正因为毛泽

东感到他的报告在党内没有 “物质基础”，所以

才会感到不满甚至愤怒。《人民日报》的表现恰

好为毛泽东表达自身不满和愤怒提供了说辞。很

多省份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的时间都是在 《人民日

报》发表有关 《正处》首篇社论以后，这或许

不仅仅只是一个历史的巧合。由此，我们也就更

加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在４月１９日亲自
起草 《中共中央关于检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问题执行情况的指示》，而一些省份甚至是在这

个指示作出以后才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

由此看来，毛泽东批评 《人民日报》，既是

对 《人民日报》的不满，更是对地方党政系统的

不满。而他批评 《人民日报》的最终目的，也是

希望通过 《人民日报》形成舆论声势，进而推动

地方党政系统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接

纳和执行。

（二）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一个很重要背景是群众闹事。而当时群众闹事的

成因比较复杂，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当时

经济困难方面的因素。而且经济因素在一定区域

内还占据了主导性。比如当时温州专区发生的群

众哄闹事件，很多是由于粮食不够吃而引起的。

温州专区当时有６４个乡、１１８个社粮食紧张。这
些乡村不断发生农民特别是妇女抱着小孩到区、

乡、和县政府要饭吃、抢东西、打干部的事件。③

根据当时针对江苏省新沂县街集乡的调查，社员

对合作化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干部作风不民

主，而是由于收入减少或者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不

善。据统计，这方面原因导致的不满意人数占不

满意总人数的６２１％。④

基于这一分析，当时就有基层干部提出，人

民闹事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目前生产力发展赶不

上人民要求这一客观原因”。⑤ 浙江省在传达

《正处》过程中有人提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矛盾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原因，争取大

丰收，使农业合作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工业原

料充足，城乡关系正常，这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

盾的根本办法。”⑥

以上材料似乎印证了中共八大政治决议有关

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中共八大的政治

决议写道：“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

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

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

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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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

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①

与这一论断不同，毛泽东认为接下来中国的社会

主义建设，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也要在生产关

系领域，尤其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层面，

要进一步调整。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正是这一思想的重要体现。从现在一些干

部严重的 “四风”问题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

设确实任重道远。

（三）虽然当时群众闹事有很强的经济因素，

但不能否认有些地方干部的工作方式不甚妥当。

新华社记者就反映广东一些基层干部对处理农民

退社问题态度粗暴。比如，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２日至
３月１４日间，顺德、南海、中山、番禺等县共有
３２批退社农民到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反映合作社
退给他们的田又远又坏，甚至远到要走一天的路

程，或者要拖到四、五月份才退给他们田，使他

们无法春耕。信宜县安东乡庄垌村对单干户规定

了：土地一律评产，除 “三定”产量外，余下全

部交社；耕牛一律折价归社；一律停止供应油

盐；不得探亲；死人不得请人抬。②

社队干部的这些做法确实显得简单粗暴，不

近人情。但我们要肯定的是，他们这些做法的出

发点还是为了维护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社队干

部的那些不妥当做法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为了打消

退社者的个人主义思想倾向。对此，当时就有基

层干部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是 “严重的个人主

义要求和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③ 时任北京电

站党委书记李寿祺也提出：“矛盾总是两方面的，

只解决干部的三大主义是不行的，群众中的个人

主义也不少”，“在人民群众中也开展一个思想运

动，整一整群众的个人主义。”④

由此看来，当时要想建设好社会主义，仅仅

反对干部队伍的官僚主义，反对简单粗暴的工作

方式是不行的，还必须支持地方干部反对群众的

个人主义。针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部分农民的个

人主义倾向，山西省在毛泽东 《正处》讲话以前

就已经开始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运动，

“宣传的主要内容主要是联系群众思想和实际事

例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工农联盟

的教育”。⑤ 山西的做法得到了基层干部的大力

肯定。⑥ 甘肃省委在组织学习 《正处》讲话的同

时，也于４月２２日向各地党委发出了 《关于在

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运动的通知》，要求

对合作社干部进行教育的同时，也提出要对农民

群众进行勤劳生产、俭朴生活、爱社如家、爱国

光荣、争取做个好社员的教育。⑦ 山西和甘肃的

做法后来获得了中央的认可，在全国范围内得到

了推广。１９５７年８月８日，中共中央也作出了向
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

指示。指示要求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

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

本位主义。⑧ 由此看来，整风运动从整顿干部走

到教育群众，其中带有很大的必然性。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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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转型看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探索


邵小文

【摘要】对于一个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执政党及其领袖来说，知识分子问题首先

表现为如何为实现这些目标获得足够的和合适的智力支持及人才资源的问题，即如何打造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

要的知识分子队伍。从这个视角出发，毛泽东在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决策与实践，可以看作是围绕着调整结构构

成、改造治学传统和重塑价值心态三个方面，对推动中国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积极探索。

【关键词】毛泽东；知识分子；现代化；现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Ａ４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５３－０７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０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
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提出要 “造就知识

分子”，说：“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

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 （包括大学毕

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

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

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

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

多科学家。”①五十多年前的这段话，留给我们理

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问题的两个重要信息：其

一，在当时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就

已经被看作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一员了，可想而

知，对于行将迅速展开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

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是多么的不足，更遑论其

中建设急需的科技知识分子，毛泽东所热烈期盼

的要有很多的 “科学家”和 “工程师”，该是何

等的匮乏；其二，毛泽东在这段讲话中憧憬着有

那么一天，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会有

许多科学家、工程师，会成为一个 “科学中央委

员会”，显然，这样一个从革命战争年代中走出

来的、以工农群众为依靠主体的执政党及其领

袖，是多么缺乏而又多么渴求知识分子。新中国

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这两个信息也使我们注意到，对于一

个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执政党及其领袖来说，知识分子问

题，首先便表现为如何为实现这些目标获得足够

的和合适的智力支持及人才资源的问题，即如何

获得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知识分

子队伍。其它被包含进来的问题，诸如知识分子

的教育、知识分子的待遇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

造等等，其实都是这个大问题某一方面的具体

化，或者是由此延展开去的议题。也许只有在这

样认识的前提下，才能更加贴近和体认到毛泽东

所面对、应对的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对于以毛

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来说，新中

国成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克服知

识分子相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上的不足，在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推动中国知识分子

的现代转型。这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工作，也

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转型之路。

一、浓重历史传统影响下的转型困难

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里，曾经

这样描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到的革

命性作用：“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

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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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

劳动者。”“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

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

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

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

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

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

这段话不仅精辟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对社会关

系和社会观念的革命性变革作用，而且给了我们

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启

示。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西方知识分

子逐渐摆脱传统模式，日益紧密地被结合进社会

生活和生产发展中，反映在知识分子群体的结构

内部，则是科技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上升，或

者可以这样说，“他们的职位、地位和利益与技

术理性化的过程紧密相连”②，因而科学研究

（包括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日益自觉与社会发

展过程相结合，为现实服务，注重对实际问题的

研究与解答。

其次，知识分子包括人文知识分子，不再自

诩为道德代言人或者民众的精神导师，曾经蒙在

他们身上的那些神圣的光环都消散了。上帝的归

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也许可以称之为一种 “世

俗化”的转向。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专门化与

职业化的过程，使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自觉身为雇

佣劳动者的一员，与其他职业工人在价值维度上

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不能赋

予他们掌控超出专业领域的普遍价值的权力。西

方知识分子的这一现代转型过程，也许在美国表

现得最为明显。

正是由于这两个层面的变化，马克思才把它

们当作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革命性作用的重要内

容。相比之下，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

缺乏西方社会的这种近代化的洗礼，还更多地受

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当然，传统与现代并非不

“通约”的关系，不存在可以截然分开的传统和

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也并非完全以西方社

会为旨归或标准。不过，必须承认，悠久的历史

传统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既有积极影响，也有

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尤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不相适应的因素。

中国拥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传统，在封建

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稳固的 “士－农－工
－商”社会结构。在这一社会历史条件下，身兼
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双重角色的 “士”居四民之

首，以构建文化价值和伦理规范为己任，同时也

承担起道德教化与社会治理的工作。由于 “士”

的培养和选择是以儒家 “君子”型人才为目标

的，如金耀基所说：“中国官僚治体具有很深的

学术底性格，而此学术底性格则是以展现全幅的

人文性格为主，重在圆通之知识，而不在一技之

专长。”③ 因此，就连教育和考试制度也是 “具

有浓厚的人文伦理气息与道德教育色彩”，“培养

以德为主的通才而非以专业知识为主的专才”④。

就其发挥的功能与作用而言，“士”俨然是知识

分子和官僚的合体，倚重 “道德文章”，轻视技

艺专长。从这个角度讲，“‘士大夫’作为知识

分子阶层的符号，完全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专

利”⑤。相比之下，能够发展科技知识的 “工”，

则完全不受精英阶层重视。或者可以这样说，

“从中国的历史上看，人文知识分子的队伍之庞

大、地位之显赫，与科技知识分子的队伍之萎

缩、地位之卑微恰成鲜明的对比”⑥。因此，传

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结构构成及相应的人才培养模

式，与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工业化发展所要求的

人才类型和知识结构有相当的差距。

当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时，尽管传统社会

结构遭到了破坏性的冲击，传统教育也在西学东

渐的影响下不断变革，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

的侵略和连绵不断的战乱，旧中国始终未能真正

踏上工业化的道路，现代化进程缓慢，知识分子

缺乏向专门化、职业化方向发展的社会经济基

础。当时许多到海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分

子，或者重走 “学而优则仕”的老路，或者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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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转型看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探索

校园从事教学工作，有的干脆就呆在留学所在国

家不回来，总之，当时国内的社会环境无法给他

们提供学以致用的条件。最为紧缺的科技知识分

子却恰恰遭遇了较为严重和普遍的 “学用脱离”

境遇。中国知识分子在结构构成上畸重畸轻的现

象依然很严重。

传统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治学传

统和价值心态方面，并且渗透到社会意识中，得

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在治学传统方面，历经数百

年的争鸣和发展，随着农业社会形态的成熟与稳

定，文化和学术上逐渐形成了 “天不变道亦不

变”的传统。无论治国理事，还是修身立德，都

更多地是从经典中寻找依据。“可以说，在中国

古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论他们的学习兴趣

与研究方向如何，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经书，

并且没有其他选择。”① 对经典的诠释和研究成

了学者的主要工作，实际上也具有政治功能，从

而成为学术活动的核心，形成了绵延不绝的治学

传统。所谓 “半部论语治天下”，不仅道出了这

种治学传统的核心理念，也道出了其所以然的原

因。但是，当这种治学传统所扎根的社会土壤已

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时，当旧的经典诠释体系

已经无法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时，换言之，当

中国必须迈开现代化的步伐时，这种治学传统的

适应性就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并且越来越显现出

脱离实际、脱离社会实践的一面，成了所谓 “纯

学术研究”的一种表现。

在价值心态方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典型地反映

出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这既表现出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同时却也隐含着浓厚的精英意识。

在绝大部分民众都无法享受文化教育权利的传统

社会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由少数

精英治理、管理大多数老百姓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统治阶级的文化总是占统治地位的，“万般

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成了精英与民众共同信

奉的价值理想。在这种价值取向影响下，成为知

识精英就意味着可以脱离劳动，可以为 “帝王

师”，代君治天下，难免会产生轻视生产实践和

劳动群众的意识倾向。科举制消亡以后，尽管失

去了进入国家政治体系的制度性通道，大部分知

识分子依然自居为社会精英，担负着 “为民请

命”的历史使命，拥有强烈的启蒙心态，某种程

度上却仍然是站在劳动群众之外，保持着对大众

的疏离姿态。

然而，当王国维发出 “可爱者不可信，可信

者不可爱”的感慨时，作为一个执守文化传统的

知识分子，也许他已经感受到在风云激荡的近代

中国，知识分子无可逃避地走上了艰难的转型之

路。从结构构成、治学传统到价值心态，中国知

识分子都身处悠久历史投射下的浓重影响之中，

不得不迎接时代和命运的严峻挑战。

二、推进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

探索和历史教训

　　近代中国处于只有先从政治上解决内忧外
患，走上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道路，才有可能

实现现代化的特殊境遇。以工农群众为依靠主体

的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完成建立独立的民族国

家这一历史任务，从而为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

提供了现实基础。正因如此，知识分子现代转型

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凸显出来的。这也就是毛

泽东极为关注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原因。

综观毛泽东在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决策

与实践，可以说，他力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推进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的。

其一，调整知识分子的结构构成。

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大规模的

工业化建设来说，科技知识分子最为紧缺。当

然，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是多样的。

如果以专业知识结构来分，可以更细分为人文知

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三个专业领域，这

三个方面的人才都是需要的。不过，由于当时社

会管理主要还是依靠党的领导来实现，对社会科

学及这方面知识分子的需求还不是很突出，因此

所导致的缺憾也很值得今天反思。

在当时极为有限的知识分子群体里，尤其是

高级知识分子中间，人文知识分子所占比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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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就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来说，人文知识分子

更是影响巨大。唯独工业建设最紧缺的科技知识

分子，不仅少之又少，而且在当时的教育体系及

人才培养模式中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因此，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结构

构成的调整，就首先从教育领域开始。以院系调

整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改革，对有限的教育资源进

行重新整合和布局，构建起一大批理工科为主的

专门院校，力图在较短时间内培养适应经济建设

需要的、以科技知识分子为主的人才队伍。同样

的思路也体现在争取海外学人归国和派遣留学生

等工作上。经过各方面努力，建国后短短几年内

便初步建立起一支专业门类较为齐全、有一定数

量和质量的科学技术人才队伍。此后近３０年间，
或者说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这部分知识分子是

发展得最快的。据统计，建国初期，全国科技人

员仅有５万左右；１９５２年，全民所有制单位专业
技术人员数、科技人员总计４２５万人，平均每
万职工中科技人员２６９人；到１９７８年，全民所
有制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科技人员总计４３４５
万人，平均每万职工中科技人员 ５９３３人①。迅
速增长的科技人员成为当时工农业建设的骨干人

才。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结构构成的这

种变化发展还是基本满意的。１９６４年，他在对
尼泊尔教育代表团的谈话中，一方面告诫客人

“千万不要迷信中国的教育制度”，另一方面也

说，“也不是一点好的也没有，比如说，拿工业

方面的地质学来讲，旧社会给我们留下来的地质

方面的学者和技术工人只有二百多人，现在我们

有二十多万了”。② 从这一方面看，毛泽东所推

动的知识分子结构构成的调整与建设，是有着值

得肯定之处的。

其二，改造知识分子的治学传统。

毛泽东早年就深恶传统教育和传统学风脱离

生产、脱离实际之弊，认为 “学生在学校所习，

与社会之实际不相一致，结果则学生不熟谙社会

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③。需要指出的是，毛

泽东并不因此贬低传统学术。他主张对传统学术

和传统文化要 “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

总结”④，“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⑤，做到 “古

为今用”。他所特别反对的是脱离生产实践、脱

离实际的治学传统。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 “脱离”，既有传统知识

精英不事农工、轻视生产的原因，也是因为在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的冲击下，传统的治学方法

及其旨归，已经无法应对社会变革提出的挑战，

更不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即使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高高举起 “科学”的旗帜

时，他们讨论得更多的其实也是科学的价值问

题，是 “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仍然不

出传统治学的思路。“人们普遍满足于对科学价

值的津津乐道，无意作脚踏实地的研究和实践工

作。”⑥ 当然，当时的科学研究也缺乏与生产实

践密切结合的社会条件。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工业化进

程的推进与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既对知识分子

及其治学致思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也为改造知

识分子的治学传统创造了社会条件。在此过程

中，毛泽东对改造知识分子治学传统的探索，突

出体现在倡导教学、科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

面。因此，他对 “技术革命”和 “教育革命”

寄予了较高的期望。通过倡导 “技术革命”，毛

泽东力图推动科技知识分子在进行技术创新和其

他学术活动时，到工农群众中去，将学术研究与

生产劳动中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克服科研工作

与生产建设、产业发展缺乏应有互动的弊病。通

过教育改革和 “教育革命”，毛泽东鼓励学校办

工厂、农场，也倡导地方企业和公社因地制宜、

因事制宜办学校，推动学校与地方企业、公社合

作，促进办学形式多样化，变革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能适应并促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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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１９１２６—１９２０１１），长沙：
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４５１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３３页。

同上，第５３４页。
阎润鱼：《近代中国唯科学主义思潮评析》，《教学与研

究》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第３９—４５页。



从现代转型看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探索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道路。

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应该联系实际，了

解社会实践，这也是做好学问、学习知识本身的

要求。书本的知识是基础，但不能 “只有书本知

识”，更要重视在实践和运用中学习。所以他认

为：“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

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以后用处不大。比如学法

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的情况，法律

是学不好的。”①

当然，面向经典的学术研究仍然是需要的，

而且是需要具备专业训练的学者薪火相传。但以

此为主要治学方向的学者，相对整个知识分子群

体来说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知识分子还必须关

注和回答社会实践提出的大量问题，用自己的研

究和创作为社会建设和生产发展服务，提供适应

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的科技、学术成果，或者文化

艺术作品。毛泽东曾经强调要 “厚今薄古”，希

望文化建设能够 “推陈出新”，其用意也即在于

此。

其三，重塑知识分子的价值心态。

出生农家的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历

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② 传统社

会的这种文化配置格局造成了 “智愚”的阶层分

野，并强化了前者统治后者的 “资本”和权力。

对于代表被压迫阶级、领导工农群众革命的中国

共产党及其领袖来说，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政权

基础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尤其是要让长期以来

被压迫的工农群众 “当家作主”。这既是毛泽东

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兑现的政

治承诺。因此，改变知识分子习自于传统的价值

心态和价值理想，就显得十分迫切。

要实现这一政治目标，就要让知识分子认同

新政权的意识形态，认同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理

念———为人民服务，并以之为指导，积极主动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建国初期毛泽东推动

知识分子参加改造旧社会、重建新秩序的几场社

会运动，就是希望他们在实践中完成这一转变；

而思想文化领域发起的几次批判运动，则是意图

以由反而正的方式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

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去

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 “高高在上”的 “知

识分子气”③，在与工农群众 “同吃同住同劳动”

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培养起与工农群众的感

情。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

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

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

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 ‘走马观

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

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

‘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

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

叫做 ‘安家落户’。”④ 他希望知识分子根据各自

的实际情况，以不同的方式去接近工农群众，了

解工农群众。

在毛泽东看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

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⑤ 知识分子也要

真正认识到自身的局限，认识到作为社会生活主

体的工农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克服建立在较高知

识水平上的自我优越感和精英心态，“要做人民

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⑥。毛泽东不遗余力

地推动知识分子参加社会实践，号召 “知识分子

劳动化”，接受工农群众的 “再教育”等等，都

带有改造知识分子世界观、重塑知识分子价值心

态的考量。总的来说，就是希望知识分子成为

“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应当说，毛泽东对推动知识分子转型的这些

探索是有一定的成效的。但是也必须承认，在这

些探索的过程中也留下了许多沉痛的历史教训，

甚至在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打击知识分子的

灾难性后果。无论对毛泽东还是知识分子，对他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毛泽东思想万岁》 （１９６１年１月 －１９６８年５月），内
部资料，第１７３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９页。

毛泽东：《接见非洲、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的谈

话》（１９６４年８月２５日），转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
命文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２００２
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
４０８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８９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７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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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个人还是国家民族来说，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

惨重损失。这一历史悲剧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所

导致的结果，其原因也是复杂多样的。

从根本上说，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发

展一样，是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才真正开始深刻的现代转型

的。正因如此，这一现代转型过程不可能重走西

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所力图实现的，是在

克服和避免包括苏联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弊

端的前提下，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深知以工农

群众为依靠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在智力支持和人才

资源上存在严重不足，尤其在科学文化领域的话

语权不足，因而特别重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

性，希望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协助与促进中国共

产党做好各项工作。

在此过程中，由于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或者

对现实问题的认知不同，或者知识分子受治学传

统的影响，一些知识分子对具体政策措施的意

见，与毛泽东和新政权所倡导的方向是存在差异

的；与此同时，“农民干部进城，同知识分子结

合，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共同战略目标的基础

上，互相推心置腹，亲密无间，也是有困难

的”①。例如，在高等教育改革的问题上，许多

拥有英美教育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从强调教育

发展规律的角度出发，对院系调整存在较强烈的

抵触心理。而对于新政权来说，不整合当时有限

的教育资源，将人才培养模式从以所谓 “通才”

为主，转变为以 “专才”为主，就无法解决工业

化建设急需的大批实用型专门人才的紧缺问题，

尤其是旧中国几乎空白的许多重要工业行业的专

业科技人才的培养问题。类似这样在调整知识分

子结构构成上的矛盾，并不罕见。至于治国理政

的大政方针方面，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重视发

挥知识分子与闻国事、参政议政作用的前提下，

双方也时有意见相左的情况，毛泽东与梁漱溟的

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不

同看法所导致的。这些意见分歧，就深层次的原

因来说，也与认识主体在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

差异有关系，应当说任何时候都难以完全避免。

因此，一方面，毛泽东强调： “思想改造，

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

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

件之一。”② 他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改造世界观，

如果知识分子 “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

“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

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

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

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

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

一定会做得好得多”。③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深

知思想改造的艰巨性，指出：“对于思想问题采

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

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

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

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

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

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

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

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④

然而，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是以明确的社

会主义方向和意识形态认同为指导的，在实践当

中，又常常是藉由政治运动的方式开展的。这就

无可避免地会与精神自由的追求发生冲突，使知

识分子感到精神压抑。与此同时，毛泽东试图推

动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干部执政思维的转变、学

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努力，由于各种主客

观原因的影响也未能取得良好效果。许多党政军

干部仍然习惯于运用阶级斗争的话语和方式处理

矛盾冲突，甚至把 “为政治服务”简单理解作

“为政策服务”。当知识分子的一些尖锐批评或观

点分歧，被当作敌我矛盾处理时，出现打击知识

分子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在 “文化大革命”

过分政治化的氛围中，一切具体问题的分歧都可

能被上升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在极左思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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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文集》编辑组编：《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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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转型看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探索

下，许多涉及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具体问题，变

成了极端化的 “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尤其是

“技术革命”和 “教育革命”中不少原本需要深

入探索的改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了空洞的

政治口号，或者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的政治运

动。

而这些现象对知识分子造成的伤害，又导致

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恐惧和排斥心理，从

而重归书斋、疏离现实。毛泽东所殷切希望的

“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① 没能实现。即使

在 “去政治化”的今天，这种远离现实政治的理

念，仍然阻碍着一些知识分子关注现实、关怀社

会。有学者感慨道：“美国学者对待学术研究与

现实、学术研究与政治的看法和实践不能不引起

我们的思考。在我国学术界 （尤其是史学界），

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现实 （主要是现实政治）的

关系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但确实是一个长期

未能解决好的难题。以历史研究为例，古代史研

究与近现代史研究 （特别是革命史和党史研究）

形成鲜明的壁垒，各方都非常 ‘自觉’地恰守规

范，保持相互封闭，避免与现实发生关系，甚至

鄙视与现实的联系。其结果，使得史学研究脱离

现实，难以体现其自身的学术价值、科学价值。

我们并不否认，在极左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鼓

吹 ‘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直接造成了人们

对史学与现实关系扭曲的认识，导致了 ‘影射史

学’的泛滥。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了我

国史学研究中存在的脱离现实的 ‘纯学术研究传

统’。这种传统至今仍然发挥着影响。”② 从这一

点来说，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三、余　　论

１９７６年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复信给复旦大学
中文系教授刘大杰，回应关于韩愈的历史评价等

争议问题，不同意当时简单化批判、一概予以否

定的做法。这是在 “文化大革命”那种高度政治

化的语境里，一个政治家与高级知识分子的交

流。半年之后，毛泽东去世了。他对新中国知识

分子问题的探索，也随之成为了一段历史。

自那时起，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

１９５６年所说的那个培养知识分子的 “计划”，在

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以现在高等教

育的规模，仅２０１３年一年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
就超过６３８万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中，果然出现了工程师、科学家。然而，知识分

子的状况仍然不能让人满意。这些年来，一方面

是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另一方面，对素

质教育的呼唤，对科技创新的需求，对知识分子

官僚化倾向的不满，对专家变成 “砖家”的嘲

讽，同样强烈而无法忽视。人们需要知识分子对

制约社会发展的大量问题提出可行对策，而不是

仅仅躲在书斋、实验室里做脱离实践的研究。应

当承认，知识分子本身的 “现代化”还远远未能

达到社会发展的要求。毛泽东对新中国知识分子

问题的探索，仍然存在重要而急迫的意义。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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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伦理学：胡塞尔和孔子


【韩】李南麟／著　罗雨泽／译

【摘要】本论文的目标是重构胡塞尔和孔子的革新伦理学、对它们做出评价以及概述革新伦理学未来的任务。在第１、
２部分，我会重构胡塞尔和孔子的革新伦理学。在第３部分，我将处理革新伦理学的诸种面向。在第４部分，我会展
示：胡塞尔和孔子的革新伦理学都是不完整的，革新伦理学未来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彼此的对话使得胡塞尔和孔子的

革新伦理学更加完整。在第５部分，我会指出革新伦理学的一些未来的任务，以此作结。
【关键词】伦理革新；现象学；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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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危机》中，胡塞尔断定当下的世界正处

于深深的危机之中。依照他的看法，当下世界危

机的起因就在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例如物理

实证主义，宣称：世界和真理只有一个，亦即物

理世界和物理真理，由此它否定世界和真理的诸

种形式的实存。在当下，实证主义对人的生活产

生了巨大影响，由此在诸种人类生活领域产生了

各种各样的危机形式。其一就是伦理危机，它否

认了人作为道德生物的实存。非道德论或反道德

论的呼声遍及整个世界，异常响亮。在此情景之

下，革新伦理学 （ＥｔｈｉｋｄｅｒＥｒｎｅｕｅｒｕｎｇ）———其
任务在于说明伦理革新的各个方面———对于克服

人的道德危机和当下世界的整个危机能起到巨大

的作用。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胡塞尔 （１８５９—１９３８）
发展出一门革新伦理学，并就此主题撰写了五篇

文章。其中的三篇于１９２３—２４年发表在日本杂
志 《改造》 （Ｋａｉｚｏ）上，随后收入出版于１９８９
年的胡塞尔全集第２７卷；余下的两篇在胡塞尔

死后收入胡塞尔全集第２７卷。①接下来对这五篇
文章的分析将会表明：革新伦理学是胡塞尔后期

现象学中的重要主题。

在中国，先于胡塞尔２４００年的儒家创始人
的孔子 （５５１—４７９ＢＣ．）已处理过革新伦理学
的问题。在其 《论语》或 《大学》②这样的主要

著作中，有许多处理伦理的革新这个主题的地

方。伦理革新问题是孔子伦理学的重要主题。

在本文中，我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重建、

评价和比较胡塞尔和孔子的革新伦理学，并且描

述革新伦理学未来的任务。在头两章，我会重建

胡塞尔和孔子的革新伦理学。在第三章，我会指

出革新伦理学的四个维度，亦即经验的、质料

的、形式的以及超越论的维度。此后我会指明：

胡塞尔和孔子的革新伦理学是不完满的，因为它

们没有发展出全部的四个维度。未来的任务之一

就是对胡塞尔和孔子的革新伦理学加以补全。与

此相应，在第四章我会指出：胡塞尔和孔子的伦

理学如何能够通过彼此间的对话转换为更为完满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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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在第五章，我将指示革新伦理学的若干

更进一步的未来任务，以此作结。

一、胡塞尔的革新伦理学

在发表于 《改造》的前两篇文章中，胡塞尔

致力于界定革新伦理学问题以及探讨作为革新伦

理学方法的本质还原。为了阐明伦理革新的本质

结构，胡塞尔随后在第三篇文章中试图去说明

“革新的起源” （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２０）。按照他的观
点，伦理革新的产生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１）
对人的整体生活的概观；（２）对生活的普遍伦理
评价；（３）伦理追求；（４）伦理决断；（５）伦
理革新的重复；（６）至善和定言命令；（７）理
性；（８）满足；以及 （９）由个体的伦理革新向
社会伦理革新的飞跃。① 现在，我将逐一说明这

些方面。

（一）对人整体生活的概观

伦理革新始于 “对当下的人的整体生活的统

一概观” （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２６）。 “虽然人的整个生
活有着不同的确定性和明晰性，但人能够对其进

行统一的概观 ［．．．］。”（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２６）人能
够通过省察各种行为对其当下生活加以概观，比

如说：对感知、判断、意志、感受、各种行为模

式 （如主动性和被动性）、天性和本能、习惯性、

性格特征、职业生活等进行省察。人不仅能够概

观当下生活，也能够概观过去和未来生活。对生

活的统一概观并不限定于现实生活之上，它能够

延展到人的可能生活中去。

（二）对生活的普遍伦理评价

伦理革新的下个步骤是对整个生活的伦理评

价。通过对整个生活的统一概观，人们就能够从

伦理的立场出发对整个生活作出评价。这里涉及

的不是对个别行为的个别伦理评价，而是普遍的

伦理评价，它把人的整个生活当作其对象。

从完全的满意到完全的不满，可能有着各种

各样的伦理评价结果。假使某人对其整个生活完

全满意，那么他就没有了在伦理上进行革新的动

机。对自身生活的不满正是伦理革新起源的可能

性条件。

（三）伦理追求

同无生命之物不同，有生之物追求着更好的

生活。凭借着对伦理上更好生活的追求，人在有

生之物之中得以凸显。追求伦理上更好的生活是

人的本质：“然而，这里合乎本质地存在着这样

的动机的可能性，这动机导向对完满生活一般的

普遍追求，也就是说导向这样一种生活：这种生

活在其一切活动中都能被证明为是正当的。”

（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３０）
（四）伦理决断

伦理追求会将人们导向于此：依据整个生活

做出一个伦理决断。这里涉及的是 “对整个生活

的决定性决断”，“借此他在伦理上就是成人了，

他源初地将他的生活建立为伦理的生活”。普遍

伦理决断不同于各种个别伦理决断。后者相关于

个别的伦理事件，比如同他人的伦理关系，而前

者则关涉人的全部生活。普遍伦理决断改变了诸

个别伦理决断来 “面对新的和真正的人，他拒斥

旧人，并向自身先行勾画出新的人性形态”。

（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４３）②

（五）伦理革新的重复

在首次伦理决断之后， “新人”又会退回

“旧人”，因此伦理革新必须得到重复。“只要伦

理生活就其本质而言是同 ‘下扯倾向’的斗争，

那么它也就可以被描述为持续的革新。通过对源

初的、变得无力的伦理生活意志的彻底思义和实

行以及对此时变为无效的原创造 （Ｕｒｓｔｉｆｔｕｎｇ）的
更新，在特殊意义上沉陷于 ‘伦理奴役’的人革

新着自己。”（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４３）伦理决断之重复
的必然性恰好是作为不完满生物的人的本质。假

如人是上帝，那他就不须重复伦理革新。

（六）至善和定言命令

伦理革新预先设定了至善和定言命令的实

存。至善是伦理上自我革新的目标，自我决定者

致力于此。定言命令是最高的形式实践法则，它

调节作为向至善接近的过程的伦理革新的过程，

１６

①

②

Ｋ．黑尔德将实践的实现解释为伦理革新，此外，他还
讨论了伦理革新的重要成分，例如满足、理性、伦理追求。Ｋ．
Ｈｅｌ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ｔｕｎｄＥｒｆüｌｌｕｎｇ”，ｉｎ：Ｃ．Ｆ．Ｇｅｔｈｍａｎｎ／Ｐ．Ｌ．
Ｏｅ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Ｈｒｓｇ．），ＰｅｒｓｏｎｕｎｄＳｉｎｎ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ｕｎｄ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ｚｉｐｌｉｎｒｅ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ｉｖｅｎ，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１９９３．

新人是基督教的关键概念之一。它指的是通过圣灵在精

神上重生之人，而旧人是尚未经历过圣灵的人。在此语境中，

《新约》中的一段话如是说：“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

且穿上新人。”（以弗所书 ４：２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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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各式各样的定言命令的表达。其中之一是：

“在诸种可达到的善中选择最好的，这是绝对正

确之事，因而也是绝对被要求之事。”（ＨｕａＸＸ
ＶＩＩＩ，１３７）每个想要在伦理上革新自己的人，必
须听从定言命令，如胡塞尔所写的那样：“每个

人都处于 ［．．．］ ‘定言命令’之下。他能够成
为 ‘真的人’，即作为能够全然地被评价为善的

人，仅当人有意地遵从于定言命令，这定言命令

无非是在说：成为真正的人 ［．．．］。”
（七）理性①

没有理性，伦理革新是不可能的。它通过理

性的各种样式，如理论理性、价值理性、实践理

性，而得以进行。譬如说，对生活的统一概观主

要是通过理论理性来进行的，而对生活的伦理评

价、伦理追求、伦理决断、伦理革新的重复主要

是通过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来进行的。

理性是人的自由和自律的源泉，因此，经由

理性得以进行的伦理革新显示为自由和自律的过

程。没有任何伦理革新能够通过强迫而得以进

行。

理性也是知识和行动的明见性源泉，因此，

经由理性而得以进行的伦理革新就表现为明见的

过程。伦理革新不能盲目地进行。作为明见的过

程，它使作为 “‘有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ｅ）的’生活”
的 “真正地人性的生活”成为可能 （ＨｕａＸＸ
ＶＩＩ，３８）。因此，胡塞尔将 “真正的人的生活之

理想结构”规定为 “泛循道主义 （Ｐａ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
ｍｕｓ）” （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３８），并认为 “泛循道主

义”是 “人的普遍本性的必然后果，人要成为超

过动物、有着更自由和更理性的行为的生物”。

（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３８）
（八）满足

伦理革新导向 “完满的生活一般”， “它保

证了一种纯粹的、持久的满足” （ＨｕａＸＸＶＩＩ，
３０）。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的可能性条件。
有多种多样的人类生活的形式，但是，“伦理人

的生活形式” （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２９）由于 “不仅是

相对的有最高价值之物，而且唯一的绝对有价值

之物”（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２９），就同其他的人类生活
形式区别开了。

伦理人的生活形式相对于其他形式有绝对的

优先，这种说法的根据何在？如胡塞尔所言，根

据就在于：“对提升到伦理层面的人来说，一切

能被评价为积极的生活形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

是有价值的：它们顺应于伦理的生活形式，无论

是进一步的构型还是范式和最终权利的法则都能

从中获得。”（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２９）成为科学家、政
治家、艺术家能够使人对自身感到满意，但是只

要人在伦理上不满意，他就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对

自己满意。在此意义上，胡塞尔写道：“真正的

艺术家还不是最高意义上真正的人。但真正的人

可以是真正的艺术家，当且仅当伦理上的自身规

定要求他这样。”

（九）从个体伦理革新向社会伦理革新的

飞跃

伦理可以划分为个体伦理和社会伦理。与此

相应，伦理革新划分为个体和社会的伦理革新。

就此而言，胡塞尔在 “作为个体伦理问题的革

新”（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２０）和 “作为社会伦理基本

问题的革新” （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２２）之间做出了区
分。相应的，个体革新伦理学构成了社会革新伦

理学的基础。

在撰写于１９２３－２４年但并未在 《改造》上

发表的两篇文章中，胡塞尔试图发展社会革新伦

理学。就此，他探讨了 “在人类发展中的文化形

式类型” （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５９）。同时，他区分了
“宗教文化层次”（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５９）和 “科学文

化层次”（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７３）。存在着各种各样的
宗教文化类型，如 “自然发展的宗教” （Ｈｕａ
ＸＸＶＩＩ，５９）、“宗教自由运动的形态”（ＨｕａＸＸ
ＶＩＩ，６３）、 “中世纪宗教文化形态” （ＨｕａＸＸ
ＶＩＩ，６８），正如存在着各种类型的科学或哲学文
化；在这些之中有 “哲学自由运动的形态”

（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７３）、 “希腊哲学的文化形态”

（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７９）、 “中世纪哲学文化形态”

（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８９）、“近代哲学文化形态”（Ｈｕａ
ＸＸＶＩＩ，８９）等。

根据胡塞尔，哲学文化形式比宗教文化形式

具有更高的价值，因为它产生 “于纯粹自律的理

性并且更确切地说产生于科学的理性” （Ｈｕａ
ＸＸＶＩＩ，７３）。在哲学文化的各种形式之中，近代

２６

① 对胡塞尔 《改造》文章中理性概念的详尽分析参看：

Ｔ．Ｎｅｎｏ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ａｓ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ｏｄａｙ４７（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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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文化比其他哲学文化形式要好，因为它被打

上了 “绝对正当化观念”或 “理性批判” （Ｈｕａ
ＸＸＶＩＩＩ，９４）的烙印。

二、孔子的革新伦理学

不同于胡塞尔，孔子并未留下系统的革新伦

理学。但是在他的著作———例如 《论语》或

《大学》———中，孔子处理了革新伦理学的问

题。① 首先，我想对 《论语》中的革新伦理学加

以考察。

（一）《论语》中的革新伦理学

在 《论语》中，有许多处都是在处理革新伦

理学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第十二卷的第一

章：“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

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这一章处理的是对有私欲的自

身的控制以及向美德的回返。这一过程无非是上

文讨论过的伦理革新发生的过程。我想更进一步

阐发这个要点。

首先孔子赞同这样的可能性：人能在某一天

控制自己以及返回到美德那里。这种可能性无非

就是伦理决断的可能性，这种决断是由受制于有

私欲自身的状态向自制和回归美德状态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变是在某一天发生的，这

一天可被称作是做出伦理决断之日。

第二，孔子隐含地地将仁规定为应被追求的

至善。以这种方式这一章将至善作为伦理革新的

发生中的组成部分来处理。

第三，孔子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焉。”（《论语·颜渊》）这种说法相关于个体伦

理革新向社会伦理革新的飞跃。此外，“天下归

仁焉”这种说法表明了社会伦理革新发生的过

程。

第四，最后两句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表达了伦理革新发生的另一方面。在这两句中孔

子强调：仁的实行并不依赖他者，而是要靠各个

个体。这就意味着，仁的实行不是他律的，而是

自律的。作为一种自律行为，它是自由的，并在

理性中获得开端。由此，第１２卷的第１章隐含
地将理性作为伦理革新发生的组成部分来处理。

在 《论语》中，有许多处都是在处理伦理革

新发生的各个方面。就此而言，我想指出以下两

点。

首先，在第１２卷第１章并不能发现作为伦
理革新发生要素的伦理追求。但在 《论语》中到

处充斥着对伦理追求的处理。典型的例子是第６
卷第１０章：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

也。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论语·雍也》）很明显，孔子在此处是要强调

伦理追求的重要性。以这种方式第６卷第１０章
将伦理追求作为伦理革新发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来

处理。

其次，如上所述，第１２卷第１章将理性问
题作为伦理革新发生的组成部分来处理。事实

上，在 《论语》中还有好多处在处理作为伦理革

新发生要素的理性问题。典型例子是第１２卷第６
章，这章强调了对伦理革新的明察的重要性：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訫，不行

焉，可谓明也已矣。”

（二）《大学》中孔子的革新伦理学

《大学》由两部分构成，即孔子的文本和曾

子的哲学注释。② 在两部分中，人们可以发现革

新伦理学的不同方面。首先我想处理孔子文本中

的革新伦理学。

孔子的文本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即所谓的

“三纲领”和 “八条目”。孔子文本的第一部分

是这样来描述三纲领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文本中表明德那样，

三纲领是 “明明德”、 “亲民” （ｄｉｅＥｒｎｅｕｅｒｕｎｇ
ｄｅｒＬｅｕｔｅ）和 “止于至善”。它们阐述了人们通

过 《大学》应当达到的目标。像第一条纲领表明

的那样，大学的目标之一是明明德。第二条纲领

则在于亲民，明明德之人应当试着去亲民。第三

条纲领在于止于至善，明明德和亲民德过程最终

应使得所有人都止于至善。

第二部分处理了 “八条目”，它们应当致力

于达到作为 《大学》目标的三纲领。八条目是：

３６

①

②

Ｈａｎ－ＷｏｏＬｅｅ讨论了孔子革新伦理学问题，参看：Ｈ．
－Ｗ．Ｌｅｅ，ＬｅｓｅｎｄｅｓｇｒｏβｅｎＬｅｒｎｅｎｓｍｉｔＨｉｌｆｅｄｅｓＢｕｃｈｓｄｅｒＧｅｓｐｒｃｈｅ
ｖｏｎＫｏｎｆｕｚｉｕｓ（以论解大），Ｓｅｏｕｌ：Ｈｅａｎｅａｍ，２０１３．该书由韩语写
成。

如上所述，《大学》文本是由孔子所写，而对文本的注

释则是由哲人曾子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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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孔子是这样描述八条目的：“物格而后

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

天下平。”

由三纲领和八条目组成的孔子伦理学正是一

门革新伦理学。我想进一步探讨这些要点。

就像作为革新伦理学目标的至善一样，三纲

领将个体和群体伦理学革新的过程描述为整体。

如果没有明明德之人的伦理革新，那么第一纲

领，即明明德，将是不可能的。如此的这第一个

纲领囊括着个体伦理革新的整个过程。第二纲

领，即亲民，处理的是社会伦理革新的过程，因

为只要民众未被革新，社会伦理革新的过程就是

不可能的。第三纲领，即止于至善，在其核心包

含着作为伦理革新的发生的组成部分的至善。

八条目也描述了伦理革新的过程。前五条描

述了个体伦理革新的发生过程，而后三条则描述

了社会伦理革新的过程。我想进一步澄清一下这

些要点。

首先，前两个条目，即格物、致知，包含着

伦理革新的发生如下组成部分：（１）对人整个生
活的统一概观；（２）对人整个生活的伦理评价；
（３）理性。就此，我想指出：经由格物所应达致
之知包含一切形式的知识。① 不管是道德的话知

识还是非道德的知识，对个别之物的知识还是对

原理的知识皆属于此。那种应使对人的生活概观

和伦理评价成为可能的知识也属于此。因此，前

两个步骤恰好包含作为伦理革新发生的两个组成

部分：对人生活的概观和伦理评价。此外，如没

有理性活动，那致知便是不可能的。因此就表

明：前两个信条包含着作为伦理革新组成部分之

一的理性。前两个信条描述了个体伦理革新的基

础。

其次，第三条目，即诚意，包含着作为个体

伦理革新的发生的要素的伦理追求、定言命令、

满足。在此，诚意味着人应当在他所支配的各种

实践可能性中，追求去践行至善。因此，诚意就

暗示着对伦理上更善者和定言命令的追求。此

外，不断追求至善的意诚者能够满足于自身。以

此，诚就意味着满足。

再者，第四条目，即正心，包含着作为个体

伦理革新的发生的组成部分的理性。在此，正心

将导致精神的正确性这一后果，它使得事物通过

理性得到正确理解，而非是被怒、怕、爱、畏等

各种各样的感受所干扰。正心因而包含着作为伦

理革新发生的组成部分的理性。

第四，正心会通向作为个体革新伦理之完成

的修身，这符合第一条目，即明明德。由此就表

明：前五条目处理的是个体伦理革新的主题。在

此我赞同这样的看法：它们是对第一纲领即明明

德的详细描述。

第五，个体伦理革新通向社会伦理革新。后

三条目，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展示了社会伦

理学的各个维度，它们符合第二纲领，即亲民。

第六，社会伦理革新奠基于个体伦理革新之

上，在作为伦理革新最终目标的平天下那里得到

完成。如果平天下没有达到，那么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止于至善。如上所述，止于至善是 《大学》

的第三条目。

３、曾子哲学注释第二章中的革新伦理学
注释有十章，第二章对孔子革新伦理学有着

决定性的意义。事实上，第二章四段话中的每一

段话都是在处理伦理革新的主题。第二章说道：

段落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段落２：“康诰曰作新民”
段落３：“诗曰周邦虽旧其命维新”
段落４：“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这四段包含着像 “新” （ｅｒｎｅｕｅｒｎｏｄｅｒｎｅｕ）

这样的字眼，这些字指示出：它们都同革新伦理

学相关。事实上，如果人们进一步观察这些段

落，就会表明：它们处理了伦理革新的发生的几

个组成部分。

段落１处理了伦理革新的两个组成部分，即
伦理决断和伦理革新的重复。段落１划分为两部
分，即 “日新”和 “日日新又日新”。 “日新”

符合伦理决断这个要素，而 “又日新”和 “日

日新”符合伦理革新重复这个要素。

从第一段向第二段的飞跃符合由个人伦理革

新向社会伦理革新的飞跃。

段落２和３处理的是社会伦理革新的一些要
素。段落２教的是：伦理革新不能被局限于个

４６

① 朱熹持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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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是应扩展到一切社会成员之上。段落３则
讲了周朝重复革新的事情。

最后，段落４描述了作为伦理革新发生的组
成部分的定言命令，因为它讲的是：人们每时每

刻都要践行至善。段落４中得到处理的定言命令
几乎完全符合于上文讲到的胡塞尔的定言命令。

考虑到曾子哲学注释中所发展的革新伦理

学，我想指出：虽然第二章是曾子的哲学注释，

但它代表了孔子的观点。段落１－３在孔子出生
之前就被写出，他一定读过它们。因此，奠基于

前三段的段落４不但给出了注释者的观点，也给
出了孔子的观点。

三、对胡塞尔和孔子革新伦理学的评价

为了理解胡塞尔和孔子革新伦理学的一般特

点，我想将各种维度纳入观察。胡塞尔在伦理学

的不同维度间做出了区分，这能够为我们理解革

新伦理学的不同维度提供一个导引。

根据胡塞尔，在理论科学和伦理学之间有着

类比。理论科学最多可被划分出这几个不同的维

度：经验科学、质料本体论、形式本体论和超越

论现象学。① 同样，伦理学最多也可以划分出这

几个不同的维度：经验伦理学、质料伦理学、形

式伦理学和超越论伦理学。②

因为伦理学有不同的维度，相应的，革新伦

理学最多可划分出四个不同的维度：经验的、质

料的、形式的和超越论的革新伦理学。

经验的革新伦理学处理的是伦理革新的经验

方面，它关系到生活世界的情景。由于一个社会

的生活世界情景会变得不同，一个社会的经验的

革新伦理学就会变得不同。因为有着许多不同的

社会，因此也就可能有着许多不同的经验革新伦

理学的类型。

质料的革新伦理学处理的是伦理革新的质料

本质。可能存在着各种质料革新伦理学的形式，

它们符合于至善是如何被规定的方式。至善有着

许多候选项，如爱、正义、知识、同情、上帝、

道、涅?等，相应的也就能有各种形式的质料伦

理学。

形式的革新伦理学处理的是伦理革新的形式

本质。只有一种形式的革新伦理学。形式的革新

伦理学并不会随社会变为其他，因为它处理的不

是伦理革新的内容，而是形式本质。

最后，超越论的革新伦理学从超越论现象学

的视角出发处理伦理革新。比如说，它试着去澄

清在伦理革新之前和之后的超越论主体性或被其

构造的世界间的区别。有可能发展出各种形式的

超越论革新伦理学。

在对革新伦理学各种维度的讨论基础之上，

现在我想规定胡塞尔和孔子革新伦理学的一般特

点。

在革新伦理学的四个维度之中，胡塞尔只发

展出一门形式的革新伦理学。上文考察过的胡塞

尔革新伦理学就是形式的革新伦理学。在此他强

调：由他发展出的革新伦理学 “作为原理学说是

形式的”（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５０）。他并未发展出革新
伦理学的其他维度，如经验的、质料的或超越论

的革新伦理学。

如上所述，孔子和胡塞尔不同，他发展出了

革新伦理学的不同维度，如经验的、质料的、形

式的革新伦理学。孔子的革新伦理学可以被称作

是这三个维度的混合。他的这样一种革新伦理学

远比胡塞尔的丰富。

与胡塞尔不同，孔子并不试着去系统地发展

革新伦理学。他在革新伦理学的不同维度间并不

做出区分。孔子有时处理革新伦理学的两个维

度，而不在两者间做出任何区分。典型的例子是

孔子的文本 《大学》，在那里他同时发展出形式

的和质料的革新伦理学。

四、胡塞尔和孔子关于革新伦理学的对话

像孔子一样，胡塞尔的革新伦理学并不完

满。通过相互对话使两者加以补足，这是革新伦

理学未来的任务。现在我想指出，一方通过与另

一方的对话，如何能够转变为更为完满的革新伦

理学形式。首先我要探讨的是，通过与孔子的对

话，胡塞尔的革新伦理学如何能够变为更为完满

的革新伦理学。

５６

①

②

在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所作的关于 “现象学基本问题”的讲

座稿 （ＨｕａＸＩＩＩ，１１ｆｆ）中，胡塞尔再区分了理论科学的这四个
维度。

参见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２０，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Ｉ，１２６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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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在革新伦理学的各种不同维度之

中胡塞尔只发展了形式的革新伦理学。系统地发

展出形式的伦理学，这是胡塞尔的一大成就。但

我的观点是：胡塞尔的形式伦理学有几个难点。

我想择其二来加以考察。

首先，被胡塞尔看作是形式的几个伦理革新

发生要素，并非是形式的。比如说，胡塞尔将

“上帝理念”（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３４）规定为至善。但
在孔子的革新伦理学中，上帝并不被看作是至

善。因此，上帝并不能被看作是伦理革新的发生

的形式组成部分。

还有另一个例子。如上所述，胡塞尔将 “人

类发展的文化形式类型” （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５９）看
作是社会伦理革新的问题。此外他将 “科学 ［或

哲学］的文化层次”（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７３ｆｆ）看作是
文化的最高层次。有着哲学文化的各种层次，其

中最高的层次是近代哲学层次，它受作为严格科

学的哲学的理念之引导。可惜，引导着近代哲学

层次的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理念，不仅是形式

的，而且有其自身的内容。因此，胡塞尔纳入考

察的 “人类发展的文化形式类型”就不能被称作

是 “形式的”。它们仅仅是质料的类型。在此要

指出：无须将科学文化看作是文化的最高层次。

这些例子表明：胡塞尔的形式革新伦理学包

含一些质料要素。这些质料要素应当被清除，以

使得胡塞尔的形式革新伦理学转变为真正意义上

的形式革新伦理学。

其次，在 《改造》的第二篇文章中，胡塞尔

在 “本质研究的方法”名下处理了作为形式革新

伦理学方法的本质还原 （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１３ｆｆ）。不
可否认的是，本质还原是形式革新伦理学的方

法，但要想展开形式革新伦理学，但靠它还不充

分。为了完全展开革新伦理学，我们还需要其他

方法。

在此要指出：孔子在 《大学》中屡次强调秩

序的重要性，不管是学习过程中的秩序，事物产

生过程中的秩序，还是事情的秩序：“物有本末，

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其本乱而末

治者否矣。”

对秩序的思考构成孔子形式革新伦理学方法

的重要部分，因为伦理革新的每次发生都是按照

秩序实行的。孔子所考察的秩序让我们回忆起笛

卡尔 《方法谈》中的第三条方法规则：“第三条

是：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

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

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

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① 我赞成这种观

点：在 《方法谈》被处理的四条方法规则应被看

作形式革新伦理学的方法。

孔子的革新伦理学也能通过和胡塞尔伦理学

的对话变为更完满的革新伦理学。如上所述，每

种的革新伦理学都能划分出四个维度。就此而

言，孔子的革新伦理学并非例外。它也划分出四

个维度。孔子发展出其中之三，即经验的、质料

的、形式的革新伦理学，然而他并未发展出超越

论的革新伦理学。把孔子著作中处理革新伦理学

之处划分为三组，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三组是：

处理形式革新伦理学的第一组，处理质料革新伦

理学的第二组，处理经验革新伦理学的第三组。

我想进一步阐明这些要点。

首先，人们能够在 《大学》中找到处理形式

革新伦理学问题的几处。如上所述，将在学习、

事物、事情过程中的秩序当作主题的那些地方处

理的是形式革新伦理学问题。此外，三纲领展示

了形式革新伦理学的主题。如上所述，着眼于三

纲领孔子以如下方式讲道：“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显而易见，第一条

和第三条纲领处理的是形式革新伦理学的主题，

因为第一纲领中的 “明德”和第三纲领中的

“至善”并没有具体内容。第二纲领也是形式革

新伦理学的主题，因为着眼于亲民的方式

（Ｗｉｅ）它根本什么内容性的东西也没说。
在 《大学》还有几处处理形式革新伦理学的

主题。典型的例子是上文考察过的出于曾子哲学

注释第二章之处。

“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

“作新民。”

“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这些地方根本没有谈及伦理革新的内容。它

们只是在处理伦理革新的形式方面。就此而言，

可以指出：这些地方得到处理的形式革新伦理学

６６

① 原文给出的是德语翻译，这里采用王太庆先生的译文。

参见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０年，第１６页。



革新伦理学：胡塞尔和孔子

同上面所述的胡塞尔的伦理革新的发生的组成部

分完全一致。

其次，还有着一些处理孔子的质料革新伦理

学主题的地方。孔子的质料革新伦理学处理的是

孔子伦理革新的质料性本质组成部分。出自上述

《论语》第１２卷之处是典型的例子。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

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

在此处，作为孔子伦理学德性的仁以及几个

孔子革新伦理学的质料性本质组成部分得到描

述。因此此处可被看作是处理孔子质料革新伦理

学之处。下面这处出于孔子 《大学》、处理八条

目之处，也能被视作是处理孔子质料革新伦理学

问题之处，因为它将孔子革新伦理学的质料性本

质结构当作主题：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

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

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第三，还有几处处理的是孔子的经验革新伦

理学问题。典型的例子是上面提到的选自 《论

语》第６卷那个地方。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

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

在此处，冉求承认：虽然他喜爱孔子的学

说，但却不能践行它，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力量。

于是孔子就为此责备他：他限制了自己，由此他

就没有做到最好。就此而言，此处孔子教导冉求

伦理革新，这可以展示孔子经验革新伦理学的一

部分。

还应当留意的是，以下出于哲人曾子 《大

学》中注释的第二章之处也能被看作是处理孔子

经验革新伦理学之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可以指出：此处处理的是和旧邦周国相关的伦理

革新问题。

我们将孔子著作中处理伦理革新主题之处划

分为三组的尝试，已经展示了孔子革新伦理学体

系化的开端。由此，孔子的革新伦理学变为一门

形式上更为完满的革新伦理学。

五、革新伦理学的未来任务

胡塞尔和孔子的革新伦理学能够为克服人的

道德危机以及当下世界的整个危机发挥巨大作

用。可惜，如上所述，它们并不完满。革新伦理

学有着许许多多的未来任务。最后，我想提及其

中几个。

由于胡塞尔只发展出形式革新伦理学，他眼

中的革新伦理学有着怎样一种具体形式是不明晰

的。在写作 《改造》的文章期间，胡塞尔似乎试

着发展两种革新伦理学，即把 “上帝理念”

（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Ｉ，３４）看作至善的基督教革新伦理
学和把 “理性批判” （ＨｕａＸＸＶＩＩＩ，９４）之源的
理性看作至善的智性革新伦理学。胡塞尔革新伦

理学的一项任务就是系统发展出这两种革新伦理

学。

如上所述，孔子革新伦理学是经验的、质料

的、形式的革新伦理学的杂糅。孔子对革新伦理

学的不同维度不作区分，他并未发展出超越论的

革新伦理学。孔子革新伦理学的一项任务是：对

革新伦理学的不同维度做出明晰的区分，将其中

每个维度都系统地发展，就像我们在第四章中部

分地尝试过的那样。

此外，可以有其他几种革新伦理学，如佛教

的、伊斯兰教的、道教的等等。革新伦理学的一

项未来任务是，使其中的每一个都系统地发展。

为了使各种革新伦理学得到系统发展，系统

地对其方法加以澄清就是必要的。因为有四个革

新伦理学维度，相应地就需要四组革新伦理学方

法。现象学还原方法及其各种特殊形态能作为革

新伦理学的一般方法得到使用。此外，我们必须

思考，除了现象学还原我们必须使用何种方法，

以使革新伦理学系统发展。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全球时代，革新伦理学的

一项重要任务是：实行各种革新伦理学间的对

话。在革新伦理学的各种维度之中，形式革新伦

理学的维度对于一切革新伦理学都是一样的，而

其他维度则可以在各种形式的革新伦理学之间不

同。应当通过各种伦理学间对话得到解决的有趣

问题之一是：一种普遍质料革新伦理学是否是可

构想的？它对于所有革新伦理学都是一样的，能

够为一切世界主义的革新伦理学建立基础。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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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 “心”学的两个向度

———对熊十力思想的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解读


郑辟瑞

【摘要】胡塞尔现象学与熊十力新唯识论的比较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并且敞开了深入研究的空间。本文尝试以胡塞尔

现象学中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两个向度为参照，以熊十力的 “四缘说”为研究对象，集中辨析熊十力对习心、

习气与本心的阐释中的复杂层次，以便澄清熊十力新唯识论中的内在结构。最终，本文尝试指出，对熊十力新唯识论

的研究可以产生出对现象学的一种 “反向格义”，即揭示出现象学可能具有的一种实践哲学的取向。

【关键词】发生现象学；本心；自身意识；四缘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６８－０７

　　据我所知，在耿宁先生的影响下，张庆熊先
生首次全面地对胡塞尔现象学与熊十力新唯识论

做了详尽的比较。①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参照下，

熊十力新唯识论的理论结构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梳

理。无奈，熊十力思想体系庞大、来源驳杂，且

旨在 “囊括古今，平章华梵”（马一浮语，见２，
７），读熊十力著作，每每掩卷长叹，若有 “熊十

力哲学名相通释”一卷在手，定能有所助益，而

不迷失于概念丛林之中。本文尝试在胡塞尔与熊

十力比较研究的思路上做出一点补充，在这里，

主要是引入胡塞尔思想中静态现象学和发生现象

学两条路径的区分，②将熊十力新唯识论纳入

“心性现象学”的框架之中，以 “心” （包括

“本心”和 “习心”）为主题，进一步梳理熊十

力的新唯识论。

本文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界定关于 “本心”

和 “习心”的人生论在熊十力新唯识论中的位

置，人生论的枢纽位置使得它综合了对意识的结

构描述和发生说明；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依次以

习心、习气与本心为论题，辨析熊十力对这三个

论题的论述，发掘出它们的静态现象学和发生现

象学的两个向度；第五部分则尝试理解熊十力综

合结构研究和发生研究的动机，以及本心习性化

的动机和转习成性的可能性。

一

熊十力自创 “新唯识论”③，计划分为两部

分，分别是境论和量论。所谓境论，就是今天所

说的本体论或宇宙论，它的研究对象是实体或者

本体，以及相应的现象或者功用；所谓量论，则

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认识论，它的研究对象是不同

类型的认识活动，熊十力通常称它们为性智和量

智。

熊十力区分境论和量论，它的基本结构是能

所结构，境论关心的是所量所知，量论关心的是

能量能知，这个结构大致类同于胡塞尔的意向活

动－意向相关项的相关性结构。这样，本体和性

智对应，功用和量智对应。但是，熊十力认为，

这两种对应关系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本体和性

８６





本文的初稿曾经在２０１４年第十九届中国现象学年会 （成都）和２０１５年心性现象学与心性哲学学术研讨会 （高雄）上宣读过，

感谢倪梁康、方向红和肖德生等师友提出的问题，本文的修改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本文系２０１２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
金资助项目 （ＮＫＺＸＢ１２５９）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郑辟瑞，（天津３０００７１）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①　参阅张庆熊，《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②　参阅倪梁康：《思考 “自我”的两种方式———对胡塞尔１９２０年前后所撰三篇文字的重新解读》，《中山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５

期；《“自我”发生的三个阶段———对胡塞尔１９２０年前后所撰三篇文字的重新解读》，《哲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
③　熊十力 “新唯识论”有三个版本，分别为 “文言文本”（１９３２）、“语体文本”（１９４４）、“删定本”（１９５３），本文以 “语体文

本”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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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不是能所关系；恰恰相反，两者不可分开来

看，熊十力所理解的本体不是，也不能是与认识

相对之物。

熊十力做出上述规定，一个原因是他对本体

的规定性的考量。依照他的说法：“在宇宙论中，

赅万有而言其本原，则云本体。” （３，１５）① 事
物的本原被称为本体，与本体相对应的事物则是

“现象”，熊十力分析了本体的六种规定性 （参

阅３，９４）。简而言之，本体是包含变易于自身
之中的不变易，本体是同一，现象是差异，② 本

体不是与诸现象并列或者在它们后面的另一个现

象，而是使现象成为现象者；另一方面，同一也

不能脱离差异，本体是在现象中显现出来的。因

而，熊十力所谓 “要空现象而后可见体” （３，
７５）则应当理解为：不是排除现象，而是要知道
它不过是真实本体的呈现。熊十力常常使用麻与

绳子来比喻， “绳子，喻现象。麻，喻本体。”

（３，７４）唯有不把绳子当作绳子来看待，才能看
到它是一条麻。

基于此，熊十力引入传统哲学中 “用”的范

畴，并且对本体论采取一种功能主义的释义，

“用者，具云功用” （３，７９）。这更加有利于破
除将现象执为实在的倾向，认识到笔不过是一种

功用，我们就不会把它视为实在之物，对万事万

事均可做如此理解。而就本体方面，熊十力也相

应地做出了某种去实体主义的释义，这一点体现

为对 “体”的动词意义的强调，“体万物者，言

即此心遍为万物实体，而无有一物得遗之以成其

为物者” （２，１１）。熊十力常用的比喻是 “海

水”与 “众沤”， “大海水，可以喻体。众沤，

可以喻用”（３，８０），海水不离众沤，它依赖于
它们而显现，众沤又各个都是海水整体的直接显

现。

熊十力持有的一元论的本体论使得他不可能

将本体和对本体的认识 （性智）分开来看，两者

必须是统一的，而使得两者统一起来的中介性因

素就是 “本心”。这一点已经体现在了 “新唯识

论”的开宗明义上：“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

学者，令知一切物的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

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

（３，１３）③ 这句话已经表明，将本体和性智 （实

证）联系起来的是自心。

熊十力多次将本体与自心等同，“此中真的

自己一词，即谓本体”（３，１５）。这个 “真的自

己”也被称为 “本心”，以便和 “习心”对举：

“应知有本心习心之分。唯吾人的本心，才是吾

身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本体，不可认习心作真宰

也。”（３，１８）同时，熊十力也分别将本心、习
心与性智、量智等同起来；本心是性智，“即此

真己，在 ‘量论’中说名觉悟，即所谓性智”

（３，１５）；习心等于量智， “量智即习心，亦说
为识”（３，１６）。这样，熊十力将本体、本心和
性智三者等同起来。

在熊十力看来，今天的哲学只是本体论：

“哲学自从科学发展以后，他的范围日益缩小。

究极言之，只有本体论是哲学的范围，除此以

外，几乎皆是科学的领域……哲学思想本不可以

有限界言，然而本体论究是阐明万化根源，是一

切智智，与科学但为各部门的知识者自不可同日

语。则谓哲学建本立极，只是本体论，要不为

过。夫哲学所穷究的，即是本体。” （３，１４—
１５）从根据的秩序来看，本体优先于本心、性
智，但是从论证的秩序来看，熊十力采取的步骤

实际上是首先论证本心是性智，然后再由此论证

本体是本心。

性智就是自身意识。熊十力对自身意识的讨

论应该源自唯识学中关于 “自证分”的论述，他

也由此意识到描述自身意识所要面对的无穷后退

和循环论证的难题，所以，他强调 “性智者，即

是真的自己的觉悟”（３，１５）。在这里，和意向
意识不同，意识与被意识者是一回事，“这个觉

悟就是真的自己。离了这个觉悟，更无所谓真的

９６

①

②

③

凡熊十力的引文，均引自 《熊十力全集》，萧?父主

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体例为 “卷数，页码”。

熊十力基本上是在同等意义上使用 “本体”与 “实体”这两个

概念的，在 “文言文本”的相应段落中，他用的是 “实体”，

“赅宇宙万有而言其本原，曰实体”（２，１０）。
在 “原儒”中，熊十力明确使用 “同一与差异”的模

式来描述体用关系，“本体是无对。本体之流行至健无息，新新

而起，其变万殊，是名为用。用既万殊，便是有对。由体成用，

即无对已含有对，相反在是。然赖有此反，乃以显发本体之盛

德与大化。”（６，３１８—３１９）
“新唯识论 （文言文本）”对应的开篇是：“今造此论，

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实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

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２，１０）熊十力是在同等意
义上使用 “本体”和 “实体”这两个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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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３，１５）。这里没有能所之分，没有见分
和相分的区分，两者是一回事，本心既不是进行

性智者，也不是性智的对象，而是说，本心就是

性智。所以，熊十力说：“这种自知自识的时候，

是绝没有能所和内外及同异等等分别的相状的，

而却是昭昭明明、内自识的，不是浑沌无知的。”

（３，２１）正是这一点保障了本心是 “独立无匹

的”（３，１５），既然本心消弭了能所的分别，那
么，“本心无对，先形气而自存……自存者，非

依他而存故，本绝待故”。本心独立自存，无所

依赖，“吾平生独持返本之学，唯求见自性。即

本心或本体” （３，４１７）。本心的独立自存性使
得它最能恰如其分地承担起本体的职分，因为本

体正是与差异相对，又将差异包含其中的同一，

而 “自性一词，即是实体的异语”（２，１０），实
体从概念上表明了它是独立自存的。

简而言之，熊十力的论证思路是：本心因为

是性智而是本体。① 对于这一思路，熊十力给出

过比较明确的说明：“本心亦云性智，（从人生论

与心理学的观点而言，则名以本心。从量论的观

点而言，则名为性智。）是吾人与万物所同具之

本性。（本性犹云本体。）”（３，３７４—３７５）在熊
十力的思想体系之中，本体论和认识论以人生论

为中介，有效地统一起来。

二

从胡塞尔对 “滞留”的分析所揭示的双重意

向性出发，倪梁康先生对静态现象学和发生现象

学做出基本的区分： “所有意识现象学的分析，

不是横意向性分析，便是纵意向性分析。前者是

对贯穿在此河流中、在河流的流程中持续地与自

己本身处在相合统一之中的 ‘横意向性’

（Ｑｕｅｒ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ｔ）的研究，即对意识流中的恒
定、稳固之要素的研究，简言之，对意识结构的

研究；后者则是对沿河流而行的 ‘纵意向性’

（Ｌｎｇ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ｔ）的研究，即对意识的生成、
变化、流动的研究，但也包括对它们的形式和规

律的研究，简言之，对意识发生的研究。”② 他

又将静态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与佛教教理的两大

系统，即实相论和缘起论对应起来，“与佛教的

这两个大系统相应的，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发生

现象学与静态现象学，前者是对心识之发生的研

究，后者是对心识之结构的研究”。③ 与此对照，

熊十力思想中与发生现象学相应的内容最明显地

体现在了他以 “四缘说”对习心本空的说明上。

熊十力的 “四缘说”比较集中地阐释了本心、习

心、习气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构成了关于

本心如何习性化而成习心，又如何能够转习成性

的说明。

熊十力极为重视 “缘起论”，他称赞说：

“佛家立义最精者，莫如缘生之说。（缘生亦云缘

起。）”（２，５４１）缘生的意思是：“缘字的意义，
本是一种凭借的意思。生字的意义，是现起的意

思。”（３，５１）它与自体相对，如果一物是凭借
其他条件而产生的，那么它就不是独立自存的，

因而不是本体。熊十力以此说明：“我们要知道，

妄执的心或取境的识，根本是没有自体的。印度

佛家，把这种心说为缘生的，就是说他没有自体

的意义。”（３，５１）这里的 “妄执的心或取境的

识”，就是熊十力所谓的 “习心”。依照佛教的

阐释，熊十力否认了将习心视为本体的看法，其

理由在于：习心的发生是依赖于他物的，习心和

外境一样，也没有自体，不是真实存在的。

沿用佛教的说法，熊十力分析了四种缘，分

０７

①

②

③

本心类似于莱布尼茨的单子，如果类比于莱布尼茨，我

们可以看到几乎相同的动机与思路。依照迪特·亨利希的分析，

莱布尼茨之所以视单子为实体，他的思路是：“从每一个殊相都

必定被赋予号数的同一性这种情况中，莱布尼茨得出了一个深

远且令人惊讶的结论：如果同一性是一种预设了不同状态的属

性，并且，如果一个殊相 （也就是说，一个实体）可以显示出

同一性，唯当它自身在每一种关系中和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完全

是同一的，那么，看起来就导致，一个实体在所有时间上都必

须具有所有它的不同状态。否则它就不会是一个实体，而毋宁

说是一系列不同的实体。可以从此进一步推论出，实体只能是

莱布尼茨的单子：实体的所有状态从一开始就在它们之中了；

它们既不能被外在影响带入新的状态，它们也不能自发地产生

状态。实体中唯一实在的变化是它自身理解中的变化。”参见

ＤｉｅｔｅｒＨｅｎｒｉｃｈ，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Ｋａｎ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ｅｄｉｔｅｄａｎｄｗｉｔｈ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Ｖｅｌｋｌｅ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
ＪｅｆｆｒｅｙＥｄｗａｒｄｓ，ＬｏｕｉｓＨｕｎｔ，ＭａｎｆｒｅｄＫｕｅｈｎ，ＧｕｅｎｔｅｒＺｏｅｌｌｅｒ，Ｈａｒ
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１７９．

倪梁康：《思考 “自我”的两种方式———对胡塞尔１９２０
年前后所撰三篇文字的重新解读》，《中山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
５期，第２页。

倪梁康：《赖耶缘起与意识发生———唯识学与现象学在

纵－横意向性研究方面的比较与互补》，《世界哲学》２００９年第
４期，第４４页。



熊十力 “心”学的两个向度

别为 “一、因缘。二、等无间缘。三、所缘缘。

四、增上缘”（３，５３），本心、习心和习气分别
在其中得到了说明。其中，“所缘缘”和 “等无

间缘”对于作为量智的习心来说具有特殊意义，

它们在结构上类似于胡塞尔的 “横意向性”和

“纵意向性”。

“云何所缘缘？一切为识所及的对象，通名

境界。识是能缘的，境是所缘的。（此中能缘和

所缘的缘字，其含义有攀缘和思虑等等意思。）

能缘识，不会孤孤零零的独起，决定要仗托一个

所缘境，他能缘识才会生起来，因此，把境界说

名所缘缘。”（３，５９）这就是说，意识的本质特
征是意向性，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不存在没

有所及事物的空洞意识。熊十力辨析了所缘缘的

四种意义，即有体法、为识所托、为识所带和为

识所虑，前三者强调了意识的意向性，它不可能

没有相关事物，“如果说心可以孤孤零零的生起，

而不必要有所托，这是断然没有的事情” （３，
６３）。而 “为识所虑”一义则强调了意识的构成

性，意识与相关事物的关系不同于镜子或相机与

事物的关系，熊十力所谓意识独特的思虑作用即

构成作用，这样，熊十力对所缘缘的分析类似于

胡塞尔对意识的意向构造结构的分析。不过，即

便在这一结构分析中，熊十力也已经涉入了发生

的解释，这一点表现在他对 “取境”之 “取”

的说明上。

熊十力对作为量智的习心的分析主要源自唯

识学对 “识”的分析， “量智即习心，亦说为

识”（３，１６），而识的本质，简而言之就是 “取

境”。熊十力分析 “取”有三种意义： “一、心

行于境；二、心于境起思虑等；三、心于境有所

黏滞，如胶着然，即名为执。” （３，２４）比照胡
塞尔 《逻辑研究》中对意向行为的分析， “取”

的这三种意义可以分别类比于 “感觉”、 “立

义”、“执态”。

“取”的第一种意义指的是感官感觉，也就

是唯识学八识中前五识 （熊十力称为 “感识”）

的功能。熊十力否认五识可以把握事物本身，

“五识了境时必现似境之相” （３，３２），即便在
感官感觉中也已经有了现象与实在的差异。大概

是受到罗素的影响，熊十力认为，从客观上来

说，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是感官感觉的内在角度

性和外在环境的差异，“大概由五识所凭借的官

能和五识所了的境，以及二者间的关系，如距离

和光线等等说不尽的关系，都有影响于五识了境

时所现的相，而令这个相和境的本相不能全肖

的”（３，３２）。而另一方面，从主观上说，这种
差异也源自感官感觉所包含的 “了知”，或者可

以说是被动的同一化活动，它的动机是对 “事物

本身”的追求，因而，在感官感觉中就有了 “同

异”的差异。熊十力将第二种意义上的 “取”

的功能赋予第六识，即意识，它建立在感识的基

础上，并且对诸相行使 “意识综合的作用”（３，
２７）。在这种意义上，它类似于胡塞尔所说的在
“质料”的基础上对描述性内容的 “立义”、“统

觉”、 “综合”等等，意识的主动性显示出来，

在此，“能所”的差异明确起来。第三种意义上

的 “取”并不影响意识行为如何意指事物，并且

将其意指为什么，它的作用在于是否将事物设定

为独立于意识行为而外在存在的，撇开它所包含

的伦理学意味，我们可以说，它类似于胡塞尔的

“执态”，显然，“内外”之分由此产生，在这种

意义上，量智也被称为 “外缘”。

从静态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熊十

力所说的量智与胡塞尔所说的意向行为，更确切

地说，客体化行为等同起来。取境就是客体化，

而它所包含的三种意义可以对应于客体化行为包

含的三个因素，也就是描述性内容、质料与质

性。熊十力则更加强调三者的动机引发关系，因

而，这里已经有了发生现象学的内涵。对照所缘

缘的四种意义，取境的第三种意义是超出的部

分，如果我们注意到，熊十力甚至承认包含感识

和意识的识是本心的异名同义之物，它是本体的

发用，那么，作为执态的取境则可以说是习心之

为习心的根本性因素了。事实上，熊十力也常常

将意识的分别作用排除出本心之外，对于这些矛

盾之处，我们能够给出的解释是，本心与习心并

非两个独立之物，毋宁说，两者是对心的发生秩

序程度上的不同规定。

“等无间缘”谈论的是念念之间的关系，熊

十力分为两义： “一、等而开导义；二、无间

义。”（３，５７）所谓等而开导，指的是前念灭而
后念生，但前念有引发后念的作用，两者之间有

着联想的统一性；所谓无间，则是说念念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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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间隔。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因为前

者谈的是生灭，而后者谈的是共存。对此，熊十

力给出了类似于胡塞尔 “内时间意识”的分析。

在 “新唯识论 （文言文本）”中，熊十力以听

“诸行无常”为例①，分析这一意识流中的五心：

“五心者，初率尔心，次寻求心，三决定心，四

染净心，五等流心。”（２，１００））生灭与共存融
为一体，诸念融于一念之中，“即所缘四声，从

‘诸’至 ‘常’，经历多念，事绪究竟，总成一

念” （２，１０２）。在这一分析中，熊十力强调的
是念念之间的动机引发关系，这一分析与胡塞尔

对 “纵意向性”的分析是类似的。

三

熊十力对习气的分析同样可以从结构研究和

发生研究两个方面来澄清。

从结构研究的角度来看，熊十力对唯识学

“心所”概念加以改造，在他看来，习气就是心

所，本心与习气的区分就等同于心与心所的区

分，“故以性、习判心、心所，根本区别，評然

不紊” （３，４３３）。依照熊十力，心所是伴随并
且依赖心而发生的，并且对心有所助益的意识因

素。其中，熊十力强调心所对心的 “相应”：

“所依心起，叶合如一，俱缘一境故。然所与心，

行相有别。（行相者，心于境起解之相，名行相。

心所于境起解之相，亦名行相。）”（３，４３２）这
就是说，心所奠基于心，心所与心意指同一事

物，但是它们意指事物的方式不同，这一规定类

似于胡塞尔对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的区

分，同样，客体化行为因为具有质料而形成对事

物的意指，非客体化行为对事物的意指是奠基于

客体化行为之上的，但是，它具有不同的质性。

如果这样来看，我们可以说，本心的发用是客体

化行为，习气是非客体化行为，而这正是胡塞尔

对意识行为奠基秩序的基本看法。

熊十力也从发生的角度说明了习气的生成。

习心并不就是习性，在熊十力看来，“习心，则

习气之现起者也。其潜伏而不现起时，但名习

气” （３，３７４），两者互相依赖，相互转化，两
者的关系犹如胡塞尔所分析的主动综合与被动综

合的关系。熊十力认为，一切具体的意识活动都

是习心，也就是说，都是建立在习气的基础上，

而 “吾人生活内容，莫非习气。吾人日常宇宙，

亦莫非习气，则谓习气即生命可也” （３，２７１）。
这一点和胡塞尔对 “自我的习性化”与 “世界

的熟悉性”之间的相关性的讨论类似，因为 “我

以为，凡人意念乍动之微，与发动身语或事为之

著者，通名造作，亦名为业。一切造作，不唐捐

故，必皆有余势续起而成为潜存的势力，是名习

气” （３，２５８）。熊十力曾以晚起为例，说明习
气的产生以及对于具体行为的影响，正如胡塞尔

对意义积淀与传递的分析。

以上述 “四缘说”为关照，熊十力认为，习

气与环境一道，均属于增上缘。所谓增上缘就

是，“谓若乙，虽不是由甲亲自创生的，然必依

着甲固有，若是没有甲，即乙也不得有” （３，
６８）。也就是说，增上缘虽然不是事物的构造性
因素，不是使事物成为此类事物的本质因素，但

却是它的实现不可或缺的因素。增上缘对事物的

产生发生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

是消极的，即 “有顺有违”。就意识活动而言，

熊十力以 “作意”为例说明：“我们每一念心起

的时候，总有一种作动或警策的作用，和这一念

的心相伴着。心是对与所思的境而了别的，这个

了别，是我们本来的心。而所谓作动或警策的作

用，是我们特别加上的一种努力，这个不即是本

来的心，而只是和心相伴着，这就名为作意。此

作意便是对于心而作一种增上缘。” （３，７１）以
“作意”为代表的 “心所”、非客体化行为不仅

是奠基于客体化行为之上，而且它伴随着客体化

行为并且对它做出表态，它并不构成客体化行为

的了别能力，但是对它具有辅助作用，是引发客

体化行为，使其得以实现、具体化的因素。

四

对于熊十力关于本心，或者说自身意识的分

析，我们同样可以区分出结构研究和发生研究两

条思路。

在一开始，熊十力相关的讨论是围绕着唯识

学的概念展开的，与 “外缘”、客体化行为相对

２７

① 胡塞尔也是以听为例来说明内时间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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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的是 “返缘”或者 “内缘”。熊十力区分了两

种返缘：“返缘略说以二：一者于外缘时，自知

知故，如方缘色而识自知知色之知故。 （缘者，

缘知。知色之知，是识上外缘之用。）二者全泯

外缘，亲冥自性故。 （自性为体。冥者冥证。亲

冥者，反观自体而自了自见，所谓内证离言是

也。该此能证即是所证，而实无有能所可分。）”

（２，１００）在这里，第一种意义上的外缘类同于
“自证分”，是伴随意向意识的对意向意识的意

识，这种自身意识固然不是它所伴随的意向意

识，但也不能脱离开它；第二种意义上的返缘才

是熊十力意义上的 “性智”。事实上，在 “新唯

识论 （语体文本）”中，这一区分并没有出现在

相应的位置上，而在 “新唯识论 （删定本）”

中，熊十力甚至倾向于不再称 “自证分”意义上

的意识行为为 “返缘”、“内缘”；恰恰相反，它

实际上是一种 “外缘”： “内缘者，俗或妄记吾

心外缘白瓶时，既知道外面白瓶，同时亦复自知

正在知道白瓶，此自知其知白瓶的这个自知即是

内缘云云，为此说者却是误解内缘。吾心自知其

正知白瓶时，即已向外逐物，便非吾所谓内缘，

吾所谓内缘者，乃专就证量言。” （６，３３）熊十
力思想的这一变化似乎表明，他已经明确地意识

到了，“内”和 “外”的区分不等于 “内在”和

“超越”的区分，它们都是 “超越”。如果参照

胡塞尔的现象学，我们大致可以说，第一种意义

上的返缘是从静态现象学的角度对意识结构的分

析，而第二种意义上的返缘则是从发生现象学的

角度对自身意识的发生与展开的说明。

耿宁先生以古代印度哲学为例，区分了三种

对 “自身意识”的看法，其中第三种立场是；

“认识行为既不通过后继的和次生的认识行为、

也不通过特殊的机构 （自我或心灵）被意识到，

而是在其自己之中、通过其自己被意识。”① 佛

教的瑜伽行派和胡塞尔、布伦塔诺都持有这种立

场，他们的立场可以称为 “无自我的自身意识”；

与之相对，费希特持有一种 “有自我的自身意

识”立场。耿宁先生强调，即便在费希特那里，

这种自身意识也是 “直接的，而并非偶然地、只

是后续地通过次生的活动才发生的”②。无论是

“无自我”还是 “有自我”，它们都反对自身意

识的 “反思理论”，也都明确意识到后者所带来

的无穷后退和循环的困境，只不过，根据后一种

立场，自身意识是自我性的。耿宁先生引用费希

特１７９７年的 《对知识学新阐述的尝试》为证，

实际上，费希特１７９４年的 《全部知识学的基础》

已经持有这种立场，费希特恰恰是为了应对无穷

后退的困境而强调 “自我就是它将自己设定成为

的那个东西；而且它将自己设定成为它所是的那

个东西”③。如果换作我们常用的 “自身意识”，

则可以说 “只在自我对它自己有所意识时，自我

才是”④。

熊十力的自身意识理论中同时存在着这两种

立场：当熊十力将本心理解为现量时，他的立场

接近于瑜伽行派、胡塞尔和布伦塔诺的 “无自我

的自身意识”理论；当熊十力将本心与性智等同

时，他的看法更加接近于费希特。

本心是感识。“依常途用语，即就纯粹感觉

不杂记忆与推想等作用者而言。然哲学家或不许

感觉为知识。但佛家则说眼等识亲得境物的自

体。此时，必与物冥会为一。即心物浑融，能所

不分，主客不分，内外不分，是为证会，而不起

虚妄分别，乃真实的知识也。余于此处，与印度

诸师，同其主张。” （３，３１２） “感觉唯是证会，
都无分别，诸相具泯。则感觉所得者，实无杂乱

可说。”（３，３１２） “感识冥证境物，无分别故，
不起物相及空时相。” （３，３１３）这一描述类似
于 “无自我的自身意识”的立场，本心被理解为

意识最初的现起，它完全没有分别意识。在这个

意义上，它类似于胡塞尔的 “内意识”或者

“原意识”，它甚至没有内时间意识，更不用说对

象化意识了。这种意识固然不再是包含在意向意

识中的自身意识，但也不必具有创生其他意识的

作用，毋宁说，它是中立化的意识，“即依靠着

这个智的作用去察别事物，也觉得现前一切物莫

非至真至善。换句话说，即是于一切物不复起滞

碍想，谓此物便是一一的呆板的物，而只见为随

３７

①

②

③

④

［瑞士］耿宁：《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

集》，倪梁康编，倪梁康、张庆熊、王庆节等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２１８页，亦参阅第１２８页。
同上，第２２１页。
［德］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王玖兴 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１３页。
同上，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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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是真理显现。到此境界，现前相对的宇宙，

即是绝对的真实，不更欣求所谓寂灭的境地”

（３，２３）。
而当熊十力将本心与性智等同时，本心具有

更多本体论的意义，它类似于 “单子”或者

“本我”，它不仅是意识的初现，而是已经涵盖了

一切差异。这也是熊十力将性智的发用称为 “习

心”的因缘的原因吧。

五

综上所述，熊十力思想中的发生研究路径是

和他的人生论、实践哲学的取向紧密相关的。熊

十力一再强调，他的思想是 “自家体认所至”

（３，１３６），“新唯识论”亦以 “欲了本心，当重

修学”为结。他创立新唯识论，一方面源自自身

的体悟，另一方面也为了变化气质，转习成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自然会考虑这样几个问

题：本心与习心的关系如何？它何以又是如何被

习性化的？转习成性的动机和可能性条件是什

么？

如果将本心理解为原意识，我们可以问，原

意识何以产生出超越意识，何以会执影像为独立

自存的？对于这个问题，熊十力表示，超越意识

的萌芽不在感识，而在意识之中，但是 “感识冥

证中，本不起相。意识何故能忆前物而现似其

相，此中未及详。留待 ‘量论’再谈” （３，
３１３）。但是，如果从作为性智的本心的角度出
发，问题则不同，本心转变为习心的动机更应该

从本心自身中寻找。尽管熊十力常常以太阳和云

翳类比，本心虽一时被遮蔽，但毕竟常在，我们

所要做的不过是去除染习、保存净习。但此云翳

来自何处呢？熊十力强调，本心的觉是无有一点

隐蔽的、完全敞亮的，这就使得习心的发生变得

可疑。或许，熊十力在后期的某种转变可以回应

这一问题：“智是本心天然之明。知识是习种乘

天明之动而起，迅应外物之感，而引心以化于

物，才成知识。” （７，２４５）智不再等于本心，
而只是它的发用：“智是本心的作用，故亦名智

用”（７，２４６）。① 这样，尽管熊十力由此赋予习
心与量智，或者说，经验认识以更为重要的地

位，但也说明，本心在智中的显现已经是一种下

降，智也已经是一念，是作业，因而终于使得习

心、知识得以可能。这样，本心的自觉是习性化

的开端，而这种习性化活动的动机也仍然在本心

之中，也就是本心自我显现的要求。熊十力曾经

谈到，本心何以有所资具，是因为它要显现出

来，“生命元是法尔无为的，必需资具，才得显

发，譬如电力必赖有传电和发光的资具，才得呈

现出来”（３，２６２—２６３）。本心自我显现的要求
使得它通过习性化活动而转变为习心了。

那么习心返本的动机和可能性条件呢？熊十

力提到一种不自在感：“夫染虽障本，而亦是引

发本来之因。由是染故，觉不自在。不自在故，

希欲改造， （自己改造自己。）遂有净习创生。”

（３，４６６）习心自身的不自在感促使它自己努力
排除染习，同时培养净习。至于可能性条件，则

是本心的自觉自明，“若不有性觉在，凭谁照察

客尘而涤去之？” （３，４１６）在此意义上，熊十
力认同王夫之，复礼先于克己。

熊十力学修并举，尤其强调体证的难以描

述，本文却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强加说明，牵

强附会之处良多。倪梁康先生在面对 “学证”与

“思证”的一致性问题时，引证耿宁先生之语，

兹转引如下，聊以自辩：“我在这里听凭一个直

接的明见 （直观）的引导，并且试图将它用某些

语词表达出来并澄清它，以便能够诉之于读者的

相应的明见。我对直接明见的信任要甚于对语言

使用的信任，并且我试着在后者中指明前者。”②

（责任编辑　任　之）

４７

①

②

这里受到郭美华先生相关论著的启发，参阅郭美华：

《熊十力本体论哲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０７
页。

［瑞士］耿宁：《意识统一的两个原则：被体验状态以

及诸体验的联系》，倪梁康译，《世界哲学》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
１０页，转引自倪梁康：《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的奠基关系
再论》，《哲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８期，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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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与唯识学具有 “同构性”的跨文化省思

陈群志

【摘要】胡塞尔曾经指出，如果按照由希腊所创造并在近代得以发展的科学思维方式来理解东方的哲学和科学，那么

其结果必然会造成意义的歪曲而误入歧途。这个看法即在说明东西方思维的差异。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倘若要比较

公正地阐明异质文化的思维形态与基本精神，站在同等的高度进行跨文化省思，那么首先就需要换位思考。从胡塞尔

本人的跨文化省思出发，本文力图探究现象学与唯识学的三重同构性 （构造原则、直观原则与内在原则），是对胡塞

尔观点的一种补充。

【关键词】胡塞尔；现象学；唯识学；同构性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７５－０７

　　 “同构性” （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概念的使用，首
先发端于抽象代数，是现代数学的基本原则之

一。与胡塞尔同时代的德国数学家 ＥｕｇｅｎＯｔｔｏ
ＥｒｗｉｎＮｅｔｔｏ（１８４８—１９１９）在 １８８２年发表的论
文 《置换理论及其对代数的应用》，就探讨了

“同构性”概念，认为 “同构性”即是指两个群

之间的 “一一对应”关系。比如：如果一个群中

的三个元素 ａ，ｂ，ｃ满足 ａ（ｂ（ｃ，那么另一个
群的对应元素 ａ′，ｂ′，ｃ′满足 ａ′（ｂ′（ｃ′。①在
此，“同构性”揭示了对象的属性或操作之间的

相似关系，若将此数学理论运用到哲学领域，就

可以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思想系统具有相似的关

系或原则，对此成立的关系或原则对彼也成立。

必须说明的是，现象学与唯识学的 “同构性”不

是简单的 “中西合璧”，更不是 “中体西用”，

而是不同的思想系统、不同的观念形态在其领域

存在类似的原则。在本文中，需要处理的关键性

问题有两个：一、基于不同文化系统的现象学与

佛学的跨文化省思如何可能？二、现象学与唯识

学的 “同构性”根据何在？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不

妨从胡塞尔的佛学研究出发，第二个问题的阐明

则需要进行具体的相关论述。

一、现象学与佛学的跨文化省思：

从胡塞尔出发

　　早在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冬季学期的一个研讨班
上，胡塞尔就和学生们讨论过佛学问题。②今天

我们还能看到他所留下的两篇文稿：《论 〈觉者

乔达摩语录〉》 （１９２５）③和 《苏格拉底 －佛陀》
（１９２６）。④前者是为卡尔·埃根·诺曼 （ＫａｒｌＥｕ
ｇｅｎＮｅｕｍａｎｎ）（１８６５—１９２６）所翻译的巴利圣典
而写的书评，后者则是对欧洲思维和印度思维所

进行的跨文化省思。

胡塞尔虽然因其知识的范限而把佛学当作印

度思维的代表 （他所接触到的佛学文献和印度文

献并不多），但其基本判断却具有哲学家的敏锐

洞察力。他不是从语文学的角度来进行文本的诠

５７

 作者简介：陈群志，（广州５１０００６）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①　参见 ［美］莫里斯·克莱因 （ＭｏｒｒｉｓＫｌｉｎｅ）：《古今数学思想》第４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３５页。
②　参见ＫａｒｌＳｃｈｕｈｍａｎ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ｏ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ｅｄ．ＣｅｅｓＬｅｉｊｅｎｈｏｒｓｔａｎｄＰｉｅｔＳｔｅｅｎｂａｋ

ｋｅｒｓ，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２００４，ｐｐ．１３７－１６２．
③　参见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ｕｆｓｔｚｅｕｎｄＶｏｒｔｒｇｅ（１９２２－１９３７），Ｈｒｓｇ．ｖｏｎＴｈ．ＮｅｎｏｎｕｎｄＨ．Ｒ．Ｓｅｐｐ，１９８９，Ｓ．１２５－１２６．中译本参见

胡塞尔的 《论 〈觉者乔达摩语录〉》，刘国英译，译文原载于 《胡塞尔论佛教》一文中，见 《现象学与人文科学 （第三辑）：现象学与

佛家哲学》，刘国英、张灿辉主编，台北：漫游者，２００７年，第１４—１６页；单文收入 《唯识研究》第一辑，杭州佛学院编，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④　参见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ｏｋｒａｔｅｓ－Ｂｕｄｄｈａ”，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０，ｖｏｌ．２６，ｐｐ．１－１７．中译本参见 ［德］胡塞尔：《苏格拉底－

佛陀》，倪梁康译，《唯识研究》第一辑，第１３８—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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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而是站在哲学对话的层面来展开研究的，其

目的是期望通过跨文化省思以重新界定和更新欧

洲文化。

在胡塞尔看来，佛学思维与现象学思维类

似，都是基于 “超越论的”立场而非 “超越的”

立场，① 以此对世界整体的意义进行发问，从而

抛弃对自然态度的信仰而回到自身的内在反思之

中，世界仅仅是主体中的现象。在胡塞尔这里，

“超越”首先意味着与 “内在” （内在于意识）

相对，超越是对意识的超越。为了摆脱传统认识

论的困境 （如何认识超出自身之物），必须悬搁

一切超越的设定，回到纯粹意识的内在之中。

“超越论的”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标签，它首先意

味着一种基本的哲学态度，其次意味着在纯粹意

识本身中确定客观认识的可能性，此时与 “内

在”无异。② 可以认为，胡塞尔现象学是一种

“内在－超越论”模式的现象学。我们相信，哲
学必须从历史道路中解脱出来，摆脱通行的思想

习惯，重新获得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以便达到知

识的严格态度和精神的纯粹境界，以此放弃先入

之见，重新投向纯然内在的反思而悬搁自然的生

活旨趣。这便是现象学与佛教哲学的基本态度，

东西方于此相遇合。

就自主要求而言，佛教极为重视自主认识，

戒、定、慧皆个人自主的修证，由此而导向正

法，获得解脱。佛教是无神教，佛不是神，而是

以人身觉悟 “心性本净”的圣者，他不像一般宗

教那样来解释 “人与神的关系”，而是依靠自身

来明察绝对实践真理，达到自在和清净。③ 胡塞

尔也表明哲学生活是自主的，认为那种对终极有

效性的真理研究本身就具有自身负责的绝对实践

价值。④ 在同期的一篇文章中，他还说道： “哲

学的生活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由绝对的自身负责而

来的一般生活：个人的个别的主观，作为个人生

活的主观，想要在其全部生活中，在其全部实践

中，真正自由地作决定，就是说，这样地作决

定，使得它任何时候都能够在自己面前为它的决

定之正当性负责。”⑤ 不过，佛教的自主与胡塞

尔所主张的自主还存在着差异。佛教的自主是远

离一切人法执著的 “无我论”的实践自主，理论

本身的价值是为此服务的。胡塞尔则认为，实践

思考只有限定在真实的认识判断中才能得以陈

述，才能使实践真理成为可能。⑥ 就此而论，佛

教的绝对实践自主思想与胡塞尔所说的 “认识自

主－实践自主”还有一定的距离。
再者，佛教采取的是 “非理性”的实践态

度，这与基于希腊传统的欧洲哲学之 “理性主

义”态度相反，“（佛教）以一种与我们欧洲人

完全相反的方法”⑦来认识世界。当然，胡塞尔

并没有说 “理性”就是好的，“非理性”就是不

好的。恰恰相反，在他看来，佛教发现了一条

“在超越论主义中的出路”⑧。这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表示胡塞尔对理论态度的放弃和对佛教态度

的接纳？显然不是。至少胡塞尔对印度思维的态

度，或者说对佛教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在

《论 〈觉者乔达摩语录〉》中，他还称赞佛教思

想将毫无疑问共同参与塑造欧洲的宗教 －伦理和
哲学意识，但在后来的 《危机》中，他又指出，

诸东方哲学 （印度与中国）虽然都具有对于整个

世界的兴趣，但只是一种宗教 －神话的实践态
度，还不能与基于惊异态度、理论态度的欧洲哲

学精神相比。⑨ 与此同时，胡塞尔也认为欧洲危

机的根源恰恰存在于 “理性主义”的误用，“作

为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的那种理性的发展形

态乃是误入歧途”瑏瑠。“旧的理性主义———它是一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德］胡塞尔：《论 〈觉者乔达摩语录〉》，《唯识研究》

第一辑，第１３６页。
参见倪梁康：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修订版，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４６５、４６８页。
参见释印顺： 《印度佛教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０年，第１２页。
参见 ［德］胡塞尔：《苏格拉底 －佛陀》，《唯识研究》

第一辑，第１４６—１４７页。
［德］胡塞尔：《第一哲学》下，王炳文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２７２页。
参见 ［德］胡塞尔：《苏格拉底 －佛陀》，《唯识研究》

第一辑，第１４８页。同样的意思，胡塞尔在同期的文稿中也指
出：“理性生活是普遍的实践的生活之一分支，而普遍的实践的

生活之实践领域，就是认识，更高的领域就是理论的统一，最

高的领域就是普遍理论的统一。”（［德］胡塞尔：《第一哲学》

下，第２７８—２７９页。）
［德］胡塞尔：《论 〈觉者乔达摩语录〉》，《唯识研究》

第一辑，第１３６页。
［德］胡塞尔：《苏格拉底 －佛陀》，《唯识研究》第一

辑，第１５０页。
参见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

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３８４页。
同上，第３９３页。



现象学与唯识学具有 “同构性”的跨文化省思

种荒谬的自然主义，并且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把握

直接与我们有关的精神问题。”① 就此看来，胡

塞尔将理性主义哲学区分为了两种：一种是基于

自然态度的朴素的片面的客观主义哲学；另一种

是基于精神态度的高层的普遍的内在主义哲学。

“只当精神从朴素的地面向外部而反转向自己本

身，并且停留于自己本身，纯粹停留于自己本身

之时，它才能使自己感到满意。”② 由此可知，

他认为佛陀找到了一条超越论主义出路是有道理

的。

总体来看，胡塞尔对佛教哲学的理解或者说

对印度思维的看法，就其所了解的文献而言，还

是比较慎思明辨的。在跨文化省思的可能性向度

方面，他认为佛教具有净化心灵的纯粹性和纯真

性，能对面临文化崩溃的欧洲世界产生活跃的新

动力。不过，胡塞尔的看法也出现了几个误区：

首先，巴利圣典只能代表佛教哲学全体中最原始

的一小部分 （原始佛教），此外还有大量的部派

佛教、大乘佛教、秘密佛教的诸多阐发，尤其是

大乘佛教中的唯识学，其思维形态事实上与现象

学有很多共通之处；其次，佛教并不能代表印度

思维的全部，印度之宗教 －哲学正统大体是以
《梨俱吠陀》《奥义书》等经典为基础而建立的，

其与佛教 （佛法不言吠陀）莫不相互斥之为异

端③；再者，佛教系统中并不缺乏欧洲哲学中的

那种知识的概念化、理论化与逻辑化，与之相

反，比如唯识学派中就发展出了严整的认识论逻

辑体系。④

二、现象学与唯识学具有

“同构性”的论证

　　前已表明，胡塞尔本人进行了现象学与佛学
的跨文化省思，在他看来，佛教哲学与欧洲最高

的哲学与宗教精神是旗鼓相当的。他虽然不免带

有欧洲思维优越于印度思维的倾向，并且认为

“哲学通过欧洲文明始终执行其指导整个人类文

明的功能”⑤，但就其文稿的具体内容来看，不

可否认，他始终不是作为旁观者，而是作为深入

其中的哲学家进行的跨文化省思。遗憾的是，胡

塞尔没能知晓东方佛教中的唯识学，这种与他所

创立的意识现象学极为相似的哲学形态。⑥ 职是

之故，我们在此不妨延伸胡塞尔的跨文化省思，⑦

来考察一下现象学与唯识学的 “同构性”根据，

以便审视 “意识哲学”内部的诸种途径。

（一）第一重 “同构性”根据：构造原则

胡塞尔现象学通过 “纯化原则”悬搁了超越

之 “物”，从而获得剩余的 “纯粹意识”，但并

没有完全消除一切世界之物。相反，作为世界之

物仍然是 “连续持存地呈现于作为意向统一体的

显现复合物”⑧。因此，绝对不能把 “纯粹意识”

看作是某种逻辑起点或空的逻辑可能性，意识作

为体验流的存在在任何时候都具有 “意向性”，

具有其本质的内在统一性。我们虽然悬搁了涵摄

所有物的整个世界，但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而

是得到了整个存在，“纯粹意识”自身之内原本

就构造着世界的超越存在。⑨ 换句话说，一方面，

“纯化”分离出了 “纯粹意识”作为现象学的剩

余物，另一方面，意识自身所具有的构造功能又

同时保聚了所排除的事物。因此， “纯化原则”

可称之为 “分离原则”， “构造原则”可称之为

“保聚原则”。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同上，第４０２—４０３页。
同上，第４０２页。
参见徐梵澄：《五十奥义书》之 “译者序”，见 《五十

奥义书》修订本，徐梵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第３页。
这方面可以参见罗氏宪：《唯识方隅》，《罗时宪著作全

集》第３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０６—
１４５页；罗光：《中国认识论》第七章，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１９９５年，第９９—１３８页。在西方，佛教认识论方面的思想已由
舍尔巴茨基 （Ｔｈ．Ｓｔｃｈｅｒｂａｔｓｋｙ）给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并且还
对堪了欧洲类似的理论。参见 Ｔｈ．Ｓｔｃｈｅｒｂａｔｓｋｙ，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Ｌｏｇｉｃ，
ｖｏｌ．１，Ｄｅｌｈｉ：ＭｏｔｉｌａｔＢａｎａｒｓｉｄａｓ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ｔｄ，１９９３．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

第２７页。
据考察所知，在中国，方东美是最早对唯识学与现象学

进行沟通性研究的哲学家。参见陈群志：《论方东美关于现象学

与唯识学的比较研究》，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第１３辑）：
现象学与神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３８６—
４００页。

值得说明的是，在跨文化省思方面，源于胡塞尔现象学

的启发，汉斯·莱纳·塞普 （ＨａｎｓＲａｉｎｅｒＳｅｐｐ）还试图发展出
一种交互文化性现象学。参见汉斯·莱纳·塞普，《同化作用没

有暴力吗？———一种沿胡塞尔而来的交互文化性现象学》，陈群

志译，《广西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３２－３６页。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１３０页。
同上，第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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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的真正主题既不是无主体的世界也不

是无世界的主体，而是在超越论主体的自我构造

中之世界生成的过程，它贯穿于胡塞尔哲学沉思

的始终。意识绝对不是单纯无意义的质料或空的

逻辑起点，而是具有超越论构造能力的综合统一

体。由此而来，胡塞尔提供了一个以现代阐述方

式来理解唯识学思想的 “哲学架构”，即意识活

动如何构造客体以及如何构造自身。唯识学对于

“识”的构造功能的解释是通过 “识转化”来完

成的，这是其作为 “意识哲学”的核心观点，也

是世亲 《唯识三十颂》中的成熟看法。世亲认

为，“境” （万法）是由 “识” （心识）的状态

之转化才得以呈现的，因此，“识”是 “境”存

在的根据，它统摄着现象界的万法。① 如 《转识

论》载曰： “谓是一切种子识者，是阿梨耶识。

为诸法种子及所余七识种子，并能生自类无量诸

法故，通名一切法种子识也。如此如此者，由此

等识能回转造作无量识法，或转作根，或转作

尘，或转作我，或转作识，如此种种不同，唯识

所作。”② “唯识”的意思就是以 “识”涵摄诸

法，“境”是通过 “识转化”来显现的。正所谓

“境不离识”，一切客观世界都是主观心识变现的

结果，不论是个体自我的实在性 （我）还是经验

世界的实在性 （法），都是由含藏一切种子的阿

赖耶识转化而成。并且， “种子”与 “阿赖耶

识”的关系，可对勘胡塞尔所讲的 “单子”与

“单子共同体”的关系， “单子”是 “自我本身

的完全具体化”，而 “单子共同体”则是指交互

主体的意识活动及其所构造出来的共同世界，它

们的关系是 “唯一的绝对的存在”与 “总体的

绝对的存在”的关系。③

（二）第二重 “同构性”根据：直观原则

毫无疑问，直观或者说本质直观作为原则性

的要求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举足轻重。他曾明确指

出，现象学的唯一财产是在最严格的现象学还原

中的直观和本质直观的方法。④ 我们凭借直观所

获得的具有确定性的本质认识，既不是笛卡尔式

的推理清晰的感知，也不是休谟式的习惯性的自

明知觉，而是一种纯粹的绝对自身的被给予性。

绝对自身的被给予性，这是现象学达到绝对无前

提性的明见性之基本要求。在 《现象学的观念》

中，胡塞尔说：“研究只能限制在纯粹的直观中，

但并不因此就坚守着实项的内在之物：它是一种

在纯粹明见性领域中的研究，而且是本质研究。

我们也曾说：它的领域是在绝对自身被给予性之

中的先天。”⑤ 而在 《观念Ⅰ》中，胡塞尔重点
强调直观是一切原则的原则，“每一种原初给与

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在直观中原初地

（可说是在其机体的现实中）给与我们的东西，

只应按如其被给与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在此被

给与的限度之内被理解”⑥。

对胡塞尔而言，直接的 “看”并不是感性的

经验的看，而是智性的本质的看，它是一切有理

性的断言的最终依据，并且这种本质的 “看”是

无法通过科学方法来论证的。⑦ 直观的意识能够

伸展得多远，相应的观念化行为便能伸展得多

远；直观在多大程度上是纯粹的，直观到的本质

就在多大程度上是绝对的自身被给予之物。⑧ 胡

塞尔称之为 “本质直观”或 “观念直观”的现

象学方法，是一种要求很高的操作，只能通过几

何学中的 “三角形”抑或物理学中的 “力”来

作出实质性说明。当在黑板上划出 “三角形”或

者用 “力”推开书房门时，通过经验性的观察和

实验都是无法来论证 “三角形”或 “力”的本

质的，而唯有直观行为能够给予解释。对真正研

究本质状态的几何学家或物理学家而言，最终论

证的行为并非经验能解决，必须依靠本质直观。

现象学所要求的就是把抽象的概念回溯到其直观

的最原初的来源上来，它毫无疑问地印证着 “面

向实事本身”的基本精神。⑨

在唯识学中，直观原则也是核心的要求，此

即所谓因明三量之一的 “现量”说。《瑜伽师地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霍韬晦： 《绝对与圆融》，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１９８６年，第２３４页。
《转识论》，真谛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３０册，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６６６页。
参见 ［德］胡塞尔：《第一哲学》下，第２６３页。
参见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五篇讲座稿，倪

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９页。
同上，第１０页。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８４页。
参见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五篇讲座稿，第

７页。
参见 ［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一种严格的科学》，倪

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３５—３６页。
同上，第６９—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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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对 “现量”的含义有三种界定：（１）“非
不现见”；（２）“非已思应思”；（３）“非错乱境
界”。① 其中，“非不现见”即是说没有被别的事

物障碍的当下之境，“非已思应思”即是说现量

境界不是过去抑或未来的思维成就，“非错乱境

界”即是说不是如见水中月影之类的错误认识。

公元五世纪中叶，陈那在 《因明正理门论》中综

合了 《瑜伽师地论》的三层意思而认为 “现量

除分别”。在他看来， “现量”作为直观原则，

当远离一切名言分别 （如：长、短、方、圆等概

念），一切种类分别 （如：同与异、质与量等范

畴），一切无异分别 （如：以 “颜色”来统摄

青、黄、赤、白），一切诸门分别 （如：色、声、

香等分别）。② 到了公元七世纪，法称在 《正理

滴论》中将 “现量”区分为四种：五识现量、

意识现量、自证现量、定心现量。③④

五识现量，是指如眼之见色，耳之闻声等，

因眼等色根 （眼、耳、鼻、舌、身）不坏，而色

等五境 （色、声、香、味、触）随应现前，这些

眼根等在认识诸境的时候，远离了种种名言种类

的分别，各自亲临其自性，并且不与五根中其他

诸根相关联，因此称之为五识现量或五根现量。

舍尔巴茨基认为这是直接的非概念的为第一瞬间

的纯的感觉刹那。⑤

意识现量，是指在眼等诸识随其所应而产生

瞬间感觉的同时，必定有意识同时生起，因为五

识现量只有一刹那存在，随后便发展成概念活

动，它以感官认识作为其 “等无间缘”，其认识

的对象与前一感觉对象是相似而相续的，因此它

是无需分别的现量活动。早期佛教认为知觉是由

外境、前五识和第六识三种因素相互依存而形成

的现象。这三种和合便产生了感性知觉，但陈那

取消了第六识，如此则感知就有了第一刹那的纯

感觉和第二刹那的理智构造。第一种现量是 “感

性感觉” （ｓｅｎｓｕｏｕｓ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或者说 “感性知

觉”（ｓｅｎｓ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它仅仅是诸种直观中
的一种，而第二种现量则是 “理智感觉”（ｉｎｔｅｌ
ｌｉｇｉｂｌｅ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或者说 “心智感觉”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在第一种现量生起的刹那随即产生第
二种现量，并且第二种现量是介于纯粹感觉和知

性活动之间的中间梯级。⑥

自证现量，即一切心、心所对自身的认识，

对自身的体验，当心识在缘取外境的时候，同时

也会自知自己正在缘境。比如眼睛看见美丽的风

景而赏心悦目之时，同时也会自知这种赏心悦目

之 “感”，就像灯在照见事物的同时，也照见自

己一样。这种认识是自我显明的，必无名言分

别，是为自证现量。舍尔巴茨基将 “自证现量”

认为是 “内省”直观或 “自我意识”。在认识外

在客体的同时也伴随着对此认识的认识，即 “一

种自我了知的了知”。就此而言，知识是 “自照

的”。⑦

定心现量也称之为瑜伽现量，“瑜伽”是指

心性极为安定而与道理相契合的状态，是 “止

观”的别称。修习如实观行者平常是以理论知识

来认识道理，最后才反复修习止观，在意识上明

白显现，澄澈明了，以达纯熟状态，就会生起对

所契合之道理的实证。对此 “瑜伽现量”的理

解，舍尔巴茨基称其为 “圣者的理智直观”，它

能够以精神的方式直接直观到凡夫有限认识所不

能接近的实在。凡夫所产生的想象是内在于认识

的幻相，犹如康德所说的 “先验幻相”，而能够

冥思其中又能够摆脱如此幻相的只有圣者的智性

直观 （瑜伽现量）。并且，舍尔巴茨基认为，这

种圣者的智性直观虽然可以补充我们一般认识活

动的局限，但我们无法判定它，除非我们自己全

知全能，因而法称的这种理论是一种不可知论，

而所谓全知的存在者则是人类认识无法达到的限

度。⑧ 不过，徐梵澄则认为这种有修习而得的直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瑜伽师地论》卷十五，参见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

第２７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４７５页。
参见 《因明正理门论》，《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３０

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６３０页。
参见 《因明蠡勺论》 （即 《正理滴论》），徐梵澄译，

《徐梵澄文集》第７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５４０
页。

有关四种 “现量”的研究可以参见吕贗 《佛教逻辑

———法称的因明说》，《吕贗佛学论著选集》第４册，济南：齐
鲁书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４０６—２０４８页；罗时宪： 《唯识方隅》，

《罗时宪著作全集》第３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参见Ｔｈ．Ｓｔｃｈｅｒｂａｔｓｋｙ，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Ｌｏｇｉｃ，ｖｏｌ．１，ｐ．１６１．
参见Ｔｈ．Ｓｔｃｈｅｒｂａｔｓｋｙ，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Ｌｏｇｉｃ，ｖｏｌ．１，ｐｐ．１６１

－１６２．
参见Ｔｈ．Ｓｔｃｈｅｒｂａｔｓｋｙ，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Ｌｏｇｉｃ，ｖｏｌ．１，ｐ．１６３．
参见Ｔｈ．Ｓｔｃｈｅｒｂａｔｓｋｙ，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Ｌｏｇｉｃ，ｖｏｌ．１，ｐ．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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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在凡夫也时有闪现，即直觉天才的闪光。①

综上而论，五识现量相当于胡塞尔所说的感

性直观，而意识现量则比较接近本质直观或观念

直观，自证现量则相当于自我意识，瑜伽现量对

于现象学而言则是神秘而不可知的。不管怎样，

直观原则在胡塞尔现象学和佛教唯识学中都是一

以贯之的根本要求。

（三）第三重 “同构性”根据：内在原则

无论是在 《逻辑研究》、 《内时间意识现象

学》、《现象学的观念》，还是在 《观念Ⅰ》、《文
章与讲演》、《第一哲学》、《笛卡尔沉思》等著

作与讲演中，内在原则作为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

要求是一以贯之的。在 《现象学的观念》和

《观念Ⅰ》中，胡塞尔都明确地作出了有关 “内

在”与 “超越”的对立区分。而对这组概念的

澄清，必须通过认识批判才能获得，因为只有对

认识可能性的反思才能在认识批判中确立自己。

自近代以来，我们一方面试图把认识论建立在自

然科学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试图把认识论建立

在心理学的基础上。但在胡塞尔看来，认识论无

论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抑或是建立在心理

学的基础上，都是一种 “背谬”，② 都会使 “认

识如何可能”的要求陷入困境。 “‘如何可能’

的问题永远不可能根据关于超越之物的在先被给

予的知识以及对此在先被给予的命题得以解决。”

“我永远不能奢望借助超越的假设和科学的结论

达到我在认识批判中想要达到的目的：即观察到

超越认识的客观性的可能性。”③ 与此相对，必

须转向 “内在”之中，借助 “内在”的绝对被

给予性来摆脱以上困境，在认识问题的开端原则

上，任何智性的体验都是在绝对内在的被给予性

范围内才得以实施的。更重要的是，在此纯粹直

观和把握的绝对被给予之物中，对象不可能在认

识之外，亦即不可能是在纯粹意识之外的自在之

物，而只可能是 “在一个纯粹直观之物的绝对自

身被给予性意义上被给予的”④。据此可以认为，

胡塞尔现象学是一种 “内在哲学”。⑤ 这种 “内

在哲学”的原则有两个要求：一、现象学的对象

是在直观中绝对被给予的纯粹内在之物；⑥ 二、

内在之识必然与超越之物相联系是超越论问题的

源泉。⑦

胡塞尔现象学的内在性要求与唯识学的内在

性要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唯识学派中，无论

是印度唯识学家还是中土后继的诸贤者，其思想

的宗旨都一贯要求破除我法二执，认为外部的客

观世界和内部的自我世界都是非实在的，它们都

是心识的变现，其存在性当依据于内在之识。

《成唯识论》中说： “愚夫所计实我实法都无所

有，但随妄情而施设故，说之为假。内识所变似

我似法虽有，而非实我法性，然似彼现，故说为

假。外境随情而施设故，非有如识；内识必依因

缘生故，非无如境。由此便遮增减二执。境依内

识而假立故，唯世俗有；识是假境所依事故，亦

胜义有。”⑧ 此段文字的要义有三层：第一、外

部的客观世界 （实法）与内部的自我世界 （实

我）都是根据虚妄认识而施设的，因此不是真实

的存在；第二、外在之物只是依据内在之识而变

现的似我似法，都是貌似实在的形相显现，以此

幻作感觉性相，因此也是虚假不实的；第三、虽

然外境随顺众生而虚假施设，依据世俗谛 （假名

无实之理）看来是貌似存在的，但内识却是真实

存在的，并且因为内在之识是变现虚假外境的根

本所依，所以依据胜义谛 （体用显现之理）看来

是真实不虚的。因此，唯识学派排除了任何与经

验意识相关的能取 －所取的超越实在性，站在
“清净心识”的立场，认为一切法的生起都是心

识活动的牵引，是一种内在之表别状态的存在。⑨

从这种意义上看，唯识学与现象学都是 “超越论

的”而非 “超越的”。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徐梵澄：《徐梵澄文集》第７卷，第５４０页。
参见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五篇讲座稿，第

３０页。
同上，第３４页。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五篇讲座稿，第３６—

３７页。
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第２４１—２４２

页。

参见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五篇讲座稿，第

３８页。
参见 ［德］胡塞尔：《文章与讲演》（１９１１—１９２１年），

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８０页。
《成唯识论校释》，玄奘译，韩廷杰校释，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２页。
参见霍韬晦：《安慧 〈三十唯识释〉原典译注》，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１１页。



现象学与唯识学具有 “同构性”的跨文化省思

三、结　　语

我们已重点说明了现象学与唯识学具有 “同

构性”的三重原则，确切来讲，其实还有一种

“同构性”，即意识中心原则。现象学与唯识学的

基本看法，意识秩序即宇宙秩序，宇宙秩序即意

识秩序。自古以来的物理学、数学和哲学等都在

试图给予宇宙一个秩序，其必先设定一个永恒存

在的终极实在以作基底。而在现象学与唯识学

中，这种终极实在被无情的取消了。当我们在内

在直观中反复呈现现象流之时，每一现象都涵摄

着 “流”的统一及其自身，而只有此内在直观与

经验事物综合的情况下，直观之物才会与经验事

物相联结而形成整个宇宙的秩序性。在此之中，

不再需要恒常实存的终极实在的设定，这种设定

是思心自用的虚妄分别。纯粹意识是一种具有永

恒活力的流变形态，以前的哲学－宗教研究，或
者认为意识不存在，或者认为意识是一种实体，

以此来进行解剖性的要素分析；而现象学与唯识

学则是把意识看成是活生生的纯粹现象，而非形

而上学意义上的实体。《哲学作为一种严格的科

学》单行本的编者斯基拉奇就指出：“胡塞尔是

第一个将意识看作行动序列而非实体的人。”①

当然，斯基拉奇或许并不了解东方在一千多年前

就已经有了意识哲学的系统研究。

实际上，在印度与中国，意识问题很早就得

到广泛的关注和理解，并且产生了大量的经论。

本文之所以没有将意识中心原则作为 “同构性”

问题的探讨，是因为唯识学虽然从诸经论的内容

来看，有大量有关心意识及其转化的阐述，但其

最终要旨与胡塞尔现象学的走向有着根本差异，

此差异来源于理论的要求奠基于实践的要求 （唯

识学）而非实践的要求奠基于理论的要求 （现象

学）。② 唯识学的最终目的在于精神解脱，在于

究竟通达宇宙与人生所涵摄的精神圆成，具有强

烈的指引性。如果把唯识学当成一种哲学的话，

那么这种哲学不仅体现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

神指引，而且不失为一种哲学化的理论谈辩。胡

塞尔现象学的目的，其最初的理想是想建立一种

严格科学意义的哲学，这样一种哲学 “可以满足

最高的理论需求，并且在伦理－宗教方面可以使

一种受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成为可能”③。

在对印度思维与欧洲思维的跨文化省思中，胡塞

尔已经揭示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他看来，佛

教形态的印度思维方式之根本缺陷在于没有欧洲

那样的理论化、观念化的思维向度，其所拥有的

只是普全实践的观点和普全出世的意愿。不过，

我们也知道，在佛教系统中，其出世的意愿当然

很显明，但出世并非不涉世，尤其在大乘佛教

中，而且唯识学也不乏理论化、观念化的思维向

度。因此可以说，印度思维与欧洲思维虽有很多

差异，但也有着共同的人类理想。

最后，我们不妨用胡塞尔的一段话来结束本

文：

在这个由于我们的虚浮和堕落而导致文化崩

溃的时代里，对我们以及所有满抱热忱地还视四

周以图找寻心灵的纯粹性和纯真性，以及对世界

之祥和的超克的人来说，这种来自印度的对世界

超克的方式之显现，是一种伟大的体验。因为对

于任何忠诚的读者来说，佛教显然是关于心灵净

化与祥和的一种最崇高的宗教－伦理方法，它以
一种内在一致性去思量和践行，达到一种几乎无

可比拟的能量与高贵心境。只有我们欧洲文化中

最高的哲学与宗教精神才能和佛教相比。④

（责任编辑　任　之）

１８

①

②

③

④

参见 ［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一种严格的科学》，第

９８页。
参见 ［德］胡塞尔：《第一哲学》下，第２７６页。
［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一种严格的科学》，第１页。
［德］胡塞尔：《论 〈觉者乔达摩语录〉》，《唯识研究》

第一辑，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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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伪饰的形而上学

———探询 《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写作动机

李　?

【摘要】笛卡尔本人关于 《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写作目的有公开的与私下的两种不同说法。本文首先表明他在该书中

既没有证明灵魂不朽，也没能够成功地运用自然理性证明上帝存在，因此他公开宣称的护教动机非常可疑。然后，本

文比较了笛卡尔的宇宙图景与基督教的宇宙图景的不同并指出两幅宇宙图景所支持的人生图景的根本区别，这就揭示

了笛卡尔伪饰自己思想的根本原因。最后，本文梳理了 《第一哲学沉思集》的整体结构，指出他写作该书的真实动机

就是私下所说的为物理学奠基，不过出于自保的需要而把它包装成一篇护教文字。

【关键词】灵魂不朽；上帝存在；我思；宇宙图景；人生图景；伪饰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８２－０９

　　关于 《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写作动机，笛卡

尔公开向巴黎神学院教士们声称自己写作此书是

用自然理性论证 “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①私

下里他却对友人说：“我告诉你，这六个沉思包

含我的物理学的全部基础，这仅限你我之间知道

……因为亚里士多德的那些拥趸也许会找更多的

麻烦。”②两种说法如此迥异，让人觉得他似乎想

给自己的形而上学著作罩上一层迷雾。在哲学史

上，笛卡尔因这本 《第一哲学沉思集》而被尊为

近代形而上学的鼻祖，可他本人居然明确地对追

随者说：不要在我的形而上学著作上花太多时

间。③为何他如此不看重自己的形而上学著作？

此外，传记作者还描述了笛卡尔生平两度撰写形

而上学著作时的奇怪现象：第一次是在花了九年

时间陆陆续续地写下 《指导心灵的原则》的未完

稿之后，他从１６２８年１１月开始只用九个月迅速
完成一篇形而上学的论文，然后就集中精力撰写

形而下学著作 《论世界》；第二次则是在 《谈谈

方法》中宣布 “已经下定决心，把今后的时间专

门用来求得一点自然知识”④之后，从１６３９年１
月到１６４０年 ３月他又去撰写 《第一哲学沉思

集》，然后在１６４１年隐居于荷兰海边的安德盖斯
特城堡专心致力于实验。为什么每次宣布了方法

论革命之后他不立即运用这种方法投入到形而下

学研究之中却要停下来打一场形而上学的速决战

呢？这样的写作顺序意味着他的形而上学写作与

物理学研究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要破解所有这

些谜团，要令人信服地确定 《第一哲学沉思集》

的真正写作动机，我们必须回答这些问题：笛卡

尔在这本书中关于灵魂与上帝的说法与正统基督

教信仰是不是一致？另一方面，这本书是不是有

可能被解读成为物理学奠基？如果真是这样，他

为什么又不想让亚里士多德的拥趸们知道呢？他

又何以敢对教士们说这是一篇护教文字呢？

２８

 作者简介：李　?，江西九江人，哲学博士，（上海２０００９２）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①　Ｒｅｎé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Ｌｅｓ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ｍéｔａ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ｓ，参见ｕｖｒｅｓｄｅ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ｐｕｂｌｉéｅｓｐａ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ｄａｍｅｔＰａｕｌＴａｎｎｅｒｙＶＩＩ１，ＩＸ１。中译

本参见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１页。笛卡尔最初用拉丁文撰写 《第一哲学

沉思集》，收在ＡＴ版 《笛卡尔全集》第七卷，该书在笛卡尔生前就有一个法文译本，收在ＡＴ版 《笛卡尔全集》第九卷，庞景仁先生

的中译本就译自这个法文本。本文引用 《第一哲学沉思集》的注释一般先标拉丁文本即 ＡＴＶＩＩ的页码，再标法文本即ＡＴＩＸ的页码，
最后标中译本的页码。有些中译不甚恰当的地方笔者根据译自拉丁文本的英译本重译，这些则另加英译本的页码。其它笛卡尔著作都

标注了ＡＴ版全集的卷数及页码，有中译本的也给出了页码。
②　ＡＴＩＩＩ，２９７－２９８，转引自罗森：《笛卡尔思想的中心含混》，《笛卡尔的精灵》，刘小枫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６５页。
③　参见 ［美］朗佩特：《尼采与现时代———解读培根、笛卡尔与尼采》，李致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７６页。
④　Ｒｅｎé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ｄｅｌａＭéｔｈｏｄｅ，ＡＴＶＩ７８．中译本参见 ［法］笛卡尔： 《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０年，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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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没有证明灵魂不朽

关于灵魂，基督教教义的最核心主张当然是

灵魂不朽。对此可以这样简单地概括为：我们的

灵魂来自天上，在此世与肉体结合，肉体消亡之

后灵魂不会消亡，会接受来自上帝的审判；如果

我们的灵魂在此世能够摆脱各种邪恶的肉体欲望

的干扰、遵从上帝的戒律并完成上帝赋予的使

命，那么肉体消亡之后灵魂就可以重新返回美好

的天界；但如果灵魂在与肉体结合的日子受肉欲

的诱惑而作恶多端，那么肉体消亡之后灵魂就会

受惩罚被打入可怕的地狱。笛卡尔显然清楚灵魂

不朽的说法对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重要性。他

说：“特别是罪恶的行为经常比道德的行为在今

生给人们带来的好处要多得多，这样一来，如果

不是因为害怕上帝的惩罚和向往来世的报偿而在

行为上有所克制的话，就很少有人愿意行善而不

愿意作恶的。”①

这样的表白让人以为笛卡尔起念要证明灵魂

不朽。然而，我们却吃惊地发现，《第一哲学沉

思集》的副标题是：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

肉体之间的实在区别。这莫非是他不小心出现的

笔误？可是，我们发现该书前面那封致巴黎神学

院的院长及圣师们的信中对灵魂属性的描述共有

五次，前两次是 “灵魂不和肉体一起死亡”，后

三次是 “灵魂有别于肉体”。无论是 “灵魂有别

于肉体”，还是 “灵魂不和肉体一起死亡”，似

乎都不能够完全等于 “灵魂不朽”？笛卡尔似乎

很清楚读者会产生质疑，几页之后的 《六个沉思

的内容提要》中，在概括第二沉思的时候，他着

手处理这个问题：“不过，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期

待在这个沉思中看到灵魂不朽的证据，但我想他

们应该在此被提醒注意，我只试图写那些我已经

仔细地证明过的内容。”② 这句话表明，他只证

明过灵魂有别于肉体，并没有证明灵魂不朽。鉴

于他刚刚宣布过要护教，于是他接下来解释说，

他在这本书里只证明灵魂有别于肉体，而没有

“就这个主题深入写下去”的理由是： “因为这

些思考已经足够表明从肉体的毁灭推不出灵魂的

消亡，并且这样一来这些思考就足够提供在死后

还有生命的希望。”③ 结合上下文，此处的推理

逻辑是：由于肉体是由各个部分组合而成的因此

必定会毁灭，但灵魂完全是单纯的，因此不可能

同肉体一起毁灭。此处的证明逻辑几乎等同于

《斐多》７８Ｂ—８０Ｂ中苏格拉底对灵魂不朽的证
明。④ 然而，在 《斐多》中，苏格拉底的此番证

明并没有说服对话者同意灵魂不朽。克贝此后反

驳说，灵魂可能比肉体更优越更持久，它不会和

肉体一起消亡，但它可能在经历几次与肉体结合

分开之后被磨蚀并最终消亡。⑤ 我们无法知道笛

卡尔是不是预设了他的忠实读者必然熟读 《斐

多》因而能够理解他的言下之意，但我们可以肯

定的是，笛卡尔确实从未说过他证明了 “灵魂不

朽”，他只是证明了 “灵魂有别于肉体”并且

“灵魂不和肉体一起毁灭”，而这些证明顶多能够

“提供死后还有生命的希望”。然而，这种希望很

可能成为纯粹的空想，如果没有宇宙图景的保障

的话。事实上，《斐多》中的苏格拉底在证明了

灵魂不朽之后，匆匆描绘了一幅宇宙图景作为灵

魂不朽的保障。⑥ 那么，笛卡尔坚持不肯证明灵

魂不朽是不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物理学所描述的

宇宙图景根本不能成为灵魂不朽的保障呢？让我

们暂时保存这个疑问，期望到文章结束的时候它

会水落石出。

二、第三沉思中如何证明上帝存在

上帝存在是基督教的第一教义，笛卡尔似乎

不敢在这个问题上玩概念游戏，在第三沉思与第

五沉思中两度证明了上帝存在。我们先来看看他

在第三沉思中如何证明上帝存在。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ＴＶＩＩ２，ＡＴＩＸ２，中译本第１页。
ＡＴＶＩＩ１２，ＡＴＩＸ２，中译本参见第１０页，此处根据英

译本翻译，Ｒｅｎé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ＲｏｇｅｒＡｒｉｅｗ，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
ｐａｎｙ，Ｉｎｃ．２０００，ｐ．１０２．

ＡＴＶＩＩ１３，ＡＴＩＸ３，中译本参见第１１页，英译见Ｒｅｎ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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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柏拉图 《斐多》７８Ｂ—８０Ｂ，中译本参见 ［古希

腊］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４年，第２３７—２４０页。
参见 《斐多》８７Ａ—８８Ｂ，中译本第２４８—２４９页。
参见 《斐多》１０８Ｃ—１１４Ｃ，中译本第２７７—２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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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沉思中用怀疑主义推翻现有的一切知

识，并且在第二沉思中确定我思是不可怀疑的之

后，笛卡尔在第三沉思中决定要来证明上帝存

在。然而他没有从上帝本身开始这个证明，却先

将我心中的思维分成观念、情感或意志、判断这

三类。其中观念仅就其存在于我心中而言是不会

有假的，情感或意志也不会有假，只有判断里才

会有假。一番讨论之后他得出结论：我以前将心

中的观念判断为来自外物并和外物一样是错误

的。紧接着他说：“可是还有另外一种途径可以

用来考虑一下，在我心里有其观念的那些东西中

间，是否有些存在于我以外的。”① 这句话带来

了整个讨论风格的大转变，从先前清楚明白、平

易近人的自然理性风格变成深奥艰涩、脱离常识

的经院哲学风格，而且他没有进行任何界定与解

释就直接使用 “实体”、“属性”、“样式”、“客

观地存在”、“形式地存在”、“卓越地存在”等

经院哲学术语。我们暂不分析这些经院术语各自

的涵义，只看这一番讨论得出的推理原则：“如

果我的某一个观念的客观实在性使我清楚地认识

到它既不是形式地，也不是卓越地存在于我，从

而我自己不可能是它的原因，那么结果必然是在

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而是还有别的什么

东西存在，它就是这个观念的原因。”② 然后他

将人心中的观念分为六类：一、表象我自己的观

念，二、表象上帝的观念，三、表象无生命的物

体的观念，四、表象天使的观念，五、表象动物

的观念，六、表象其他人的观念。这其中第四、

五、六是由第一、二、三混合而成的。接下来，

他用刚刚确立的那个推理原则来分析前三种观念

中哪些是来自我之外的。第一种关于我自己的观

念是第二沉思早已确定下来的，无须再讨论。第

三种是关于物体的观念，一番讨论之后他得出结

论：我心中关于物体的观念都是来自我自身，我

是这些观念的作者。最后剩下第二种关于上帝的

观念，他最终的结论是：我心中具有的无限完满

的上帝的观念不可能来自有限的我，只能来自无

限完满的上帝本身。至此笛卡尔似乎已经证明了

无限完满的上帝外在于我的心灵而存在，可他还

不满意，又提出一个新任务：“考虑一下具有上

帝的这个观念的我自己，如果在没有上帝的情况

下，我能不能存在。”③ 依次排除了我自己、我

父母或不如上帝完满的其他什么作为我存在的原

因，最终的结论是：“从我存在和我心里有一个

至上完满的存在体 （也就是说上帝）的观念这个

事实，就非常明显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④

第三沉思中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包含两个环

节：先是从我心里有一个完满无限的上帝的观念

推出完满无限的上帝必然存在，然后再证明上帝

是这个具有完满无限上帝观念的我的原因。为什

么需要两步呢？第一步证明依赖的前提是第二个

沉思中已经确定下来的作为思维的我，我这个思

想者必然具有各种观念，上帝的观念是我心中的

各种观念中的一种，在此上帝与我自己、外物、

天使、动物、其他人并列。虽然笛卡尔最终证明

了完满无限的上帝的观念不能来自有限的我，虽

然他宣称 “用上帝这个名称，我是指一个无限

的、永恒的、常住不变的、不依存于别的东西

的、至上明智的、无所不能的、以及我自己和其

他一切东西 （假如真有东西存在的话）由之而被

创造和产生的实体说的”⑤，但从逻辑上而言，

我作为思想的存在优先于上帝的存在。天主教士

们岂能接受上帝在逻辑上处于次要或依赖的地

位？更为关键的是，笛卡尔所说的上帝是否拥有

时间上或价值上的优先地位呢？我们不难发现，

在第一步证明中，上帝的无限性及完满性只是一

个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空洞的说法。也许笛卡尔意

识到他的这番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无法通过教士

们的审查，因此必须重新再来证明上帝是我的存

在的原因、上帝创造了我。可是，这个被创造的

我并不是一个无条件的我，而是一个具有上帝的

观念的我，因此第二步证明实际上仍然在重复那

个老问题：我心中具有的那个无限完满的上帝的

观念来自哪里？第二步证明最后的结论又变成

了：从我存在和我心里有一个至上完满的存在体

的观念这个事实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笛卡尔在写给教士们的信中宣称要用自然理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ＴＶＩＩ４０，ＡＴＩＸ４１，中译本第４０页。
ＡＴＶＩＩ４２，ＡＴＩＸ４５，中译本第４２—４３页。
ＡＴＶＩＩ４８，ＡＴＩＸ５３，中译本第４９页。
ＡＴＶＩＩ５１，ＡＴＩＸ５７，中译本第５２页。
ＡＴＶＩＩ４５，ＡＴＩＸ４８，中译本第４５—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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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来说服那些没有信仰的人相信上帝存在①，可

是第三沉思中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立足的根本前

提无疑是我心中具有无限完满的上帝的观念，问

题在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心中会有无限完满的上

帝的观念吗？可以说，就他的证明所服务的对象

而言，他并没有完成自己当初所宣称的任务。还

有，第三沉思开始不久就出现了大量未经解释的

经院哲学术语，这意味着他并没有信守那个只运

用自然理性的承诺。由此可见，第三沉思中对上

帝存在的证明并没有真正达到笛卡尔所宣称的护

教的目的。

三、第五沉思中如何证明上帝存在

虽然上帝存在第三沉思中已经得到了证明，

可这个问题在第五沉思中又一次出现。这个沉思

的标题是 “论物质性东西的本质；再论上帝及其

存在”。关于第一个问题，笛卡尔的结论是，关

于物质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的是广

延、部分、大小、形状、位置、运动以及每个运

动延续的时间，而这些特点其实是一些早已在我

心里的东西。② 然后他指出，我们借助数学与几

何学所获得的关于外物的知识，虽不是由外在世

界决定的而是来自我的心灵，但这些内容并非我

凭空捏造的而是客观必然的，就好比三角形这个

观念就必然包含着三内角和等于 １８０度这个结
果。之后，他转换了讨论的主题： “那么现在，

如果仅仅由于我可以从我的思维中得出什么东西

的观念就断言凡是我清楚、分明地认识到是属于

这个东西的都实际属于这个东西，那么这一点难

道不可以成为一个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证的基础

吗？在我心中所发现的上帝的观念即一个至上完

满的存在的观念之清晰程度并不比任何形状或数

目的观念差。”③ 这里的意思是，只要我心中清

楚分明地认识到外物具有某种形状和数目，那么

外物必然具有这种形状和数目，同样地，只要我

心中清楚分明地认识到上帝是完满的存在，那么

上帝必然存在。此后他重重复复地说，上帝与存

在之间的必然联系就好比三角形与三内角和等于

１８０度之间的必然联系，或者好比山与谷之间的
必然联系。可是，以这种方式证明了上帝存在之

后，他并没有立即结束这个沉思，进一步指出我

对其它事物的确信取决于我对上帝的确信。对此

他的解释是：我曾经对某物获得了清楚明白的认

识，可是当我的思想跑到其它地方去了，我就会

忘记我当时的认识过程，就会怀疑甚至否定我以

前的结论，但是如果我确信有一个完满的从不欺

骗我们的上帝，我就再不会怀疑自己曾经清楚明

白地认识到的知识。第五沉思最后的结论是：现

在我认识了上帝，我就可以获得关于整个物质世

界的知识。

第五沉思中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与第三沉思中

的证明的显著的不同，首先表现在没有使用经院

哲学的术语，其次就是几乎每次提到上帝时都将

筣与三角形概念或是山的概念进行类比。可是，

这个对上帝存在的再次证明依赖的根本前提是：

“凡是我认识得清楚、分明的东西都是真的。”④

在这里，上帝存在与三角形三内角和等于 １８０
度、山必然包含谷一样，都不过是我心中的清楚

分明的观念，我的清楚分明的认识是上帝存在的

逻辑保障。上帝的存在居然取决于人的清楚分明

的认识？或许他意识到这样的说法确实骇人听

闻，于是他又像在第三沉思中那样，再次折返过

来论证上帝存在可以保证我领会得清楚分明的东

西都是真的。无论笛卡尔在这里是不是放弃了第

三沉思中的经院术语而试图用自然理性来证明上

帝存在，针对第三沉思的那个质疑在这里仍然有

效，那就是：如果一个人从未有上帝存在的信

仰，他心中怎么会有清楚分明的上帝存在的观念

呢？至此可以断言，虽然笛卡尔试图用不同的方

法两度证明上帝存在，但他并未成功地向那些没

有信仰的人证明上帝存在。

四、上帝与我思的关系

笛卡尔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一问世就遭到许

５８

①

②

③

④

参见ＡＴＶＩＩ１，ＡＴＩＸ１，中译本第１页。
参见ＡＴＶＩＩ６３—６４，ＡＴＩＸ７６，中译本第６６—６７页。
ＡＴＶＩＩ６５，ＡＴＩＸ７８，英译本参见 Ｒｅｎé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ｐｐ．１２８－１２９，中译本参见第
６９页。

ＡＴＶＩＩ６５，ＡＴＩＸ７８，中译本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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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质疑，人们认为他犯下许多逻辑错误。面对这

些质疑，笛卡尔的表现可以说是恼羞成怒、焦躁

不安。①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不要忘记笛卡尔

是天才的数学家，他不可能因为疏忽或弱智而犯

下逻辑错误。如果他出于某种不可公布的目的而

刻意进行了这一番充满逻辑错误的对上帝存在的

证明，那么仅仅指出这个证明的错误从而得出他

护教失败的结论是不够的。要搞清楚笛卡尔关于

上帝的言论是不是符合基督教传统，首先要考察

在他这里上帝与那个最关键的 “我思”之间的关

系怎样。

在 《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我思先于上帝出

场，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建基于思维的我拥有清楚

明白的观念。不过，笛卡尔完全可以辩解说：先

出场并不能代表逻辑上或价值上的优先地位，这

不过是出于运用自然理性进行证明的需要，人的

自然理性起初最容易确认的当然是我思而不是上

帝，因此，很可能就客观事实本身而言上帝是我

思的最终保障，但在证明过程中却要先亮出我

思，就好比在戏剧中最先登台亮相的往往不是主

角。

看来，仅仅梳理笛卡尔论证的大致思路并不

足以搞清楚上帝与我思的内在关系，我们还必须

仔细揣摩他的论证细节。先来看我思与上帝都未

出场的第一沉思。这个沉思的标题是 “论可以引

起怀疑的事物”。在这里，笛卡儿先是怀疑感官

告诉我们的关于外在物质世界的知识，接着怀疑

感官告诉我们的关于自己的知识，他为这个有悖

常理的怀疑找到的支持理由是：我们有时在梦中

关于自己的清晰的感觉其实就是幻觉。然后他提

出：算学以及几何学知识总归是不可怀疑的吧？

接下来他说，假如全能的上帝诚心要欺骗我们，

那么我们的算学以及几何学知识也可能是错的。

最后他得出极端的结论：“我要假定有某一个妖

怪，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上帝 （他是至上的真理源

泉），这个妖怪的狡诈和欺骗手段不亚于他本领

的强大，他用尽了他的机智来骗我。我要认为

天、空气、地、颜色、形状、声音以及我们所看

到的一切外界事物都不过是他用来骗取我轻信的

一些假象和骗局。我要把我自己看成是本来就没

有手，没有眼睛，没有肉，没有血，什么感官都

没有，而却错误地相信我有这些东西。”② 这个

结论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只说我所具有的错误的

感觉是受妖怪欺骗的结果，但从第一沉思的整个

逻辑线索来看，假设有一个骗人的妖怪而不是全

善的上帝不仅是怀疑感觉的理由，也是怀疑数学

几何学知识的最终理由，这就意味着笛卡尔在第

一沉思中并不是像古典理性主义者那样仅仅怀疑

感觉认识而肯定理性认识，他怀疑的不是赤裸裸

的人类认识能力本身，而是由全知全能全善的上

帝所保证的人类的所有认识活动。

笛卡尔在第一沉思中的怀疑彻底而决绝，他

摧毁的不仅是旧的知识大厦，而且上帝作为旧的

知识大厦的基石也被他抽掉了。然后他要在一块

稳固而不可怀疑的基石上重建知识大厦。在第二

沉思中他首先认定我在是不可怀疑的，之后他再

来探讨我到底是什么。在否定了我是一个有理性

的动物以及我是灵魂与身体的结合之后，他得出

结论：“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③ 不过，这

样确定下来的我思依然空洞抽象。第三沉思开始

不久他明确了知识的标准即判断真假对错的标

准：“我已经能够把 ‘凡是我们领会得十分清楚、

十分分明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这一条订为总

则。”④ 这句话才真正意味着我思被确立为知识

大厦的基石。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证明上帝存在之

前完成的，这意味着上帝并非知识大厦的基石。

为避免读者在这个关节点上发生误会，证明上帝

存在之前他还特意这样说：“当我考虑有关算学

和几何学某种十分简单、十分容易的东西，比如

三加二等于五，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事物的时

候，我不是至少把它们领会得清清楚楚，确实知

道它们是真的吗？当然，假如从那以后，我认为

可以对这些东西怀疑的话，那一定不是由于别的

理由，而只是因我心里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即也

许是一个什么上帝，他给了我这样的本性，让我

甚至在我觉得是最明显的一些东西上弄错……可

６８

①

②

③

④

参见 ［法］皮埃尔·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尔先生

在他的时代》，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
２２６—２２９页。

ＡＴＶＩＩ２１—２２，ＡＴＩＸ１５，中译本第２０页。
ＡＴＶＩＩ２７，ＡＴＩＸ２２，中译本第２６页。
ＡＴＶＩＩ３５，ＡＴＩＸ３４，中译本第３５页。



被伪饰的形而上学

是反过来，每当我转向我以为领会得十分清楚的

东西上的时候，我是如此地被这些东西说服，以

致我自己不由得说出这样的话：他能怎么骗我就

怎么骗我吧，只要我想到我是什么东西，他就决

不能使我什么都不是……他也决不能使三加二之

和多于五或少于五，或者在我看得很清楚的诸如

此类的事情上不能像我所领会的那个样子。”①

凡是我领会得清楚分明的就是真的，上帝也必须

服从数学规律，显然在确定上帝存在之前知识大

厦的基石已经确立下来了。

我们对第一沉思及第三沉思开头部分所做的

文本分析已经表明：在笛卡尔这里，我思在逻辑

上优先于上帝。第六沉思中还有两处相关证据。

一是开篇第一句：“现在留给我的就是检查物质

的东西是否存在了。确实我现在知道它们能够存

在，至少就它们是纯粹数学的对象而言，既然我

清楚明白地领会到它们。因为，毫无疑问，上帝

能够将我以这种方式领会到的所有东西产生出

来。并且我从未断言上帝不能产生某些东西，除

非它和我对它的清楚领会是不一致的。”② 这就

表明，只要我能借助数学清楚地把握到某个物

体，那么上帝就一定能把这个物体创造出来，上

帝的创造活动不能与我的数学理解不一致，我领

会到三角形的三内角和等于１８０度，上帝就不可
能创造出一个三内角和不等于１８０度的三角形。
还有这样一句：“我知道我清楚明白地理解的所

有事物都可以被上帝以我所理解的那种模样创造

出来。”③ 这话一定会让正统的基督徒感到刺耳：

我怎么想，上帝就怎么做，听上去上帝简直就是

我的思想的忠诚的执行者了！而这就是笛卡尔哲

学中上帝与我思之间的真实关系。

五、宇宙图景与人生图景

我们已经表明笛卡尔在 《第一哲学沉思集》

中既没有证明灵魂不朽，也没有能够成功地运用

自然理性向那些没有信仰的人证明上帝存在，在

他这里上帝并不具备超越人类理性之上的理智能

力，所有这些足够让我们怀疑他公开所宣称的这

本书的护教动机。不过，否定了他的公开说法并

不等于一定要接受他私下所说的为物理学奠基这

个动机。在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为什么他

不敢让亚里士多德的拥趸们知道这个说法？

直接的原因是笛卡尔的物理学背离了基督教

所尊奉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可以这样简单概括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所描画的宇宙图景：万物在宇

宙中各从其类、各守其位、各司其职，这是一个

适合人类的秩序井然的家园；④ 宇宙是有边界的，

所有的恒星都位于其上的恒星天球就是其最外

缘，宇宙的中心是地球，恒星天球与地球之间是

一系列层层相套的天球，月亮、水星、金星、太

阳、火星、木星、土星呆在各自的天球上，包括

恒星天球在内的所有天球都围绕地球运转从而带

动所有星体围绕地球运转；⑤ 宇宙中从月亮天球

到恒星天球之间被称为月上世界，这个区域唯一

的构成元素是以太，因此该区域没有生灭变化，

永恒的天体在此做匀速圆周运动，这种永恒完美

的运动是人类理智可以把握的；⑥ 月亮天球以下

依次是火、气、水、土四圈，火气水土四元素以

不同方式组合构成了月下世界的所有物体，这种

组合的不稳定决定了这些物体是有生有灭的，⑦

进一步，火气水土由原始质料接受一定的形式而

成，原始质料本身则是理性不能认识的，因此人

类理智不可能全面详细地描述月下世界物体的生

灭变化以及所有运动，⑧ 只能把握其生命历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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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ＡＴＶＩＩ３６，ＡＴＩＸ３５—３６，中译本第３５—３６页。
ＡＴＶＩＩ７１，ＡＴＩＸ８７。标黑体部分英译是：ＡｎｄＩｈａｖｅ

ｎｅｖｅｒｊｕｄｇｅｄｔｈａｔＧｏｄｗａｓｉｎ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ｅｘｃｅｐｔｗｈｅｎｉｔｗａｓ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ｗｉｔｈｍｙｐｅｒｃｅｉｖｉｎｇｉｔ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ｌｙ．见Ｒｅｎé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ｐ１３２。标黑体部分庞景仁译
为：“而且我从来没有断定过他对于什么东西由于我不能很好地

领会就做不出来。”（第７６页）笔者在核对了拉丁文、法文和英
文之后认定此处庞先生的中译有误。

ＡＴＶＩＩ７８，ＡＴＩＸ９６，英译见Ｒｅｎé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ｓｓａｙ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ｐ．１３５，中译本参见第８２页。

参见 ［英］罗斯：《亚里士多德》，王路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８７页。
参见 ［美］库恩：《哥白尼革命》，吴国盛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７页。
同上，第７７页。
同上，第８０页。
ＤｍｉｔｒｉＮｉｋｕｌｉｎ，Ｍａｔｔｅｒ，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ｎｔｏｌｏ

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ｉｎＰｌｏｔｉｎｕｓ，ＰｒｏｃｌｕｓａｎｄＤｅｓ
ｃａｒｔｅｓ，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ｓｈｇａｔ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０２，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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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阶段、理解它们回归到其天然位置的天然运

动，① 故而月下世界必定包含了一定程度混乱，

这是一个低级卑贱的世界。与这幅宇宙图景相契

合的人生图景是这样的：我们的身体呆在必定包

含混乱的尘世，理智不可能了解身体从生到死的

每个细节，只能安然地接受身体终有一死的结

局；不过人之为人的希望在于我们有灵魂，只要

在尘世生活中灵魂能够指挥身体遵从神圣的秩

序，那么在身体消亡之后，灵魂接受一个审判之

后就有望升入永恒的上界，否则灵魂则有可能被

罚入可怕的下界，人生的目的与意义在就在于身

体消亡后灵魂升入上界享永福。

在物理学史上，笛卡儿的重大贡献之一是提

出了惯性定律：在虚空中静止的微粒将保持静

止，运动的微粒将以不变的速度沿直线继续运

动，除非另一微粒使之转向。② 但这只是假设的

理想状态，笛卡儿认为宇宙实际上被微粒填满

了，根本没有虚空，充实体中唯一的持久的运动

必定以环流的形式出现，因此所有的微粒最终都

会在布满于空间中的一系列涡旋中循环，漩涡中

心的稳定微粒团就是恒星，以近似圆形路径围绕

涡旋中心运动的微粒团就是行星，笛卡儿就这样

从微粒论前提推导出无数个以恒星为中心的行星

系统。③ 显然，这是一个无中心无边界的宇宙，

并且是一个均质的宇宙，这里没有月上世界与月

下世界的区别，没有人类理智不可认识的幽暗角

落，因为笛卡尔试图用同样的运动定律来描述宇

宙中的一切运动现象。直接看来，笛卡儿彻底摧

毁了亚里士多德所描画的宇宙家园：宇宙中没有

永恒的天界与混乱的尘世的区别，地球也不再是

宇宙的中心，除了地球之外到处都是死寂的物

质，人类成了茫茫宇宙中的孤儿。普通基督徒不

能接受笛卡儿宇宙图景最根本原因在于它没有为

灵魂升入天堂留下任何可能，他们发现不了这其

中包藏着巨大希望：宇宙不再是上帝为人类创造

的秩序井然的家园，这意味着人类不再受到超越

其上的造物主及神圣秩序的束缚；作为茫茫宇宙

中的孤儿，人类虽然偶感孤独凄凉，但作为宇宙

中最高级的存在，更多时候人类胸中还是涌动着

唯我独尊的王者气概；在空间意义上人类身体不

再呆在宇宙中心地位，但人类心灵却可以在宇宙

中遨游、成为宇宙的真正的中心。④ 虽然没有了

灵魂升天的期盼，但人生并不因此就是完全令人

绝望的：古代的灵魂升天可以说服人们忍耐节制

服从此世命运，现时的苦难束缚是为了换来以后

的永福；近代的人们不再受缚于既定的神圣秩

序，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

只要我们自由尽情地享受了此世人生、每一刻都

过得无怨无悔，此生足矣，又何必在意那原本就

虚无缥缈的死后世界呢？

在推出笛卡尔的宇宙图景会摧毁旧的世界观

与人生观之后，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不敢让天

主教士们知道这本书是为他的物理学奠基，为什

么在得知伽利略被迫放弃哥白尼学说的时候他吓

得几乎要烧掉 《论世界》的手稿，为什么他千方

百计要逃离天主教势力强大的祖国以致最终命丧

寒冷的瑞典。

六、伪装与表白

可是整天躲起来生活并不是绝对安全的，笛

卡尔最终决定借助一些伪装手法让自己的思想以

符合传统的外表呈现出来。⑤ 本文最后要考察的

是：在何种意义上 《第一哲学沉思集》可以被理

解成为物理学奠基？他又如何将这样一篇为物理

学奠基之作包装成护教文字？

《第一哲学沉思集》是这样开篇的： “由于

很久以来我就感觉到我自从幼年时期就把一大堆

错误的见解当作真实的接受了过来，而从那时以

后我根据一些非常靠不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

都不能不是十分可疑、十分不可靠的，因此我认

为，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吴国盛：《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成都：四川教

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７—４８页。
参见 ［美］库恩：《哥白尼革命》，第２３２页。
同上，第２３３—２３４页。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拙文：《抛弃中心还是

成为中心———现代性与无限空间观》，《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１２期，第１—５页。

在一本他多年随身携带却从不肯示众的羊皮书中有这样

一句话：“正如喜剧演员刻意遮盖脸上的赧色，便以角色的服装

为遮盖，同样，当我登上至今我一直以观众的身份出现的世界

舞台的时候，我戴上面具行走。”（参见 ［法］皮埃尔·弗雷德

里斯：《勒内·笛卡尔先生在他的时代》，第１２页。）



被伪饰的形而上学

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

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

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① 这意味怀疑只是

一个手段，怀疑的目的是为了在科学上建立起某

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开篇的第一句其

实表达了作者最终想达成的目标，被后人习惯地

称为建立稳固知识大厦的目标。

问题在于，建立稳固的知识大厦是不是就等

同于为物理学奠基呢？让我们先勾画出这个工程

的整体框架。上文说过，笛卡尔在第一沉思中将

旧的知识体系连根摧毁，然后他从第二沉思开始

重建知识大厦。第二沉思的标题是 “论人的精神

的本性以及精神比物体更容易认识”，因此有两

个任务。他首先确定我存在是不可怀疑的以及我

是思维的存在，然后就讨论精神比物体更容易认

识这第二个问题了。第三沉思的标题是 “论上帝

及其存在”，不过在证明上帝存在之前，笛卡儿

首先明确了 “凡是我清楚明白地认识到的都是真

的”这一条判断知识真假对错的标准，这意味着

他将我思确立为知识大厦的基石之后才证明上帝

存在的。第三沉思中证明上帝存在的过程上文已

经梳理过，此处不再重复。一旦证明了完满的上

帝存在，就终结了第一沉思中有一个骗人的妖怪

的怀疑，因为完满的上帝肯定不会欺骗我们。接

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完满的上帝给了人类完全够

用的理智判断能力，人类为什么还会犯错误呢？

这是第四沉思面临的问题。直接看来，这是一个

由上帝存在衍生出来的神义论问题②，似乎偏离

了建立稳固知识大厦的主线。笛卡尔的狡猾或者

说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只是借用了神义论的问题

框架。表面上他在讨论神义论问题，给出的回答

也符合基督教传统：上帝给了人类正确判断的能

力，错误的原因不在上帝而在于人类没有正确地

运用自己本该具有的完全够用的认识能力。实际

上，他深入探究并发现了人们认识犯错的心理机

制：“我错误的原因既不是意志的能力本身……

也不是理解的能力或领会的能力……我的错误

……是从这里产生的，即，既然意志比理智大得

多、广得多，而我却没有把意志加以同样的限

制，反而把它扩展到我所理解不到的东西的上去

……这就使我弄错并且犯了罪。”③ 发现认识犯

错的原因就意味着找到了避免犯错的方法：“每

当我把我的意志限制在我的认识范围之内，让它

除了理智给它清楚、明白地提供出来的那些事物

之外，不对任何事物下判断，这样我就不至于弄

错。”④

第四沉思结束的时候，笛卡尔成功地将上帝

确立为人类理智的忠实同盟，并且找到了有效的

方法确保人类理智再不犯错，这意味着他已经夯

实了知识大厦的根基，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彻底摆

脱最初的怀疑态度。他在第五沉思开始就宣布：

“目前我要做的主要事情是试求从我这几天陷入

的全部怀疑中解脱出来，甩掉那些怀疑，看看关

于物质性的东西是否我们一点确切的东西都认识

不到。”⑤ 第五沉思的主要任务是表明，关于物

质性的东西，我们借助数学所把握到的它的广

延、部分、形状、位置、运动等等是确切无疑

的。此外，第五沉思再次论证了上帝存在，上文

对此已有讨论，此处不再重复。第六沉思篇幅非

常长，笛卡尔处理这样一个问题：感官告诉我们

的物质世界是不是存在？感觉是不是绝对不可

靠？对此他的回答是：虽然我们借感官所获得的

关于外物的各种印象与外物本身并不完全一致，

虽然我们不能借感觉直接认识外物的本质，但我

们也不能因此彻底否定摒弃感觉，感觉告诉我

们，在我身体周围存在的各种物体中哪些对我们

有害哪些对我们有利，因此感觉可以教我们趋利

避害保护自己，哪怕是身体自身在生病的时候产

生的各种错误的感觉其实也是对身体的一种保

护。笛卡尔在这个问题上最终的结论是：“从今

以后我就不必害怕我的感官最经常告诉我的那些

东西是假的了。”⑥ 第一沉思中怀疑感觉还有一

个强大理由就是不能区别睡梦中与清醒时的感

觉，第六沉思最后对此轻松地给予了反驳：我们

借助记忆可以轻松地区别梦境与现实。总之，到

第六沉思的结尾处，笛卡尔确证了人类理智自身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ＴＶＩＩ１７，ＡＴＩＸ７—８，中译本第１４页。
神学中的神义论问题的典型表达是：如果上帝是全知、

全能、全善的，筣所创造的宇宙中为什么会有恶存在？

ＡＴＶＩＩ５８，ＡＴＩＸ６８，中译本第６１页。
ＡＴＶＩＩ６２，ＡＴＩＸ７３，中译本第６５页。
ＡＴＶＩＩ６３，ＡＴＩＸ７５，中译本第６７页。
ＡＴＶＩＩ８９，ＡＴＩＸ１１２，中译本第９３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就能够认识宇宙间一切事物，承认了感觉对我们

身体的保护作用，肯定了物质世界的存在。

那么，为什么笛卡尔认为完成了这一切工作

就意味着为自己的物理学奠定了基础呢？这就涉

及到笛卡尔物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深层区

别。上文说过，亚里士多德认为月下世界物体的

许多运动不可能被人类理智详细把握，因为构成

月下世界物体中的原始质料是拒绝被理性认识

的。笛卡尔在 《论世界》中明确批评过亚里士多

德的原始质料，他认为物质的唯一属性是广延①，

这意味着物体是可以被几何学完全把握的，因此

他试图从几条根本的运动定律出发解释整个世

界。笛卡尔对亚里士多德物质观的批评其实意味

着他对人类理智认识能力的评价与古代有了根本

的改变，而且这进一步还意味着人类在宇宙中的

地位也不同于古代。在古代，人类不是宇宙中最

高级的存在，人的身体作为诸形体的一种，从其

出生到成长、衰老乃至死亡的整个过程的所有细

节不可能都被人类理智详细认识，因此人类也不

可能掌控干预这个过程，于是只能期望身体消亡

之后不朽的灵魂可以进入美好的天界。笛卡尔把

宇宙视为一部机器，它是由各个零部件组合而成

的。这意味着，只要假以时日，人类理智终究可

以把宇宙的构成完全认识清楚。更重大的意义在

于，在彻底认清了宇宙中的诸形体是如何被创造

组合之后，人类理智有可能掌控形体的产生、成

长、衰老乃至死亡的过程。这样一来，人类因其

理智而成为宇宙中最高级的存在。笛卡尔在他未

公开发表的 《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一开篇就宣

布了人类理性的这种能力：“研究的目的，应该

是指导我们的心灵，使其得以对于世上呈现的一

切事物，形成确凿的、真实的判断。”② 这就意

味着根本不存在什么拒绝被理智认识的原始质

料，宇宙万物都呈现在人类理智的光天化日之

下，他大胆地将人类理智与被认知对象之间的关

系比成阳光与被普照的万物之间的关系。③ 由此

可以推出，笛卡尔为自己物理学奠基的核心任务

就是论证人类理智就其本性而言能够完全认识物

质世界，这就是建立稳固知识大厦的核心精神所

在。

那么，笛卡尔又何以敢将这样一篇实际上是

为自己物理学奠基的文字作为护教的文字呈现给

教士们呢？应该说，笛卡尔非常狡猾，他隐去了

这本书为物理学奠基的真正目的，把它的任务表

述为建立稳固的知识大厦，并且制造出上帝是这

座知识大厦最终保障的假象，④ 让那些或是粗心

或是宽容的基督徒对此深信不疑，只让那些非常

细心的读者才有可能发现知识大厦的真正基石是

我思。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笛卡尔这位

天才的数学家竟会写出一篇充满逻辑错误的形而

上学著作；为什么每一次在专心研究自然科学之

前，他都要先撰写形而上学著作，因为他必须借

此向基督教会宣誓效忠从而为自己赢得从事物理

学研究的自由；为什么他提醒追随者不要重视自

己的形而上学著作，因为那里面充斥着言不由衷

的套话，就算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也只能委

婉曲折、吞吞吐吐、闪烁其词，被如此伪饰的形

而上学，不读也罢，还是多读读我的物理学著作

吧。

（责任编辑　任　之）

０９

①

②

③

④

参见Ｒｅｎé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ＬｅＭｏｎｄｅ，ＡＴＸＩ３５—３６。
Ｒｅｎé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Ｒｅｇｕｌａｅａ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ｎｅｍＩｎｇｅｎｉｉ，ＡＴＸ

３５９，中译见 ［法］笛卡尔： 《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第１页。
参见ＡＴＸ３６０，中译参见 ［法］笛卡尔：《探求真理的

指导原则》，第１页。
即上文讨论过的在第三沉思以及第五沉思中关于上帝存

在的证明的第二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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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神迹论证中的推理观念：皮尔士与休谟


张留华

【摘要】休谟 《人类理智研究》中的反神迹论证广为传颂，至今仍被视为 “哲学入门的经典篇章”。皮尔士深知休谟论

证在后世哲学发展中的影响力，但作为一位逻辑学家，他对休谟所要捍卫的那种被认为符合科学并建基于数学原理之

上的推理观念提出了严重批评。在对于休谟含糊的文本给予一种同情解读之后，皮尔士如此评价其中自成一体的推理

观念：“错得无药可救、无以弥补。”在今天看来，皮尔士与休谟的分歧涉及到当代方法论或推理论中的一个重要争议

点，即 （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事实推理到底能否还原为数学演算。

【关键词】休谟；皮尔士；推理；神迹；事实问题

中图分类号：Ｂ７１２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９１－０８

　　在 《人类理智研究》的 “论神迹”一章中，

休谟利用短短２０余页的文字展开了著名的反神
迹论证，并声称可以 “为所有聪明人和读书人永

恒抑制各类的迷信幻象” （１０２）。①文中立足经
验、贴近科学、注重逻辑的论证方式，为休谟在

后世哲学中赢得了广泛而持续的欢呼喝彩。对

此，处于二十世纪之初的美国哲学家皮尔士曾这

样描述： “在上一个世纪 ［十九世纪］，休谟反

对神迹的论证声名大噪，并被读书人普遍视为决

定性论证。各种答复此种论证的尝试及其不成

功，足以表明它在颁布之后的那个世纪中被后人

所赋予的重要地位。”②然而，作为一位终身追求

推理论研究的逻辑学家，皮尔士直指：“休谟所

要捍卫的那种被认为很符合科学并建立于数学原

理之上的推理，从现代严格的逻辑来看，不过是

一种特别不牢靠的假设，只适用于一些极端情形

下；其中炫耀的数学不过是一张狮子皮，试图去

掩盖他所顽固坚守的某些先入之见。”③从今天回

过头来看，皮尔士的回应，仅仅是有关休谟反神

迹论证的诸多争论中的一个④；但他作为一位逻

辑学家把关注点聚焦于休谟论证的方法论相关

性，并把我们引向了 “有关事实问题的推理”

（以下简称为 “事实推理”）本身的理论深处，

这一点却是独特的。结合皮尔士对于休谟更多的

争论细节，从推理论上探寻他们背后的不同哲学

场景，乃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引子：休谟的论证

休谟的反神迹论证与证词在事实推理中的地

位密切相关，因为圣经中关于神迹的记载都是出

自先知们 （耶稣使徒）的证人证言，很多人也正

是基于这些证词而相信有神迹的。

休谟从自己的经验主义哲学出发，一开始就

告诫我们：经验尽管是我们事实推理的唯一指

引，有时却会致使我们犯错。以休谟所生活地区

１９





本文系教育部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知行哲学的当代研究”（１１ＪＪＤ７２００１９）、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古典实用主义推理

论研究”（２０１３ＢＺＸ００２）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留华，河南周口人，哲学博士，（上海２００２４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①　为避免不同版本引用上的不必要分歧，根据国际上相关研究的惯例，本文对于选自休谟 《人类理智研究》第十章的引文，不

标注页码，只标注章节数。譬如，“１０２”表示该书第１０章 “论神迹”的第２节。
②　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ａｎｄｅｒｓＰｅｉｒ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ｏｆＣｈａｎ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ｆ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Ｐｅｉｒｃ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

ｐ２９２．
③　Ｉｂｉｄ．，ｐ２９５．
④　历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之多可谓汗牛充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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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气为例，“有人在我们的气候条件下期待六

月里每周天气都要好过十二月，这样的推理往往

是正确的，而且与经验相符；但可以肯定的是，

就事情的实际发生而言，他可能发现自己弄错

了” （１０３）。很显然，对于类似 “六月天好过

十二月天”的许多经验断言，很多时候，尽管不

难找到 “正面”的经验场景来印证，但仍然会有

一些 “反面”的经验场景让断言失效。休谟强

调，这并不是经验本身的错误， “我们无可抱

怨”；然而它启示我们：面对经验知识的如此不

确定或盖然性，任何事实推理都必须遵循一条原

则，即 “聪明人应该按照证据比重来建立信念

（ａｗｉｓｅｍａｎ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ｈｉｓｂｅｌｉｅｆｔｏｔｈｅ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这里所谓 “证据比重”就是指：当我

们的诸多经验观察 （休谟称之为 “实验”）存在

某种对立 （就像对于 “六月天是否好过十二月

天”那样）时， “我们必须衡量这些对立的实

验，从大数目的一方中减去小数目的另一方，从

而获知最终那个高阶证据的精确效力” （１０４）。
简单来理解，休谟似乎是在说：笼统讲 “经验表

明Ｓ是Ｐ”对于我们建立自己的信念而言是无意
义的或至少是含糊不清的，因为对于同一种陈述

“Ｓ是 Ｐ”往往既能找到 “正面”经验，也可以

找到 “负面”经验；因此，重要的不是存在什么

对于 “Ｓ是Ｐ”的证据，而是此种证据在比重上
是否具有压倒性。

上述关于经验证据的一般原理非常符合普通

人的常识，看起来不容置疑。于是，休谟紧接着

便将其应用到人类生活中事实推理之 “最寻常、

最有用甚至也最必需”的一种，即 “基于证词的

推理”。在此种推理中，证人证词的真实性 （即

观者见闻陈述与事实的相一致）非常关键。证词

之所以具有权威进而能作为一种证据，完全是因

为它建立在过去的经验之上①。跟所有其他源于

经验的证据一样，当并非所有经验观察都完全支

持或否定某一证词所陈述的事实，而是出现有正

反两方面经验场景时，我们应该进行某种 “平衡

运算”，即权衡 （ｂａｌａｎｃｅ）那些对立的经验场
景，从而算出该证词最终的证据效力。证词之所

以有此种 “对立性” （ｃｏｎｔｒａｒｉｅｔｙ），原因有多个
方面，如 “不同证词之间彼此矛盾”、 “证人数

量不够多”、“证人有利益之嫌”、“证人举证方

式过于犹豫或武断”等等。这些 “对立性”因

素都会削减或破坏 “基于证词的推理”的论证

力。比如，假设证词所要确立的事实带有异常和

奇特之处，一方面证人证词基于上述经验上的理

由 （如证人一向诚实等等）而具有权威，另一方

面由于实际经验中证人数量过少 （正因为见证者

少所以才 “异常”）而丧失权威②，该证词的证

据力就按照所言事实的异常程度而相应有一定程

度的削减。根据他一贯的反必然联系 （即反因果

联系）立场，休谟强调：“我们之所以信赖目击

证人和历史学家，并不是由于我们在证词与事实

之间先天知觉到了某种必然联系，而是因为我们

通常都发现二者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所要验证

的事实是很少被我们观察到的那种，便出现两方

对立实验之间的竞争；其中一方会破坏另一方的

效力，而最终余下的效力才是作用于我们心灵之

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同样的一种经验原则不仅

让我们对于见证者证词保有一定程度的确信度，

而且还让我们对于见证者试图确立的那个事实保

有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其中的矛盾必然引起一种

平衡力，使得信念和权威相互破坏。”（１０８）
最后，休谟来到了证词 “对立性”的一种极

端例子，即有关神迹的证词。这种证词的特别之

处在于：它所见证的事实是神迹，神迹不仅仅因

为很少有人发现而显得奇特，而且完全是 “对于

自然法则的违背”。譬如， “所有人都会死”，

“铅不能自己悬在空中”， “火能燃木，水能灭

火”，这些都是自然法则，而所谓神迹就是能阻

止这些自然法则的事情。也就是说，经验即 “自

然进程”中绝不会出现神迹这样的事情，一切经

验场景必然都是否定神迹的，否则它们也不会被

称为神迹了。于是，休谟认为：“由于稳固不移

的经验已经确立了这些法则，单从事实本身来

２９

①

②

譬如，经验告诉我们：人的记忆力在一定程度上是牢靠

的；人都倾向于讲真话，正直不阿；人在被发现撒谎时往往感

到羞愧；等等。正是由于这些根植于人性中的品性，证人证词

才具有了权威。

为使这一点显而易见，休谟引用了有关以诚信闻名的古

罗马政治家卡托的一句谚语，“这样的故事，即便是卡托讲给我

听的，我也不会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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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就可以证明神迹是不存在的①。这是从经验

出发 所 能 设 想 出 来 的 一 种 最 完 备 论 证。”

（１０１２）
到此，休谟反对神迹的论证好像已经结束，

但为了表明自己论证的彻底和严密，也为了强调

既有关于神迹存在的论证 （如果我们承认它们是

论证的话）是不成立的，他在此基础上，似乎有

意暂作了一次让步：“这样一种 ［单从经验齐一

性出发所作出的］证明不可能被破坏，即，神迹

不可能变得可信，除非有一个对立证明处在更高

阶上。” （１０１２）在经过如此保留之后，休谟得
出了自认为无懈可击的结论，并再次强调自己的

“平衡运算法”：“任何证词都无法充分确立一种

神迹，除非这样一种证词出错之后会比它所试图

确立的那个事实更像是神迹；而且，即便在那种

情况下，存在着论证之间的相互推翻，我们的确

信度要与高阶论证一方扣除低阶一方之后所余下

的效力相适应。” （１０１３）譬如，有人告诉你：
他看见死人复活了，你要自己考虑一下：“这个

人是骗你了或本身就受骗了”，“他所讲的那个事

实际上发生过”，两件事哪一个更有可能？你要

把其中一个与另一个衡量一下，最后抛弃那个更

像神迹的事件。如果他的证词出错倒更像是神

迹，那么，这时而且只有这时你才可以相信他所

说的话。尽管如此让步，但休谟的意思并非说在

某种可能情形下有理由相信神迹，因为在 “论神

迹”的第二部分中，休谟通过大量的实例详细地

表明：对于神迹事件，从来都没有过与 “否定其

存在的证明”相对立的 “支持其存在的证明”；

对于神迹所已提供的任何现有证词都从未达到某

种 “概率”，更别说是 “证明”了 （１０３５）。对
此，休谟给出了四个方面的理由：（１）见证人的
品性和数量不够；（２）群众原本就倾向于编造和
相信离奇的故事；（３）神迹故事在野蛮无知的民
族中大量存在，这意味着它们实际上是想象的产

物而非事实证明的结果；（４）不同宗教关于神迹
的证词之间有矛盾。

以上基本上就是被人誉为 “哲学入门经典篇

章”② 的 “论神迹”一文的核心了。总结起来

讲，如果忽略旁枝末节，只抓思路脉络，休谟那

个 “著名论证”的结构似乎包含了以下前提和结

论③：

前提１：是经验才让有关神迹的证词获得了
权威。

前提２：同样也是经验让我们确信自然法
则。

前提３：神迹就是对于自然法则的违背。
中间结论 １：关于神迹，存在着对立性经

验。（由前提１、２、３产生）
前提４：面对对立性的经验时，我们必须运

用比率算法，根据证据比重来建立信念。

中间结论２：对于神迹是否存在，我们要运
用比率算法，根据证据比重来建立信念。（由中

间结论１和前提４产生）
前提５：对于 “自然法则”的有效，存在着

齐一性的经验基础。

前提６：有关神迹的现有证词并不能证明神
迹的存在，甚至也不能为其提供任何的概率。

中间结论３：对于神迹的存在，并不存在压
倒性的经验证据；即便考虑到关于神迹存在可能

会有什么新证词，证词出错的可能性也至少与神

迹存在的可能性一样高。（由前提５、６产生）
总结论：我们无法依据经验相信神迹存在。

（由中间结论２、３产生）

二、皮尔士的观察和评论

１９０１年，皮尔士应史密逊研究院邀请围绕
“自休谟以来 ‘自然法则’观念的变化”撰写一

篇研究报告。皮尔士的报告共分为 “何谓自然法

则？”“在休谟时代的英国专家学者之外的知识大

众持有什么样的自然法则概念？”“今天的知识大

众持有什么样的自然法则概念？”等１１个部分。
在其中第５部分 “休谟的反神迹论证是什么？”，

３９

①

②

③

在休谟那里，证明 （ｐｒｏｏｆｓ）是指 “由不容置疑或毫无

异议的经验出发所作的论证”，譬如根据经验事实对于 “人都会

死”的论证就是一种证明。它既不同于数学上的形式演证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也不同于那种基于非齐一性经验所作的概率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引者注

ＥｄｗａｒｄＣｒａｉ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ＶｅｒｙＳｈｏｒｔ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２７．

这些作为前提或结论的基本命题，用休谟本人富有断定

性的说法就是 “准则”（ｍａｘｉ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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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对于休谟的 “论神迹”一章逐节分析，较

为详细地给出了自己的评论。

虽然报告撰写所要求的主题是 “自然法则”

（ＬａｗｏｆＮａｔｕｒｅ，有时译为 “自然规律”），但皮

尔士明确表示：休谟的反神迹论证与自然法则概

念并不存在内在联系①。当休谟把神迹界定为

“对自然法则的违背”时，他并不打算驳斥古代

或近代中关于 “自然法则”或 “神迹”的定义，

根据 “合作诠释的原则”，休谟不过是在说 “神

迹乃与现存齐一性经验相对立的事件”②。如此

把有关休谟反神迹论证中涉及语词之争的内容排

除之后③，皮尔士专注于休谟反神迹论证中自成

一体的推理观念。对于此种推理观念，皮尔士整

体上的评价为： “错得无药可救、无以弥补。”④

在前文对于休谟论证的结构展示中，我们已经看

到，休谟论证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 “比率算法”。

而皮尔士的批评正是集中在可以体现休谟比率算

法之核心的一句话上，即 “聪明人应该按照证据

比重来建立信念”（１０４）。
为了使得讨论更有针对性，皮尔士首先试着

以休谟的意图 （即为了成为具有数学严密性的

“决定性论证”）诠释其中三个彼此相连的术语：

“证据”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信念” （ｂｅｌｉｅｆ）、“按比
重”（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１）休谟所谓的 “证据”。皮尔士举例给予

说明。假设我们知道在一个空罐子里放进了１只
黑球和１０只白球，我们把罐子里的球充分摇晃，
然后随机拿出１个，看完后重新放回去。如此反
复进行，在经过１０次、２０次、３０次之后，分别
算一下从一开始起取出白球的总数与取出黑球的

总数的比率，我们会发现：每一次计算的比值都

相差不大，非常接近于 １０：１⑤。也就是说，从
长远来看，每取出１次黑球会有１０次取出白球。
而我们之所以能确信有这样的精确结果，是因为

我们事先知道了一个事实，即罐子里原本有１只
黑球和１０只白球。这个已知事实，相对于我们
对未来所取球颜色的判断而言，就是休谟所谓的

“证据”或 “证据项”（ｉｔｅｍ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２）休谟所谓的 “信念”。按照休谟的意

思，当一个人把某一事实作为上述意义上的 “证

据”时，他心中会产生一种感觉，想象未来会有

某一种可能结果出现，譬如，会考虑是否第１１、
２１、３１次取出的球是白球。皮尔士指出，这种
感觉他本人会称之为 “期望”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但
休谟却赋予其 “信念”之名。当然，根据此种作

为期望的 “信念”，就下一次所取球颜色是否为

白色而言，有时会为正信念，有时会为负信念。

（３）休谟所谓的 “按比重”，即 “根据证据

比重来建立信念”。如果证据有多方面，而相应

产生的信念有正负之分，那么，总证据所产生的

总信念就需要根据比重来计算。对此，皮尔士接

着上述罐子里取球的例子加以说明。现在假设我

们知道罐子里装有１只黑色象牙球、１０只白色象
牙球、３只黑色木头球、３０只白色木头球。根据
以上所界定的意义，我们不仅有 “一项证据”表

明：从长远来看，每取出１次黑色球会有１０次
取出白色球；而且还有 “一项证据”表明：从长

远来看，每取出 １次象牙球会有 ３次取出木头
球。需要注意的是：这 “两项证据”是彼此独立

的，即这里算出的白色球与黑色球之比１０：１独
立于所取出的球是象牙球或是木头球，木头球与

象牙球之比３：１也独立于所取出的球是黑色球
或是白色球。接着，我们假设找一位孩子来取

球，要求他每次取出后看一下，如果是黑色木头

球或是白色象牙球，就拿给我们看；如果是黑色

象牙球或是白色木头球就不拿给我们看，直接放

回罐子里。根据概率计算法则，由于已知罐子中

原本的内容，便可以计算出这位孩子拿黑色木头

球给我们看的比率是：１／１０×３／１＝３／１０。在休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ａｎｄｅｒｓＰｅｉｒ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ｏｆＣｈａｎｃｅ：Ｓｅ
ｌｅｃｔｅ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ｆ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Ｐｅｉｒｃｅ，ｐ．２８４．

Ｉｂｉｄ．，ｐ．３１３．
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关于休谟反神迹论证的得失，正方

双方的争议点之一就是：休谟在驳斥神迹存在之前便把神迹界

定为 “对于自然法则的违背”，这到底有没有出现循环论证？在

皮尔士这里，他强调读者需要同情地理解休谟的那些含糊文字，

就是相信休谟不会犯 “循环论证”那样的低级错误，从而更希

望将争论引向深入的地方。

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ａｎｄｅｒｓＰｅｉｒ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ｏｆＣｈａｎｃｅ：Ｓｅ
ｌｅｃｔｅ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ｆ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Ｐｅｉｒｃｅ，ｐ．３１２．

皮尔士习惯上使用 “比率”一词，但这不难转换为现

代意义上的概率。譬如，所取出的白球数与黑球数之比为１０：
１，由此可知：取出白球的概率为１０／１１，取出黑球的概率为１／
１１。有鉴于此，本文在提到比率时，同时包含有概率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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谟 （以及部分数学家）看来，所谓 “根据证据

比重来建立信念”就是指：我们在决定应该在多

大程度上相信一个人的证言 （即休谟称之为 “信

念”的那种感觉的强度）时存在着与此类似的比

率算法①。比如，假设我们知道一位证人每发现

讲３次真话会有１次讲假话———此乃证人的 “诚

实性” （ｖｅｒａｃｉｔｙ），而且知道这位证人所讲之事
每发现１次为真会有１０次发现为假———此乃证
言的 “可信度”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这里，证人每发
现讲３次真话会有１次讲假话，类似于罐子里每
取出３次木头球会有１次取出象牙球；而证人所
讲之事每发现１次为真会有１０次发现为假，则
类似于罐子里每取出１次黑色球会有１０次取出
白色球。因此，证人证言为真 （即这位证人说真

话而且所讲之事为真）的比率，就等于证人讲真

话的比率３／１乘以证人所讲之事为真的比率 １／
１０，即３／１０。

基于以上对于 “聪明人应该按照证据比重来

建立信念”的解析，皮尔士很容易指出了休谟比

率算法的错误所在，即休谟认为过去经验归纳中

的 “那些单独的经验实例或他所谓的 ‘实验’

可以在逻辑上相互 ‘权衡’，好像它们是独立

‘证据’一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②。皮尔士给

出的解释是：那些单独的经验实例 （比如某某证

人讲真话的次数或证言得以验证属实的次数）当

然可以在日常意义上称之为证据，但它们绝非休

谟意义上的独立 “证据”，即借此可以事先通过

计算而绝对地确定未来结果 （比如在某一场合下

讲话是否属实）的已知事实。因为我们之所以能

在罐子里取球的例子中事先确信未来某种结果出

现的精确概率，完全是由于我们事先知道了罐子

里都有什么球；如果不知道罐子里事先放进了什

么球，从中取出一只球后发现是蓝色的，或者第

二次取出后发现也是蓝色的，这些 “经验实例”

就不能让我确信未来取出蓝色球的比率恰好是某

个特定数值。就每一次取球的实际个例而言，所

取出的某个球是什么颜色，这都是事实、是令人

信服的，但我们决不能由此便认为它们就是休谟

比率算法中的 “证据”。在休谟那里， “证据”

意味着一种 “自变量”，由之可以必然得出：长

远来看，必定会恰好以某某的频率 （不多也不

少）发生特定种类的结果。这使得休谟意义上的

“证据”严格来说仅仅涉及纯粹的假言事态，而

我们的世界 （包括证词真伪问题）并不是一个可

以事先知道其装载内容的罐子，即它不是一个信

息完全的封闭系统。在我们的生活中，“过去的

经验并非未来经验的任何 ‘证据’，因为完全可

以设想宇宙安排会改变”③。皮尔士坦言：“这种

错误一直有人在犯，甚至是一些大数学家也犯

过；但是，唯有休谟陷入了如此显著的荒谬，竟

把那些单独实例当作是独立 ‘证据’。”④

需要注意的是：皮尔士在批判休谟所谓的比

率算法时，并没有质疑作为数学分支的概率学或

统计学。对于休谟错误的根源之一，皮尔士提

到：“它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是客

观概率，是那些构成保险业基石的统计事实；另

一种是主观概率或可能性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ｓ），不过是
表达了我们的某些先入之见。”⑤ 结合上文的分

析，不难理解皮尔士这里所蕴涵的意思：那些可

以作为 “证据”纳入数学概率计算的东西，所涉

及的必须得是基于完全信息的封闭系统 （如罐子

取球或其他类似游戏）或至少类似于或可人为控

制为一种完全信息的封闭系统 （如保险业）。在

这些领域之内 （即所谓 “极端情形下”），概率

是客观的；但如果在其他领域里不加限定地套用

概率之说，由于事先已经把这些领域假定为了封

闭系统，最终所谓的数学概率不过是装扮上 “狮

子皮”的 “主观可能性”，试图粉饰说话人自以

为是的 “先入之见”。结合当时的学术研究情况，

皮尔士告诉我们：十九世纪研究古代史的德国批

评家们就是由于在运用休谟式的比率算法处理历

史证词时把主观概率混同于客观概率，“经常否

认所有证人所提供的 ［看似很不可能的即被证实

为真的概率很低的］证词，反倒把那些在德国大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皮尔士认为，休谟这种 “根据证据比重来建立信念”

的算法实际上是费希纳定律 （Ｆｅｃｈｎｅｒ’ｓｌａｗ，即主观心理感受
与所受刺激强度成比例）的一次拓展应用。他猜测休谟作为一

位心理学家很可能已经预见到了费希纳定律。

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ａｎｄｅｒｓＰｅｉｒ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ｏｆＣｈａｎｃｅ：Ｓｅ
ｌｅｃｔｅ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ｆ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Ｐｅｉｒｃｅ，ｐ３０９．

Ｉｂｉｄ．，ｐ．３０９．
Ｉｂｉｄ．，ｐ．３０９．
Ｉｂｉｄ．，ｐ．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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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城里看似很有可能的 ［即被证实为真的概率很

高］东西当作了历史。但是，每当那些批评家的

否定之词被考古勘探家的铁铲所击破时，他们的

批判态度都令人发笑。”①

三、皮尔士本人的推理论

当然，皮尔士对于休谟反神迹论证的讨论并

不只是解构式的。皮尔士评价：休谟的论证代表

着 “对 ‘通过权衡可能性来判断证词’这个一

般方法的一次史上最强应用”②，他的方法依赖

于一种成问题的预设。而通过对这种预设的批

判，皮尔士同时建设性地交代了自己不同于休谟

的推理论框架。

在皮尔士看来，休谟推理方法的预设就是：

“经验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源头，而且归纳过程乃

从已知通往未知的唯一道路。”③ 但是，“不仅我

们的知识并非单单源于经验，而且每一门科学在

源头上都产生自猜测，只是这种猜测是从经验上

裁剪下来的”；“基于我们所有知识都单纯源于经

验这一设定，归纳过程是不可能得到阐明的，而

且假若它是由已知通往未知的唯一道路，将成为

不可能。”实际上，“我们的硬科学著作，其整个

主旨就在于根据经验来验证假说。而那些通过权

衡可能性来判断证词的著作，其整个主旨只是把

猜测凌驾于所有相关事实之上罢了”。④ 这些话

在为史密森研究院所递交的研究报告中，只是短

短的几句评论。但是，熟悉皮尔士的读者会知

道，它们其实是皮尔士本人哲学尤其是逻辑理论

中非常核心的论题，如果要展开皮尔士这里所指

出的与休谟推理观念之分歧，完全可以用一部厚

厚的专著来详述。为简要显示其基本精神，我们

不妨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说：

第一，从推理论本身来看，休谟比率算法的

错误是：尽管借用数学上的概率知识来帮助推

理，但毕竟 “没有解释那些 ［被视为很不可能即

主观概率极低的］证词到底是如何成为现在这个

样子的”，“真正的方法是：在各种情况下都要解

释证词，然后，把所得出的解释作各种可能的检

验”。⑤ 从知识的获取过程来看，我们当然不会

把历史证词直接当作知识；皮尔士显然也不是

说：既然圣经中有关于神迹存在的证词，因此就

真的有违反自然规律的虚构幻象或灵异之事存

在。毋宁说，皮尔士是要强调：面对那些证词所

描述的与人们既有信念 （包括自然法则）相违背

的 “新现象”，我们无法也无权以某种数学公式

简单地排斥或无视，而是要将其看作科学探究中

有待解释的 “反常现象”或 “惊奇现象”，从而

为我们在未来探究中发现新法则提供机会。回到

休谟，他似乎也希望区分关于复活的神迹与科学

探究中 （如水会结冰）的那些惊奇现象 （ｓｕｒ
ｐｒｉｓｉｎｇ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前者不可信 （因为有违自

然法则，属于ｍｉｒａｃｕｌｏｕｓ），后者却可信 （可用于

探究新的自然法则，属于 ｍａｒｖｅｌｌｏｕｓ）。（１０１１）
但是，皮尔士提醒我们铭记：唯有探究，而非演

算，才能真正区分开二者。

第二，在科学探究中，面对经验中所发现的

“反常”或 “惊奇”现象，第一步的推理就是猜

测。当然，这里的猜测并非随意的乱猜或脱离经

验的主观臆断，而是合理的猜测，或用皮尔士的

术语来讲，就是外展推理 （ａｂｄｕｃｔｉｏｎ）。外展是
为解决异常现象而引入解释性假说的一个推理过

程，是唯一能产生新知识的一种逻辑推理形式。

有人可能认为，归纳才是科学探究的第一步，但

皮尔士告诉我们：“科学逻辑中出现混乱或错误

观念的最大根源在于，不能区分科学推理中各个

不同要素之特征的本质差别；其中最常见也最糟

糕的一种混淆是，将外展推理与归纳推理合在一

起 （有时也与演绎相混）视为单个论证。”⑥ 外

展推理由事实出发，一开始不具有任何特殊理

论，但激发它的感觉是：需要有一种理论来解释

奇异事实；而归纳推理由似乎自动出现的猜测出

发，一开始就具有一种特殊理论，但它感到需要

有事实来支持此理论。在这种意义上，二者显然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Ｉｂｉｄ．，ｐｐ．３２０－３２１．
Ｉｂｉｄ．，ｐ．３２０．
Ｉｂｉｄ．，ｐ．３２０．
Ｉｂｉｄ．，ｐ．３２０．
Ｉｂｉｄ．，ｐ．３１４．
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ａｎｄｅｒｓＰｅｉｒｃｅ，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Ｐｅｉｒ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ｓ（Ｖｏｌ２），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Ｉｎｄｉａｎａ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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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外展推理寻求的是理论，而归纳推理寻求

的是事实。此外，外展推理的效力虽然很弱，但

它却是一种涉及自控过程的逻辑推理形式。由于

往往有许多假说能解释同样一些奇异现象，这种

逻辑上的自控往往体现在从各个假说中优选其中

一个。而优选假说的标准可能包括：“必须能够

接受实验检验”、“必须能对我们当前所面对的奇

异事实作出解释”、“经济原则”（即考虑到推理

总是有成本的，人类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只能有

比较少的假说能够进行检验）等等①。可以预

见，既然皮尔士把猜测或假说作为一种推理形

式，那么在他那里，“经验从来不会导致绝对的

确定性、严格性、必然性或普遍性”。事实上，

可错论正是皮尔士哲学的内核②。

第三，与外展推理紧密相连，完整的探究过

程总是外展、演绎和归纳三种基本推理形式循环

推进的一种实践过程。演绎，证明出 （ｐｒｏｖｅ）
某物一定是 （ｍｕｓｔｂｅ）什么；归纳，显示出
（ｓｈｏｗ）某物事实上是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ｉｓ）可行的；外
展，仅仅建议 （ｓｕｇｇｅｓｔ）某物可能是 （ｍａｙｂｅ）
什么③。在我们人类科学探究、获致知识的过程

中，外展推理置于首位，其目的在于发现和形成

假说。外展是为解释违反规律 （或习惯）的意外

事实而产生假说的创造性过程，它能产生新信

息，是所有科学研究甚至是所有常人活动的中

心。但这种假说并没有提供安全可靠的结论，它

必须要接受检验。于是，还需要演绎，需要通过

由假说推演出一系列结论即得出诸多预言；再后

由归纳回归到经验，旨在通过观察被演绎出的结

果是否成立或在多大程度上与经验一致来证实或

否证那些假说，即检验假说的可信赖度。在这前

后相继的三种推理形式中，外展从意外事实推到

对事实的可能性解释，演绎从假说性前提推到相

应结论，归纳则从实例推到一般化概括，三者分

别完成了科学的三大任务：“发现原因”、“预言

结果”、“发现规律”。经过这样反复不断的科学

探究，我们方能不断接近真理。

第四，对于 “有关奇异事件的证词”或其他

“反常现象”的探究之法，典型反映了有关事实

推理的 “科学逻辑方法”，而由皮尔士所开创的

实用主义正是此种科学逻辑方法的结晶。在１９０３

年哈佛讲演中，皮尔士明确把实用主义作为有关

外展的逻辑学：“如果你仔细考察实用主义问题，

你就会看到他只不过是外展逻辑的问题。就是

说，实用主义提出了一种特定准则，这种准则如

果可靠的话必定使得任何其他有关假说之作为假

说———即，作为有用暗示而持有的对于现象的解

释———的准入性规则不再需要；而且，这一点是

实用主义准则真正所要主张的全部内容，至少就

逻辑学范围内而不被理解为心理学命题来说。因

为实用主义准则是说，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不

具有任何逻辑效果或意涵上的差异，除非联系到

其他概念和意向，可设想到它能够与另一概念不

同地修改我们的实践行为。”④ 在这种代表实用

主义精神的 “外展逻辑”中，核心是假说的提

出，但它并不限于外展推理，而是同时涉及归

纳、演绎等其他两种推理。其中呈现的由假说到

知识或曰选择和最终接受假说的过程，是我们借

以成功辨别某一惊奇现象到底是否为神迹的唯一

选择，也是任何其他有关事实问题的推理的必由

之路。可以说，在不同于数学世界的经验生活

上，实用主义终将是我们推理的基本原则。

四、小结：事实推理的地位？

将休谟的反神迹论证与皮尔士的推理论进行

对比，必须承认，休谟同皮尔士一样认识到了事

实推理之不同于数学推理，因为事实推理涉及到

偶然性丛生的人类生活经验。但是，由于休谟在

处理事实推理时不过是通过比率算法把事实推理

最终还原为概率计算 （数学推理的变种），皮尔

士最终无法容忍休谟的推理论形态。我们已经看

到，在皮尔士那里，不仅存在着包含有猜测成分

的推理形式，而且任何完整的知识获得过程都必

须同时包含演绎 （数学推理的形式）、归纳、外

７９

①

②

③

④

张留华：《科学探究中的经济问题》， 《自然辩证法研

究》２００７年第８期。
张留华：《可错论视域下的古典实用主义》，《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ａｎｄｅｒｓＰｅｉｒｃｅ，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Ｐｅｉｒ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ｓ（Ｖｏｌ２），ｐ．２１６．
Ｉｂｉｄ．，ｐ．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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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三种推理形式。站在今天来看，皮尔士与休谟

的分歧涉及到当代逻辑学或推理论中非常重要的

一个争论，即数学或数理逻辑能涵盖包含事实推

理在内的所有逻辑推理吗？

关于推理，一个可谓经典的分类法是：所有

推理要么是必然推理，要么是或然推理。随着现

代逻辑的发展，以必然推理为研究对象的演绎逻

辑越来越多地从数学上得到精确刻画，并产生了

一系列令人赞叹的理论成果和应用价值。这种进

步激励许多厌倦偶然性 （陌生性）的研究者借用

更多的数学工具来刻画以或然性推理为研究对象

的归纳逻辑等等，从而期望消除事实推理中的不

确定性。休谟运用比率算法来反对神迹，应该是

为这批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示范①。在今天，概

率统计已然成为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工

具。但是，根据皮尔士对休谟这一 “权威”的批

判式分析，我们似乎要强化一种意识，即一位谨

慎而负责任的逻辑推理者至少应该区分开 “在社

会科学研究中应用概率统计等数学工具”与 “把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事实推理等同于概率统计等数

学推理”。对于前者，笔者无法做出评价，但后

者显然是犯了与休谟一样的错误，即假定了生活

中的经验个例就是休谟意义上可计算的 “独立证

据”，因而一切或然推理不过是概率计算。而也

正是因为他们假定了一切有关事实问题的或然推

理不过是精确的概率计算，他们认为事实推理并

不需要外展推理，因而也不需要 “实用主义精

神”指导下的未来实践检验。这种做法由于错误

假定了现实的生活世界等同于理想的数学世界

（完全信息下的封闭系统），最终必然会使得看似

精确的结论不过是研究者自以为是的主观猜测而

已。

皮尔士结合证词理论讲的一段话，对于我们

在概率统计大行其道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中重新

思考事实推理与数学证明的关系，颇有启发，不

妨用作本文的结束语：“有一些概率论文是专门

为着数学发展而撰写的，但它们在 ［涉及经验事

实的］逻辑方面却很弱。它们把证词视作可以彼

此平衡和抵消的 ‘证据’。也就是说，它们认为

一位证人等等的人格本身就能绝对使我们确信他

会在每多少回中说错一次，不多也不少。在我看

来，这很荒唐。”②

（责任编辑　任　之）

８９

①

②

应当说，这也是休谟身上至今仍然吸引当代部分实证主

义倾向哲学家的 “魅力”之处。

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ａｎｄｅｒｓＰｅｉｒ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ｏｆＣｈａｎｃｅ：Ｓｅ
ｌｅｃｔｅ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ｆ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Ｐｅｉｒｃｅ，ｐ．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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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世界性”与 “地方性”

———马克思与儒学的视角


朱　承

【摘要】“世界”与 “地方”的观念冲突一直以来是中国思想中的重要问题。从马克思思想的角度看，随着世界历史进

程的发展，单一民族的问题往往都能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问题，因而我们更应该从 “世界性”的视角来反思地

方性、民族性的问题；从传统儒家的角度看，“天下”观念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思考世界性问题，因而具有超越

“地方性”“民族国家”的意义。当代中国既要超越 “地方性”的局限，又要摆脱 “华夏中心主义”的观点，形成一

种理性的、开放的 “世界性”视野。

【关键词】世界性；地方性；世界历史；民族国家；天下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９９－０６

　　自近代以来，随着技术的急速变革，人类交
往活动呈无限扩大的走势，原有的封闭性的地方

性生活方式受到巨大冲击，“世界”成了人们生

活中的超级概念。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立足

于世界民族之林”等等话语成为地区生活、民族

国家的 “政治上正确”的话语。然而，在 “世

界性”逐渐为世人所广泛接受的同时， “地方

性”“民族主义”等概念从未退场，甚至一些狭

隘的民族主义观念还在很多地方、很多国家成为

主导性思潮，警惕和拒斥世界潮流的思想依然有

很多拥泵。

我们知道，从近代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

看，地方主义 （民族主义）的崛兴与全球主义的

潮流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近代资本主义在全球范

围内的扩展刺激了各民族国家的觉醒，来自外部

的打击与压迫点燃了民族国家对于本民族无上的

热情。这样看来，地方主义 （民族主义）的兴起

正是世界化、全球化刺激的后果。在这样的情势

下，伴随着 “世界性”“全球化”的观念广为人

接受的同时，“地方性”与 “世界性”乃至 “民

族主义”与 “世界主义”的思想冲突时有发生。

就当代中国而言，即使是我们不断宣称进入

全球化时代，不断强调对外开放，但 “地方性”

与 “世界性”也一直是理论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问题。关于 “世界性”与 “地方性”观念的论

争问题，在中国古代儒家那里表现为 “夷夏之

辨” “夷夏之防”。在 “夷夏之辩”中，占主导

性立场的往往是极力拒斥和贬低中国之外的文明

与文化。《论语·八佾》说： “夷狄之有君，不

如诸夏之亡也。”邢籨疏：“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

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

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

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①这一解

释具有代表性：儒家因有礼义而自认高于夷、

狄、戎、蛮等四方，其中的华夏文化中心主义溢

于言表。《孟子·滕文公上》曾说： “吾闻用夏

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里提出的 “夷

夏”问题，同样出于对华夏文化的高度自信，而

对华夏之外的文化则持贬低的态度。在孔孟那

里，虽然没有 “地方性”与 “世界性”等现代

性观念，但是其对 “特殊地方” （如华夏、夷

狄）之间的区别却是十分敏感，并力主文明在区

分地方之间差异的独特重要性。

虽然儒家贬低其他文化、拒斥地理意义上的

“世界”，然而却认同世界主义观念。儒家主张

“华夏的观念即是世界的观念”，传统儒家认为华

夏的文化和文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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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因此，其他地

方应该效仿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华文明，万邦来

朝，四方归之。换句话说，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

文化主张 “世界性”优先于 “地方性”，但同时

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最具有 “世界性”。 “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其他地方都应该以华夏文化为

典范，以 “天朝”为世界的中心，这种观念直到

清代中叶依然存在。可见，中国文化的 “世界

性”观念往往以中国的中心地位为前提。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从军事、政治、经

济、文化等多方位对中华文化的致命冲击，儒家

文化、中华文化至上的信念逐渐动摇，“中体西

用” “西体中用”等调和中西的观念不断出现，

甚至出现了 “全盘西化”的观念。当然，伴随着

中华文化至上观念的跌落以及列强的入侵，一种

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兴起，竟成中国近代主

流。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对西方也出现了从惧

怕、模仿转变成抗拒、批判的戏剧性转变。

“世界”（天下）和 “地方”一直是中国思

想观念中的重要问题。无独有偶，在当代中国主

导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那里，也有很多相关

思考。本文试图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讨论的 “波

兰”问题为出发点，并结合中国儒家的天下观

念，进而对 “世界性”与 “地方性”的关系做

一讨论。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

“在英国解放波兰”

　　在主张 “世界性”视角优于 “地方性”视

角的观念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与儒家的世

界性主张有一定的相通之处。马克思、恩格斯１９
世纪中叶发表过几篇关于波兰问题的演讲，我们

可对其 “世界性”视角与观念做一分析。

波兰１７７３和１７９３年曾两度被外国侵略者瓜
分，１７９５年普鲁士、奥地利、沙皇俄国再次瓜
分波兰。１８３０年１１月，波兰人民在华沙举行反
对沙皇俄国的武装起义；１８４６年 ２月，在俄、
普、奥共管的克拉科夫发动武装起义。马克思和

恩格斯分别在１８４７年至１８４８年纪念１８３０年波
兰起义和１８４６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大会上发
表演说，对波兰问题有着专门而独到的见解，表

现了他们超越 “地方性”的 “世界性”视野。

马克思从当时资产阶级的世界性联盟出发来

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超越民族性的

联盟存在。他指出：“现在存在着一种各民族的

资产阶级兄弟联盟。”① 当时，欧洲各国的既得

利益者虽然在经济上存在竞争，但保护工厂主们

获得利润最大化的统治秩序则需要大家共同维

护。所以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里在资产阶级

各个成员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

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本国

的无产者；同样，各国的资产者虽然在世界市场

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

弟联盟以反对各国的无产者。”② 因此，一国的

阶级冲突、一国内部的阶级对立应该被看作是整

个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对抗。而要解决阶级之间的

对抗，需要从对抗最为严重的国家着手来取得胜

利。这种胜利具有典范性，也具有决定性，会对

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阶级予以沉重打击，也就从

根本上解决了其他国家的问题。于是，马克思提

出了著名的论断——— “在英国解放波兰”： “在

所有的国家里，英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

的对立最为尖锐。因此，英国无产者对英国资产

阶级的胜利对于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

具有决定意义。因此，不应该在波兰解放波兰，

而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③ 这一论断是根据当

时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所做出的。英国是世界资

本主义的最发达国家，思考和解决英国的问题，

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具有示范性。显然，马克思

是坚持从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地方性的局部问

题。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了 《共产党宣言》以来

的立场，这就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

们希望无产者不要单纯地看待他们斗争的意义，

不要孤立地进行阶级斗争，“打到你们国内的敌

人，那时你们就可以自豪地感到，你们消灭了整

个旧社会”④。也就是说，各民族国家的 “政治

革命”具有共同目标和共同敌人，革命的意义不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的演说》，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９４页。

同上，第６９４页。
同上，第６９５页。
同上，第６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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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某个民族，而是对整个旧的世界都有着深远

影响。各民族不是孤立地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即

使是处于优势的一方，也是不自由的民族，“一

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

获得自由的”①。同时，恩格斯还认为：“既然各

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

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

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

抗各国资产者的兄弟联盟。”② 他呼吁工人阶级

跳出民族、国家的局限来进行革命行动，把目标

指向资产阶级，而非某个特定的民族。民族问题

往往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民主问题往往是国内

问题，而在马、恩看来，基于经济利益而产生的

阶级斗争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基于一种世界

性的眼光，马、恩将民族问题、民主问题以及阶

级抗争三者等而视之：“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问

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做一回

事，这就给整个欧洲做出了光辉的榜样。”③ “由

于克拉科夫起义，波兰问题已由过去的民族问题

变成各国人民的问题。”④ 这说明马克思、恩格

斯作为思想家的一种恢弘的 “世界性”视野，他

们将局部的问题转化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问题，

这也代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性优先于地方性之角

度，来分析波兰问题以及解决波兰问题的意义。

时过境迁，欧洲和世界的政治经济局势已经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如果孤立、狭隘地理解 “在英国

解放波兰”，在一定意义上无疑是荒谬的。那么，

我们今天如何来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路

呢？我们认为，如果抱着 “同情的理解”之态

度，不苛责古人，我们还是可以做出一些有意义

的解读。这种解读首先应该建基于 “世界性”眼

光，即不孤立地看待某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发

展，而是将其融入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来审视。

因而，历史地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超越

性视野对我们今天如何理解 “地方性”与 “世

界性”、思考全球化以及民族国家的问题，依然

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二、世界历史与世界性眼光

现代新儒家冯友兰曾提出过用世界历史进程

来看待中西文化的区别，他说：“所谓西洋文化

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

因为它是近代或现代底……一般人心目所有之中

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异。”⑤ 冯友兰提出

的这个思路，是将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的历史，有

古代、近代、现代之分，而无地方性的差别。从

世界历史的进程来看，这无疑是有所见的。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欧洲工业革命的进展，原

初各自分割的政治共同体不可逆转地走向了世界

历史的舞台。“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而不是在

波兰解放波兰”，人类普遍意义上的问题往往超

越民族国家而具有世界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

来，“坏的政治”（旧社会）是普遍的，旧德国、

旧法国、旧波兰、旧英国莫不如是。随着生产力

的发展，社会交往急剧扩大，已经超越传统的民

族国家，因此要建设新社会，就不能拘泥于民族

国家。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有利于彻底认清社

会矛盾的根源来源于经济层面，而非民族、宗

教，这是典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在 《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提出，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

展，“每一个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

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

人所代替”⑥。由于交往的扩大化，历史逐渐向

世界历史转变，人们不可能再是简单的 “地域性

存在”，而是 “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世界历史

性的存在”成为实际性前提，因此马克思把这种

普遍联系和广泛交往的统一世界的历史称之为

“世界历史”。马克思在１９世纪中叶所揭示的世
界历史发展趋势，或者说马克思所展现的 “世界

性”眼光，已经为后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全球

化趋势和浪潮所验证。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恩格斯的演说》，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
６９６页。

同上，第６９７页。
［德］马克思：《论波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２９４页。这篇文稿是
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２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１８４６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
纪念大会上的演说，１９９５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２００９年
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均未收入。

同上，第２９７页。
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４卷，郑州：河

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０５页。
［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

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３８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马克思、恩格斯这种 “世界性”视野，超越

了民族国家来理解其内部的问题，将单个国家的

内部问题转化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问题。安东

尼·吉登斯曾经高度评价过马克思、恩格斯之

“世界性”视角的相关思路： “马克思主张，那

些为把犹太人从宗教压迫与残害中解放出来而作

的斗争，都纯粹是为争取获得局部的利益而作的

斗争。因为在把犹太人从这种压迫中解救出来的

过程中，他们也将会使全人类获得解放。从马克

思的讨论来看，这是一种从宗教的束缚中摆脱出

来的普遍性自由。但还可以进一步概括这一原

则，凭借倡导相互容忍的态度最终能够使每一个

人受益的做法，使得这种解放受压迫群体的斗争

也能够有助于使他人获得自由。”① 吉登斯对马

克思世界主义思想的理解，定位于局部性与普遍

性的关系，强调局部的自由同样具有普遍性的意

义，指出了应该超越民族、国家、阶级、宗教等

来思考普遍性的人类自由问题。

世界历史的进程已经说明，用世界性眼光来

反思地方性、民族性的问题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

的重要标志。在近现代社会里，由于贸易的扩

展、信息的迅捷、交通的便利等因素，无论是政

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往往都

需要从世界性、全球性的角度来进行解读与解

决，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逐步形成。

三、民族国家与天下观念

近代以来，地方性观念中最为突出的是民族

观念。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的政治传统，也是资

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产物。对于近代社会来说，民

族主义是必要的，但不是最好的。印度诗人泰戈

尔针对近代以来各种狭隘的 “民族主义”提出过

强烈的批评：“民族的概念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最

强烈的麻醉剂。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

族可以实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

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② 狭隘的

“民族主义”以族群共同体利益为旗号，推行极

端的自私自利的计划，对其他民族往往造成巨大

的伤害而不自知。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不

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存，因此，从人类长远

利益来看，“民族主义”中的偏狭一面迟早是会

被超越的。

中国古代有天下观念、家族观念和家乡观

念，但少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就国与国的

关系角度而言，在中国古代儒家传统里，往往用

“天下”的观念来超越 “地方性”观念，以 “天

下”的视野去理解世界。儒家的 “天下”观念，

既是在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序列中的

现实观念，也是 “亡国、亡天下”视域中的抽象

观念。无论是作为现实空间性的 “天下”观念，

还是具有文化抽象性意义的 “天下”观念，都超

越了现代意义的 “民族国家”。

近代之前，东西方实际上没有严格的民族国

家概念，在中国是 “天下”的观念，在西方古代

历史是 “罗马”等大帝国的概念。梁启超讨论近

代以来勃兴的 “国家主义”时认为：“欧洲自十

四五世纪以来，国家主义萌茁发展，直至今次世

界大战前后遂臻全盛……国家主义之苗，常利用

人类交相妒恶之感情以灌溉之，而日趋蕃硕。故

愈发达而现代社会杌陧不安之象乃愈著。”③ “国

家主义”是原始的仇外心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

演变过来的政治现象。梁启超还认为中国古代的

“天下”观能避免 “国家主义”的狭隘： “中国

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

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

于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 ‘天下’

之一阶段。政治之为物，绝不认为专为全人类中

某一区域某一部分人之利益而存在。”④ 由是言

之，古代中国以 “天下”为政治的背景，而政治

的背景迭次转变成 “民族国家”则是近代以来的

事情了，所以讨论 “天下”与 “民族国家”，是

在用更远的传统来反思较近的传统。美国学者列

文森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

一个使 ‘天下’成为 ‘国家’的过程。”⑤ 文化

自信是中国人 “天下”观念的基础，但是近代以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

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２６９—２７０页。
［印度］泰戈尔：《民族主义》，谭仁侠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２３页。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４页。
同上，第４页。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

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８７页。



论 “世界性”与 “地方性”

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被逐一击破，作为 “政治共

同体”的 “中国”要保存和发展，必须与其他

地方划清界限，以保持独特性的方式去激发原有

共同体在学习和竞争中生存下来。在弱肉强食的

激烈竞争时期，这样的 “民族”观念无疑具有合

理性。所以，列文森说：“当文化至上论绝望地

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民族主义就占据了中国人

的心灵。”① 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兴起，是和

特定的 “政治共同体”命运相关联的，而且民族

主义的旗帜作为内外政治斗争的工具，确实发挥

了很大的作用，奠定了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然而，民族主义由于基于族群认同和同族保护的

情绪，不可避免地陷入过分强调其民族特性以至

于盲目排他的倾向。

儒家 “天下”的观念，其最大的特点是从人

类整体命运的角度来思考世界性的问题。《大学》

“治国平天下”的观念，虽然并没有今日之世界

地理的意识作为前提，但其指向的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除了这种实体意义上的天下观念之外，儒

家还有一种形上学意义上的 “天下一体”观念。

宋明儒家所称颂的 “民胞物与”（张载）、“仁者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颢）、“大人者以天地万

物为一体”（王阳明）等思想，正是建基于无分

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社会生活范式构建。

以天下为一家，以万物为一体，超越了人类因后

天禀赋、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造成的差别来理

解人类命运，这是宋明儒家思想的卓越之处。这

种思想具体到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它超越了以种

族、民族等为基础构建的国家观念，在现代民族

国家互相为敌、激烈竞争的时代，显然 “陈义过

高”。但从人类命运与前途的角度看， “天下一

体”的思想传统强调人类的命运趋同性，对我们

反思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之间的互相倾轧所造成的

人类灾难，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世界性视角下的现代中国与世界

世界民族国家之间 “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

时期已经时过境迁，世界进入 “和平与发展”的

历史时期，国与国之间虽仍有竞争或敌视，但更

多的是理性交往、公平贸易、人文往来，换句话

说，国家之间的理性关联度越来越密切。在这样

的历史时期，按照上述从 “世界”来看 “地方”

的立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当下的中国与世界？

我们如何看世界？世界如何看我们？

这类问题已经给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人无

穷的魅惑和苦恼，从 “开眼看世界”到 “落后

就要挨打”，到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再到

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提出的 “同一个世界、同一

个梦想”，我们已经有更为拓展、更为开放的视

野来思考周遭的现实问题。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

蒂亚·森提出我们要有 “全人类的眼睛” （ｅｙｅｓ
ｏｆｍａｎｋｉｎｄ），其理由是：“首先是因为我们可能
会认同其他地方的人们，而不只是我们自己所处

的社群，其次是因为我们的选择及行为可能会影

响远处或近处其他人的生活，最后是因为他们凭

借各自的历史和地理视角所持的看法，可能会帮

助我们克服自身的地域狭隘性。”② 在经济全球

化的时代，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能脱离其他国

家而孤立地发展。随着自身活动的开放化，中国

人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认同在不断增长，而且影

响世界以及被世界影响的可能性更是无限扩大，

“世界性”的视角逐渐成为我们观察和思考问题

之不可或缺的背景。正如杜赞奇所言：“现代民

族国家必须面对其他 （包括历史的）共同体的表

述，甚至与之交锋。”③

基于传统 “天下”观念和现代世界发展的现

实，当代中国学者也正在努力提出超越地方性、

民族主义来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赵汀阳提出

“中国式的兼容普遍主义”，主张 “以天下观天

下”④，用世界的观点来看世界。干春松提出

“王道政治”来破除 “民族主义”的偏执性，构

建儒家式的 “普遍主义”，并把全球秩序的基点

放在拥有自主性的个人上，而不是僵死的民族国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同上，第８８页。
［印度］阿马蒂亚·森： 《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

译，刘民权校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２１
页。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

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南

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页。
参见赵汀阳：《天下制度———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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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上，这也是全球政治的逻辑基础①。孙向晨也

指出，建构 “文明国家”的国家理论，最为关键

的要素是展现中国人的普世意识，恢复以人类的

命运为指向的 “天下意识”②。古典的 “王道”

“治国平天下”“藏天下于天下”“天下为怀”等

观念，都是超越民族主义、超越地方性来思考世

界政治乃至人类生活中的根本问题，这些观念对

推进 “世界主义”显然都极具启发性。

但是，目前理论界关于 “世界性”的思考

中，仍然隐含着一些潜在的、值得注意的 “华夏

中心主义”倾向。它一方面有着明确的世界性眼

光，认为应该以普遍性的观点来讨论人类发展中

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依然是 “中心主义”指

向，认为中华文化在解决人类问题时具有优秀性

的价值，强调中国要以天下为怀，而不是认为中

国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这类观点仍然是儒家

“华夏中心主义”的现代性表现形式。说中国要

多担负世界责任，中国要关怀人类命运，以今天

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

问题在于，担负责任、以天下为怀，是否就一定

要确立某种独特的 “中心”地位才能实现？以赵

汀阳的理论为例，美国学者柯岚安就曾批评：

“赵汀阳的 ‘中华治下的和平’使命就与他批评

的西方帝国学者的思想非常相似。”③ 如果说继

续以 “中心”的思路来思考某一特殊地方与世界

的关系，这同西方中心主义者的世界秩序理论或

世界文明观念确有相似之处。任何地方都只是人

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要将自己看成是与

其他国家一道组成的 “世界”中的某个 “地

方”，并非是 “世界”的特殊中心，这才是更为

彻底的 “世界性”眼光。

当代中国对世界影响至大至深，也高度依赖

世界其他地方，早已摆脱了封闭的历史状态。在

这种状态下，我们更要持有世界性的眼光。看待

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必须以世界的观点来看

待世界，而非局限于特殊的 “地方”观念来思考

世界；拘泥于地方性的特殊性来强调自身与人类

普遍文明之间的隔离，显然是僵化的做法。

五、余　　论

经过百余年的曲折历程，中国已经从积贫积

弱的状态转而成为世界大国，将发展的视角从

“地方性”转向 “世界性”之必要性越来越强。

中国不能再局限于将自己当成特殊的 “地方”来

思考中国发展问题，而是要从 “世界”的角度来

考虑自身的发展。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论述

以及儒家的观念来看，“世界性”观念对我们观

察世界、思考中国都具有启发性。

康德曾专门撰文讨论世界公民与普遍历史的

问题，认为突破地方性的 “普遍性的世界历史”

是可能的。“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

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

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

的，并且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

的。”④ 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可能性不仅从理论上

来说是可能的，对于作为一种物种的人类来说，

也是必要的。康德这种观念无疑是在强调超越民

族国家的世界普遍性意义和自然趋势，对我们思

考世界历史发展具有启发意义。牟宗三提到我们

应该用 “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 “现代化”：

“现代化虽先发自西方，但是只要它一旦出现，

它就没有地方性，只要它是个真理，它就有普遍

性，只要有普遍性，任何一个民族都应该承认

它。”⑤ “现代化”“全球化”都是在强调跳出地

域性的局限，去除 “中心主义”的桎梏，以

“世界性”的多元化眼光看待自己、看待他人，

世界氛围、世界形势是我们思考中国问题的背

景，这个背景无论任何时候都无法忽视。“以道

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

（《庄子·秋水》）如果单以所谓 “地方性”或者

“中心”的思路来拒斥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问

题，无疑不是最符合 “道”之通达性的视野。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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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与降格：形而上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命运

罗　苹

【摘要】太极、八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都是人文之元，都是中华文明的本根，也是组成中国古代形而上学

体系的重要元素。百年来，形而上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或被消解，或被降格到形而下的层面。这与中国哲学

史在学科建立之初研究者的写作方式、研究态度和价值取向有很大关系。这样的研究方式损害的不仅是形而上学本身，

对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时受影响的还有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世界。重估中国古代形而

上学的价值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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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史作为学科研究，已经走过百年历
程。但形而上学体系并未成为这门学科研究的重

中之重，反而被消解与降格了。当下，“中国有

无哲学”的提问还时不时牵动着研究者的神经。

要证实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地位，就必须找回中华

文明的本根———形而上学，将中国哲学史的解读

置于形而上学的框架中。

一、隐匿的形而上学

中国古代没有 “哲学”一词。到了近代，日

本学者把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翻译成 “哲学”，被国人所

接受，“中国哲学”的概念也就产生了。 “形而

上学”这一概念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周易·

系辞上传》指明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

之器”，并指出 “一阴一阳之谓道”。梁漱溟谈

到 《周易》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时说：“此刻我们

来讲中国这套形而上学的大意。中国这一套东

西，大约都具于周易。周易以前的 《归藏》、

《连山》，和周易以后流布到处的阴阳五行思想，

自然也不能全一样，然而大致总一样的，足可以

周易代表他们。”①梁漱溟提到中国古代的形而上

学大约都具于 《周易》，还包括 《周易》没有涉

及的五行。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 《文心雕

龙》的开篇 《原道第一》说得更明确：“人文之

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

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

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

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

之？亦神理而已。”太极、八卦、阴阳、五行、

河图、洛书，都是人文之元，都是中华文明的本

根，也是组成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体系的重要元

素。

谢无量认为：“自伏羲画卦，已立形而上学

之根据。”② 《周易·系辞下传》解释：“古者包

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

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

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

情。”八卦是上古时伏羲氏通过观察天象，观察

地理，观察动物、植物，观察人自身创作出来

的。河图、洛书一样是取象于自然。《周易·系

辞上传》有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在描述世界图式的时候，古人采用的方式是多样

的：一是通过语言文字来描述。二是通过卦象来

描述。因为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所以 “圣

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 （同上）。与语

言文字相比，卦象对世界的描述更形象、更稳

定。三是通过数来描述。八卦、河图、洛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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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都来源于天文，不是单纯的数字堆积，而是对

应宇宙规律而有意指的数，并按规律做排列组

合，内含严密的数理逻辑，“数与道非二本

也”①。形而上学体系是古人在与宇宙万物的沟

通中，对共通法则的把握而衍生出来的表达方

式，是对世界整体性的理解方式；是古人以实事

为背景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式，这种世界图式不仅

包含概念的逻辑，而且包含世界本身的逻辑。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在器

（术）之上，道是器 （术）的根本，器 （术）受

制于道，即古人所说的 “制器尚象”。反之，我

们也可以根据形而下、器 （术）来观照形而上、

道。王夫之提出 “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

之器也”（《周易外传》卷５），就很好地说明了
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的关系。形而上学、道

反映的是宇宙的本源、规律、法则。中国古代形

而上学是中华文化的根基与灵魂，它统摄、规范

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经部·易类一》说道：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

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

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 《易》以为说。”李约瑟

在探寻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时，就把五行、阴阳

理论和 《易经》认为是中国科学之基本观念②。

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目的是探求中华文明

的本根，找寻最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阐旧邦

而辅新命。通常学界把古代的 “道学” “理学”

“玄学”与 “中国哲学”等同，然而， “形而上

学”却一直被忽略，无论是从概念上还是内容

上，形而上学都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隐匿了。

陈嘉明说：“在所思考的问题方面，除了道德哲

学方面的相似性外，还有一个被人们所忽视的方

面，即 ‘形而上学’。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对

象，是上帝 （神）概念、世界与自我的心灵，而

中国古代哲学的 ‘天’、‘地’、‘人’概念，实

际上与这三者正好相对应。这意味着，不论中国

或西方，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相同的思考对

象，并且作出具有相似功能的思考，即回答 ‘人

是什么’，解释人与天 （神）的关系问题、人在

世界上如何安身行事的问题，等等。所以，即使

在最富哲学色彩的形而上学方面，中国也不乏有

西方意义上的哲学。”③ 赵林指出：“中国哲学诸

范畴如 ‘天’、‘道’、‘理’等，就其形式而言，

应该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然而由于这些形而上

学的范畴常常被赋予了具体的道德含义，因此从

内容上看，它们仍未超出经验 （即形而下）的

范围。在中国哲学中，一切形而上学的范畴最终

都消融在经验性的道德规范中。形而上学从来没

有被当作一种独立的、与经验活动或实用目的无

关的学问来加以探讨过，那种与道德实践无关的

形而上学通常被视为一种屠龙之术而无人问

津。”④ 当下的中国学者隐约察觉中国古代哲学

中道、形而上学的存在。他们认为，中国哲学并

非没有形而上学，只是形而上学往往被落实到经

验性的道德活动中，从而导致了哲学的道德化，

道德哲学将形而上学遮蔽了。中国只有形式上的

形而上学，而无实质性的形而上学；似乎还存在

一种与道德实践无关的形而上学，它极高明但不

接地气而不被人重视。然而，这些都只是反映了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状况，并不代表中国自古就没

有形而上学。在当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对于整

个形而上学体系还缺少全面细致的认识，还没有

认清它在中华文明中所起的奠基作用。

今天，作为文化原点的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体

系淡出了人们的研究视线，由其衍生出的思维方

式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

是什么呢？一方面，形而上学在中国的式微是一

个历史的过程。在老子、孔子之前，形而上学体

系就已经完备了。但不像西方的形而上学在历史

上有过几次转换，中国的形而上学体系从老子、

孔子开始，除了被思想家不断诠释之外，在实质

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转换与发展⑤。另一方面，

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之初，写作者与研究者就

在有意无意地消解形而上学，同时，形而上学往

往被降格到形而下学的位置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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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解与降格：形而上学的命运

１９世纪中叶，中国古老的大门被西方的船
坚炮利打开，西方科学技术在国人们面前展现出

无比强大的势力。人们一方面急于引进西方先进

的文化技术，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另一方面也

在深挖落后的原因，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和制度必

然成为讨伐的对象，而代表中国文化基础和核心

的这套形而上学就只有躺着中枪的份了。

（一）研究者在 “疑古”思潮与科学主义的

双重影响下消解了形而上学

１９１２年，北京大学设立 “哲学门”，也称

“中国哲学门”，从此开启了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

学科的研究历程。１９１９年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

大纲》上卷出版，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冯友兰的 《中

国哲学史》两卷本出版。这两套书成为了书写中

国哲学史的模本，其写作方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

哲学史学科研究的走向。回望胡适与冯友兰等早

期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态度，也可一窥

形而上学百年来在学界的命运。

胡适是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古史辨派

对上古的史料报着 “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

而失之”的研究态度。胡适断言：“从前一切河

图、洛书、谶纬术数、先天太极……种种议论，

都是谬说。”①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中国的 “科玄论战”中，作为捍卫中华文化

道统的玄学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也是旗帜鲜明地

反对阴阳五行。他在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提

出： “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

营。”② 胡适还指出：“至于 《易经》更不能用作

上古哲学史料。 《易经》除去 《十翼》，止剩得

六十四个卦，六十四条卦辞，三百八十四条爻

辞，乃是一部卜筮之书，全无哲学史料可说。故

我以为我们现在作哲学史，只可以从老子、孔子

说起。”③ 如果说胡适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

把卜筮之书与科学对立起来尚可理解，但将其与

哲学完全对立起来就诠释过度了。用科学来范导

形而上学是最不可取的。如果把科学仅仅定义在

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视域中，那 “科学”的历史

与形而上学的历史相比是极其短暂的。如果用

“科学”来否定形而上学，那 “科学”之前与之

外的历史将变得一无是处。西方的哲学家，断不

会在研究、利用古希腊神话和 《圣经》之前，必

须考据其历史年代和真实性，否则，也就不会有

西方的哲学发展史。冯友兰对哲学史资料真伪的

认定，其态度要比胡适宽容。他说：“如果没有

内容，即使是真的，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如果有

内容，即使是伪的，也是有价值的。所谓真伪的

问题，不过是时间上的先后问题。”可冯友兰自

诩：“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本来自认为是

提倡 ‘疑古’的精神。但是在老聃这个问题上，

好像他的 ‘疑古’的程度不及梁启超和我。”

“我讲中国哲学史，就不是像胡适那样，从老子

讲起，而是从孔子讲起。在我的 《中国哲学史》

中首先出现的人物，就不是老聃，而是孔丘。”④

早期研究者这种截断众流的做法，使得中华文明

的连续性在哲学这里被打断了，而早于老子、孔

子时代形成的形而上学体系必然会被忽视，这无

疑造成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先天不足。

（二）现代新儒家一派在树立儒学权威中降

格了形而上学

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架构的确立，对中国古代

哲学本体论的一贯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

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一直遵循着一条 “唯

心”之路。但这里的 “唯心”并非随心所欲，

而是要追求心之本体与物之本体的契合，这种契

合是以天道为基准的。人心、社会道德体系都要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周易·系辞上》）。

到了现代新儒家这里，形而上学被纳入儒学

框架，形而上学被降格到道德哲学、形而下学的

层面。在评价 《易经》时，冯友兰直截了当地

说：“《易经》本来是一部占卜的书。后来，儒

家赋予它以宇宙论、形而上学的意义，并且从宇

宙论联系到伦理，进行阐释；这便是现在附于

《易经》之后的 ‘易传’。”⑤ 熊十力被尊为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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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的开宗大师，《乾坤衍》一书为其 “衰年

定论”。该书说：“伏羲远在太古，经验有限。八

卦虽美，犹是造端。当时术数家犹资八卦以为占

卜之用，（资，犹取也。）并未成为哲学思想界之

大典。孔子读八卦，虽有所引发，而孔子之思想

毕竟是自发自动，是本其弘博丰富的经验，而始

有广大深远之创见，是自成宏伟周密的体系。

（宏，大也。）何可以孔子创作之 《周易》为伏

羲八卦之注疏乎！”还说：“伏羲八卦，后圣推明

之，始承认其有哲学思想耳。（后圣，谓孔子。）

孔子 《周易》未作以前，八卦只供占卜家利用，

何得有经之称乎！”① 在冯友兰和熊十力眼里，

孔子之前的 《易经》根本不具备形而上学的功

能，只是占卜的工具而已。现代新儒家也在寻找

文化的源头，但他们只找到孔子这里，造成学界

普遍认为从孔子开始，中国才有哲学。现代新儒

家认为中国哲学主要是价值哲学与人生哲学，在

他们研究的本体世界里，包含的就是道德形而上

学的根据与人生价值的获得。如果说用道德形而

上学来界定儒学的本体还算妥帖的话，那么把它

作为整个中国哲学发生的本体无疑是僭越的行

为。儒学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起点和唯一体系，

儒家的道德体系是依据天道———形而上学体系建

立起来的。还是梁漱溟看得清楚：“不过我很看

得明孔子这派的人生哲学完全是从这种形而上学

产生出来的。”②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

子晚而喜 《易》，序 《彖》、《系》、《象》、《说

卦》、《文言》。读 《易》，韦编三绝，曰：‘假我

数年，若是，我于 《易》则彬彬矣。’”正如

《论语·述而》中孔子所说： “加我数年，五、

十，以学 《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还感叹：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

子罕》）可见，孔子对上古以来就形成的形而上

学是崇敬之极的。但是，中国历经两千多年的专

制统治，思想界采用独尊儒术的治理手法，人们

的创新思维被禁锢了，形而上学体系得不到有效

转换，反而逐步被消融。“这种消融形而上学的

做法造成了中国哲学范畴的普遍经验化和实用化

的特点。即使是中国哲学至高的 ‘天人合一’理

想，也是在经验性的德目———仁义礼智忠孝信悌

等———基础上完成的。形而上学的淡化和消融使

得中国人既不关心 ‘六合之外’的超验世界，也

不热衷纯粹自然的普遍规律，而一味执著于此生

此世的道德修养 （‘内圣’）和建功立业 （‘外

王’）。超验的天理与先验的心性最终在经验的道

德实践中统一起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道德—政治理想成为中国哲学思维关注的焦

点。”③ 本来儒家哲学就有这样的不足，研究者

还掩饰这种不足，过分渲染其所谓道德形而上学

的作用，天道———真正的形而上学反而被遮蔽

了。

形而上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倍受冷

落，这与中国哲学史在学科建立之初研究者的写

作方式、研究态度和价值取向有很大关系。研究

者在书写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没有凸显形而上

学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往往将之一笔带过，

或归于迷信之大本营，或置于形而下的地位。造

成这种研究境况是很多研究者的责任，而改变这

种研究境况又是我们今天研究者的任务。黑格尔

在１８１２年的 《逻辑学》第１版序言中说道：“假
如一个民族觉得它的国家法学、它的情思、它的

风习和道德已变为无用时，是一件很可怪的事；

那么，当一个民族失去了它的形而上学，当从事

于探讨自己的纯粹本质的精神，已经在民族中不

再真实存在时，这至少也同样是很可怪的。”他

还说： “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然没有形而上学

———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

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④ 黑格尔两百年前

的逆耳忠言应该引起我们对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研

究的重视了。遗忘形而上学，就是遗忘自己文明

的本根，就会失去了一个民族 “至圣的神”。

三、重估形而上学的价值

自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成以来，写作者和研究

者对古代形而上学的消解，以及对其所做的降格

研究，损害的不仅是形而上学本身，而且对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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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与降格：形而上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命运

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同

时受影响的还有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世界。重估中

国古代形而上学的价值迫在眉睫。

第一，重估形而上学的 “天道”价值。胡适

认为，古代的书只有一部 《诗经》可算得是中国

最古的史料，对于儒家的 “五经”，只有 《诗

经》可以全部接受。让胡适有这么坚定认识的是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里的诗句 “十月之

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而诗中提到的这次日

食被天文学家证实是发生在公元前７７６年８月２９
日。因为有这个科学铁证，胡适认为这本诗集作

为那个时候的见证，其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①。

由于长期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人们把巫术、

占卜、卜筮摆放在低等、愚昧的位置。殊不知，

正是有了它们，才逐步形成了早期的天文历法

学。而在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与天文历法有着千

丝万缕的关系，天文历法是建构形而上学的基

础。依照胡适的这种科学论证方法，我们来看看

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是不是全无哲学史料价值可

言。《尸子》有言： “伏羲始画八卦，别八节而

化天下。”八卦代表八个节气。帛书 《易传》之

《要》篇有言： “又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

称也，故为之以八卦。”八卦又与四时对应。《周

易·系辞上传》指出 “阴阳之义配日月”， 《周

髀算经·卷下》有云 “阴阳之数，日月之法”，

阴阳交替之义来自日月运行之法。闻一多指出：

“原来 ‘七十二’是一年三百六十日的五等分

数，而这个数字乃是由五行思想演化出来的术

语。”② 五行即五季，一季一行统领７２天，五行
五季共３６０天，即为十月太阳历一年的时间。近
年来，一些学者论证了太极、阴阳、五行、河

图、洛书都是来源于天文历法。田合禄认为，太

极图实质是古人立竿测日影所得的太阳视运动立

体投影图。③ 何新认为： “渊源极其古老的干支

学说 （在殷墟的甲骨文中已发现完整的干支表），

这种以十个天干字纪日———象征阳，以十二个地

支字纪月、纪岁———象征阴的二元宇宙观念，正

是阴阳学说之滥觞。”④ 他认为易学乃是中国上

古的宇宙学说，总括于太一、阴阳、五行、四

季、八风之理论中。太一即太极，在天之北极，

其星即北极星。太一生阴阳，阴阳生两仪 （日与

月），两仪生五行。五行即 “五运”———五气之

运行，是上古失传的五行十月历法。⑤ 刘明武考

证，五行来源于蚩尤创建的五行太阳历；河图表

达的是十二月太阳历，洛书表达的是十月太阳

历。⑥ 可见，不知天文历法，不足以言中国古代

形而上学。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并非空穴来风，也

不是某个思想家主观想象出来的，而是有天文历

法做基础的，是名副其实的 “天道”。研究清楚

了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渊源，才能明白古人为什

么做人做事都以这一体系为坐标：“《易》以天

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夫 《易》开物成

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周易·系

辞上传》）正如 《道德经》第１６章所言：“天乃
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只有合于天道，人才

能免遭危险，社会才能安定发展。可想而知，我

们远离天道，抛弃天道，后果会多么严重。

第二，形而上学是伦理体系建立的准则。天

道反映的是宇宙万物永恒的共通法则。中国古代

形而上学是以天地为准则的，所以包容天地间的

道理。形而上学体系的建立，为人们认识世界、

认识社会、认识人本身制定了坐标，人道伦理也

就凭此而定立。《周易·序卦传》说： “有天地

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

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另外，天道和人道是有区别的。 《庄子·在宥》

有言：“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

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

臣者，人道也。天道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

不察也。”天道才是形而上的，人道是人们遵循

天道而制定出的一套伦理体系。“立天之道曰阴

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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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说卦传》）仁义是人道，不能等同于天

道，但它是遵循阴阳之天道而得来的，所以我们

要维护它，它对维持整个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起

到很重要的作用。当下，我们常常感悟道德的天

平倾斜了、人们的价值坐标迷失了，这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人们抛弃了应该遵循的伦理体系。在我

们的认识中，如果不觉得原先固守的伦理体系是

来自天道，就会把这套伦理体系扫进历史的垃圾

堆。要评价中国历史上的精神文化何为 “精华”、

何为 “糟粕”，不是以我们今天的好恶为标准的，

而要以天道为标准。我们要建立与完善道德体系

也必须以天地为准则。

第三，形而上学是证实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关

键。中国古代无 “哲学” “逻辑学”，本来这些

论调不值一驳。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哲学、逻辑学

思维的民族会在近代以前在经济、政治、文化多

领域一直处在世界领先的位置。但我们要反驳时

却觉得底气不足。一方面，当今的哲学研究始终

以西方的理论为范本、标杆，如果是不符合西方

的 “哲学”就不是哲学。另一方面，我们对自己

文化中蕴含的哲学、形而上学研究得不够透彻，

中国哲学在当下没有发挥其功能，中国哲学既缺

少 “名”也缺少 “实”。 “由于中国哲学的长项

是修身养性、提高人生境界，而西方哲学，尤其

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对此并不太关心 （因为让

宗教和文学艺术在这方面起主导地位），在以西

方哲学为标准的比较研究中，中国哲学的价值无

从体现。正因如此，有些真心想从中国哲学中学

习的西方哲学家，在读了某些中国哲学的研究文

章以及某些中国哲学古典著作后大失所望，悲叹

从中找不到真正的哲学。可见，只要中国哲学研

究在西方哲学的框架，中国哲学必然显得很低

级，一定不会为西方主流哲学家所重视。”① 为

什么和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会显得 “低级”？

原因并非全是我们把中国哲学放在西方哲学的框

架中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我们丢掉了中国哲

学中弥足珍贵的形而上学。张庆熊说过：“哲学

是一种得到理性论证的世界图式……放弃了形而

上学就意味着让常识的世界图式或宗教的世界图

式来取代经理性论证的哲学的世界图式。”② 在

西方宣扬中国哲学的往往是现代新儒家一派，他

们已经把形而上学降格，他们过多地宣扬人道伦

理，把天道置于人道的位置来讲述。这样一来，

就把中国极富思辨的哲学变成了常识性的图式。

莱布尼兹对中国哲学有好感，缘于白晋给了他一

张中国古老的 《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莱布尼

兹在给白晋的回信中说：人们认为伏羲是世界上

所知的最古老的国王和哲学家之一，并且还是中

国人的帝国和科学的奠基者，因此这张图乃是现

今世界最古老的科学丰碑之一。莱布尼兹还多次

谈到伏羲创造的卦象图，与他自己研究的二进制

算术如此吻合，令他十分吃惊。③ 黑格尔对中国

哲学的轻视则缘于他对易经哲学的轻描淡写和不

屑一顾。他断言八卦是肤浅的，八卦里的符号代

表思想，因此中国人 “从思想开始，然后流入空

虚，而哲学也同样沦于空虚”④。只有重估中国

古代形而上学的价值，才能让世人真正体会中国

哲学的魅力。

海德格尔曾说：“我们所谓的哲学就是使形

而上学运转起来，而在形而上学中，哲学才获得

自身，并且才获得其明确的任务。”⑤ 如果中国

哲学史研究还是在模糊和消解形而上学，中国哲

学的合法性地位要得到证实将是遥遥无期的事

情；如果形而上学的地位和作用没办法在中国哲

学史中凸显，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任务将可能在南

辕北辙的现实境况中难以为继。只有真正认识了

我们古老的形而上学，认识了天道，才能 “执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道德经·１４章》）。中国
古代形而上学是 “僵”而不 “死”的，总有一

天，人们会重新认识它的价值。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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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 “素王”论

李长春

【摘要】司马迁作 《太史公书》是为了 “继 《春秋》”。《春秋》既是 “王道之大者”，又是 “礼义之大宗”，还是一部

革命性的立法书。《春秋》的立法性质成就了孔子 “素王”的身位。《孔子世家》和 《陈涉世家》被放在相邻的位置

有着深长的意味。《论语》中孔子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 《太史公书》的篇章安排和是非判断。这些都表明，司

马迁始终把孔子视作 “素王”，并且用他的撰述发展了 “素王”的 “制作”。

【关键词】孔子；司马迁；《春秋》；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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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与孔子的关系大概是理解 《太史公

书》的要旨所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①。在早期

的古典语境中，两者的关系似乎不言自明，所以

很少有学者专门论述。但是魏晋以后，典籍的分

类促成学术的分野，古典思想的整全视野逐渐丧

失，孔子被视为儒家始祖，司马迁被看作史家大

宗，论六经则主周孔，言正史则尊马班。表面上

看，一经一史，不仅殊途，也不同归。而在现代

学术语境中，由于学科的分化和对立日益加剧，

两者的关系就更难为人所知。对于这一问题，拙

作 《六家、六艺与一家之言》已略发其端②，本

文则继之做进一步的探讨。在整个 《太史公书》

中，孔子的位置较之其他人物无疑最为特殊。如

果我们把 《太史公书》当作一部 “成一家之言”

的独立著作———而不是作为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

———来阅读，那么孔子在全书中的位置就会显得

尤其引人注目。

一、《自序》中的孔子与 《春秋》

拙文已经指出， 《太史公自序》既是整个

《太史公书》的自序，又是司马迁本人的自传，

还是太史公父子的合传。作为这部伟大著作的

《自序》，司马迁必须阐明自己完成它的意图和目

的；作为太史公本人的自传，司马迁必须交代自

己的生平和志业；而作为两代太史公的合传，司

马迁又必须说明自己和思想立场、政治命运迥然

相异的父亲之间究竟被一条怎样的精神纽带连接

在一起。

司马迁在 《自序》的开头简单地勾勒了作为

史官的家族谱系，然后便转入了对父亲司马谈的

悲剧命运的书写。司马谈的悲剧或多或少源于他

坚定持守的道家立场，所以司马迁全文抄录了表

现其哲学思想和政治观念的 《论六家要旨》；司

马谈的悲剧集中表现为他没有能够完成正在构思

中的伟大著作就在悲愤之中撒手人寰，所以司马

迁不惜浓墨重彩反复申述父亲的 “临终遗言”。

根据司马迁的转述，老太史公司马谈在遗嘱中首

先盛赞周公 “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

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然后

表彰孔子继承周公的事业，“修旧起废，论

《诗》、 《书》，作 《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司马谈又说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

后至于今五百岁”，希望司马迁能够继承孔子的

事业， “绍明世，正 《易传》，继 《春秋》，本

《诗》、《书》、《礼》、《乐》之际”③。

这份遗嘱不论是否经过司马迁的润色，孔子

的述作事业都应该是话题的中心。即便顽强持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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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长春，甘肃榆中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师。
①　 《史记》的书名本应题作 《太史公》或 《太史公书》，“《史记》”之名为后起。本文将其称作 《太史公书》，而不是按照习惯

将其称之为 《史记》，是为了彰显其作为司马氏 “一家之言”的著述性质。

②　干春松、陈壁生主编：《经学与建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③ 　 ［汉］司马迁著、［宋］裴鈒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３２９５

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道家立场的司马谈对于儒家有诸多偏见，他也没

有否认孔子之于六经的伟大功绩。在司马谈眼

中，周公的伟大在于他能够通过自己的政治活动

彰显文王、武王的政治美德，并由此呈现周人先

祖的伟大传统和美好德性。但是周公的事业如果

没有孔子继承和复兴，大概后世学者就很难为其

泽被了。孔子继承周公的方式是通过制作经典来

垂范后世。汉代经学的兴起足以证明这种方式的

成功。置身于这个同样伟大的时代，恰恰又是生

逢孔子之后五百年 （其实不足五百年）的历史机

遇，司马谈觉得有必要而且有责任适时制作可以

与 《易传》《春秋》《诗》《书》《礼》《乐》比

肩的新经典，以继承孔子伟大的著述事业。在司

马迁转述的司马谈 “遗嘱”中，孔子 “修旧起

废”的述作活动，成为了接续历史传统和承传古

典德性的关键和枢纽。

《太史公自序》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司马迁的

六艺论和 《春秋》论。在司马迁看来，六艺经

传，虽然内容不同，但是各自都有不同的政治功

用，而这些政治功用都指向同一种完美的政治秩

序：“《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

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

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

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 《礼》以节人，

《乐》以发和， 《书》以道事， 《诗》以达意，

《易》以道化， 《春秋》以道义。”① 《自序》并

没有指出这段话有何来历。《滑稽列传》的篇首，

司马迁说：“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

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

意， 《易》以神化， 《春秋》以义。’”② 可见，

司马迁的六艺论，实际上也就是孔子的六艺论。

孔子把六艺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指出它们在根

本上指向同一完美的政治秩序。司马迁对于六艺

的总体认识不仅根源于孔子，而且完全认同于孔

子。

六艺之中， 《春秋》至关重要。关于 《春

秋》的性质，司马迁有显和隐两个层次的描述。

在 《自序》中，从显的层面，即在公开言说的层

面，司马迁总结 《春秋》的性质有二：其一是

“王道之大者”，因其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

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

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所

以是 “王道之大者也”③。其二是 “礼义之大

宗”， “礼义”既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基本修养，

又是政治生活所需遵循的基本准则，还是任何具

有政治身份之人所必须的实践智慧。“为人君父

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

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

名。”④

以上两点，仅仅是公开宣称的 “大义”。关

于 《春秋》的性质，太史公还另有 “微言”。在

《陈涉世家》的 《叙目》中，司马迁声称：“桀、

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 《春秋》作；

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⑤ 这显然是把 《春秋》

比作汤武和陈涉，也就是把孔子 《春秋》比作汤

武革命、陈涉起义。如此说来，《春秋》岂不是

一部 “革命”书，孔子不就是一个 “革命者”？

司马迁引董仲舒的话说：“周道衰废，孔子

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

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

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

而已矣。”⑥ 这即是说，孔子的现实身份是一个

法官 （司寇）。但是，因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

和原则，所以既不能真正履行其法官的职责，又

不能见容于他所身处其间的政治世界。对于孔子

而言，只有用制作代替执法———用写作历史的方

式执行历史的审判，用可以垂范后世的历史的审

判代替无法执行的现实审判。这样，制作 《春

秋》的过程就是孔子履行 “法官”职责的过程。

通过制作 《春秋》，孔子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而

非普通意义上的法官。不仅如此，通过他所主持

的历史的终极审判，孔子成为一个人类生活的伟

大立法者———一个真正意义上而非普通意义上的

王者 （以达王事而已矣）。这样一来，孔子的现

实身份 （大司寇）实际上就成为孔子历史身位

（素王、立法者）的一种隐喻。换一个角度看，

《春秋》的制作是一个政治行动。通过这个政治

行动，孔子不仅实现了他的现实身份，而且也超

越了他的现实身份获得了他的历史身位。这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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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获得，无疑是一次僭越；作为一个政治行

动，当然也就是一场革命。

二、“世家”中的孔子和陈涉

司马迁在 《太史公书》中特立 “世家”一

体。从结构上看，如果不考虑记录时间线索的

“表”和记录文教政制的 “书”，“世家”的位置

恰好处于 “本纪”和 “列传”的中间。从内容

上看，本纪写天下之事，世家写一国一家之事，

列传写一人 （或一类、一方）之事。论规模的大

小和叙事详略，世家也居于两者之间。孔子既不

是被写入 “本纪”，也不是被写入 “列传”，恰

恰是被写入 “世家”。并且， 《孔子世家》在

“世家”中的位置极为特殊。它位置的特殊首先

表现在和 《陈涉世家》紧挨在一起，不仅如此，

《孔子世家》和 《陈涉世家》这两篇特殊的世家

还居于世家的中心位置。《孔子世家》之前，是

周代分封的诸侯；《陈涉世家》之后，是汉代分

封的诸侯。换言之，因为孔子和陈涉是世家的中

心，世家又是全书的中心，所以孔子和陈涉实际

上就位于整个 《太史公书》的中心。

司马迁在 《自序》里说：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

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

作三十世家。①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虽然是

比喻写诸侯的 “世家”围绕着写天子的 “本

纪”，但是进入 “世家”的却并非都是 “忠信行

道，以奉主上”的 “辅拂股肱之臣”。这里的

“二十八”和 “三十”也不是一个随意写上去的

数字。这两句都有来历。“二十八宿环北辰”显

然是有取于孔子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众星共之”（《为政》）②；“三十辐共一毂”则

出自 《老子》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

无有，车之用。”③ 两者谈的都是 “为政”问题，

而且，两者都倾向于无为而治。这似乎也暗示了

“世家”本身谈论的实际上就是如何 “为政”的

问题 （为免枝蔓，这一问题将另外撰文讨论）。

我们在这里要关注的是两个数字的关系，“三十”

这个数字貌似是沿袭老子，而 《论语》中孔子的

原话并无 “二十八”这一数字。这似乎表明这两

个数字都不是虚数，而是确有所指。也就是说，

司马迁写 “世家”的时候，可能有两种选择：一

种是写二十八篇，以象 “二十八宿环北辰”；一

种是写三十篇，以象 “三十辐共一毂”。我们最

后看到的 《太史公书》是三十篇，而不是二十八

篇，这说明司马迁经过认真考虑和审慎权衡，最

终选取了后一个写作方案。司马迁在 《自序》中

之所以把这两个比喻并列，而不是为了简洁和准

确只用其中一个，也许就是有意给我们一个暗

示：他之所以这样安排篇章———把两篇明显不够

“资格”的 “世家”放了进来———是经过精心的

谋划而不是一时兴起。

这两篇 “世家”显然就是 《孔子世家》和

《陈涉世家》。孔子虽然想过 “忠信行道，以奉

主上”，但是却 “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

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 （《庄子·山

木》）④，始终没有机会成为 “辅拂股肱之臣”。

高呼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涉，非但谈不

上什么 “忠信行道，以奉主上”，压根儿就没想

过要成为什么 “辅拂股肱之臣”。既然以司马迁

自己公开宣称的标准，孔子和陈涉根本就不具备

写进 “世家”的条件，那为什么太史公还要刻意

做这样的安排呢？

对于将孔子和陈涉一起列入 “世家”，历来

就有不少非难。王安石认为：“夫仲尼之才，帝

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

何特世其家哉？处之世家，仲尼之道不从而大；

置之列传，仲尼之道不从而小，而迁也自乱其

例，所谓多所抵牾者也。”（《孔子世家议》）⑤ 在

荆公看来，应该将孔子放入列传。他可能没有想

过，既然把孔子放进本纪或者列传都有理由，那

么为何司马迁既没有把孔子列入本纪，也没有把

孔子写进列传呢？郝敬认为：“（孔子）本尼山

布衣，饥饿转徙无宁日，死而矫举以为世家，与

秦楚韩魏王侯同籍，枉其实矣。又厕于田完、陈

涉之间，殊非其伦。与其虚贵虚富，屈于王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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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若素贫贱，而序之列传之首，尤为得所

也。”（《史汉愚按》卷３）① 在郝敬看来，孔子
病重，子路使门人为臣，孔子尚以为欺天，死后

将其列入 “世家”，当然就更是欺人之举了。何

况，无论放到秦楚韩魏王侯中间，还是和田完、

陈涉等人并列，都显得不伦不类。他可能没有注

意到，把孔子和陈涉放在一起，绝非太史公无心

之过，而是他有意为之。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为司马迁辩护。何良俊

批评王安石的说法不对：“盖方汉之初，孔子尚

未尝有封号，而太史公逆知其必当有褒崇之典，

故遂为之立世家……今观战国以后，凡有爵土

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则世家之久，莫有过于孔

子者也。”（《四有斋从说》卷１《史一》）② 此公
以孔子后来果然受封并且传之久远来证明司马迁

有先见之明，反而显得牵强附会、不得要领。黄

淳耀则批评王安石的说法 “愎而不通，狠而不

逊”，认为 “太史公作 《孔子世家》附诸侯国

后，此特笔也”，又说 “孔子龟蒙布衣，据鲁亲

周，使列之本纪则非其心也，然而大圣人梗概，

又不可夷于列传，故特为世家以抗之”（《史记

论略》）③。黄淳耀看到把孔子写入 “世家”，又

把 《孔子世家》列在诸侯世家之后，乃是太史公

的 “特笔”，是精心安排的结果。但是，讲到何

以如此的原因时，黄氏只是笼统地说列入本纪不

符合孔子本心，写入列传又怕配不上圣人的身位

而委屈了孔子。显然，这种解释还是不得要领。

要回答这个问题，大概还是要回到 《太史公

书》，看看司马迁本人如何解释。在 《孔子世

家》结尾处的论赞里，太史公曰：“天下君王至

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

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

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④ 诸侯列为世家，

是因为有国可传；孔子列为世家，是因为有学可

传。诸侯传家，数世而亡；孔子所传，历十余

世，依然为学者所宗。司马迁可能是在暗示，孔

子所传的六艺，相当于诸侯所传之国。换言之，

孔子也有自己的国。他的国既非周王所封，也非

汉帝所赐，而是自己的述作所建。孔子的六艺就

是他的国，它不建立在任何地理空间中，而是建

立在天子以至庶人的心目之中，建立在未来绵延

不绝的历史时间之中。

《孔子世家》结尾处的这段话大体上可以说

明司马迁为什么要列孔子入世家，但是无法解决

两个极为重要但却很少有人重视的问题：１．为
什么要把孔子和陈涉并列？２．为何要把这两个
极为特殊的 “世家”安排在两类理所应当的

“世家”中间———也就是全书的中心位置？

在 《自序》的 《叙目》 （我称之为 “小

序”）中，司马迁说：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

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

辞，为天下制仪法，垂 《六艺》之统纪于后世。

作 《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 《春

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

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

《陈涉世家》第十八。⑤

从这两段文字来看，孔子和陈涉至少在以下

几个方面极为相似：首先，他们都面对着一个混

乱或者无道的时代。孔子面对的时代，“周室既

衰”；陈涉生活的时代，“秦失其政”。其次，他

们都改变了各自的时代。孔子 “追修经术，以达

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陈涉起事后 “诸侯作

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不仅如此，他们共

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天下之端，自涉发

难”。这个 “天下”，就是汉帝国的 “天下”。如

果没有陈涉发难，也就不会有汉帝国。孔子 “为

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实际上是为即将

出现的汉帝国创制垂统。如果没有孔子通过 《春

秋》所行的立法，刘汉政权或者陷溺于黄老无

为，或者困顿于刑名法术，终究无法找到和实现

自己，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汉帝国。换言之，

汉帝国政治肌体的诞生，有赖于陈涉发难；汉帝

国政治品性的自觉，则有待于孔子和六艺的重新

发现。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和陈涉都是汉帝国得

以存在的远因。

这样的解释似乎还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毕

竟，孔子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周公的崇拜者和周

礼的维护者。或者说，孔子时常被视为一个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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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同上，第４０３页。
同上，第４０２页。
同上，第４０３页。
［汉］司马迁著、［宋］裴鈒集解、［唐］司马贞索隐、

［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１９４７页。
同上，第３３１０—３３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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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秩序的维护者而非颠覆者。在这一点上，他

不但和陈涉毫无相似之处，甚至截然相反，因为

后者首先是一个既有的强大政治秩序的反抗者和

毁灭者。如果把这个因素也考虑进来的话，我们

可能会获得对问题更深层次的理解。首先要澄清

的是，孔子并非毫无理由地推崇现实中已经残破

不堪的周礼。他对周公的仰慕是对一个理想的统

治者的期待，对于周礼的守护是对于理想的政治

秩序的追寻。对于孔子 “梦周”“从周”之说过

分执着，反而使我们疏忽了孔子通过六艺对于理

想政治秩序的求索。澄清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

我们又可以找到一个孔子和陈涉对照的基点———

孔子的心志体现的是对理想中最佳政治秩序的追

寻，而陈涉的行为则体现为对现实中恶劣政治秩

序的颠覆。

由此，我们才可以更加充分地理解太史公如

此谋篇布局的真实用意。《太史公书》把世家放

在本纪和列传中间，又把孔子和陈涉放在西周封

建的诸侯世家和西汉封建的诸侯世家的中间，也

就是把 《孔子世家》和 《陈涉世家》放在全书

几何中心的位置。这一安排意味着政治秩序问题

将是 《太史公书》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同时，

司马迁对于政治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也将沿着政治

理想和政治现实这两个维度分别展开。

三、《太史公书》中的 《论语》和 “素王”

司马迁声称自己的这部巨著要 “阕协六经异

传，整齐百家杂语”。所谓 “六经异传”当然就

是指关于六经的各种传记。当然，这绝不意味着

司马迁要把 “六经异传”和 “百家杂语”不加

区别地等同看待，更不意味着他会把当时儒家所

传的各种传记一视同仁。不同的经典在 《太史公

书》的写作过程中必然有主次之分、亲疏之别。

从全书来看，自始至终对于全书起决定性影响的

经典应该是 《春秋》和 《论语》。关于 《春秋》

与 《太史公书》的思想关联，我们另辟专文讨

论，此处仅及 《论语》。

《论语》虽然不是六艺，但它是一部记录孔

子言行的书，也是所有记录孔子言行的著作中最

为重要和可靠的书。在汉代， 《论语》被看作

《春秋》的 “传”或者 “记”，它在 《汉书·艺

文志》中被列在 《六艺略》春秋类之后。这说

明汉代人把 《论语》看成一部与 《春秋》相关

的书，或者是一部有助于理解和研究 《春秋》的

书。但是，从 《论语》的内容看，它非但没有提

到过 《春秋》，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过 “孔子作

《春秋》”，最早提到 “孔子作 《春秋》”的应该

是 《孟子》。既然如此，汉人为什么会认为 《论

语》和 《春秋》相关呢？换言之，汉人心目中

《论语》和 《春秋》的关联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呢？

虽然无法断定，但是大致可以猜测，汉人把

《论语》看成是 “春秋类”的著作，很有可能与

《太史公书》的转录和引用有关。 《论语》在西

汉时期的地位并不十分重要，也没有受到当时学

者们的特别重视。汉人对它的兴趣甚至远远低于

某些诸子的著作。司马迁写作 《太史公书》时，

却对 《论语》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据陈桐生

统计，《论语》总共５１２章，《孔子世家》征引
５４章，《仲尼弟子列传》征引６１章，序言、论
赞征引 ３２章，总共征引 １４７章。司马迁征引
《论语》的章数占到全书的２９％①。换言之，《论
语》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内容被原文 （或语词稍作

变化）征引进 《太史公书》，这还没有包括某些

师法其意但文字不同的内容。如此全面系统地征

引、转录、化用 《论语》中的内容，在秦汉以前

的典籍之中不曾有过，在秦汉以后的典籍之中也

不会再有。由此可见，《论语》实际上几乎被司

马迁 “消化”和 “吸收”到 《太史公书》里了。

这种 “消化”和 “吸收”在 《论语》的解

释史和传播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它首先体现在

《孔子世家》借助 《论语》所提供的材料对于孔

子和他的思想重新挖掘和重新建构上。陈桐生敏

锐地注意到 《论语》里的孔子和 《孔子世家》

里的孔子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认为， 《论语》

中的孔子 “只是一个力图恢复西周礼制秩序、重

视仁义道德的政治思想家形象，一个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形象”，而 《孔子世家》中的

孔子 “就是战国秦汉之际儒家后学特别是春秋公

羊学派创造出来的新孔子”②。这和我们前文的

论述不谋而合。但是，陈桐生又说，这个 “为天

下制仪法”的孔子与 《论语》中的孔子相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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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桐生：《不是六艺　胜似六艺———谈 〈史记〉与 〈论

语〉的学术关系》，《孔子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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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距离，在政治和人生上比孔子要高出很多。

在现代学者看来，司马迁写作 《孔子世家》，可

能是有意地拔高了孔子。但是，对于司马迁本人

来讲，并非公羊学有意推尊孔子，而是他和他的

同代人 （如董仲舒）真正地发现了孔子。对于他

们而言，孔子不再是一个保守的学者、一个勤勉

的教师、一个政治上失意的贵族；相反，他是一

个成功预言了历史的先知，一个洞悉人类政治生

活奥秘的哲人，一个为汉帝国立法的精神之父。

所以，《论语》必须被重新解读，正如孔子必须

重新被审视。在这样的动机之下写成的 《孔子世

家》，以及通过写作 《孔子世家》对 《论语》所

进行的诠释，都只能是对孔子的素王身位所做的

诠释。

司马迁如何通过 《孔子世家》重新发现孔

子，这一问题另拟专文讨论。这里要指出的是，

对于太史公而言，素王意味着什么？素王当然是

有德无位的 “空王”。换言之， “素王”就是想

象中而非现实中的王。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为他

想象一个可能由它自己所主宰的 “国”。实际上，

在 《孔子世家》中，通过子西和楚王的对话，司

马迁也的确暗示了完全可能存在一个属于孔子的

“国”：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

曰： “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 “无

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

“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

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 “且楚之祖

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

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

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

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

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①

子西的意思非常清楚，孔子虽然没有尺寸之

封，但是他在封地以外的其他任何方面都不亚于

某个现实中的君主，甚至像楚昭王这样最为强大

的诸侯，也不能和孔子匹敌。如果孔子获得一块

封地，获得一个完全属于他的地理空间，一个属

于孔子的强大邦国就完全可能在现实的政治版图

中出现。

当然，它最终并没有在任何一个空间中出

现。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子还有一个 “国”，

这个 “国”并不存在于地理空间之中，而是存在

于无穷无尽的历史时间之中。在 《伯夷列传》的

开篇，司马迁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

六艺。”② 在 《孔子世家》的结尾，司马迁又说：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

至圣矣！”③ 既然过往历史沉淀形成的典籍都要

“考信于六艺”，而无论是谁言及六艺都要 “折

中于夫子”，这岂不是说明经典世界就是孔子的

“国”，孔子就是经典世界的 “王”吗？

既然太史公要完成的是 “厥协六经异传、整

齐百家杂语”的事业，而 “中国言六艺者”又

都要 “折中于夫子”，那么，司马迁的著述其实

就是以孔子的是非好恶为基准来衡定一切了。我

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证明这一点。首先，

《太史公书》中很多篇目的叙目 （《小序》）、开

篇、论赞中征引 《论语》中孔子的语录。这些语

录或者阐明该篇命意，或者引出重大主题，或者

对于该篇所言人事做褒贬的评述。无论是其中任

何一种情况，大抵都是以孔子的言辞作为判断的

标准。一篇文字该不该作，一个事件是褒是贬，

一个人物该放入本纪、世家还是列传，所有这些

大抵都可以在 《论语》或者 《春秋》经传中找

到依据。其次， 《太史公书》的体例和结构中，

也有意无意地凸显孔子的核心地位和决定性作

用。如前所述，世家放在本纪和列传之间，《孔

子世家》又放在两类世家中间，形成一个 “譬如

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格局。本纪选择以

五帝为首篇，而不是从三皇或者三王写起，不仅

是出于文献方面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为了突出尧

舜禹的 “禅让”；世家选择以吴太伯开始，而不

是从太公或者周公开始，也是因为孔子曾经说

“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

得而称焉”④；以伯夷、叔齐开启列传，更是因

为伯夷、叔齐以国让，获得了孔子的称赞，这篇

几乎最短的列传，却引用孔子语录最多。所有这

些都说明：司马迁是按照孔子的见解和评论来安

排体例和结构的。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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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汉］司马迁著、［宋］裴鈒集解、［唐］司马贞索隐、

［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１９３２页。
同上，第２１２１页。
同上，第１９４７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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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 “世德”观念及其政治意蕴


叶树勋

【摘要】在庄子思想中，世人的普遍德性作为公共生活秩序的内在依据，成了考量政治行为正当性的核心标准，由此

德性问题也就不再限于个体生命的界域，而是在宏阔的天下视域中呈现出群体化的理论向度。此即庄学特有的世德观

念。对于世人德性的整体情况，庄子预设了 “天下之德始玄同”的美好起点；但由于统治者 “为天下”的不正当侵

扰，世德日益 “下衰”，以至于 “大德不同”；为此庄子提出不干涉主义的政治诉求，倡导回归到人人皆为至德者的

“至德之世”。庄子的这种政治主张并非无政府主义，而是对老子无为政治思想的解构式发展，和黄老学对无为政治进

行制度设计的建构式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

【关键词】庄子；世德；为天下；不干涉主义；无政府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１７－０６

　　不同于西方哲人的哲学思想起源于对这个世
界的惊讶，中国古代学人，尤其是先秦诸子，对

学问的探索是 “起于救世之弊”。庄子也不例外，

如何安顿乱世当中的生命境遇是庄子的基本问题

意识。本着这一问题意识，他提出了两种救弊思

路：一种是理想化的，倡导生命主体自我转化，

从世俗的负累中超拔而出，由此成为德性圆满的

至德者。在这种思路中，政治秩序是不必要的，

甚至还会成为主体转化的一种拖累；但在现实世

界里政治问题又是不可回避的，再加上战国诸子

学术思潮的影响，庄学中也有不少地方对政治问

题予以了回应，由此也就有了救弊的第二种思

路。在后一种思路里，庄子基于普遍保护世人德

性的考虑，对现实政治行为的正当性予以了深刻

的反思。

在这两种救弊思路里，德性问题都是受关注

的重要内容。在第一种思路下，个人的天真德性

是省察生命价值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安顿生命境

遇的归宿；而在第二种思路下，德性问题的学理

地位则有所不同，在此德性不是个体生命价值的

体现，而是人类群体生活秩序的内在依据，成为

评价政治行为正当性的关键标准。关于第一种思

路下的德性问题，笔者曾撰文探讨①，这里将主

要围绕第二种思路下的德性问题展开讨论。在庄

子看来，世人德性在整体上原处于自然完满的美

好状态，但由于现实世界里统治者的不当侵扰，

世人德性不断衰降，为此庄子劝诫统治者去除那

些迁德淫性之举，回归到完满自得的原初状态。

那么，庄子是如何规设群体德性之原初状态的？

又是哪些统治措施侵扰了世人德性？对此庄子又

提出了什么样的对策？能否被视为一种无政府主

义？这一系列的问题是本文所要逐次探讨的内

容②。

一、“天下之德始玄同”：世德的原初状态

劳思光先生主张 “基源问题研究法”，认为

一切思想家或学派的学说理论，在根本上必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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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２０１４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１４ＣＺＸ０２３）、博士后科学基金第５５批面上资助 （２０１４Ｍ５５００７５）“先秦道家物德
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叶树勋，广东河源人，哲学博士后，（天津３０００７１）南开大学哲学院讲师。
①　参见叶树勋：《庄子的 “悬解”之 “德”》，《史学月刊》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
②　关于 《庄子》的作者，学界有争议。笔者在整体上将 《庄子》视为庄子学派的集体作品，对其间的材料予以统一使用。由于

庄子是庄子学派的代表，在行文过程中我们也会直接称作者为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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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一问题的答复或解答，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把

握某一思想家或学派之思想的切入口①。这是一

种很有见地的研究方法，提醒我们在关注某一思

想家之学说时首需厘清他的基本问题意识。通观

《庄子》全书，如何安顿乱世中的生命境遇可谓

是贯穿全书的基本问题。对此，庄子既主张生命

主体的自我转化，又从现实的政治视域对人类群

体的生活秩序展开宏观的思考，期待天下间所有

人皆可葆持原真的美德，而免于不良政治行为的

侵扰与破坏，倘能如此，便是庄子所向往的 “天

下之德始玄同”的理想状态。

在这种 “政治型”救弊思路中，世人的普遍

德性作为个体德性的抽象总和，在现实的政治架

构里也就成了统治者为政理民时首需考虑的正当

性根据。在此等语境下，德性的主体并非专指某

一位个体，而是泛指世人之整体，在宏阔的天下

视域中呈现出群体化的向度②。对于这种群体德

性，庄子首先预设了一个美好的起点，即认为人

类德性在整体上原本处于自然完满的状态，对此

庄子主要通过 “至德之世” “至德之隆” “建德

之国”等说法来展现。我们先考察 “至德之世”

的说法，此语在 《庄子》书中共出现４次：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

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

故至德之世
獉獉獉獉

，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夫至德之
獉獉獉

世
獉
，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

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

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
獉獉獉獉

乎？……当是时也，民结

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

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

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紸箧》）

至德之世
獉獉獉獉

，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

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

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

相使，不以为赐。（《天地》）

从文义看，这三段话都是对远古社会的追

述。诸子惯于将自己的社会理想寄托于久远的古

代，这种情况在庄子这里也不例外。是以，我们

不宜将这几段话单纯理解为庄子是在追述遥远的

历史。实际上，这种社会状态在历史上是否真正

存在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庄子社会理想

的一种寄托，同时也是其对人类群体德性的一种

美好预设。

以往我们更多的是关注 “至德之世”学说中

关于远古世态的描述，实际上，“至德之世”的

要义不在于 “世”而在于 “德”。具体来说，此

等世态之所以美好，乃因为在这种世态下人人皆

能葆全共有的德性，处于一种 “同德”的状态，

惟其如此，斯可谓之 “至德之世”。 《马蹄》篇

的 “同德”、《紸箧》篇的 “天下之德始玄同”，

《天地》篇的 “同乎德而心居”，都是在强调天

下间所有人都葆全了原真之德，因而组成了 “其

德不离”的 “至德之世”。

关于世德的美好预设，除了前引的 “至德之

世”，还可见于以下表述：

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

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

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
獉獉獉獉

也。（《盗跖》）

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
獉獉獉獉

。其民愚而朴，

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

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

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山木》）

《盗跖》篇的 “至德”在用法上和前三篇的

“至德”相类似， “德”字所表示的并非个体的

德性，而是天下人整体的德性。 《山木》篇的

“建德”一词，亦见于 《老子》第 ４１章 “建德

若偷”，但老子讲的 “建德”乃是指个体德性，

而 《山木》篇的 “建德”乃标示群体德性。这

两段引文对世德的基本定位与前三篇相差不远。

“建德之国”一说亦有特别之处， “至德之世”

与 “至德之隆”是追述过去的社会，而 “建德

之国”则是描述边陲的国家，一个是时间上的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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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０页。
梁启超有 “公德”之说，意谓相善其群的德性，与独

善其身的 “私德”相对。（参见梁启超：《新民说》，沈阳：辽

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６页。）梁先生所说 “公德”之主

体乃是个人，强调个人在公共生活中应具备的德性。本文所称

的 “世德”或 “群体德性”，其主体乃是作为整体的天下人，与

梁先生所说的 “公德”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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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一个是空间上的遥远。不管是远古之世还是

边陲之国，实际上都是庄子社会理想的一种寄

托，表达了庄子对世态之德的美好预设。

二、“逮德下衰”：世德的整体衰退

庄子通过 “至德之世” “至德之隆” “建德

之国”等说法为人类的群体德性预设了美好的起

点，但这种世态只是一种理论化的设计、一种理

想化的向往。在现实社会里，人类德性随着 “历

史”的演变而出现不断衰降的现象，对此庄子也

予以了别开生面的描述，如 《缮性》篇有言：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

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

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

“至一
獉獉

”。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
獉獉獉

衰
獉
，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

獉獉獉
，是故顺而不一。德

獉
又下衰
獉獉獉

，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
獉獉獉

，是故安而不

顺。德又下衰
獉獉獉獉

，及唐、虞始为天下
獉獉獉

，兴治化之

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
獉獉獉獉

，然后去性

而从于心。

这里先描述了远古社会的和静状态，并将这

种状态概括为 “至一”。 “至一”在义旨上与前

述的 “至德”相近，都强调群体德性完满自得的

情状，正因为人人之德皆未受到后天的政治破

坏，是故可以 “一”、可以 “同”。然而甚为遗

憾的是，到了燧人氏、伏羲氏的时代，人类德性

开始 “下衰”，世人虽然服从他们的治理，但已

然 “不一”了；继而到了神农、黄帝的时代，人

类德性更加衰落，人们的生活虽然安定，但他们

已不如燧人、伏羲时代那么安顺了；而到了尧舜

时代，人类德性愈发衰落，人们已经背离了

“道”，危害自身的 “德”，丧失了他们的天性。

如果将庄子对 “至德之隆”的向往和对

“逮德下衰”的感慨两相结合，我们可解读到：

人类社会在原初是美好的，而后群体德性逐渐衰

败，社会不断退化。由此可说庄学含有社会退化

论的思想①。这种理论还可见于以下的说法：

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

无紺，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

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

骇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知，

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虸锯制焉，绳墨杀焉，椎

凿决焉。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 （《在

宥》）

这段话也是描述人类社会如何衰落的过程。

“撄人心”的 “心”并非指庄学其他语境中表示

生命主体自觉意识的 “心”，在这里它和引文的

“大德” “性命”等说法相近，都是指人类的自

然本性。“撄人心”意指政治行为破坏了人类的

德性，从而导致 “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此

间的 “大德”也不是指某个人的博大之德，而是

指天下人整体的德性；“不同”则是意味着天下

人德性处于分离散乱的状态，也就是后文说的

“烂漫”之义。 “至德之世”的核心内容是 “同

德”，意味着普天之下所有人都是至德者，处于

“同”“一”的状态；而 “大德不同”所要指出

的正是与 “同德”相反的状态，意即天下人的德

性都遭到破坏，从而变得纷乱不一。

按通常理解，“德”的概念往往是与个人的

品性、品行相关，但在庄学这里，它却突破了个

体界域，成为表征人类德性整体情况的概念。王

中江指出，道家之德不仅标示人格境界的标准，

同时也指示社会状态的级别②。道家之德的这种

特点在庄学里具有很典型的表现，虽然不乏一些

观点将 《老子》第３８章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

后仁”也解读为社会退化的过程③，但这种意义

在老子思想里毕竟不明显，该章所述的 “德”是

指个体德性还是指群体德性未免有些歧义。庄子

之德则不然，在前引诸文段中 “德”观念显然是

表征人类德性的整体状态，成为评价社会等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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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论者指出庄子对递进论、循环论持双重肯定的态度，

从自然宇宙观来看，这种说法有一定根据 （参见张景、张松辉：

《论庄子递进、循环思想的正确性》，《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１４年
第１期）。具体到 《庄子》对社会演化的认识，笔者认为主要是

一种退化论，这是为 “在宥天下”的政治主张做理论铺垫。

王中江： 《道家形而上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第１８２页。
可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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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键标准①。 “德”的群体化向度在先秦诸

子学说里显得比较特别，是庄子为西周以降的

“德”思想所开拓的一种新意域。

庄子对 “德”观念的独到发挥并不仅仅是一

种语义学的延展，在更深的层面上，庄子乃是借

助于观念的重塑，承载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观察

与思考。庄子首先为世德预设了一个很美好的起

点，即认为世人德性原本处于完满自得的至德状

态，并通过一种类比于原始社会的素描来表现世

德未受破坏的理想状况。然而颇为遗憾的是，随

着 “历史”的演变，人类之德不断衰败，一路衰

降到 “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的现实社会。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类德性的整体衰

退呢？从 《缮性》篇 “逮德下衰”一段我们可

以看到，人类德性之所以不断退化，在直接的意

义上乃是由于统治者的 “为天下”。在庄子看来，

世人德性原本纯真无碍，人人生活自得自在，但

君王画蛇添足式的 “为天下”使之受到不应有的

破坏。在 《应帝王》中庄子设计出天根和无名人

的对话，表达了自己对 “为天下”的看法：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

问焉，曰：“请问为天下
獉獉獉

。”

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

……”又复问。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

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而天下治矣。”

在无名人看来，天下本不可为，也不必为，

然而天根却以 “为天下”这等 “尘垢秕糠”

（《逍遥游》）之事来烦扰他，这让他很不高兴，

是以在第一次问答中他对天根加以了斥责。但在

第二次问答中，无名人则说出了 “顺物自然而无

容私”的根本原则。从泛义上来说，这里的

“物”包括了天地万物，而具体到政治世界，则

是特指民众群体。这一根本原则旨在告诉帝王，

为国理民应当化除 “为天下”的私念妄为，顺应

民众百姓的自然德性，倘能如此，天下社稷自当

平治，又何劳去 “为”？这种道理和 《老子》第

６４章所讲圣人 “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义

旨可谓一脉相承。

“为天下”的意念和举动在整体上可归结为

“私”，这种 “私”有哪些具体表现形式呢？在

《应帝王》的另一则故事里，庄子把 “经式义

度”、礼法制度看作破坏天下德性的 “私”：

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

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
獉獉獉獉

，

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

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

在 《大宗师》中，庄子又将 “仁义” “是

非”等看作侵害世德的 “私”：

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

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

许由曰：“而奚来为轵？夫尧既黥汝以仁义
獉獉獉獉獉

，而

劓汝以是非
獉獉獉獉獉

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

乎？”

而在 《骈拇》《马蹄》 《紸箧》 《在宥》等

篇中，“仁义” “礼乐”等作为 “私”的具体表

现则是受到了更加集中的批判。综合来看，庄子

认为人类德性整体衰退的直接原因乃在于统治者

出于 “私”的 “为天下”，具体来说则是因为统

治者采用了 “仁义” “礼乐”等一些不良措施，

由此破坏了天下众生的 “至德”。在这一点上，

庄子的理解和儒家颇为不同，甚至是针锋相对

的。在儒家看来，“仁义” “礼乐”乃是德性的

题中之义，但在庄子思想中却成了破坏世人德性

的直接原因。当然，这种差异不仅因为二者对德

性问题的理解不同，同时也因为庄子所批判者主

要是指世俗政治里被那些包藏祸心的统治者所利

用的统治伎俩，和孔孟荀等主张的学理意义上的

“仁义”“礼乐”还具有一定的距离。

三、“在宥天下”：不干涉主义

与世德的完满回归

　　如前所述，“为天下”作为 “私”的整体表

现，具体则指 “仁义”“礼乐”等一些违背人之

“常然”的不良措施。为了葆持人类本有的美好

德性，确保公共秩序的自然和谐，帝王切当 “无

容私”，这也就是 《紸箧》篇 “攘弃仁义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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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就如评价一个人一样，庄子在评价一个社会时，也紧

紧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 ‘德’。”参见张松辉： 《庄子研

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４２页。



《庄子》的 “世德”观念及其政治意蕴

之德始玄同”的道理所在。《在宥》说：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者，恐天

下之淫其性也；宥之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

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下人自在，“宥”是指宽宥天下。“在”

“宥”是一对同义复词，其义和 《应帝王》的

“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一致，都强调君王应当

化除私意而顺应世人德性之自然。正所谓 “道德

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 （《马

蹄》），过多的作为不仅不能增益世人的德性，反

而会导致世人 “失其常然”。

由此可见，人类整体的普遍德性作为公共生

活秩序的内在依据，在现实的政治架构里也就成

了考量政治行为是否正当的核心标准。在庄子看

来，只有确保了 “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

政治行为才有可能具备正当性，否则的话，任何

统治形式的合理性都是值得怀疑的。综观 《庄

子》书中对 “在宥天下”的主张来看， 《应帝

王》提出了一个总纲，而在接下来的数篇里则出

现了大量的具体论述，极力主张统治者施行无为

统治。这种主张对 “为天下”的排斥态度是比较

极端的，似乎在告诉读者，一切统治形式都是违

背人性常然的，都必须加以取缔，由此容易让人

联想到无政府主义思想。

无政府主义是兴起于近代西方的一种社会政

治思潮，其基本观点是否定一切政权组织和统治

形式，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国家政权的、完全平等

自由的社会。这种思潮在晚清时期传入了中国，

当时不乏一些学人出于宣传策略的考虑，将庄子

学说视为古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

这种理解仍影响到现今的庄学研究，时下仍不乏

一些学者主张庄子思想是一种无政府主义①。

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 《骈拇》 《马蹄》

《紸箧》 《在宥》等篇对现实政治的强烈批判。

它们虽然对一些有为性统治形式提出了强烈控

诉，但默认了统治者的存在。如 《马蹄》篇所讲

的 “善治天下者”，即可反映出作者并不否认统

治者的存在，只是反对那种侵害世德的 “为天

下”，而主张顺应民众天性的 “在宥”和 “善

治”。如按传统说法，将这几篇视为庄子后学的

作品，我们亦可认为它们是对 《应帝王》政治批

判的进一步发挥，虽然措辞上比后者显得更偏

激，但在根本义旨上并无二致。

另外，我们亦可从庄学的基本理路来把握这

一问题。在庄子看来，人类德性之所以败坏，乃

是源于世人的价值观倒悬。为此，庄子提出了

“悬解”的方案，期待人人皆能自救，自发省察

生命内蕴的价值，从而直奔德性圆满的逍遥境

地。但这仅是一种理想化的期待，在现实世界里

政治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君子”也有 “不得已

而临莅天下”的时候，对此庄子则提出了 “莫若

无为”而让世人 “安其性命之情”的政治主张

（《在宥》）。在其看来，德性的败坏虽然源于世

人价值观的倒悬，但从现实的直接原因来看，这

也是君王不良统治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庄子对政

治行为的正当性予以了重新考量，对那些违背群

体德性的统治措施提出了强烈批判。

可见，庄子对群体德性如何回归的问题表现

出两种向度的考虑，这也就是前文提及的两种救

弊思路：一种是理想化的道德主张，倡导生命主

体的自力回归；另一种则是现实的政治考虑，规

劝统治者放弃那些不当干涉。在第一种思路中，

政治问题非仅不需要考虑，甚至有可能会成为自

我转化的一种负累，就此而言，庄学中似乎暗含

了无政府主义的意向。换言之，如果说庄子思想

中含有无政府主义的成分，那么这种思想的体现

并不是 《骈拇》等篇，反而是书中那些只注重个

体转化而冷视政治问题的内容。当然，这也不是

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因为这种思路关心的是

生命主体如何实现自我转化，并无意于批判现实

的政权组织或统治形式。而在后一种思路中，统

治者尤其是君王的存在是需要的，作为一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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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参见关锋：《拙作 〈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的修正与

说明》，胡道静主编： 《十家论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３８１页；［英］葛瑞汉 （ＡｎｇｕｓＣ．Ｇｒａｈａｍ）：《论道
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５０页。崔大华、刘笑敢等学者将庄子这一
思想概括为 “无君论”，这与视庄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持论大致

相同。参见崔大华：《庄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第２３３—２３７页；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５６—２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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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君王的德性回归对于群体的德性回归将

会起到引领的作用。这种作用具体表现为：君王

成为 “至德者”，放弃那些违背自然秩序的不当

干涉，通过 “在宥天下”的基本原则来确保世人

德性的普遍实现。

因此，《庄子》书中对 “为天下”的批判并

不构成被视为无政府主义的理由，准确来说，这

是一种排斥统治者侵扰世人德性的不干涉主义。

虽然具体表现这一思路的 《骈拇》等篇在表述上

未免有些偏激，但基于其间对 “善治天下者”的

期待，我们仍不能将其和无政府主义视为等同。

蔡明田也有相近的看法：“一旦主张政府尽量不

干涉人民，遂即被误解为无政府的思想。然而依

据 《庄子》一书所载，事实并非如此……庄子从

未攻击政治制度的本身，也未否定他们的价值，

他只是抨击统治者的统治措施失当。”① 蔡先生

认为庄子只抨击统治措施失当，视其为无政府主

义是一种误解，这是很有道理的；但从未攻击政

治制度这一点则可待商榷，如前所述，庄子对

“经式义度”的抨击，说明他对现实的政治制度

仍持批判态度。陈鼓应则认为庄子在 《应帝王》

里提出了反对任何统治形式的无治主义主张，

《骈拇》等四篇和 《应帝王》是同一思路的发

展，不过文字表现为激烈露骨而已②。如同陈先

生所说的，《骈拇》等四篇的政治批判和 《应帝

王》的思路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但在此之外庄子

是不是反对其他的任何形式的统治，这一问题则

有待继续考察。

从思想渊源上来考察，庄子的不干涉主义是

对老子无为政治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如王中

江所指出的，老子最早发出了不干涉主义的呼

吁，这种主张后来在黄老学里得到了制度化的发

展，后者通过法律制度来保证统治者的无为和因

循人情③。不过老子的政治呼吁在庄学这里并没

有出现制度化或建构式的发展。和黄老学甚不相

同的是，庄子在批判现实政治的同时并没有提出

相应的建构性措施，而是在老子的基础上对 “仁

义”“礼乐”等问题进行了更具体的揭示和更集

中的批判，至于此外的统治形式应该怎么看待，

庄子并没有说明。因此，我们也难以得出庄子排

斥一切统治形式的结论。

总言之，庄子向往 “天下之德始玄同”的美

好境地，期待人类整体德性未受侵害的 “至德之

世”。作为公共生活秩序的内在依据，世人的群

体德性成了考量政治行为正当性的核心标准，由

此德性问题也就突破了个体的界域，在广阔的天

下秩序中呈现出群体化的理论向度。庄子认为，

人类德性原本处于自然和谐的状态，但由于统治

者的不正当干涉，世人德性不断衰降；是以，为

了让群体生活回归到原初的自然秩序，庄子对那

些侵扰世德的统治形式予以强烈批判。这种政治

主张继承了老子的无为思想，但不同于黄老学通

过法律制度对无为原则进行建构式的发展，庄子

的不干涉主义只是一种解构式的主张。他着重批

判现实政治中那些不良的统治举措，至于去除不

良举措之后，统治者应该怎么办，庄子并没有做

出相应的制度设计。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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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蔡明田： 《庄子的政治思想》，台北：牧童出版社，

１９７６年，第１３４—１３６页。
陈鼓应： 《老庄新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

第２６０、２７０页。
王中江：《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７４、４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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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修反德：庄子的德性理论

尚建飞

【摘要】庄子的德性理论所要探讨的主题可以归结为 “性修反德”，即奠基在人性论之上、以合乎本性作为理论视域来

论证德性的特征、实质和类型。具体地讲，合乎本性优先于顺因天性是 “道德之正”或德性的评价尺度，德性的实质

是通过实现本性所固有的平等、无私观念而形成的卓越品质，根据本性的不同运用方式推论出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

【关键词】庄子；德性；本性；德；知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２３－０６

　　从规范伦理的角度看，庄子诋毁仁义的观点
似乎背离了道德的立场。然而，德性伦理的诠释

角度却有可能会颠覆人们关于庄子思考道德问题

的基本看法①。不过，依据德性伦理解读庄子的

哲学思想，既需要澄清其对德性之表现形式及其

价值内涵的论述，同时更应该揭示出庄子围绕德

性探讨道德问题的原初语境。换句话说，批判诸

子学说以及对于人性的独特理解是庄子构建其伦

理思想的理论源泉，而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庄子才

得以展开自己关于德性之基本特征、实质和类型

等诸多问题的论证。

一、道德之正与人性的双重向度

作为一位身处战国中期的博学之士，庄子本

人不可能摆脱来自于诸子争鸣的影响。实际上，

庄子在探讨道德问题的过程中并不是对其他学派

采取漠然处之的态度，而是以批判现实的姿态示

人。并且，通过评论为当时社会所广泛关注的道

德学说，庄子最终把区分人性的双重向度确定为

自己探讨 “道德之正”或德性的评价尺度的基本

视域。

对于庄子而言，战国中期是 “天下大乱，贤

圣不明，道德不一”（《庄子·天下》）的时代。

或者说，由于诸子百家所推崇的价值主张彼此互

异，所以他们持有的道德学说也呈现出多元化的

态势。与此同时，包括儒、墨以及由杨朱所代表

的道家学者在内的各家学说都主张成就德性是道

德思想的核心议题，同时他们也承认 “道德之

正”或德性的评价尺度与人性之间存在着必然性

的关联。然而，这些学派所谓的本性却并不能涵

盖所有人的共同属性，而是仅仅关注离朱、师

旷、曾参、史
!

、杨朱和墨翟等人所具有的独特

禀赋，“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骈拇》）。庄子所要质疑的是：在没有澄清人

的天性与本性的前提下能否建构德性理论？事实

上，庄子得出的是一些否定性的结论。

按照庄子的理解，儒家的仁义思想不仅是诸

子百家当中最为系统化和最具影响力的德性理

论，而且也是一种试图通过混淆人的天性与本性

以确证 “道德之正”的经典形态。首先，儒家的

仁义思想及其德性理论背离了人的天性，因为

“屈折礼乐，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

其常然也”（《骈拇》）。庄子认为，人的天性是

个体与生具有的某种禀赋，并且只有凭借个体之

间的差异才能加以辨别。但儒家的仁义思想却好

比钩绳、规矩，即依据统一性的尺度来评价人们

的德性，由此必然会强迫人们 “失其常然”或改

变自己的天性。其次，在遮蔽人的天性的同时，

儒家的仁义思想最终将导致人们遗忘自己的本

性。在庄子看来，如果仁义仅限于如何评价个体

的德性，这只会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冲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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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尚建飞，陕西延安人，哲学博士，（呼和浩特０１００２１）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①　通过梳理其中有关技术的故事和差异的故事，黄勇认为 《庄子》的伦理思想具有显著的美德伦理特征。详见 ［美］黄勇：

《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庄子〉中的道家美德伦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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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者，如果仁义被视作目的本身，结果则是人

们迷失自己的本性：“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

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骈拇》）从人类文明

演进的历程看，仁义思想肇始于虞舜、贯穿三

代，成为小人、士、大夫以及圣人所普遍认可的

道德思想。然而，恰恰是在仁义思想的调节下，

人们逐渐形成了不惜任何代价，甚至是牺牲生命

以获得利益、荣誉和权力的传统。

在批判诸子百家之后，庄子清楚地认识到区

分人的天性与本性的理论意义。从其所使用术语

看，庄子已经明确地指出，天性与本性分别代表

着人性的两个不同向度：“骈拇枝指，出乎性哉！

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

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

也。”（《骈拇》）不可否认的是，许多注释者历

来就在提醒人们注意庄子关于 “性”与 “德”

的不同用法。例如，庄子所谓的 “性”是指天

性，即人与生具有的禀赋；所谓的 “德”则表示

确保人的生命得以延续的基本功能①。再比如，

《骈拇》篇中 “性” “德”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

与生俱有，而是为了突显人性的特殊现象与一般

特征之间存在着某种界限②。

需要说明的是， 《骈拇》不仅探讨 “性”

“德”的独特含义，而且更在意说明 “道德之

正”。事实上，在战国中期的思想家当中，通过

沉思人性的不同向度来论证道德的评价尺度已经

成为一种时代思潮。比如像与庄子同时代的孟

子，不仅依据天赋道德观念来界定人的本性，而

且又凭借辨别满足生理欲望与自主抉择的不同方

式，以论证人的天性与本性之间存在着差异。与

孟子非常相似，庄子也相信 “性”与 “德”或

天性与本性都是人性的应有之义。所不同的是，

庄子把 “骈拇枝指”“仁义”一并看作个体之人

与生俱有的独特禀赋或天性，同时又用确保人的

生命得以延续以及人性的一般特征来解释 “德”

或本性。

在区分人性的不同向度的基础之上，庄子从

合乎本性与顺因天性两个层面来说明 “道德之

正”或德性的评价尺度。整体地看，庄子认为德

性必须具备以下特征：“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

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

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 （《骈拇》）

具体地讲，庄子认为，“道德之正”或德性的评

价尺度并非源自于仁义以及某种与生俱有的独特

禀赋，而是必须体现出人的 “德” “性命之情”

或本性。虽然仅凭这一点就有可能把德性说成是

抑制天性的品质，然而庄子却似乎并不相信二者

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一种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庄

子是以合乎本性优先于顺因天性来构建 “道德之

正”或德性的评价尺度。也就是说，在不违背人

的 “德”“性命之情”或本性的前提下，一个人

可以使其与生俱有的独特禀赋不受任何限制③。

可以肯定，庄子批判诸子百家的德性理论并

不必然会得出道德虚无主义的结论，其实质在于

追问： “应该如何凭借人性来确证 ‘道德之正’

或德性的评价尺度？”对于庄子而言，儒、墨以

及由杨朱所代表的道家学者无法给出合理的答

案，因为他们混淆人性的不同向度，所以就有可

能把违背人性的观点当作 “道德之正”或德性的

评价尺度。经过分析儒家的仁义思想，庄子指

出，为了确证 “道德之正”或德性的评价尺度既

需要区分人的天性与本性，而且更应该把握住二

者的具体内涵。具体地讲，庄子的 “道德之正”

把 “骈拇枝指”“仁义”一并看作个体与生俱有

的独特禀赋或天性，同时又用确保人的生命得以

延续以及人性的一般特征来解释 “德”或本性。

二、成和之修与德性的实质

虽然庄子是通过沉思人性的双重向度来建构

德性的评价尺度，但他并没有直接将德性等同于

人的本性。因为在庄子语境当中，不仅 “德”同

时兼有本性与德性的双重内涵，而且被当作本性

的 “德”与用来表示德性的 “德”存在着明确

４２１

①

②

③

详见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 《庄子集释》中

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３１２页。
高亨对于 《庄子》 “性”与 “德”二字的辨析，详见

高亨：《老子正诂·老子通说》，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６年，
第１０—１１页。

林希逸认为： “善于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顺自然

也。”［宋］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鈞斋口义校注》，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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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换句话讲，被当作本性的 “德”是

“道”所赋予人的禀赋，而用来表示德性的

“德”则被解释为 “成和之修”，也就是通过使

情感、行为合乎本性而形成的品质。

庄子关于 “德”的用法表明，德性并非仅仅

局限于道德实践领域，而是拥有非常宽泛的含

义。首先，庄子所谓的 “德”蕴含着形而上的维

度，是指 “道”与人的本性所固有的功能。《天

地篇》曾就 “德”“道”与人的本性之间的关系

展开系统化的阐释：作为生成天地万物的动力

因，“道”本身具有无形无象的特征。然而，在

生成天地万物的过程中，“道”则演变为 “德”，

即成为具体事物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而且，从

人类的角度看，内在于形体之中的 “德”又被称

为 “性”或人的本性。由此可见，虽然庄子依据

宇宙生成论推论出 “德”与 “性”或人的本性

共同来源于 “道”，但他没有因此而忽略二者存

在着某种细微的差别：“若勉强说性与德的分别，

则在人与物的身上内在化的道，稍微靠近抽象底

道的方面来说时，便是德；贴近具体底形的方面

来说时，便是性。”①

其次，与宇宙生成论的诠释方式相应的是，

庄子还使用 “德”来评价人与生俱有的卓越禀

赋。对于庄子而言，人因其天性而形成的 “德”

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 “生而长大，美好无双，

少长贵贱见而皆说之，此上德也；知维天地，能

辩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众率兵，此下

德也。”（《盗跖》）从形式看，“上德形也即体

也。中德下德兼性与行。先天后天，统括其中。

是德乃体性行三者之合名，而性与行各为德之一

部分”②。不过，身体美好、智力超群和勇力过

人似乎都应该被视为是先天禀赋，而由此才会产

生出为他人所赞赏、辨别事物以及统帅军队等优

秀品质。

实际上，除了用其指称人的本性和卓越禀赋

之外，庄子又赋予 “德”以道德实践的意义。在

有关哀骀它的寓言故事中，庄子将用来表示德性

的 “德”归结为 “才全而德不形” （《德充

符》）。 “才全而德不形”所谓的 “才” “德”，

又有别于 “成和之修”的 “德”。因为前者是指

人的本性，后者被当作由合乎本性而形成的品

质。

从上下文的语境看，所谓的 “才全”是指：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而与

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 （《德充符》）

在庄子看来，尽管人的生命以及生存遭遇会受制

于 “命”，即诸如死生存亡、穷达贫富等具有必

然性和不可预知性的因素，然而有德者却可以使

其本性超越生存情境所带来的限制。具体地讲，

有德者既能够令其本性自在、愉悦而又不杜绝感

官欲望③，同时又会将守护生命本身视为自己的

行为法则。并且，正是由于可以成功地保全自己

的本性，所以有德者才可以在具体的情境当中做

出正确的判断④。如果说 “才全”揭示出保全本

性的个人将会获得的生存状态，那么 “德不形”

则重在于强调保全本性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正如

平静的水成为测定平面的器具，使其 “德”或本

性不被扰乱、遮蔽的人也将成为其他人效法的对

象⑤。在此需要注意， “成和之修”的 “德”与

“德不形”的 “德”并非同义词，它们分别代表

人的德性与本性。

在逻辑论证的层面上， “才全”与 “德不

形”构成了 “成和之修”的两个基本向度。或

者说，二者都是用来界定道德实践意义上的

“德”或德性。也就是说， “成和之修”所指称

的 “德”，尽管直接表现为对他人以及社会生活

产生影响，但这种品质却以保全本性作为前提条

件。所以， “才全”与 “德不形”，即成功地保

全自己的本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效果都是 “成和

之修”的应有之义。

就其自身而言，“成和之修”一方面符合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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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 （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

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３３１页。
高亨：《老子正诂·老子通说》，第１１页。
“‘不失于兑’，老子之所谓 ‘塞其兑’也。‘?’与隙

同。‘日夜无?’即 ‘不失于兑’义。‘与物为春’，即 ‘和豫

通’义。”钟泰： 《庄子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１２２页。

“‘与物为春’，以生机易杀机，斯和之至也。”钟泰：

《庄子发微》，第１２２页。
宣颖解释 “物不能离也”： “饮和者，必亲爱乎德，如

取平者，必法乎水也。”［清］宣颖撰、曹础基点校： 《南华经

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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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关于道德实践意义上的 “德”或德性之特征的

理解，另一方面表明道德实践意义上的 “德”或

德性是通过实现本性中所固有的功能而获得的优

秀品质。具体地看，人的本性就体现在其 “心”

所独有的 “神”①，同时依据这种独特功能来调

节人的情感、行为便是 “成和之修”。换句话讲，

只有运用本性中所固有的功能，人才有可能在得

失、梦觉、死生以及天人等诸多与其生活密切相

关的领域中把握住 “和”：“和者，中和之和也，

成者，全也，全此性中之和，是其德之修也。”②

也就是说，庄子不仅将德性的实质归结为实现本

性中所固有的功能，而且突显出了其以本性为

“和”的价值立场，即把本性所固有的平等、无

私观念视为中道或恰到好处的核心内涵。

在庄子看来，与 “成和之修”的两个基本向

度即成功地保全自己的本性以及成为其他人效法

的对象相对应，拥有道德实践意义上的 “德”或

德性也必须遵循由内而外的路径。按照 “才全”

优先于 “德不形”的主张，庄子将成功地保全自

己的本性确定为人获得德性的逻辑起点。或者

说，成就德性首先需要人消解自我中心的立场，

并依据 “道”来审视人的存在价值： “不逆寡，

不雄成，不谟士。”（《大宗师》）一个人不去贬

低弱者的存在价值、否认自己比他人更为尊贵，

他就可以超越利害得失的限制，并由此明白人的

本性与 “道”之间所具有的必然联系。

从个人自身看，庄子所谓的有德者不仅承认

生理需求、生死变化是人的生命活动得以可能的

前提，而且可以做到 “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

天”（《大宗师》）。有德者只是将起居、饮食、

呼吸以及生死视为生命活动所固有的功能和法

则③，从而不会把它们当作满足其情感好恶和享

乐目的的工具。虽然象征着有德者的 “真人”摆

脱了情感欲望的干扰或遮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

是价值虚无主义者，因为他的 “喜怒通四时”是

为了 “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大宗师》）。在

悬置个人情感欲望的同时，“真人”力图使自己

可以像 “道”一样平等、无私地守护生命。并

且，这种观点也使得 “真人”消解了好生恶死的

偏颇，并将生死看成生命的递进与循环④。

如果只是从保全个人的本性看，庄子所谓的

有德者似乎是在追求独善其身、消极避世的生活

方式。然而，庄子却相信，保全人的本性不仅会

使人把生命本身视为目的，而且也能确保其以恰

当的方式处理人伦关系。在 《大宗师》有关

“真人”如何处世的段落当中，从 “其状义而不

朋”至 “乎忘其言也”都是为了说明 “表两

端以见中道”⑤。并且，庄子把 “真人”这种可

以平衡人的本性与人伦关系的品质称为 “天与人

不相胜”。或者说，在 “真人”看来， “天”即

人的本性具有统一性的内涵，其在人伦关系中的

功用即 “人”却呈现出多样性。因此， “真人”

既明白 “天”与 “人”之间的必然关联，同时

又能够立足于 “天”即人的本性来协调 “人”

即人伦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成和之修”应该视作庄子

阐释道德实践意义上的 “德”或德性的关键所

在。对于庄子而言， “成和之修”首先揭示出

“才全”与 “德不形”，即成功地保全自己的本

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效果是理解德性的基本视

域。其次，实现本性中所固有的功能又使得庄子

确立了 “和”，即把本性所固有的平等、无私观

念视为中道或恰到好处的核心内涵。此外，凭借

其对待生命以及人伦关系的态度，庄子确证了德

性或合乎本性而形成的品质所具有的合理性。

三、知与理智德性

尽管庄子更多地凭借 “成和之修”来解释德

性的实质，然而，这却并不意味着他忽略了理智

德性的实践价值。事实上，庄子不仅承认道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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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徐复观曾指出，庄子用 “神” “心”来说明人的本性，

去所固有的功能就是 “超分别相的直观、智慧”。徐复观：《中

国人性论史 （先秦篇）》，第３４６页。
［宋］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鈞斋口义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９３页。
成玄英认为：“捐，弃也。言上来智惠忘生，可谓不用

取舍之心，捐弃玄通之道；亦不用人情分别，添助自然之分。”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上册，第２３０页。
通过解读 “庄子妻死”的寓言，有论者指出庄子把生

死看成源自于 “道”、具有递进与循环特征的生命现象。详见张

景、张松辉：《论庄子递进、循环思想的正确性》，《中国文化研

究》２０１４年春之卷，第１７页。
钟泰：《庄子发微》，第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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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意义上的 “德”或道德德性与 “知”或理智

德性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同时也就 “知”或理

智德性的类型及其对象展开过系统化的研究。

在思考道德实践意义上的 “德”或道德德性

的过程中，庄子已经注意到认识 “道”与本性的

重要性。对于庄子来讲，拥有关于 “道”与本性

的知识首先成为人们评判德性的理论依据：“不

明于天者，不纯于德；不通于道者，无自而可；

不明于道者，悲夫！”（《在宥》）假如人们不明

白自己的本性及其本原，那么就无法在具体的情

境中确立起选择或欲求的合理尺度。因此，只有

凭借把握住 “道”与本性，一个人才得以理解德

性的实质、做出恰当的选择。当然，拥有关于

“道”与本性的知识对道德德性的影响具有相对

性：“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生而无以知为也，

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

（《缮性》）合乎本性的生活方式可以确保人的理

智能力不被误用，而拥有关于 “道”与本性的知

识又有助于培养虚静恬淡的品质。因此， “知”

与 “恬”只不过是展现了本性的不同向度，前者

澄清了与本性相应的真相，后者则能够使人的选

择或欲求变得恰当①。

对于庄子而言，“知”并非只有单一的类型，

而是与不同的对象领域密切相关。具体地说，庄

子将 “心”“知”的对象区分为 “物”和 “道”、

人的本性两个领域。首先，所谓的 “物”是指可

以借助感性直观、逻辑推理来加以认识的对象，

其特征是：“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

故。”（《秋水》）由于 “物”随着空间、时间不

断变化，所以人们无法根据 “物”获得确定性的

认识。其次，与 “物”有所不同， “道”、人的

本性超越了时空的限定，然而 “心”“知”却有

能力认识它们：“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

有能知，此之谓天府。”（《齐物论》）庄子通过

“天府”一方面彰显了 “心” “知”的超越能

力②，另一方面又必须以突破语言、观念的消解

方法或神秘主义作为自身的前提条件③。

尽管庄子确信 “知”体现了 “心”所固有

的功能，然而他对它们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

与 “物”相对应的 “知”将遮蔽人生的终极目

的；而由认识 “道”所获得的 “知”则有助于

把握住人生的终极目的。并且，在两种不同类型

的 “知”当中，庄子尤其注重揭示与 “物”相

对应的 “知”所蕴含着的危害。在庄子看来，奠

基在 “物”之上的认识活动不仅无法获得确定性

和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反而会成为是非之争以及

人生困境的根源： “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

（《秋水》）需要说明的是，庄子所谓的 “物”在

广义上是指受到空间、时间限制的有形事物，而

其狭义则用来表示具有自我中心观念的人，或者

说是限定于个人形体的主体意识。所以，如果每

个人把 “物”确定为认知、评价活动的始点，那

么就因各自是此非彼的主张而争论不休。而且，

学派间的争论也是如出一辙：“故有儒墨之是非，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齐物论》）

对于庄子而言，与个体或学派之间的是非之

争相比，立足于 “物”的 “知”更有可能会演

变为一种使人遗忘人生终极目的的因素。如果人

把满足形体需要当作人生的终极目的，他必然会

因自我中心观念而与其他人发生纷争和冲突，甚

至终生劳苦、困顿却无法理解人生的终极目的。

对此，庄子的解释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源就在

于 “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因此，有德者知道

自己的形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衰老，他将

其精力集中在培养道德实践意义上的 “德”或德

性，即能够确保 “心”或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功

能摆脱来自于形体变化的干扰。相反，假若一个

人的 “心”为其形体所役使，那么自我中心观

念、由个人形体所构建成的主体意识就会成为他

的价值评判尺度，而这也意味着他不可能把实现

“心”或人的本性视为自己的终极目的。

在庄子看来，同立足于 “物”的 “知”形

成明显对比的是，由认识 “道”所获得的 “知”

可以从双重向度上确保人们实现人生的终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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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知恬，诚明，虽分二名，实则一性而已，故接云：

‘和理出其性。’和出于恬，理出于知。”钟泰： 《庄子发微》，

第３５４页。
“此以见天府之大也，然实只人之一心而已。”钟泰：

《庄子发微》，第５０页。
有关神秘主义基本特征的分析，详见 ［美］本杰明·

史华慈著、程钢译、刘东校：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０１—２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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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先，拥有关于 “道”的 “知”能够使人

有效地保全自己的生命：“知道者必达于理，达

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秋

水》）真正拥有关于 “道”的 “知”之后，就会

明白各种现象的实质以及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权

变。换句话讲，洞察处境的安危、不为福祸所惊

扰、审慎的判断都成为消灾避祸的必要条件，而

这也使人有能力摆脱生存困境、化险为夷。

其次，除了保全生命之外，一个人还可以凭

借认识 “道”所获得的 “知”而享有幸福或自

足性的生活。对于庄子而言，成就德性与合乎本

性的生活方式都以拥有关于 “道”的 “知”作

为逻辑起点：“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

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躅而屈伸，反要

而语极。”（《秋水》）庄子利用内外来解释天人

关系，是想表明：所谓 “天”“人”分别代表着

人的本性和人伦关系，而人如果知道运用 “天”

或 “心”所固有的功能来调节人伦关系，那么他

就不仅能够把握住德性的实质，而且也将在具体

情境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为了使其终身享

有幸福或自足性的生活，人还应该 “反要”，也

就是 “常居枢要而反本还源”①。换句话说，遵

循 “道”就体现在合乎本性的生活方式，其中的

枢要则是将生命作为目的本身的价值立场。

就其所涉及的问题而言，庄子通过 “知”既

解释了影响认识活动的构成要素，同时也对与

“物”相对应的 “知”、由认识 “道”所获得的

“知”展开评价。这一立场已经超越了认识论领

域，而是更加注重揭示出 “知”所可能具有的实

践价值。“庄子哲学在于创造意境，事实上已经

超越了认识的关系。它关注人生境界的提升，而

与经验知识无关。”②

从整体上讲，庄子德性理论所探讨的主题可

归结为 “性修反德”，即奠基在人性论之上，以

合乎本性作为理论视域来论证德性的特征、实质

和类型。尽管庄子承接了由老子所开创的道家传

统，然而他却非常注重澄清人性与德性之间的复

杂关系，并据此构建出属于自己的德性理论：合

乎本性优先于顺因天性是 “道德之正”或德性的

评价尺度；德性的实质是通过实现本性所固有的

平等、无私观念而形成的卓越品质；根据人运用

本性的不同方式推论出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毋

庸置疑，庄子的德性理论充分彰显了平等、无私

地守护生命这一价值立场，但与此同时又因过度

推崇人的本性而忽略了人伦规范的重要性。也正

是有见于此，荀子才使用 “蔽于天而不知人”来

批评庄子的思想。当然，荀子的意思是 “庄子

‘复归于自然’为道之极轨，而不知人治之有加

于天行”③。如果将荀子的评论限定在德性领域，

那么就恰好揭示出了庄子分离德性与人伦规范的

理论弊端。事实上，庄子在解释德性的过程中，

一方面主张 “天与人不相胜”，即立足于 “天”

即人的本性来协调 “人”即人伦关系；但另一方

面又提出 “天而不人”，即实现本性应该消解来

自于人伦关系的干扰。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８２１

①

②

③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册，第

５９０页。
详见陈鼓应：《庄子认识系统的特色》， 《安徽师大学

报》哲学杜会科学版１９８５年第２期，第２３页。
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

２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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